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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我很荣幸地获悉，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公司策划出版了“知识管理系列”图书，选入了我的部分作品。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陈劲教授以及所有为该系列图书在中国出版而努力的人。
我提出“知识创造理论”距今已有20多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日本东京一桥大学的同事竹内弘高和今井健一与我对日本公司的知识创新过程进行了广泛的案例研究。在进行这些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日本企业是通过“由内向外”的过程进行创新的，这有别于当时流行的组织行为主导理论，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信息处理范式”——一种“由外向内”的分析机制。我认为，企业应以“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产品”为理念，以“创造未来”的精神实施创新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需要更明智地开展商业活动和自我管理来造福人民。
20多年后，我们生活在创新经济时代，知识创造理论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新经济要求商业组织创造新的价值观、产品、服务或流程。在当前的动态环境中，商业组织必须在“创新”和“死亡”中二选一。此外，它们还需要比前几十年更广泛、更明智地扩展业务视角和范围，因为我们看到，社会和环境中对商业事务有重大影响的问题的相关性与复杂性日益增强。商业组织不仅应反映客户需求或股东价值观，还应密切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其商业模式的一部分。这样做给这些商业组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商业组织试图控制的要素越多，就越难达成它们的目标。那么，它们如何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在我看来，答案是知识创造和知识实践。
知识创造范式为组织创新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由“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构成的SECI知识创造模型，体现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作用创造新知识的组织范式。虽然商业组织知道这两种知识都是必要的，但是，即使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它们也需要在具体的业务活动中让隐性知识处于首要地位。身体经验和直觉（隐性知识）等事物构成了我们拥有的所有知识的基础，我们需要时刻注意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我们如何交流感知和经验以获得新的想法和产品。最终，隐性知识促使“由内而外”的创新过程得以实现。
为了积累和综合新知识，我们需要一个“创造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场”（Ba），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提出的。在场中，人们有意识、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人际互动和环境互动产生新的知识。“场”是一个创造互动的临时空间。为了创造成功的场，我们通过关心、爱、信任和彼此接受建构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1]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主体间性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分享我们的隐性知识，从而产生更好的知识创造成果。这种知识创造的互动过程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取决于我们与谁互动、我们从文化和社会中了解到了什么，以及我们进行知识创造的环境是怎样的。人类的任何知识都是“集体知识”的一种形式。
知识创造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处理团队内部、跨团队以及组织之间的矛盾与紧张的关系。对组织而言，这些矛盾和紧张的关系既是巨大的障碍，也是巨大的创新机遇。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因素不应该被视为泾渭分明的独立事物，因为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借助“动态二元性”（dynamic duality）[2]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互补的。动态二元性告诉我们，理解这些矛盾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能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积极参与，无论他们是项目团队、组织还是其他组织的一部分。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建议采用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来达成这一目标。与组织过程的每一步都由少数组织成员（通常是经理或执行人员）命令和指挥不同，创造知识的组织应该吸收并授权参与项目的其他成员做出决策并执行有效的行动。随着组织承诺和共同目标的实现，不同知识的综合将产生真正、持久的影响。
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推动了知识创造。实践智慧是指通过务实的步骤，坚持不懈地追求共同利益。这种智慧不仅使我们能够适应特定的情况，还能够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塑造了这一明智的决策和行动过程，告诉我们可以从所选的情景和行动中获得什么意义。
从本质上讲，知识创造过程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集体创造过程。正是基于我们作为人类的全部特征，我们才可以进行知识创新。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发展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通过知识创造来应对。希望该系列图书的读者都能欣赏这些想法，共同创造知识，为社会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真诚致谢。
野中郁次郎
2019年8月19日

[1].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深入与广泛讨论了这一概念，指人对他人意图的推测与判定。——译者注
[2].动态二元性是指把相互矛盾的观点加以动态综合。——译者注



推荐序一
以“知识管理”赢得现代管理的新发展
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以“知识管理”的观点设计组织发展的哲学、运行体系、管理模式等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100多年来，管理学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以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人为代表的把员工视为“经济人”的科学管理阶段；第二，以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等人为代表的把员工视为“知识人”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阶段。
泰勒首次将管理视为一门科学。他指出，建立各种明确的规定、条例、标准，将一切管理内容科学化、制度化是提高管理效能的关键；并且他主张把计划职能从工人的工作内容中分离出来，由专业的计划部门去做。从事计划职能的人员被称作“管理者”，负责执行计划职能的人被称作“劳动者”。泰勒的理论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泰勒的思想主要是解决工人的操作、现场的监督和控制问题，管理的范围比较小，内容涉及面也比较窄，基本没有涉及组织的供应、财务、销售、人事等方面。此外，虽然泰勒的理论使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合理化，但把雇员和业务都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法国的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对泰勒的管理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们的管理思想聚焦于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以及管理者职责分工的合理化，由此奠定了古典组织理论的基础。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法约尔和韦伯等人的管理思想形成了成熟的质量管理和项目管理模式，并强调采用基于数据的管理体系。工业经济时代创立的管理学体系强调控制，但控制就意味着自上而下、强制性的管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彼得·德鲁克就已经提出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管理的概念。在知识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是知识，知识工作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每一位知识工作者都是一位管理者，知识型员工具有更高的素质、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严格控制在他们身上显得多余。同时，严格控制会限制知识型员工的创造力。在工业社会，工作方法和程序由专家定义，而且一旦被定义，就不允许改变。因此，不管员工有多强的创造力，展露天赋的机会都大大减少。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提出“未来的典型企业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同事、客户和上级提供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和自我管理”。
在“知识人”视野下，企业管理的哲学、风格、制度等应做出更大的转变。首先，减少“控制”思想，倡导“支持与关爱”模式。今天，管理者应该更多地关心和激励员工，创造适合的环境和条件，激发员工的潜质和创造力，使其实现自身的价值，进而帮助和引导员工实现自我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还蕴藏着另一个重要理念——无论成功或失败，皆有再挑战和激发勇气的精神，这是新时代企业管理的重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素有“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的拓荒者”之称的野中郁次郎进一步发展了面向知识人的管理体系。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中，他提出了知识创造理论，以知识创造能力来诠释日本企业的成功。该书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于1996年被美国出版协会评为“年度最佳管理类书籍”。
有别于其他学者将日本企业的成功归结为各种“日式管理”特色，野中郁次郎通过研究索尼、松下、本田、佳能、日本电气和富士复印机等日本公司的创新案例，归纳出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能“有组织地”充分调动蕴藏在员工内心深处的个人知识。他以波兰尼的知识两分法为基础，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关系入手，认为知识管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挖掘隐性知识，即不仅对客观信息进行简单的“加工处理”，还要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
野中郁次郎不仅系统地论述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别，还构建了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和内隐化（internalization），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利用知识创造的有效途径。英国管理史学者摩根·威策尔（Morgen Witzel）认为，野中郁次郎对现代管理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是世界上知识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论述几乎覆盖该领域的每个方面；第二，对西方读者而言，他是日本管理方法及技巧最主要的解读者之一。
野中郁次郎认为，建立在西方传统哲学基础上的组织理论归结为笛卡儿式科学思维的产物，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立足于用“科学”代替“经验常识”，西蒙的信息处理范式受到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过分强调人类推理和组织决策过程的逻辑方面。他觉得，在这种科学理性视野下的组织，本质上是没有知识创造能力的“刺激-反应”式机器。他认为，企业并不是机械地处理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而是有意识地创造信息，他在1985年出版的《组织进化论》中提出了该观点。
在研究中，野中郁次郎发觉，现有的信息处理理论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创新行为。因为除了信息处理，创新过程还包括知识的取得、创造、运用与保存等多项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许多创新者的访谈，野中郁次郎发现，创新通常来自创新者个人的信念。通俗地讲，这些信念就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学术界称之为“心智模式”。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信息处理的机器，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可以计量的数据，而野中郁次郎认为企业是创造知识的平台。“在一个只有不确定性能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确定性来源是知识。”知识创造理论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维度进行阐述，包括SECI模型、创造知识的“场”和推动知识创造螺旋的组织方式。他构建的“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从理论上阐释了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实践智慧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超文本组织”结构则体现了东西方管理智慧的现代结合。
野中郁次郎运用东西方哲学智慧以及日本式思考和模糊处理方法，在日本企业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知识创造理论，以SECI模型为中心，将主观与客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直接经验与逻辑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系列知识管理领域的经典之作。他的知识创造理论强调“人是最重要的资产，知识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并“以人为本”，统领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多年来，野中郁次郎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知识创造这一领域。他跟踪观察日本制造企业由弱到强的变化规律，深入研究了日本企业的知识创新经验，将佳能、本田、松下、NEC、日产、花王等企业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过程进行详细的剖析，准确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起点与终点，清晰地辨识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常规类别，创造了一个全面评估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工具，并提供了促进知识创造的方式方法。他的研究涉及知识管理的各个方面，如“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确立了中层管理人员在企业知识创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超文本组织结构则吸收了官僚制和任务团队的优点，将企业运作效率、稳定性、知识创造的有效性与动态性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近年来，野中郁次郎不顾年事已高，坚持每月深入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同时，他积极学习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以发展组织管理理论，如知识如何向智慧演化，特别是他引入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智慧应该是一种审慎的、基于实际的、有道德的智慧，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对共同利益做出的最佳判断，更是一种高质量的隐性知识。
实践智慧的提出，将超越组织发展的“经济目标”和量化管理，而把培养具有高度伦理价值的信仰、为人类发现更多的善意作为重点，使其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组织。例如，本田宗一郎为本田公司提出的“三喜理念”（生产者的喜悦、销售者的喜悦和购买者的喜悦）、京瓷的稻盛和夫为企业制定的座右铭——“敬天爱人”，这些都是实践智慧型领导力的经典事例。
实践智慧的提出，也将进一步在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的基础上，将信念管理理念更好地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落地，即组织发展更应该关注调动员工的工作激情，激发企业持续创新，推动个人价值与企业愿景同步实现。
展望未来，企业管理的重点虽然需要依靠科学管理的思想，但是大数据和数字化转型也应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方向，基于PDCA的质量管理和IPD的项目管理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价值和社会责任并重、科学管理和人文精神同步的新时代，我们应高度重视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共享，以及基于SECI模型螺旋上升的知识管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野中郁次郎认为新的知识管理将更多地依赖愿景型领导者、共情型领导者，知识管理也将从传统的管理工具走向新管理思想的营造，特别是要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观”而非“国富论”来引领组织未来的发展。
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管理评论》执行主编
国际创新与知识管理会议（iKM）创始人兼主席
全球“最具创新力知识型组织”（MIKE）大奖联合负责人



推荐序二
创造知识的能力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保持创新的关键
“知识创造系列”图书的核心作者是野中郁次郎，他在书中以知识创造为核心，阐述了关于知识创造过程、知识管理、知识科学的研究理论，并结合企业案例分享了实践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由此奠定了他在知识管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野中郁次郎对时代的判断与彼得·德鲁克一致，即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将以知识工作者为主体。唯有知识才是企业创造最大价值的源泉，创造知识的能力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保持创新的关键。自1991年开始，野中郁次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与知识管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他还在富士通等众多知名企业开展知识管理的实践。依托丰富的学术理论与企业实践经历，野中郁次郎在开发知识创造理论、应用知识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形成了具有重大价值的观点。野中郁次郎最大的贡献是创设了一套组织知识创造的理论与通用模型，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他也因此被国际管理学界公认为“知识管理的拓荒者”“知识创造理论之父”。
野中郁次郎早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过，主要研究市场营销领域中的信息处理。因研究领域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还曾为他的书作序。通过系列的“信息”研究，野中郁次郎逐渐发现，信息的视角不足以支撑创新，很多时候，个人的价值观、信念对创新更具决定性作用。野中郁次郎认为，不应该仅遵循西蒙的“组织就是信息处理机器”的观点，更应该将组织视为“有机生命体”，它需要创造知识以能动地适应环境。基于这一观点，野中郁次郎逐渐将研究视野转移到知识领域，深入地探索分析其获取、创造、保存和利用的过程。
通过野中郁次郎等人在《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与《创造知识的方法论》中的研究，我们认识到，知识分为两种，即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正式语言或媒介传播的知识）与隐性知识（内心知道但无法将其转换成语言的经验性、身体性知识）。组织知识创造的关键就是对隐性知识的调动与转换。有价值的知识一直存于员工的大脑中，组织管理者需要做的就是把个体大脑中的知识“调”出来，“结晶”、固化并转换为其他人也能利用的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就是针对两种知识在个体、团队及组织层面进行转换和创新的活动。围绕这一主题，野中郁次郎等人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创造与转换的SECI模型，他们在模型中坚持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原则。野中郁次郎强调，组织本身并不创造知识，个体才是创造知识的主体，且只有通过个体之间的共享，知识才会在团队、部门、组织层面汇聚发展并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
野中郁次郎非常看重“场”的概念，认为知识创造的关键在于“场”与团队。场是一个活动的共享背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它是个体之间知识交互与创造的基础。不同的场能通过相互连接形成更大的场。他在“知识管理系列”图书中反复强调场和团队，认为个体的知识只有在社会或场中得到验证，并与其他人的知识进行整合，知识才得以创造与发展。
野中郁次郎认为，SECI的四阶段分别在原始场所、对话场所、系统场所及实践场所中进行。这些观点是他强调中层领导者价值的理论基石。只有中层领导者才能更好地发挥场与场之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场之间、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中层领导者能更好地建立、激发和连接场，这从领导力入手为知识的实践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抓手，即创发“场的领导力”。在以创造力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领导者就是要建立场让员工能迅速地解决问题。野中郁次郎在系列书中反复强调实践型领导力的培养，尤其强调培养创造知识附加值的领导力。我有幸提前拜读了由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公司引进的这套“知识管理系列”图书中的三本，分别是《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该系列书中的《创造知识的实践》《创新的本质》等也将陆续出版。
《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聚焦于阐述组织管理中员工必备的“知识方法论”，详细解答“知识是什么”“创造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及“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是什么”等问题。这本书将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的哲学基础、原理及实践原则展现在读者面前。
《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则提出了信念管理的概念。野中郁次郎等人强调，在人际关系弱化、价值观被稀释的情境下，企业更要培育从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的世界观到信念管理（Management by Belief，MBB）的世界观，对组织中的个体信念进行管理。因为组织成员共享高质量的信念能让个体重获工作价值感，更主动地学习与工作，而领导也会成为更加称职的支持型领导。因此，在人事评价中，组织也应该增加信念管理的内容，关注组织是否具备培育个人信念及形成信念网络的能力。作者在《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一书中介绍了在企业中成功导入信念管理的关键方法，这使我们对信念管理的讨论不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这本书将成为关注信念管理的领导者的必读之物。
下面我们来看看本书的核心内容。
《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由野中郁次郎与同事竹内弘高合著，曾于1995年在美国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书基于知识视角研究了日本企业成功的原因，提出很多精辟且具有实践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引领价值。作者强调，为了更好地解释创新，我们有必要开发组织知识创造的理论。这本书从知识创造原理、模型、实践操作等角度出发，向读者做出细致的解释与案例说明，搭建起理论到实践的桥梁。这是一本管理学中关于知识管理的著作，著名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大前研一等都给予这本书较高的评价。
野中郁次郎等人秉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组织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创造知识，知识创造才是日本企业拥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将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是这一观点的逻辑起点。在作者看来，组织内的知识主要是“隐性的”，不容易看到，也不容易表达，而正是这些隐性知识提升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这一点容易被忽视。因此，我们需要从技术维度和认知维度去交流、分享隐性知识，将其转换为显性知识。在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中，组织的知识创造才有了动力。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分类与互动是本书第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更完整地展示组织知识创造理论模型，野中郁次郎等人通过认识论（Epistemology）与本体论（Ontology）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在认识论维度上，基于综合的哲学基础，他们提出组织的知识创造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不断动态地相互作用”。野中郁次郎等人认为知识创造由4个部分组成，即隐性知识产生新隐性知识（社会化）、隐性知识产生新显性知识（外显化）、显性知识产生新显性知识（组合化）及显性知识产生新隐性知识（内隐化）。这4个部分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引擎”，是个体知识管理需经历的不同阶段，即知识转换的SECI模型。
在本体论维度上，首先，个体拥有并开发知识；接着，组织中的知识将由个体层面转向团队层面与组织层面（包括组织间）。本体论涉及个体、团队及组织等。组织知识创造的螺旋模型就发生在这两个维度上，而且这两个螺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相互作用，进而带来创新。为了更好地理解螺旋模型，我们一定要超越西方哲学中的“二分法”，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在认识论与本体论上构建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螺旋模型是本书的第二个重要内容。
同时，为了更好地管理组织知识创造模型，野中郁次郎等人提出了促进知识螺旋上升的5个条件：①意图；②自主；③波动和创造性混沌；④冗余；⑤必要多样性。简单来讲，要想产生更高效的组织知识创造，个体首先需要明确公司的意图与愿景，从而理解什么是有价值的。在个体环境支持下，组织需给个体提供充分的自主性，使个体的信息获取产生有意义的重叠，让个体感知与外部环境沟通的获得感，以及保持组织内部多样性以更好地与外部复杂环境相匹配。言下之意，在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中，有很多实践原则可以遵循。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作者提出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五阶段模型，即共享隐性知识、创造概念、验证概念、建立原型及跨层转移知识。这个过程模型将知识转换模式、知识转换促进条件与外部环境充分整合，为企业产品开发等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模型工具。我们同时要认识到，组织知识创造是非线性的，可以周期性地跨层面移动，作者采用松下公司的案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还分析了“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与“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在组织知识创造中的价值，并强调了中层管理者的战略价值，认为“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兼备了前两者的优点，是最适合进行组织知识创造的模型，能让知识螺旋更好地跨越本体论层面。同样，野中郁次郎等人认为“超文本组织”整合了层级体制与特别工作组的优势，这一新型组织结构能够促进知识创造的蓬勃发展。这本书第三个重要内容是提出组织知识创造的阶段模型并阐明中层管理者与“超文本组织”在组织知识创造中的作用，它展示了如何支持组织知识创造落地。
在知识驱动变化的时代背景之下，阅读“知识创造系列”图书能产生极大的价值。通过这套书，读者会更清晰地了解组织中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创造是什么；如何在方法论层面上更好地进行组织知识创造……对这些内容的把握能让我们按照知识管理的逻辑主线去理解企业，理解组织创新力的打造。虽然读者在阅读这套系列书时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掌握知识以及创造知识的概念和逻辑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如果你愿意接受挑战，去理解、掌握这套书呈现的知识和知识创造的内涵，你也一定会在未来的企业管理工作中感受到知识带来创新的美好！
陈春花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
国家发展研究院Bi MBA院长
2019年7月21日于朗润园



译者序
霜叶红于二月花，知识创造新时代
　
缘起
　
我从事知识管理实践、研究、培训、咨询等工作已经近20年。纵观全球学者，能够被称为“知识管理大师”的可谓凤毛麟角。美国的彼得·德鲁克、日本的野中郁次郎，瑞典的卡尔·斯威比等人，无疑是全球公认的知识管理领域的领军人物。
作为东方知识管理流派的代表，《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是野中郁次郎教授的扛鼎之作，被广大知识管理工作者奉为圭臬。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在知识管理实践中的经验，可以与书中的要点一一对应验证。或许同源于东方文化体系，对于本书的理论体系，我总有一种暗合道妙、心心相印的投契之感。从知识收集到知识创造，将是中国企业进行知识创新战略转移的方向。
本书翻译校对初稿完成之日，恰值北京人间四月天。当时微雨初晴，我出去透气疏通筋骨，走在雨后的小巷里，金子般的阳光洒落在肩膀上，一边是杨柳吐翠，一边是桃花渲红。书中一字一句虽呕心沥血，但心里充溢着一种幸福和释然。这既是向经典的作品致敬，也是在精神层面上直接与先生交流共话。
我还记得第一次与野中先生的见面是在2007年，当时是在北京大学一个创新论坛上，我们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老师等人还曾合影留念。10年之后，我于2016年去日本神户参加亚太创新与知识管理（IKMAP）大会并发表演讲，又一次见到了野中先生，并将自己主编的《知识＋实践的秘密 I》作为礼物亲手奉上。
在IKMAP会议上，我再次有幸现场聆听大会特邀主讲嘉宾——野中郁次郎教授关于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的精彩演讲，心里感慨颇多。随着生活、工作阅历的丰富，原来对先生理论精微之处领悟不深的地方，我突然又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不同感悟，因此也萌发了能否把这套理论原汁原味引入中国的想法。后来，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公司的缪永合正好想系统地引进、翻译野中先生的版权书籍，双方的想法一拍即合，也就有了这本全新翻译的作品。
　
概述
　
之前我们无论是作为甲方在企业内部推动知识管理，还是作为乙方为企业提供知识管理服务，始终有一个问题如影随形，那就是“组织如何才能有效地创造知识？”从宏观上讲，个体的知识如何转化为组织的知识？这是一个黑箱，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从微观上讲，个体又是如何内隐化知识进而创造出新的知识呢？这也是一个黑箱，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
幸运的是，本书正试图揭示黑箱所隐藏的奥秘。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在本书中清晰无误地告诉我们：组织知识创造始于个体隐性经验的共享，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是知识创造的本质，知识创造则为组织的创新提供动力。两位大师构建出一套融合了东西方管理实践智慧的通用管理新理论，同时佐以大量日本公司的实证案例为其理论提供解释和验证。
在这套组织知识创造的新理论中，无论是对知识创造两个维度的抽象，还是对于知识转化4种模式的萃取；无论是对组织知识创造5个促进条件的总结，还是组织知识创造过程五阶段模型的提炼；这些理论、模型、方法的提出，无疑都是突破性的创举。知识转化SECI模型及知识螺旋创造理论自成一派，为我们在理解组织如何进行知识创造这个黑箱打开了一扇窗户，成为从业者津津乐道、最被广泛使用的理论模型。
书中大量的案例亦令人印象深刻。来自松下、本田、佳能、日产、新卡特彼勒—三菱、通用电气、3M等公司一线真实发生的故事，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故事里不同人物的声音，简直和我们今天身边听到的话语一样。人生总有悲欢离合，公司发展亦有跌宕起伏。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案例因时因地，因情因境，会有所不同；但其中的道理、原则、方法等，却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和岁月的洗礼，历久弥新。
借助书中的对比和对照，我们还能体会出些许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注重方法、流程、技术、工具，显得“实”一些；东方文化更注重思辨、哲学、体系、领悟，更务“虚”一些。西方二元对立，东方则三生万物。西方企业在管理过程上有“自上而下式”管理和“自下而上式”管理，东方企业则以“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对应。西方在组织结构上有“金字塔”式科层组织和“个人英雄”式特遣任务团队，东方则有“超文本组织”以补不足。
书里的警言范句比比皆是，发人深省。例如“人类的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创造和扩展的”。它意味着许多公司在知识管理方面不菲的投资，可能大部分都打水漂了，因为这些公司若只关注显性知识，充其量不过是知识转化中“组合化”模式罢了。再如“战略的本质在于开发一个组织获取、创造、积累和利用知识领域的能力”。这是从知识的视角来重新诠释、定义战略，组织意图不就是当下所推崇的使命经济吗？
　
反思
　
回过头来看，有人说日本过去经济是“失去的20年”，也有人说日本低调的可怕，过去是“创新的20年”。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汤森路透发布2018年全球企业创新TOP100排行榜，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在百强中的比重超过了70%，名单中的日本企业有39家，美国企业有32家。
我们再统计一个数据，进入21世纪以来，迄今为止已有18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日本人的获奖次数仅次于美国人，居世界第二。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拉长来看，从1901年至2018年的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中，日本是欧美之外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达27人。管中窥豹，从这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真实的创新能力非常强大。
记得2016年去日本参加IKMAP大会后，我还曾游学拜访新明和工业株式会社、丰田公司元町工厂以及明治大学等，亲身体会到日本在社会、经济、企业管理等方面所达到的精细化程度。在参观新明和工业株式会社时，同行的伊朗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目前中国企业能否做类似的组装？中国企业的整体成本相对日本企业较低，那么日本的制造业将如何应对？”
新明和工业的主管首先肯定回答道：“中国企业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竞争肯定存在。”他话锋一转，又补充道：“正是这样的压力，新明和工业的人员必须充分开动脑筋，通过使用高科技和先进的自动化装备，尽一切可能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整体效率，并运用集体智慧来挖潜并降低成本。”这种渗透在骨子里的自信，既可敬，又可怕，我们真的需要向他们学习。
日本企业的创新，是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是自己主动寻觅和创造的，是源于对人性和人类未来的全新思考。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危机意识、自我更新和自我疗愈能力，以及持续不断的知识创造能力，更要学习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展望
　
2017年，在清华大学的创新与知识管理峰会（i KM2017）上，我和野中郁次郎先生又一次会面了。这一次，我去首都机场接他，将最新出版的《知识＋实践的秘密 II》送给了他。他对中国知识管理界开始注重企业案例的收集与研究表示赞许。在这一年的会议上，野中国际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期间，我还与《企业管理》杂志王仕斌老师一起对野中郁次郎先生做了一次深入的专访。野中郁次郎教授深入知识创造领域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其喂精唯一的执着和坚守令人动容。
记得在给某家汽车公司做知识管理项目时，我曾与一位从日产公司出来的日本专家交谈过，他说：“对设计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在于认知。需要以实物为主，多去体验、感受，多看车展、实物。设计不是艺术，不是在画图，而是去体验，要知道做的是工程，要了解人机结合理念，手放在哪里，腿放在哪里，眼睛看哪里，空间是怎么样的，要有真实的体验。”他所讲的一线体验和野中郁次郎书中讲述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由此可见，日本文化的一脉相承，其血液里的东西是相通的。
我们在向经典致敬时，不仅看重那些今天看来依然有效的洞见（如场、组织意图、必要多样性、自发的个体等），以及汲取那些经历时间检验之后愈加璀璨的经验，还要从日本产业的创造与发展中，寻找属于我们的机会与思维。当然，学术理论重在自圆其说，怎么说怎么有理。如何在理论的指导下，行动落地，开发具体可操作执行的方法及工具，正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创造的。
　
致谢
　
翻译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本书更是如此。尤其有些章节涉及西方哲学、管理学、组织理论、日本传统等诸多范畴，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原著逻辑分明，文字干净利落，所呈现出的简洁之美，对译者而言也是一大考验。限于译者水平，翻译并非尽善尽美。不过在推敲斟酌过程之中，我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字营造的场中，日思夜想，融会贯通，在豁然开朗之时，感觉一切都值了。
在此感谢智元微库的缪永合、张渝涓，顺利拿到本书的版权许可并最终促成出版。感谢出版社许文瑛、宋燕、王振杰等人负责悉心的编辑、设计及推广。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家人，感谢妻子阿丹、聪慧灵秀的长子羲、可爱萌糯的次子烨。近年来，客户知识管理项目繁多，每个客户都需要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此期间还能挤出时间写作和翻译，如果没有家人的认可和支持，我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特别的感谢、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理解与支持我的你们。
四月的春花固然艳丽灿烂，芳华绝代；但是那经霜的枫叶，更是染尽层林，灿若朝霞，艳如去锦，岂不比那春花还要美丽？匠人匠心，执平凡于本心，顺信仰而前行，方能经岁月打磨陈酿，历久弥坚！历久弥辣！
吴庆海
行者互联创始人兼首席顾问
2019年夏季于北京



前言
本书的写作缘由可以追溯到12年前。我们应已故教授威廉·J.埃伯纳西（William J.Abernathy）的邀请，向哈佛商学院75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一篇论文，主题是日本企业内部新产品开发过程的独特之处。在该论文中产生的想法成为1986年我们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新产品开发的新游戏》（The New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Game）的基础。在那篇文章中，我们用“橄榄球”做比喻来描述日本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速度和灵活性：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当球队作为一个整体在场上移动时，橄榄球在队员之间传来传去。
回首往事，那项研究已经触及日本企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成功的根源。我们继续用“橄榄球”做比喻，但这次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球”上，以此来描述我们的意思。在队中传递的球，不仅包含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企业代表什么，它将去往何处，它想要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以及如何使这个世界变为现实；还包含高度主观的洞见、直觉和预感。这就是“球”包含“什么”（what），即理想、价值观和情感。
现在，让我们再来关注球是“如何”（how）在橄榄球比赛中被传递的。与在接力赛中一个人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个人不同，橄榄球的移动方式没有明确规定，它不是直线或连续移动的，它的移动主要靠场上队员的相互配合。这是在现场由队员决定的（即“当下”），依据的是队员的直接经验和反复试错。它需要队员之间进行密集而默契的相互配合。
这个互动过程类似于如何在日本企业内部以组织形式创造知识。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组织创造知识的过程就是亲身经验和反复试错，与心智建模和向他人学习差不多。类似地，它事关理想，和理念差不多。
我们在本书中的主张是：日本企业因其在“组织知识创造”上的技能和专长而成功。我们所说的组织知识创造，指的是企业作为整体创造新知识，在整个组织中传播它，并把它体现在产品、服务和系统中的能力上。这就是日本企业获得成功的奥秘。关于日本企业为什么成功还有许多其他的理论，但我们的解释直击组织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要素——人类的知识。
对人类知识的研究与人类历史本身一样古老，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它一直是哲学和认识论的一个中心主题。近年来，知识又开始引起了一波新的关注热潮。不仅社会经济理论家，如彼得·德鲁克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呼吁人们关注知识作为管理资源和权力的重要性，在工业组织、技术管理、管理战略和组织理论领域，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知识的管理进行理论化。
在本书中，我们把知识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来解释公司的行为。在讨论商业组织内的知识时，本书要求读者在考虑商业组织用知识做什么时有个根本的转变。说得再具体一点，本书始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企业组织不仅“处理”（processes）知识，还“创造”（creates）知识。在管理研究中，大家实际上一直忽视了企业组织进行的知识创造。然而，对日本企业多年的研究使我们相信，知识创造一直是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
在本书中，我们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即可以用正式的语言表达清楚的知识，包括语法陈述、数学表达式、规格、手册等。因此，这类知识能在个体之间正式且方便地传播。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这一直是主导的知识模式。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一类知识是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它难以用正式的语言表达清楚。它是根植于个体经验的个人知识，涉及无形要素，如个人信念、观点和价值观体系。作为人类集体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隐性知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与此同时，隐性知识是日本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企业的管理被视为一个谜，这很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在本书中，我们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作为互补关系中的基本构件。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类型的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企业组织中知识创造的关键动力（dynamics）。“组织知识的创造”是上述相互作用反复发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哲学体系中，个体是拥有和处理知识的主体。然而，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证明个体是通过知识与组织发生相互作用的。知识创造发生在3个层面：个体层面、团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因此，我们讨论的组织知识创造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知识相互作用的形式和知识创造的层面。发生在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个体和组织之间这两种形式的相互作用，就会组合产生4种知识转化的主要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创造：①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②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③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④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本研究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组织知识创造的通用模型。我们的讨论将主要涉及日本企业，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当日本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最有竞争力时，它们提供了最具挑战性的实验场所来开发和检测组织知识创造的模型；其次，多年来我们对日本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长期的研究历史为我们当前的智力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数据，所以我们在某些方面完全可以与西方的读者分享。简而言之，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日本企业只是作为代表性的案例研究，而不是作为“成功的故事”。
事实上，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最近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受挫可能会破坏我们的模型。但是，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发生的最长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我们正在观察日本企业如何试图摆脱过去可行的做法，进入全新的未知机会领域。当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全球化的需要，甚至进一步迫使日本企业转向更先进的知识创造形式，这可能是我们未来某个时候想写的内容。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友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4年前。1970年，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初次相遇。当时，野中郁次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营销和组织理论博士学位，竹内弘高则刚刚开始他的MBA学习。一次偶遇改变了竹内弘高的人生方向。野中郁次郎说服了竹内弘高攻读营销方向的博士学位。在伯克利，我们均受到已故院长格雷瑟（E.T.Grether）的启发，从他那里学到了产业组织理论。我们还师从尼尔·斯梅尔瑟（Neil J.Smelser）教授和亚瑟·L.斯汀奇康姆（Arthur L.Stinchcombe）教授，辅修了社会学。野中郁次郎在弗朗西斯科·M.尼科西亚（Francesco M.Nicosia）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写作，而竹内弘高在路易斯·P.巴克林（Louis P.Bucklin）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写作。
伯克利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在成为“太平洋的雅典”的愿景下成立的。创始人希望在伯克利复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柏拉图（Plato）的雅典、伯里克利（Pericles）的雅典。伯克利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以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主教的名字命名的，这位爱尔兰哲人在1710年写下了《人类知识的原则》（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一文。我们继承了这一哲学传统，整本书中对古希腊哲学和认识论引经据典。我们还继承了伯克利博士课程一以贯之的、专注于理论开发的智力传统。我们尝试建构一个组织知识创造的通用模型，就是对这一理论传统传承的佐证。
除了伯克利，我们还有其他共同之处。从日本的大学毕业后，我们都在企业工作。野中郁次郎在一家电子制造企业工作了9年，竹内弘高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两年。正是这种共同的经历，使得我们在业务一线变得务实。书中的案例研究就是这种务实倾向的见证。在本书中，我们希望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毕竟，正如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言：“好的理论就是要能够践行。”
离开伯克利后，野中郁次郎回到日本，先后在南山大学和国防学院任教。他基于信息处理方式，对权变理论进行了研究。竹内弘高继续在哈佛商学院教书，在那里他接触了案例研究。1982年，野中郁次郎加入一桥大学；一年之后竹内弘高也来到这所大学，两人的人生轨迹再次产生了交集。今井健一是把我们招到一桥大学的中间人，他现在是京都斯坦福日本中心的研究室主任，也是我们为哈佛商学院75周年学术研讨会展开研究的参与者之一。
就像你们看到的，本书的缘起以及我们的友情由来已久。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这本书。如果早点儿完成，我们就能让今年刚刚去世的格雷瑟院长看到，他的两个学生在太平洋彼岸，继续让伯克利精神生生不息，让源于日本的新理论发扬光大。
野中郁次郎
竹内弘高
1994年12月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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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与很多人进行了互动。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与管理者、同事、研究生及研究助理、编辑人员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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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中的知识
对大多数西方管理者而言，日本企业是一个谜。它们并非最具效率的，抑或最具创业精神的，也不是最具自由度的。尽管如此，日本企业虽然发展缓慢，但是确凿无疑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日本企业为什么会成功？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我们认为，日本企业的成功不是由于它们的制造实力，不是由于能够获得便宜的资本成本，也不是由于与客户、供应商和政府机构的密切合作关系，或者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其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虽然所有这些因素的确都非常重要。相反，我们认为，日本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在“组织知识创造”上的技能和专长。我们所说的组织知识创造，是指一家企业作为整体创造新知识，在整个组织中传播，并把它体现在产品、服务和系统中的能力上。组织知识创造是日本企业独特创新方式的关键。它们特别擅长持续不断地、渐进改良式地以及螺旋上升式地产生创新。
这种观点与大多数西方观察者思考日本企业的方式大相径庭。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企业虽然在模仿（imitation）和吸收（adaptation）方面极其成功，但并不是那么富有创新性，特别是当“知识”在获得竞争优势中发挥重要作用时。以关于计算机和半导体行业中竞争力的争论为例。5年前，每个人都对日本企业感到恐慌，但到今天只有少数人还这样想。人们普遍的感觉是，美国的计算机和半导体公司通过开发新的架构与设计，重新夺得优势。其他人可能会争论在电信和软件行业，日本企业从来就不是主要的威胁。
日本企业近来遭受挫折，面临最近一段时期内最长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强化了这些观点。我们承认日本企业的发展减速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它们从衰退中经过洗礼，将变得更加坚强。面对危机，从历史上看，日本企业会将组织知识创造作为手段，从而摆脱过去，进入全新的未知机会领域。
在过去的至少50年中，日本企业都是在一个“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生存。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毁灭性打击后，它们又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包括两次“石油危机”“尼克松冲击”“日元危机”，还有最近“泡沫经济”的破裂。除了外部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外，日本企业还目睹了市场转移、技术涌现、竞争对手倍增以及几乎一夜之间就过时的产品更替等。
应付不确定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使对于比较成功的日本企业来说，亦是如此。以本田公司为例，如果它在石油危机前没有开发出高效节能的发动机，那么今天在汽车行业里，它可能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在相机行业，佳能把公司的未来押在AE-1上，这是第一台内置了电脑的单镜头反光相机。同样，在“日本制造”仍然是“质次价廉”的同义词的日子里，如果没有奉行积极的出口战略，索尼可能早就被人遗忘了。
作为加入国际竞争中的后来者，没有一家日本企业获得过IBM、通用汽车或西尔斯这样的公司曾经享有的行业统治地位和成功。对于日本企业来说，竞争是一场坚持不懈的艰苦战斗。回顾往事，日本企业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它们没有背负成功后傲慢自大的包袱，而这个问题困扰了上面提到的3个行业引领者。没有哪一家日本企业引领过一个行业，像IBM曾经引领计算机行业，或者像通用汽车和西尔斯曾经分别引领汽车和零售行业一样。作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引领者，这些公司坐享其成，对周围发生的变化变得麻木、不闻不问。当然，对于它们而言，确定性，而非不确定性，已然成为常态。
相反，日本企业以顽强的决心应对国际竞争，经常面对艰难的障碍和逆境。即使现在，它们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或变得骄傲自满。失败的恐惧和追赶的希望，迫使它们去预见市场的变化，并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设计、新的生产工艺、新的营销方法、新的分销形式或新的服务客户的方式。例如，日本摩托车制造商就预见到在美国新兴的婴儿潮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并为此提供更小巧的、排气量低的车型，其他竞争对手因为这块市场利润较低和不太重要，对此不屑一顾。
但是对于成功的日本企业而言，创新并不是独幕剧，而是一个创新引发另一个创新，从而带来持续的改进和升级，在日本汽车行业中所发生的故事正是如此：
最初，日本企业凭借便宜的紧凑型轿车打开国外的市场，并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为基础展开竞争。在持续保持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日本企业还在不断升级。它们大胆投资，建造现代化的工厂，并获得规模效益。之后，它们成为工艺技术的创新者，开创了准时制（Just-in-Time）生产以及采用了许多其他提升质量和生产力的方法。这由此带来了比国外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质量、维修记录和客户满意度。最近，日本汽车制造商已经发展成为产品技术的先锋，并推出新的高档品牌。（Porter，1990，p.75）
这种持续的创新也是其他行业中成功的日本企业的特征，包括摩托车、消费电子、缝纫机和空调设备等行业。
日本企业究竟是如何带来持续创新的呢？一种方法就是向外看，向未来看，预见市场、技术、竞争或产品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仍一直在争论：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是否更有利于日本企业，因为随着优势的不断瓦解，它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事实上，主动放弃以前所取得的成功这一特点，在所有成功的企业中都能找到，而不仅仅局限于日本企业。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变化就是家常便饭，变化就是正向驱动力。前面提及的3位行业引领者则缺乏这种气质，它们沉溺于捍卫自己的优势，恐惧变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变得与世隔绝，只是一味地追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正是时代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对外部组织的知识求知若渴。日本企业不断求助于供应商、客户、分销商、政府机构乃至其竞争对手，以获得任何新的见解或线索。就像谚语“人在溺水时，稻草也要抓”中所云，在不确定的时期，这些企业几乎都拼命地从外部积累知识。日本企业所带来的持续创新的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建立外部与内部之间的连接。获取外部积累的知识，在组织内部得到广泛共享，作为企业知识库的一部分储存起来，并为参与新技术和产品开发的人所用。这其中会发生某种转换，这些转换过程——从外部到内部，然后再以新产品、服务或系统的形式回到外部——是理解日本企业为什么取得成功的关键。正是这种双向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为日本企业内部的持续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反过来，持续创新又为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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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知识”是一种竞争性资源
本书的重点是知识的创造，而非知识本身。但是我们在开始尝试掌握日本的知识创造的技艺之前，仔细研究一下知识本身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西方管理界，人们对知识这个主题的探究一直饶有兴趣。近年来，在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詹姆斯·布莱恩·奎因（James Brain Quinn）和罗伯特·赖克（Rebort Reich）等大师的引领下，商业出版界掀起了关于知识的热潮。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预示新经济或新社会的到来，德鲁克称之为“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因知识在社会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而使之与过去的社会有明显的区分。德鲁克（1993）在他的新著作中认为，在新经济时代，知识不仅是与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并列的资源，还是当今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他指出，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一般的资源，这个事实正是新型社会独一无二的特征。
托夫勒（1990）的观点可以与德鲁克的论点相互呼应，他在《权力的转移》（Powershift）一文中，宣称知识是高质量权力的源泉和未来权力转移的关键所在。托夫勒注意到，知识已经从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的附属物，一跃成为它们的根本，这就是全世界对知识的控制和沟通方式的竞争如火如荼的原因。他坚信知识必将最终取代其他资源。
奎因（1992）与德鲁克和托夫勒持有类似的观点，即现代化工厂的经济和生产能力更依赖其智力与服务能力，而不是硬资产，如土地、厂房和设备。他更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怎样才能开发出“基于知识的无形资产”，像技术诀窍、产品设计、营销演示、对客户的理解、个人创造力和创新。
这些大师还一致认为：未来属于拥有知识的人。德鲁克说：在一个基于知识的社会中，“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在他的定义中，知识工作者就是一个知识管理者（knowledge executive），他知道如何将知识分配到最有用的地方，就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金分配到最有用的地方一样。奎因注意到，在这个时代，管理他所称的“基于知识的智力”的能力正快速地变为关键的管理技能。赖克（1991）认为：唯一真正的竞争优势将存在于他所谓的那些“符号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s）中间，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能够对新问题进行识别、解决，或者作为知识经纪人对知识进行经营。
主流媒体上也开始出现相同的信息。最近，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专题文章（《新闻周刊》，1993年6月14日）干脆直截了当地预言：未来属于用脑而不是用手的人。《新闻周刊》在文章的末尾还介绍了像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如何培训它们的工人达到卓越的新标准，以及未来国际竞争力将根据一国在创造知识上的优势而定。
认识到知识是新的竞争资源已经使西方企业如梦初醒。但是，所有这些关于知识对企业和国家的重要性的谈论，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创造知识来说，效果甚微。尽管企业和社会都在关注，但没有人真正考查过创造知识所用的机制和流程。这一点正好是日本企业管理方法的与众不同之处。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企业的经验才特别有趣和有用。



第二节 日本企业与众不同的知识创造方法
西方观察家没有揭示组织知识创造的问题是有原因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组织就是“信息处理”的机器。从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到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这种观念在西方企业管理的传统中根深蒂固。而且这种观点认为，知识一定是“显性的”（explicit），即正式和系统的东西。显性知识可以用文字和数字表达，并以数据、科学公式、编码程序或通用原则等形式得以轻松的交流和分享。因此，知识被视为计算机编码、化学公式或一套一般原则的同义词。当德鲁克（1993，p.38）观察到，“在泰勒开始把知识应用到工作中之后，几年之内，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和4%的复合增长率上升”，他实际上指的是把可量化数据应用到工作当中。同样，托夫勒（1990）在他的书中交替使用“数据”“信息”和“知识”这些词，“以避免单调的重复”。
然而，日本企业对知识却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它们认为用文字和数字表达的知识只是冰山一角。它们认为知识主要是“隐性的”（tacit），即不容易看到和表达的东西。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难以形式化，难以与他人交流或分享。主观的洞见、直觉和预感都属于这类知识。此外，隐性知识深深植根于个体的行动和经验以及信奉的理想、价值观或情感中。
更确切地说，隐性知识可以分成两个维度。第一个是技术维度，包括非正式的和难以确切明示的技能或手艺，可用“诀窍”（know-how）这个词来概括。例如，一位工匠大师经过多年的历练后，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能，做事即能“信手拈来”。但是，他往往说不清楚自己所知背后的科学或技术原理。
隐性知识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是认知维度，它由心理图式、心智模型、信念和知觉组成，它们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往往认为它们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隐性知识的认知维度反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意象（是什么）和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应该是什么）。虽然无法很容易地说清楚它们，但这些只可意会的模型塑造了我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区别是理解西方企业管理者和日本企业管理者之间认知方式差异的关键。显性知识可以轻松地用计算机进行“处理”，以电子方式传输或保存在数据库中。但隐性知识的主观性和直觉性，使它难以用任何系统的或逻辑的方式处理或传输获取的知识。如果要在组织内部交流和分享隐性知识，就必须把它转化为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文字或数字。正是在这种转化发生的时候——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还有我们将看到的，从显性知识回到隐性知识，组织的知识就被创造了出来。
虽然西方企业管理者一直更习惯于处理显性知识，但是认识隐性知识及其重要性具有许多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首先，它为组织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即组织不是作为处理信息的机器，而是作为活生生的有机体存在的。在这种场景中，分享企业代表什么，它将去往何处，它想要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以及如何使这个世界变为现实等的共识，远比处理客观信息更加重要。高度主观的洞见、直觉和预感是知识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还包括理想、价值观和情感，以及意象和符号。这些软性因素和定性因素，对理解日本企业管理者的知识观至关重要。
日本企业管理者已经认识到隐性知识不能轻松地传达给他人。在日本，大家都认可绰号为“棒球先生”的长岛茂雄（Shigeo Nagashima），他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棒球运动员之一。由于我们有幸与他会面，曾请教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地随机应变，在紧要关头打出这么多制胜的本垒打。他用了许多比喻性的语言和肢体动作，但还是不能确切地表达他的意思。他的话不是很有逻辑性或系统性。最后，长岛干脆说：“只可意会。”
这段插曲实际上对西方企业管理者广泛秉持的认知提出了质疑，那就是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进行传承的。正如莱维特（Levitt，1991）指出的，“最宝贵的知识，既无法学会，也不能传授。”莱维特用了另一个比喻来促进人们理解他的观点：并非所有学到的东西都是有意识完成的。
小孩子触碰到发烫的火炉，马上疼得尖叫起来。给他一点安慰，涂上一点药膏，很快情况就会好转，手上不过留下一个小水泡。晚上父母回家，如同往常那样招呼孩子：“嗨，今天你学到什么了？”孩子会开心地回答：“没什么。”但除非有意识地去做，否则即使炉子是凉的，这个孩子再也不会去触碰炉子了。（Levitt，1991，p.17）
事实上，最强有力的知识来自直接经验。孩子就是通过反复试错学会了吃饭、走路和说话；他不仅用头脑学习，还用身体学习。
同样，日本企业管理者强调向直接经验以及通过试错学习的重要性。就像孩子学吃饭、走路和说话，他们是用心（minds）和身（bodies）在学习。自从禅宗诞生以来，这种强调身心合一的传统一直是日本思维的特色。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背后映射的思维方式，这个术语俨然成为新型商业组织的概念统称。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彼得·圣吉（Peter Senge，1990）运用“系统思考”将心智从“只见树木”看局部，提升为“又见森林”看整体。根据圣吉的说法，系统思考是一个概念框架，它在西方管理界已经发展了50年，是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整体模式的知识和工具大全。学习型组织的重点无疑是用心学习，而不是用身学习。圣吉进而指出：试错法学习是一种错觉，因为组织做出的最关键决策，会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对组织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在这样长的时间范畴里，它使得人们向直接经验学习变得很不靠谱。
隐性知识的第二个启示可以从第一个启示自然得出。一旦认识到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一个人就开始考虑以全新的方式去创新。这不仅是把不同的数据和信息整合在一起，还是个人和组织自我更新的一个高度个性化的过程。员工的个人承诺和他们对企业及其使命的认同变得不可或缺。在这方面，新知识的创造，既关乎理想，也关乎理念。而这就是创新的动力。创新的本质是按照特定的理想或愿景，对这个世界进行重新创造。创造新知识，按字面意思就意味着，在个人和组织自我更新的过程中，重塑企业和其中的每个人。这不仅是选定的少数精英人士（研究开发、战略规划或市场营销的专家）的责任，还是组织中所有成员的职责。
创造新知识不仅仅是向他人学习或从外部获取知识。知识必须是组织自己创造的，往往需要组织的成员之间密集而艰苦的互动。例如，佳能公司的新产品开发团队成员，在周末当地的酒店里举办“营地会议”，他们针对某些关键的困难或问题进行头脑风暴。在这方面，日本企业管理者的方法与通用电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施乐和美利肯（Milliken）等公司向他人学习所采用的“最佳实践”和“标杆管理”做法大相径庭。美利肯把自己的做法称为SIS，就是“无耻地窃取想法”（steal ideas shamelessly）。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与“模块化”（modular）或“虚拟化”（virtual）公司的基本前提背道而驰，它们用外部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和外部专家的知识来代替自己的知识。日本企业管理者相信：没有密集的内外互动，就不能创造出新颖的、独有的知识。要想创造知识，就必须将从他人学到的知识和与他人分享习得的技能进行“内隐化”（Internalization），即对它们进行改良、增补和“翻译”，以适合企业的自我形象和身份。
从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的第三个重要启示是：西方企业管理者需要“忘却”他们的老知识观，并领会日本企业管理者观点的重要性。他们必须根除旧有的思维模式，即通过手册、书本或讲座就能获得、传授和培训知识。相反，他们必须更多地关注知识不太正式和不太系统的那一面，开始关注高度主观的洞见、直觉和预感，而这些是通过比喻、图画或经验获得的。这样做将使西方企业管理者能够了解成功的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的确，我们的理论会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第三节 隐性知识显性化：本田思迪的例子1
对于日本企业如何创造新知识的解释，归根结底就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模式。那些具有高度个人化的洞见或预感，如果不能转化为显性知识，并和企业中的其他人分享，它对企业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日本企业尤其擅长在产品开发阶段，实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
以本田公司为例，1978年，本田的最高管理层宣布要开发一款新概念汽车，宣传口号是“让我们赌一把”（let's gamble）。这个口号表达了高管们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本田的思域（Civic）和雅阁（Accord）车型已被大众熟知，变得没有新鲜感了。管理人员还意识到，随着二战后新一代的消费者有能力购买汽车，而新一代年轻的产品设计师也成长了起来，他们对于什么能造就一辆好车的看法迥异。
从“让我们赌一把”口号衍生出的业务决策是：由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年轻工程师和设计师组成一支全新的新产品开发团队。最高领导层给团队下达的指令仅有两条：第一，提出一个不同于公司之前所做的产品概念；第二，造出一辆价格既不昂贵也不低廉的汽车。
这项任务可能听起来比较模糊，但实际上，它给了团队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感。例如，在项目的早期，一些团队成员提出设计一款更小、更便宜版本的本田思域的方案，这比较安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很快该方案就被团队否决了，因为它与项目使命的整个理念完全矛盾。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发明全新的东西。
项目组长渡边庆尾（Hiroo Watanabe）提出了另一个口号“汽车进化论”（Automobile Evolution），来表达团队雄心勃勃迎接挑战的感觉。这个短语描绘了一个理想。实际上，它引发了这样的思考：如果汽车是个生命体，它该如何进化呢？当团队成员争论和探讨渡边的口号的内涵时，他们自己用另外一句口号给出了答案：“人性最大化，机械最小化”（man-maximum,machine-minimum）。这句话直击团队的信念，那就是理想的汽车应该以某种方式超越传统的人—机关系。但这需要挑战渡边所谓的“底特律论断”，即为外观漂亮而牺牲内部舒适。
团队所说的“进化”趋向最终体现在一个球体的意象中——一款在长度上既“短”且在高度上又“高”的车。他们推断，这样的车不仅会比传统的车更轻便、更便宜，而且更舒适、更结实。球形车体给乘客带来最大空间的同时，在马路上所占据的空间也最小。更重要的是，这种形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发动机和其他机械系统占据的空间。最终，全新的产品概念诞生了，团队成员亲切地称之为“高个子男孩”（Tall Boy）。这最终导致了本田思迪（Honda City）的诞生，它是公司独一无二的城市型轿车。
“高个子男孩”的概念，颠覆了当时汽车设计界所推崇的“长且低”轿车的常识。但是，思迪的革命性风范和工程设计是具有预见性的。这款车秉承“人性最大化，机械最小化”的理念，宣告日本汽车行业全新设计方式的出现。之后新一代“短且高”型轿车层出不穷，至今仍风靡日本。



第四节 知识创造的3个关键特征
本田思迪的故事揭示了日本企业管理者如何让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它同时说明了隐性知识显性化，进行知识创造的3个特征：第一，要表达难以表达的事情，更依赖于比喻性语言和象征性手法；第二，要传播知识，个人的知识必须与他人分享；第三，新知识往往诞生于模糊和冗余之中。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特征逐一进行详细说明。
　
比喻和类比
　
第一，本田思迪的故事揭示出日本企业管理者如何使用比喻性语言，来表述他们的直觉和洞察。比喻性语言多采用比喻（metaphor）或类比（analogy）的形式，这在产品开发中尤其重要。一个比喻或一种类比，如“汽车进化论”“人性最大化，机械最小化”或“高个子男孩”，就是一种独特的觉察认知（perception）的方式。它能够让处于不同场景、具有不同经历的个体，通过使用想象和符号，直觉地理解某个事物。这不需要分析或概括。通过比喻，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将他们知道的放在一起，并开始表达他们知道的但难以言表的。同样地，在知识创造的早期阶段，比喻对培育成员对创造性过程有直观的认同非常有效。
如果要对两个想法或对象加以区别，那么类比比比喻更有条理。它能够澄清两个想法或对象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在这方面，类比是纯粹的想象和逻辑思维之间的中间步骤。回想一下，在本田思迪的例子中有些成员提出设计一版更小、更便宜的思域就好，但团队很快认识到这种方法与其所负使命的基本理念相矛盾，并决定通过尝试发明全新的东西来实现与众不同。通过探索思迪和思域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团队最终得以形成突破性的产品概念。
　
从个人知识到组织知识
　
第二，本田思迪的故事不仅彰显出新知识如何源于个体（上面案例的主人公就是渡边庆尾），也彰显出个体知识如何转化为总体上对公司有价值的组织知识（即“高个子男孩”）。这种转化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一个才华横溢的研究者的洞见会产生新的专利，或者一个车间工人常年的经验会带来新的工艺创新。
虽然我们用“组织”知识创造这个词语，但如果没有个体的主动和团体内部发生的互动，组织就不能独自创造知识。通过对话、讨论、经验分享和观察，知识可以在团体层面被扩大或固化。回想一下，本田的新产品开发团队在萃取出“人性最大化，机械最小化”的比喻之前，曾讨论渡边的口号内涵之所在。这个例子说明了团队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扮演的中心角色——它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环境，让每个人在其中都可以彼此交互。团队成员通过对话和讨论碰撞出新的观点。这种对话可能裹挟了大量的冲突和不同意见，但正是这种冲突推动了员工质疑现有的前提，并以新的方式理解他们的经验。这种动态的交互促进了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
　
模糊和冗余
　
第三，本田思迪的故事还彰显出某些组织条件能够增强知识创造的过程。这可能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正是由于本田的最高管理层下达的使命模糊不清，在产品开发组内部产生了混乱，给团队带来了非常清楚的方向感。有时模棱两可也是有用的，不仅是带来新方向感的源头，还意味着可以有其他选项以及关于事物全新的思维方式。从这一点来看，新知诞生于混沌。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另一个组织条件是冗余。对于西方企业管理者而言，“冗余”这个词意味着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可能听起来不那么吸引人。但是，建立冗余的组织在知识创造过程的管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冗余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会鼓励频繁的对话和沟通。这有助于在员工中形成一个“共识基础”，从而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因为组织的成员共享重叠的信息，他们能感受到别人想努力表达什么。如果是发生在信息共享基本层面的冗余，也能够通过组织传播新的显性知识，这样就可以被员工所掌握并内隐化。
组织的冗余逻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企业把管理产品开发看成是一个重叠的过程，不同的职能部门在一个共享的劳动力部门一起工作（Takewchi and Nonaka，1986）。在许多日本企业里，冗余的产品开发会更进一步。一个产品开发组被分成几个互相竞争的小组，就同一个项目开发不同的方法，然后对各自提案的利与弊进行辩论。这种冗余会激励整个团队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个项目。在团队组长的引领下，团队最终会就“最佳”方式达成共识。



第五节 知识创造的主角
究竟是由谁来负责创造新知识呢？日本企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并没有一个部门或专家组来对创造新知识担负唯一的责任。一线员工、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都要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3种角色之间没有差别。事实上，创造的新知识是他们之间动态交互的结果。
一线员工往往会沉溺于一些具体的技术、产品或市场等日常细节之中。本田思迪开发小组的成员大都是一线员工，他们是真正的车迷。本间洋（Hiroshi Honma）回忆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公司会召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工程师，用全新的理念去设计车，还能给我们自由，允许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去干。”给予他们自由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公司业务达成方面，没人比他们更内行了。不过，当这些员工获得大量的实际信息后，他们经常发现难以将这些信息变成有用的知识。首先，来自市场的信号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其次，员工可能受困于自己狭窄的视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外，即使员工确实产生有意思的想法或洞见，也可能发现很难向其他人表达该信息的重要性。人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新知识，通常他们会主动解读它以适应自己的情况和视角。因此，当新知识在一个场景中有意义，可传达给另一个不同场景中的人时，就可能改变甚至失去意义。结果，当新知识在组织中传播时，混乱情况就不可避免了。
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种混乱引导到有目的的知识创造上。高层和中层管理者都是通过给员工提供一个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帮助他们萃取自己的经验，从而做到这一点的。高层管理者通过创造宏大的概念（grand concepts），找到共同的特性，将看似不同的活动或业务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从而为员工提供一种方向感。例如，本田思迪项目就始于“让我们赌一把”的口号。这些口号能够给员工提供方向感，通过建立标准来评估所创造知识的价值。这个想法是否体现了公司的愿景？是否表达了最高管理层的期望和理想？时任本田公司副总裁的川本信彦（Nobuhiko Kawamoto）负责思迪的项目。在开发的早期阶段，他就不断地否决团队太过保守的设计。本间洋回忆说：“高层管理者都是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者。”
中层管理者则充当了高层管理者富有远见的理想与业务一线员工混乱无序的现实之间的桥梁。中层管理者通过创造中程（mid-level）业务和产品概念，在高层管理者“应该是什么”心态和一线员工“是什么”心态之间进行周旋调节。例如，作为产品开发组的组长，中层管理者正处在需要按照公司的愿景进行重塑现实的位置上。因此，在本田公司，当高层管理者提出设计全新汽车的愿景后，到了渡边庆尾和他团队这一级，以“高个子男孩”产品概念的形式，让愿景落地变成了现实。
因此，中层管理者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把一线员工和高层管理者的隐性知识综合起来，使它变成显性知识，并把它整合到新产品和技术当中。正是像在本田公司里渡边庆尾这样的人，实际上管理着日本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过程。



第六节 前面的旅程
本书有几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可简要概括如下：一是向西方的研究者和管理者介绍一下在日本企业发展起来的组织知识创造新理论；二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一些日本企业在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成功；三是基于日本企业和西方企业的管理实践融合，开发一个如何管理企业的通用模型。
带着这些雄心，我们的旅程将覆盖许多领域。这趟旅程所涉及的范围宽广且对比鲜明——从古希腊哲学到禅宗，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到当今的管理大师，从纯粹的理论到实际的案例，从松下公司到3M公司，从新产品开发到人力资源管理。尽管所涉及的范围如此宽广，但是我们在整个旅程中只有一个重点，即组织的知识创造。
对西方企业管理者而言，本书中引用的事例和比喻性语言可能看起来奇怪，甚至让人无法理解。考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的例子，对于新车来讲，“汽车进化论”这句口号如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设计理念？“人性最大化，机械最小化”如何成为一个有用的理想？对于西方企业管理者而言，这些模糊的口号听起来可能十分愚蠢，但对日本企业创造新知识来说，事实上就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旅程中，西方企业管理者还会遇到一些新鲜且听起来非常奇怪的“路标”。例如贯穿于全书中的许多关键概念，像“身心合一”“知识转化”“知识螺旋”“自组织团队”“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风格”或“超文本组织”，这些都不是日常用语。它们不仅新颖，而且源于国外，在本质上也非常理论化。因此，接下来文中的许多概念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必要的。任何国家的管理者都不再满足于关于知识及其创造的简单想法。我们的目标就是像已经给公司财务或经营战略开发出理论一样，也要开发一套严谨且扎实的现代公司知识创造的理论。
在我们的旅程中，我们拜访了近20个组织，其中大都是日本的企业，如佳能、本田、松下、NEC、日产、花王、夏普、马自达、富士施乐、新卡特彼勒—三菱和富士通公司，但也有些美国的企业及组织，如3M、GE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我们对这些公司的大约130位管理者进行了深入的个人访谈，为本书收集必要的现场数据。
大部分调查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当时，日本经济强劲发展，日本企业看起来就是竞争力的主宰。今天，日本经济陷入困境，而日本企业似乎也不再所向披靡。这种事态的变化是否说明我们的知识创造理论失效了？
我们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正是日本企业在创造系统组织知识上的技能，使它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创新来摆脱危机。毕竟，当前的形势已经不是第一次评论家所说的日本经济“危机”。在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对日本奇迹的可持续性，也引发过类似的担忧。但是在两场危机中，日本企业都利用知识创造将经济危机转化为竞争机遇。我们满怀期待它们能够再创奇迹。
作为相关案例，让我们看看本田公司如何开发1994年版雅阁，通过创新让自己摆脱了危机。1990年，当川本接任本田公司的总裁时，日本市场的汽车年销量开始下滑，美国和欧洲的工程师与营销人员流入东京，帮助本田早期规划新款车型，这是本田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同样也是史上第一次，近60位美国生产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开始搬到日本，以2~3年为期，在本田的佐山（Sayama）装配厂和和光（Wako）发动机厂与开发工程师并肩工作。他们的关键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每个零件都能在本田设在俄亥俄州马里斯维尔（Marysville）的工厂被轻松、廉价地制造出来。此外，本田公司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本田设计工作室中间开展了一次竞赛，从而选出1994年版雅阁的设计方案，这对于公司来说也是史上头一遭。本田公司所做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新知识，其中美国团队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发出了具有爵士风格且相对价格较低的1994年版雅阁。自1993年9月面世后，新雅阁在美国的销售量飙升，这个案例无疑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日本企业如何从危机中脱颖而出，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本书后续路线图
　
我们的旅程将带大家再经历七章的内容。第二章将讨论知识的理论基础及其在管理上的应用。我们对知识的讨论将建立在3个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知识论（认识论）、组织论和创新论。我们将回顾西方哲学传统中现存的知识理论，并把它们与日本的哲学传统进行对比。我们还将回顾和评论知识的经济和管理理论，它们受到西方认识论的强烈影响。
第三章将介绍围绕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知识创造的核心概念。该章会介绍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中间会用NEC、佳能、朝日啤酒和富士施乐等公司的例子进行佐证。我们将探索佳能划时代的个人复印机的关键想法原来是一次关于啤酒罐对话的产物。在第三章中，我们还会介绍组织知识创造的一个过程模型，讨论促进知识创造螺旋过程的组织条件。
第四章会以松下公司为例来说明前两章中介绍的理论论据。该案例说明知识创造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上持续发生着。这个例子聚焦在世界上首款全自动家用面包机的产品开发故事上，展示了个人知识如何通过看似永无止境的迭代过程转化成了组织知识。该案例还证实了知识创造并没有在家用面包机开发成功后而结束，事实上它引发了公司其他部分的重大变革，开启了新一轮的迭代，并席卷整个公司。
第五章揭示了两种传统的管理风格——自上而下式（top-down）模型和自下而上式（bottom-up）的模型在培育创造组织知识所需的动态交互时不是那么有效。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管理风格，即“自中向上而下式”（middle-up-down）管理，它比两种传统模型更有利于在组织层面上创造知识。在新的模型里，中层管理者在管理知识创造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采取主动措施把位于组织层级中“上层”的管理者与位于组织“基层”的一线员工串联起来。第五章会用3个迷你型案例——GE公司、3M公司和佳能公司来比较对照3种管理模式，还会对自中向上而下式模型中的3个关键角色——高层、中层和一线员工进行描述。
第六章讨论了最有利于知识创造的组织结构。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例，我们认为正规的层级体制结构或灵活的任务工作组，都不是能让知识创造繁盛的最适合的组织结构。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可以充分兼顾层级体制固有的效率以及任务工作组的灵活性。我们把这个新的组织结构称为“超文本”（hypertext）组织，并以夏普和花王为例来说明有些日本企业已经采用了这种组织结构。
第七章展示了知识创造可以扩展到全球范围。我们会介绍两个全球范围内进行知识创造的企业，一个是日本的企业（日产公司），另一个涉及美日合资企业（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日产公司与其英国子公司合作开发的第一款全球车型Primera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公司内的知识创造如何跨越国界。另外，新卡特彼勒—三菱的经验说明了知识创造不仅能跨越国界，还能跨越不同的公司。用我们的话来说，知识创造可以发生在“组织之间”。
第八章是我们旅程的终点，我们会总结本书的主要结果，并介绍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出的两类启示。第一类是一组实践型的管理启示，主要面向经营管理类读者。这些启示会采用建议的形式，说明西方企业应该做“什么”才能把自己变为创造知识的企业。例如，其中我们的一条建议是，要把每一位员工都视为“知识精英”对待。第二类启示本质上是概念性的和理论性的，主要是针对学术型读者写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都是围绕我们的观察进行的，即组织的知识是通过超越（transcending）书中提出的大量矛盾对立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仅在这个介绍性的章节中，我们就已经提及这些矛盾中的几个，如身与心、隐性与显性、个人与组织、东方与西方。
预先浏览了下面的章节后，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旅程啦！这段旅程能够提供日本企业如何让自己进入永无止境的持续创新过程的全新洞见。对于时间匆忙和没有理论基础的实践者，第四章可能是最合适的起点。对于热衷于理论，但对柏拉图或笛卡儿都不太感兴趣的实践者，第三章很可能会是最好的出发点。其他人则赶紧加入进来，从第二章开启自己的旅程。



第二章 知识和管理
在第一章中，我们简略地描述了西方和日本的管理者在处理“知识创造”的方式上存在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深深扎根于两种文化的智力传统中。要了解这种差异，我们需要对“知识是什么”和“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两个基本假设进行探讨。我们把从哲学的角度探究知识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因此，我们在开始这段旅程时，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和日本智力传统中关于认识论的对比方法。
我们马上会遇到一个悖论。虽然西方哲学中有丰富的认识论传统，但是在日本几乎没人谈及它。这本身就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探究知识的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西方哲学中，一直以来都有把认识的主体（the subject who knows）和被认识的客体（the object that is known）分开的传统。笛卡儿更是赋予传统一个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他提出主体（the knower，即认知者）和客体（the known，即被认知者）、心和身或心和物之间的“笛卡儿二分法”（Cartesian split）。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哲学史可以被看作克服这种笛卡儿二元论的努力过程，但是并不成功。
这段历史很重要，因为西方哲学传统从根本上塑造了经济、管理和组织理论学科，这些学科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知识和创新的管理思考。在日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分并不曾如此根深蒂固。把这种西方的哲学传统与日本的智力传统进行对比，对于我们今天了解西方与日本的管理方法大有帮助。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知识创造的方法上，必须在西方方式或日本方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是基于这两种方式可以互为补充的想法。我们认为，任何完善的知识创造理论都必须包含两者的要素。
本章我们先从回顾西方认识论的历史开始。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两个对立但互补的认识论传统：一派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即从本质上讲，通过推导推理就能演绎并获取知识；另一派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即从本质上讲，通过感官经验就能归纳并获得知识。下面我们将通过对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与洛克，了解这两种主流的认识论传统。我们还将继续讨论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试图通过他们的努力，把这两种认识论传统综合起来。然后，我们将简要回顾20世纪一些克服“笛卡儿二分法”的尝试。最后，我们将简要地看一下日本的智力传统，目的是突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差异，但同时我们会论证它们之间是互补的。



第一节 知识是什么
从古希腊时期起，哲学的历史就可以被视为追寻“知识是什么”1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尽管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但西方哲学家普遍认同这样的定义：知识就是“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柏拉图在他的“美诺篇”“斐多篇”和“泰阿泰德篇”（Meno,Phaedo,and Theaetetus）2中首次引入这个概念。然而，知识的定义在逻辑上远非完美。3按照这个定义，只要我们的信念有误，无论可能性有多小，我们对于某事物真实性的信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因此，西方哲学对追求知识充满了怀疑主义，这促使众多的哲学家想方设法地寻找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超越所有怀疑的、追求知识终极真理的方法。他们的目的是发现“不证自明的基础知识”，然后其他所有的知识都可以构筑于它之上。
如上所述，西方哲学中有两派伟大的认识论传统。理性主义派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感官经验的产物，而是一些理性的思辨过程。按照这种观点，那就存在着不需要由感官经验来加以验证的先验知识（a priori knowledge）。绝对真理是从基于公理的理性推理中推导出来的，数学就是这种推理的一个典型。相反地，经验主义派宣称不存在所谓的先验知识，知识的唯一来源就是感官经验。按照这种观点，世间的万物都具有内在的客观存在，甚至当一个人产生某种幻觉时，他能感知某事物这件事也是有意义的。实验科学是这种观点的典型。
因此，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流的认识论方法，在关于什么构成知识的实际来源上存在尖锐的分歧。4另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获得知识的方式。理性主义认为：通过求助于心智构想（mental construct），如概念、法则或理论，就能靠演绎（deductively）获得知识。而经验主义争辩说，知识是从特定的感官经验中通过归纳（inductively）得到的。



第二节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认识论的基础
柏拉图是第一位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构建一个精心设计的知识思想体系结构的哲学家。5他提出的“理念”（idea）理论，就是通过纯粹的心智之眼观察到的“形式”（form），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渴望知道的终极理想。柏拉图认为：
在探究每个事物时，如果一个人尽可能仅凭理性，既没有在他的推理中引入视觉，也没有在他的思想里动用任何其他感官，而是用纯粹、绝对的理性试图探寻事物纯粹、绝对的本质，并尽可能地屏蔽自己的眼、耳甚至整个身体，以免它们干扰大脑的思考，妨碍获得真理和智慧，岂非做得最为完美？如果有这样的人，西米亚斯（Simmias）难道不正是获得现实真知的人吗？6
因此，对柏拉图来说，物质世界只不过是“理念”完美世界的投影。人类渴望了解永恒、不变和完美的“理念”，是通过感官知觉无法认知的，唯有通过纯粹推理去获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对自己的导师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柏拉图将“理念”概念化为“形式”或一个永恒且超越感觉的客体是错误的。理念，或更准确地说是形式，不能与物质客体割裂开来，也没有独立于感官知觉的存在。相反地，独立事物都是由其形式、物质客体或物体组成的，各种形式的知识总是由感官知觉引起的。从经验主义的角度，亚里士多德认为：
我们所说的记忆是由感官知觉产生的，而对同一件事的频繁、重复的记忆则形成了经验；许多的记忆构成一项经验。再从经验那里——那些普适性的记忆在心灵中稳固下来，成为众多记忆中的唯一标示——产生出工匠之技艺和科学的知识，以及未来之技能和存在的学问。我们得出结论：这些知识既不是先天固有的形式，也不是从其他更高状态的知识发展来的，而是来自感官知觉。7
因此，他强调了对个人感官知觉进行观察和明晰验证的重要性。8



第三节 笛卡儿与洛克：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由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这两个现代认识论主要流派的诸多哲学家9传承了下来。雷内·笛卡儿属于欧陆理性主义者，他给理性思维提出了4条一般原则。
第一条原则 只要还没有认识清楚的，就不要相信它是真的。换句话说，在判断时，我们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仓促和偏见，而只接受心中已清楚明白呈现出的、毋庸置疑的东西。
第二条原则 要把每个难题尽可能分解成尽可能多的、看起来的确有必要的细微部分，以便能够用最佳方式来解决。
第三条原则 按一定的次序进行反思，先从最简单、易理解的地方开始，然后按照次序，一点点逐渐反思最复杂的知识，即使是一个虚构的次序，也不要遵循彼此之间原来的自然顺序。
第四条原则 在所有情况下，让列举完全穷尽，让检查尽量普适，这样就可以保证没有任何遗漏之处。10
笛卡儿还提出了“怀疑论”（method of doubt），即对所有的信仰提出质疑，试图从头开始创造他自己的哲学。他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怀疑可以从如下问题中反映出来：“除了怀疑，还能有什么是真的？”他发现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存在之外，可以质疑所有的信仰。正如那句名言所言：“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他认为终极真理只能通过“思考自我”（thinking self）真实存在中推断出来。他更进一步假设：“思考自我”可独立于身体或物质，因为虽然身体或物质具有空间“外延”的特征（或是能够看到和触摸到的存在），但是不会思考，而神没有外延，但是能够思考。至于他的认识论，笛卡儿以蜂蜡性质为例进行说明，蜂蜡的味道、香气、颜色和大小，显然都是对感官而言的，但如果我们把蜜蜡放到火边，它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因此，蜂蜡本身是不可被感知的。所以，关于外物的真知只能通过内心去领悟，而不是通过感官去获得。
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创始人——约翰·洛克的批评。在洛克看来，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本质上是客观的。即使对事物的感知是虚幻的，但是事物可以被感知这一点确实毋庸置疑。他将人类的精神比喻为白板（tabula rasa）或“白纸，没有任何字符”，即没有任何先验的理念。利用这个比喻，洛克拒绝接受理性主义者的论点，即人类精神已充斥着先天的想法或概念。他认为只有经验才能给精神提供理念，并且有两类经验：感觉和反思。洛克所说的感觉是指感官知觉，这是“我们大多数理念的重要来源”，而反思是指“我们自己内心运作的知觉”，是“通过经验去领会理念的另一个源泉”。11



第四节 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综合的尝试
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条主流汇集到一起，他同意知识的基础是经验，但不接受经验主义者所说的经验是所有知识的唯一来源的论点。用他的话说：“虽然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先从经验开始的，但并不是都起源于经验。”12他认为只有在理性主义的逻辑思维和经验主义的感官经验一起工作时，知识才会出现。对康德来说，人类精神不是被动的白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主动地调动感官经验并提供概念作为理解它们的工具（Russell，1961，p.680）。因此，相对于经验主义，他的立场更接近理性主义。然而，康德相信我们只能知道“现象”或我们对“超验对象”或“物自身”（thing in itself）的感官知觉，这超越了经验。出于这样的原因，他的哲学通常被称为“先验理想主义”（transcendental idealism）。
黑格尔（Georg W.F.Hegel）则摒弃了康德哲学中“物自身”的概念，他认为精神和物质都源自“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是通过动态的辩证过程实现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辩证法就是通过调和论点和反论点，或抛弃不合理的地方并保留合理的地方，从而产生一个综合（synthesis）。对黑格尔来说，知识始于感官知觉，通过辩证地净化感官变得更加客观和合理，并最终达到“绝对精神”的自知阶段（Russell，1961，p.704）。“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是知识的最高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立场更接近理性主义，而不是经验主义。凭借这种绝对的理性主义，他试图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笛卡儿二元论。
马克思通过将黑格尔的辩证的动态性与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又一次尝试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进行综合。他反驳了黑格尔的抽象和理性主义哲学，因为它不能解释人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和互动关系。13按马克思的说法，感知是认知者（主体）与被认知者（客体）之间的互动。在追求知识时，主体和客体都处在一个相互适应的持续和辩证的过程。客体在被认知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至于主体，英国经验主义者认为叫作“知觉”（sensation）比叫作“注意”（noticing）会更好，因为这样会暗示行动（activity）。我们在行动的过程中会注意到事情。因此，知识是通过做事情或“行动”获得的，并且其真实性会在实践中得到展示。然而，马克思的兴趣并不在知识本身。他真正的任务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改变这个世界（Russell，1961，p749-750）。



第五节 20世纪对笛卡儿二分法的挑战
笛卡儿二元论中的主体和客体，或心和身，都是从“人类的本质就在于理性思考自我”这个假设中得出的。这种“思考自我”通过把自身孤立于世界和其他人来追寻知识。但当代对笛卡儿二分法的挑战强调，在追寻知识时，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某种形式互动的重要性。我们将简要描述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詹姆斯（James）和杜威（Dewey）所做出的贡献。
胡塞尔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重点研究“思考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为现象学（phenomenology）奠定了基础，即从哲学上深入探究人类自我的意识和其他客体。他对比了自伽利略以来现代科学的物理客观主义与康德建立的先验理想主义，并强调意识及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某些知识只有通过描述“纯意识”（pure consciousness）及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能获得。通过“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可以达到“纯意识”，这种方法是把关于现象的所有事实知识和合理假设放在一边，这样就可以分析其纯粹直觉的本质。14
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学生，他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分析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模式。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类通过“必须做某事”来证明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例如“生产某些东西”或“使用某些东西”。这些“实践性”行为或行动“必须运用理论认知”。15换句话说，我们“存在”的特征就是与世界上其他的事物发生主动关系。所以，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不是像笛卡儿“思考自我”那样的超然旁观者，而是在知识和行动之间能够密切关联的那个人。他因此拒绝接受思考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笛卡儿二元论。
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在经过被称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后，被进一步加强了，存在主义深入探讨了个体人类存在与生活经验（Russell，1989，p302-304）。虽然大多数现象学家认为知识可以通过反思获得，但存在主义者强调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行动到底。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Jean-Paul Sartre）说：“为了人类现实，存在就是行动……行动必须由意图（intention）来定义……因为意图就是对结局做出的选择，同时因为我们是在行为中认识世界，正是有意图地选择结局，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16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也反驳笛卡儿的心与身二分法，他认为感知（perception）是针对某事物的身体认知行动，意识（consciousness）“不是‘我想’而是‘我能’的问题”。17正是借助于身体，我们才能感知事物，了解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模糊”的，因为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身体的主体不仅存在、寄形于世界的当下，而且包含身体习惯的知识，如驾驶汽车、盲人使用盲杖以及打字等。尽管存在经验主义的倾向，但梅洛—庞蒂在内心深处是个理性主义者。他批判经验主义者“由感官碰巧提供的数据进行推断”，并断言基于这种数据的经验主义理论“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知识”。18
当现象学已经尝试描述和分析现象，或者康德哲学的“物自身”如何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时，另外一场20世纪叫作“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运动聚焦在人们描述现象时所用的语言。在这场哲学运动中，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早年，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与逻辑相对应的现实的“图画”，并把形而上学斥为“荒谬”。他有句名言是：“对于我们不能说出来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Ayer，1984，p.112）。然而，他在晚年把语言视为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或互动。此外，“知道”（knowing）是身体上的行动，是努力改变事情状态的意愿，而不是超然于世外。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
“知道”（knows）这个词的语法显然与“可以”（can）、“能够”（is able to）紧密相关，但是也与“理解”（understands）密切相关。“知道”（to know）有这样的用法：我们说“现在我知道了”——类似于“现在我能够做了”以及“现在我理解了”。19
强调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在美国哲学传统“实用主义”（pragmatism）中找到。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一书中，詹姆斯认为：如果一个理念可行，它就是正确的；只要它在现金价值方面对生活有影响，它就有意义。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被杜威进一步发展了，他反对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将“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行动”截然分开。他坚持认为“理念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它们能够付诸行动，无论大小，它们都能以某种方式重新安排和重新构建我们生活的世界”（Dewey，1929，p.138）。因此，实用主义试图通过人的行为、实验和经验，发展一种人类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六节 日本的传统知识
在这一节中，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传统知识。日本主要的哲学传统既不广为人知，也没有得到过系统的描述。20在日本企业管理者的思维中，几乎找不到笛卡儿理性主义的蛛丝马迹。可是，对于知识，也确实存在某种“日本”式方式，它集合了佛教、儒家和西方主要哲学思想的教义。我们将简要地讨论日本传统知识的3个特征：①天人合一；②身心合一；③自他合一。这些特点形成了日本企业管理者的知识观以及其管理实践方法的基础。
　
天人合一
　
日本思维最重要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天人合一”（oneness of humanity and nature）。这一特点的例子包括：①《万叶集》（Manyohshu）中传达的对自然界的共鸣；21②名著《源氏物语》（Tale of Genji）中所描写的“变化之美和转变之美”（mono no aware）；22③《古今和歌集》（Kokin-wakashu）中所表现的细腻情感；23④18世纪和19世纪江户时代[1]都市文化的时尚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当代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Yujiro Nakamura，1967）将这个传统称为“情感自然主义”。根据这个传统，日本人的感知对象是自然界中的客体，它们非常精微细致，也是可视的、具象的。日本的认识论虽然哺育出日本人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敏感，但同时妨碍了他们对于自然的客观化以及怀疑论方面的发展。中村认为日本人未能建立起一种明确普适性的理性思考，因为他们没有成功地把自我与自然进行分离和客观化。24从日语的结构特点中，我们也能找到与日本认识论中“天人合一”相关联的基本态度。按照日本语言学家熊仓（Kumakura，1990）的说法，客体的物理和具体形象对日语的表达是不可或缺的；日本人基本的认识模式是视觉思维以及应用具体意象。在日语中，说话者所做的陈述都是在表达清楚某些具体的意象，无论这些意象隶属于现实世界还是想象，对说话者而言都是现实的，因为在它们被提到的那一刻，它们在说话者的脑海中是作为实体存在的。甚至当说话者叙述过往的经历时，那些经历中的具体图像也会在他的心中复活。简而言之，日语的特点就是视觉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高度场景化（context-specific）的。
日语的固有特点揭示了一个独特的时空观：日本人把时间视为连续流动的水流，永久更新在“当下”（present）。许多日本小说在情节中没有任何固定的时间点，日本古诗词也没有固定的时间观点。相反地，西方人有一种顺序的时间观，在对过去的历史回顾中，往往会抓住现在，预测未来。日本人的时间观则是愈加萦绕于往复的和短暂易逝的，一切都是无所来亦无所去，最终的现实就定格在“此时此地”。对于日本人来说，重点是将自身的存在留给时间的洪流，并随着世事的变迁而随机应变。日本人的空间观也没有固定的角度，这在日本传统艺术中描绘得很清楚。西方的绘画是从固定的视角来观察事物，但日本的绘画从来不会约束艺术家的视角。例如，在传统的日本木版画浮世绘中，对局部的再现是写实的，但是在距离上不依照一个固定点进行透视创作。因为视角不固定，所以就没有必要画出阴影了。
在日语中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基本态度和灵活看待时间与空间的观念，清楚地说明了日本人更倾向于处理细腻的情感活动，而不是恪守任何固定的世界观或形而上学。日本人有一种倾向，就是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里，无须诉诸任何抽象或形而上学的理论，以便确定人类的思想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基本态度，是日本智力传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并不认为这种传统是落后的，而是相信它可以补充笛卡儿学派里关于人与自然的分离，而这一点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之中。
　
身心合一
　
日本另一个重要的智力传统是强调“整体人格”（whole personality），这一点与西方把人类的哲学和认识发展分离的知识观念正好相反。对日本人而言，知识就意味着从整体人格的角度获得的智慧。这种导向为注重个体身体经验而非间接智力抽象提供了基础。
这种强调身体经验的传统对禅宗方法论的发展影响甚大，日本中世纪的禅宗创始人之一荣西（Eisai）将这种方法称为“身心合一”（oneness of body and mind）。这是禅修者通过内在的静思和自律的修炼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境界。禅宗深刻地影响了武士的教育，寻求通过身体训练来开发智慧。日本的基督教教育家新渡户稻造（Inazo Nitobe，1899）在他的名著《武士道》（Bushido）中指出，在传统的武士教育中，知识只有融入了一个人的“人格”，他才能真正获得它。武士教育尤其重视品格的塑造，对于谨慎、智力和形而上学则不太重视。成为一个“行动之人”被认为比掌握哲学和文学更重要，虽然这些也是构成武士智力教育的主要部分。25
在明治时代（1868—1992），日本最早的理论哲学家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通过合乎逻辑地表达禅宗体验，建立起一门哲学。对西田而言，终极实现和存在只在于从纯粹的经验中获取事实（Yuasa，1987，p.65）。西田将其解释为直接贯注于主体的经验：
纯粹的经验是一种鲜活、有最大自由度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意念的需求和意念的实现融为一体……这种情形，就像一个人在攀登悬崖峭壁时拼命坚持，或者一个音乐家在倾情演奏最拿手的作品……当我们的灵魂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完全沉醉在美妙的音乐里，整个天地也似乎化为了一曲悠扬的旋律。26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西田相信，真正的“直接性”只有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的经验现实中才能实现。这种哲学与西方身心分离的哲学传统完全相反。27按照西田的哲学，通过理论思考不能获得真知，只能通过一个人全部身心的投入来获得（Yuasa，1987，p.25-26）。西田还认为完美的真理是“不能言表”的。28西方哲学传统与西田哲学的比较如下。
现代西方哲学认为行动的问题，即意志的问题，是实践伦理学而不是理论认识论……这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寻求人类理性及思考主体上的本质，其认识论排除了身体的问题。这种态度明显源自人类的理性主义观点以及来自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相反地，西田的行动直觉理论抓住人“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原始本自具有行动的特点；人的基本模式是对世界采取行动，而不是认知世界。在成为思考及认知的主体之前，人是行动的主体。行动意味着思考，所以我们很清楚为什么西田会拒斥以现代认识论为代表的理性人生观，以及将主体和客体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Yuasa，1987，p.68）。
从禅寺里师傅与徒弟朝夕相处的修行方式中，我们可以对人作为行动主体的信念一目了然。虽然这一传统在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学院”传统中也很明显，但在追求真理的方式上是不同的。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使用的辩证法，就与禅宗的完全不同。虽然禅师用问答交谈的方式来衡量弟子应对矛盾问题的能力，但这种谈话风格是非逻辑的，有比喻性和推导性，而不是采用演绎或归纳的方式。在禅宗的训练中，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必须让自己投入非逻辑的世界之中。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西方认识论往往倾向于把抽象的理论和假设视为最高的境界，这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倾向的背景是重视精确的概念知识和系统、科学的悠久传统，这可以追溯到笛卡儿时代。相反，日本的认识论往往推崇直接、个人经验的体现。日本管理强调的“现场”（on-the-spot）个人体验，就是这种认识论倾向的真实体现。
　
自他合一
　
天人合一和身心合一这两个主要传统使日本人重视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互动。大多数西方的人际关系观是原子论式和机械式的，但日本的人际关系观点是集体式和有机的。正是在这种有机世界观的背景下，日本人强调主观知识和直觉智慧。一个典型的西方个体的做法是从客观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而日本人的做法是把自己与其他人或其他事联系起来。因此，日本人的视角是“触觉型”和“人际关系型”的。日语的结构显示了自我和他人的和谐统一。在日语中，通常通过使用上下文场景来传达信息，而不仅仅是通过自我完整的语法代码。因此，日语含糊其辞的特征要求个人具备每种场景下的一些隐性知识。29
我们从日语中的动词不随句子主语变化这个事实，就能看出这种模糊性。在印欧语系中，动词基本上都是随主语变化的，因为与不同的主语一起使用时，动词的意思会有所不同。日本人用一句话就很容易获得共情和达成一致，因为在任何语境下，他们总是用同一形式的动词。因此，说日语的人的观点能够自然顺利地被团体，甚至被更大范围的社会所共享，就是因为动词的这种自然共情特性。然而，这也意味着日本人难以直接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对于日本人来说，你和我是整体的两个部分，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为独立的个体和尊重他人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如此困难的概念，以至于他们有时会误解西方的“公共”概念。虽然西方社会提倡将个体自我实现作为人生的目标，但日本的人生理想是作为一个集体自我，与他人和睦相处。对日本人而言，为他人工作就是为自己工作，日本人的天生倾向就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自我实现。
以上对日本智力传统的回顾表明，日本人的终极实现在于恒久流动的细腻、转瞬即逝的过程中，在于可视的、可具象的事物中，而不在于永恒的、不变的、无形的和抽象的实体。他们通常在与自然和其他人的现实互动中看到真实。这些基本态度明显与西方盛行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作为超然的旁观者，通过“思考自我”可以追求到永恒的真理。虽然当代的西方哲学似乎越来越靠近日本注重身体和行动的智力传统，但科学和西方管理实践中的知识观依然受主体和客体、精神和身体，或者精神和物质的笛卡儿二元论的控制。然而，遵循日本的智力传统，我们没有把这些区别看成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认为它们之间是可以彼此相互补充的。



第七节 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的知识
“主体”“精神”“自我”与“客体”“身体”“他人”之间的分离深深地扎根于西方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和组织理论）。正如下面将要说明的，西方管理思想的百年历史可以视为“科学”知识观不断受到“人本”知识观的挑战。这段历史也反映了西方哲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为克服认知者主体（the knower）和被认知者客体（the known）之间笛卡儿二分法所做的全部努力。
在本节中，我们将批判性地回顾西方主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思想家是如何看待知识的，涵盖的范围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到彼得·圣吉。我们认为，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明确阐述人类可以主动创造知识来改变世界的动态观念。这也暗示了我们的知识观和组织知识创造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和管理视角，它可以克服受笛卡儿二分法限制的现有理论的局限性。



第八节 经济学理论中的知识
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含蓄或明确地把知识视为经济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30然而，它们在对待知识的方式上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所关注的知识类型以及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方式。在这个部分中，我们将研究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哈耶克和熊彼特的奥地利经济学院、彭罗斯的企业经济理论，以及纳尔逊和温特的技术变革的进化模型都是如何看待知识的。31
　
马歇尔与哈耶克和熊彼特
　
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型中把知识视作“扰乱”的一类，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鼻祖马歇尔是最早明确表述知识在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的先驱之一。按照马歇尔（1965）的说法，“资本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知识和组织中……知识是我们最强大的生产引擎……组织是可以辅助知识的”（p.115）。32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既有的知识，它是以价格信息来表现的。在市场机制下，每个企业都有相同的固化了的知识来确保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由每个企业创造不同的知识。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由经济主体拥有的、并非只以价格信息的形式体现的大量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他们不关心知识的创造，也不把企业定位为知识创造者。
奥地利经济学院代表人物哈耶克和熊彼特，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事务中的知识上。他们认为知识是“主观”的，不能被视为固定的。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相比，哈耶克和熊彼特都试图描绘经济的动态变化，方法是把注意力放在每个经济主体独有的知识上，而不是各个经济实体可以共享的常识性知识上。
哈耶克是率先看到隐性知识、特定场景知识重要性的先驱，他把知识划分为科学知识（即一般通用原则性的知识）以及特定时间及地点的场景知识，并且认为不断变化的场景会对不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相对优势持续做出重新定义。哈耶克（1945）认为：
理性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正好由如下事实所决定：我们必须利用的场景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被不同的个体所拥有并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和经常相互矛盾的形式存在。社会的经济问题因此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资源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那些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给定每一个人的知识的问题（p.519-520）。
哈耶克指出，价格机制的功能是传达信息，而市场是社会化地促进个体知识流动的过程。然而，他未能抓住这些大多是“隐性的”特定场景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重要作用。尽管哈耶克原来想开发出一套动态的、作为持续变化过程的市场理论，但他最后以“静态”的解读告终，认为不过是需要简单地、有效地“利用”“现有”知识而已。
熊彼特则建立了经济变革的动态理论，他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经济中暂时的和逐渐显露的一面。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生来就是经济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永远不是静止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1952，p.82），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新的组合”（1951，p.66）。熊彼特强调了把显性知识进行组合的重要性。事实上，他指出能够出现全新的产品、生产方法、市场、材料和组织，都是源于新的知识“组合”。然而，“组合”只是知识创造模式中的一种，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这些内容。
　
企业就是知识库：彭罗斯、纳尔逊和温特
　
当熊彼特主要关注整体经济变革进程时，伊迪恩·彭罗斯（Edith P.Penrose，1959）却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个别企业的成长上。她把企业视为“管理的组织以及生产性资源（包括人力和原材料）的集合，”（p.31）。按照彭罗斯的说法，“资源本身从来就不是生产过程的‘投入’，但资源能够促成服务的交付”（p.25）。服务是企业内部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的函数，因此是企业特有的。从本质上来看，企业就是一个知识的宝库。
此外，彭罗斯（1959）将规划过程视为企业成长的核心决定因素。她认为企业规划者通过评估企业在生产服务、环境的机会和约束等方面的优势与劣势，创造出企业及其环境的“形象”或心智模式。而这些形象都是从企业内部的经验和知识中浮现出来的。虽然彭罗斯指出了企业内部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性，但她没有详细说明通过怎样的组织机制或流程，能够让企业的员工积累知识。
纳尔逊（Nelson）和温特（Winter）（1977，1982）在他们的经济和技术变革的进化论中，也将企业视为知识的宝库。与哈耶克的知识观遥相呼应，温特（1988）指出：
基本上，商业企业是知道如何做事的组织……实际上，一个特定的企业在特定的时间就是一个知识宝库，储藏着非常具体的生产性知识，即便是具有相同业务线、表面上很相似的企业，它们的知识常常都是独特的（p.175）。
按照纳尔逊和温特的说法，这些知识被存储在商业企业中作为“常规的和可预测的行为模式”，或者他们所谓的“惯例”，即等同于“基因”。创新则是天生不可预测的、一种相对于惯例的“突变”（1982，p.14-18）。纳尔逊和温特还设计出了一个“自然轨迹”的概念，这是一种由“技术体制”决定的技术演化路径，更广泛的定义是“认知信念”，即什么是可行的或至少是值得尝试的，以及技术要求（1982，p.258-259）。因此，他们认识到了技术的本质就是知识，但他们没有明确地将技术知识的创造与更广泛的组织过程联系起来。



第九节 管理学和组织理论中的知识
经济学家往往关注既有的知识，但忽视由经济主体“主动和主观地创造”新知识，原因之一可以在强烈的经济学“科学化”导向中找到。经济学家往往接受了笛卡儿的知识观，就是把经济知识和经济主体分开。虽然我们在管理理论中发现了类似的趋势，但还有另一个强有力的“人本”导向。这种“人本”方法可能来自管理研究者对管理实践的浓厚兴趣，与之形成对比，经济学家主要关心抽象模型的建立。19世纪的管理文献可以分为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科学”路线，从泰勒到西蒙，再到当代专注于战略的“科学化”。另一条是“人本”路线，从梅奥到韦克，再到近来关注的“组织文化”。事实上，管理研究的百年历史可以被看作两个阵营之间的一系列争论，以及综合它们的失败尝试（例如巴纳德，1938），这一点似乎非常类似于前面讨论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科学管理”与人际关系理论
　
科学管理由泰勒创立，他试图消除工人的“偷懒”现象，用科学取代“经验法则”，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他制订了“科学”方法和程序来组织与运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与动作研究，目的是找到完成工作任务的“最佳方法”。“科学管理”就是尝试将工人的经验和隐性技能显性化，形成客观和科学的知识。然而，它没有把工人的经验和判断视为新知识的来源。结果，创造新的工作方法仅成为管理者的责任。管理者肩负了琐碎的工作，包括分类、制表，将知识转变为规则和公式，并把它们应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Taylor，1911，p.36）。33
科学管理的快速传播催生了人际关系理论，它强调人本因素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梅奥为首的一批哈佛大学的管理学者，在西电公司设在霍桑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所谓的“霍桑实验”表明，社会因素——如士气、对团队的“归属感”、了解人类（特别是团体）行为的人际关系技巧等，能够提高生产力（Roethlisberger and Dickson，1939）。34
基于这一发现，梅奥与罗斯利斯伯格（F.J.Roethlisberger）和其他人合作，开发了一套新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他们批判了泰勒主义者将工人视为原子化的“经济人”的管理观，并且认为人类是社会动物，应该在社会团体的场景中理解和对待他们。梅奥（1933）主张，管理者应该开发“社交人际技巧”，以促进工作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团体内部的人际沟通。
人际关系理论指出，通过持续改进车间工人拥有的实践知识，人的因素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际关系理论最终没有形成轮廓清晰的理论结构，使其与泰勒主义者的观点区别开来。结果，它后来被吸收到更“科学化”的人际团体和社交互动理论中，类似于泰勒理论的团体动力学和操作行为学，这类理论往往把人类视为刺激反应机器，没有什么知识创造的能力。
　
巴纳德的综合尝试
　
巴纳德试图在组织层面综合两个阵营的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强调的机械理性和“人际关系”理论强调的人性因素。巴纳德试图基于自己在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担任总裁的经验，建立一种组织科学。他是第一批认识到组织在工商管理中的重要性的人。虽然知识在巴纳德的管理理念中不是核心问题，但他的知识观可以浓缩为以下两点。第一，知识不仅包括逻辑、语言内容，还有“行为”“非语言”的内容。35第二，领导者创造价值观、信仰和理念，目的是保持组织内部知识系统的稳定，以及作为一个协作系统来管理组织。
巴纳德强调了“行为知识”在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与科学知识不同。按照巴纳德的说法，领导者同时利用从逻辑心智过程中获得的科学知识和从非逻辑心智过程中提取的行为知识。巴纳德（1938）认为后者更重要，原因如下：
管理过程的本质，是感知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和与之相关的总体形势。它超越了智力方法的能力以及区分形势因素的技巧。与之有关的词汇是“感觉”“判断”“感知”“比例”“平衡”和“适当”。与其说管理是科学还不如说是艺术，与其说是逻辑还不如说是美学。基于这个原因，你可以去认知它但不能去描述它，可以通过效果而不是分析去了解它。（p.235）
按照巴纳德的说法，“组织问题”的本质是将战略上追求相互冲突目标的行动者转变为理性的合作体系。知识对于确保合作理性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巴纳德认识到了把人的心智活动的逻辑和非逻辑过程、科学知识和行为知识、经营者的管理职能和道德职能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但是因为创造知识不是巴纳德最关心的问题，他处理经营者创造知识时的角色相当泛泛，对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解释。36巴纳德的组织分析仍然没有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如何将组织成员的隐性知识转变为组织的知识，如何结合环境最好地应用这些知识。
　
西蒙的信息处理方式
　
巴纳德对科学与人本管理观进行综合的尝试奠定了组织理论的基础。受到巴纳德对组织内经营管理角色重要性洞见的启发，赫伯特·西蒙认为经营者的基本职能就是决策。同时，西蒙深受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他研究人类解决问题和决策的本质，提出了将组织视为一台“信息处理机器”的观点。
西蒙在《管理行为》（1945）和《组织》（1958）（与J.March合著）两本书中，基于人的认知能力天生受限这一假设，建立了一套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的科学理论。换言之，他认为人们在短时间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利用“有限理性”这个概念，西蒙以信息处理的形式建立了一个人类思考过程的计算机模型。按照这个模型，人类的行动就像一个信息处理系统，通过感觉器官从输入的信息中提取“有意义的结构”（meaning structures），然后把这些有意义的结构存储为新知识或在决策行动过程中运用它们。鉴于知识是从所有可能的结果中选择出来的、有限的且与每种策略关联的相对理想的结果，西蒙进一步指出，组织结构及其职能的基本特征，正是源于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及理性选择的特征。因此，西蒙（1973）得出结论，一个面临复杂环境的组织应该以内部单元信息分发最小化的方式进行组织设计，以减轻其信息负担。
然而，西蒙过分强调了人类推理和组织决策过程的逻辑方面，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他试图把信息和知识显性化，无视巴纳德讨论的“非语言心智模式”或“行为知识”，以及波拉尼（Polanyi，1966）强调的“隐性知识”。37对西蒙来说，隐性知识只不过是噪声，而人类推理和决策的逻辑内容远比价值和意义这样的东西更重要。对于模糊的作用以及问题内在的多样性，或者组织中信息冗余的重要性，他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西蒙认为只有当复杂的问题得到了简化，且组织结构实现专业化，以至于各单位之间没有任何不必要的交互时，有效的信息处理才是可能的。这种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观使他忽视了人类在个体和组织层面创造知识的潜力；他没有把人类看成积极发现问题并创造知识来解决问题的物种。
此外，西蒙把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视为被动的。他认为组织主要通过调整信息处理结构来对环境做出反应。他丢掉了组织对环境采取行动时主动的一面。组织对环境采取行动时不仅要进行有效的信息处理，还要自己创造信息和知识。这个过程并非只涉及减轻信息处理负担的战略，还要求组织通过扩大自身的多样性，打破既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创造新的模式实现自我进化。
　
垃圾桶模型和意义建构理论
　
西蒙信息处理的方式受到科恩、马奇、奥尔森（Cohen,March and Olsen,1972；March and Olsen，1976）提出的组织“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的挑战，他们强调人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时的非理性和模糊的特质。他们认为，一个组织就是一系列选择的集合，寻找可能会暴露决策情形的问题、议题和感觉，寻找可能有答案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寻找可以工作的决策者（Cohen,March and Olsen，1972，p.2）。
在这个模型中，选择的机会等同于“垃圾”，而问题、解决方案和决策者相当于“垃圾桶”。该模型还将组织描绘为一个感知系统，为过去发生的事赋予意义，而不是一个规划和演绎决策的系统。与经济学和决策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选择理论形成对比，马奇（1978）认为优先选择是作为行动的结果出现的，而不是先行地指导行动，这个论点与韦克（Karl Weick，1969）讨论的回顾理性（retrospective rationality）相符合。
垃圾桶模型注意到了组织内模糊或无序的作用，但没有对个体和组织层面发生的学习提出有效的洞见。该模型没有说明组织内部主动创造知识的重要性，也忽视了组织行为与系统性组织学习的整合。如果学习只发生在个体层面，正如马奇和奥尔森（1976）指出的，学习者只会在有限的活动范围中产生知识，这些生成的知识只可能与产生它的个体有关。因为在不同个体产生的知识间建立连接非常困难，一个组织的知识库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来。此外，该模型假设参与组织学习的个体或多或少地都会随机产生相关的想法。当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当他们能够管理一个有关因果关系的案例时，组织的知识就可能增加。这种非常有限的组织学习观不能为描述系统性的组织学习过程提供基础（Duncan and Weiss，1979，p.90）。
在韦克的组织“意义建构”（Sensemaking）理论中，我们也能找到垃圾桶模型底层的知识观。韦克认为（1993）：
意义建构的基本想法是：现实是一种持续的结果，源于为创造秩序并回溯发生事情的意义所付出的努力……意义建构强调人试图对事物做出对己对人合理的解释。（p.635）
韦克从结构化行为（structured behavior）循环来观察该组织——用“组织化”（organizing）一词表述可能会更好一些（Weick，1969，1979）。他认为在组织中共有的信息和意义应该如同行为一样变得结构化。正是通过开发共有的意义和理解，结构化行为本身的循环才会被感知并变得有意义。尽管对意义的维度存在各种解释和分歧，但只要围绕其中一个达成共识，组织的行动就会发生（Fiol，1994）。成员之间达成共识是组织化行为的特征（Weick，1969），这促使组织将达成一致诠释为一个系统（Daft and Weick，1984）。韦克（1969）还强调组织对其环境采取行动的重要性。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韦克的观点仍然是被动的，缺少主动的组织观，没有将对组织知识创造至关重要的“创造性混沌”（creative chaos）概念包括进来。
　
经营战略科学
　
当西蒙式科学观（将组织视为信息处理机器）受到了人本观（将组织视为意义建构和非理性决策过程）的挑战时，在战略管理理论和组织文化理论之间发生了另外一场关于科学管理观和人本管理观之间的争论。经营战略的科学化始自“经验曲线效应”，这是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提出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管理学者和顾问认为经营战略应该不仅仅关心生产成本，还应该关注总成本。38为了快速降低总成本，他们认为企业应该尽可能多地生产，并扩大市场份额。BCG将这个想法转化为战略规划技术，称为产品组合管理（Product Portfolio Management，PPM），在这个体系中，产品或业务的资金流由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的组合决定。39
另一个叫作营销战略利润影响（Profit Impact of Marketing Strategy，PIMS）技术，是由通用电气公司（GE）的一个项目组于1960年创造的，为的是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解释和预测经营成果。PIMS模型（Buzzell and Gale，1987）是基于那些能够有助于GE扩大市场份额或提升业务投资回报率（return of investment，ROI）的因素构建的。
波特（Porter，1980）开发了一个框架帮助理解企业如何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他认为企业必须就竞争战略做出两个选择：行业吸引力和行业内竞争定位。为了分析行业吸引力，波特设计了著名的“五力”模型，帮助理解产业结构以及通过审查5个竞争力（进入壁垒、购买方议价能力、供应商议价能力、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现有竞争者的竞争）来了解产业结构是如何变化的。波特（1985）提出了另一个框架，叫作“价值链”模型，用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价值链是一个系统理论，它可以检查企业执行的所有活动和它们之间彼此的联系。
在战略领域开发的技术和框架含蓄地假设了战略知识的重要性，但期待知识创造的概念出现在这个领域是不现实的。在战略科学中，知识观的主要局限可归纳为以下3点。首先，经营战略科学不能处理价值和信仰的问题，并且从其理论领域排除了创造知识或愿景的可能性。对显性信息的关注使得研究人员忽视了创造新愿景或价值体系。40其次，战略科学以自上而下式的管理风格为先决条件，假设其中只有高层管理者思考或掌握既有的显性知识。大量掌握在其他组织成员手上的隐性知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最后，流行的战略管理概念没有对竞争力来源的知识给予关注。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缺少对知识的关注削弱了这种方法的强大魅力。
总而言之，战略科学的知识观类似于泰勒主义。它把重点放在了逻辑和分析（即演绎或归纳）思考以及组织高层对既有显性知识的利用上。那些无法量化的人性因素，如价值观、意义和经验，则被排除在正式商业计划和战略资源部署之外。41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在“组织文化”方面的研究可以弥补对知识在人性方面的作用的忽视，这一点有点类似于人际关系理论对“科学管理”的补充。
　
组织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西方公司沉溺于用“科学”定量的方法来制定战略，并患上了“分析依赖”（analysis paralysis）综合征，因此开始丧失它们的活力和竞争力。为了满足替代“科学”方法的需求，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and Waterman，1982）提出了“人本主义”（humanistic）管理方式。他们观察到“优秀公司”为促进员工之间共享价值观做出了各种努力。每个优秀的公司都建设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它决定了公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沙因（Schein，1985）认为，“必须有足够的共有经验才能形成共有观点，而这种共有观点必须已经经过日积月累，已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从而发展形成集体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团体经验的学习产物”（p.7）。42他把文化定义为“某个团体在学习应对外部适应问题和内部整合问题时所发明、发现或开发的一套基本假设模式——它运转得相当良好，被认为是有效的，并因此作为正确的方式被传授给新成员去感知、思考和感受这些问题”（p.9）。43另外，普费弗（Pfeffer，1981）强调了信仰的重要性。他将组织视为“共有意义和信仰的系统”，其中关键的管理活动涉及信仰体系的建设和维护，确保对参与者能够产生持续的信守、承诺以及正面影响”（p.1）。因此，组织的文化可以被看作由组织的成员共有的信仰和知识组成。44
有关组织文化的研究把组织作为一种认识论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此外，它们强调诸如价值观、意义、承诺、象征和信仰等人为因素的重要性，并为更精细地研究知识的隐性方面铺平了道路。此外，它们认识到组织作为一个共有的意义系统，通过成员之间以及自身与环境间的社会化互动，就能持续学习，自我变革，与时俱进。
虽然有关组织文化的研究已经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但它们没有给予知识应有的地位。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一研究似乎存在3个共同的不足之处。第一，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没有对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给予足够的关注。第二，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看作信息处理者，而不是信息创造者。第三，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将组织描述得相当被动，忽视了它改变和创造的潜力。



第十节 走向新的综合
巴纳德曾经试图综合知识的科学观和人本观。实际上，这两大阵营随后各自分道扬镳，科学方式向信息处理方式和战略科学方向发展，人本主义方式则向垃圾桶模型、组织意义构建理论和组织文化研究方向发展。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试图把科学和人本方式进行综合的新尝试又出现了，并形成3个研究流派。它们是：①关于“知识社会”的推想；②组织学习的理论；③基于资源（核心竞争力或核心能力）的战略管理方法。
　
德鲁克的知识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变化和演进。二战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会逐步进化为服务型社会45，进而迈进所谓的信息社会。根据前沿管理思想家的预测，在即将来临的时代，制造、服务和信息部门将以知识为基础，而商业组织将以多种方式进化为知识的创造者。
德鲁克是最早注意到这种伟大转变迹象的思想家之一。他在1960年前后创造了“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或“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这样的词汇（Drucker，1993，p.5）。根据他的新著《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1993）中的说法，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其中“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而“现在是，并且将来是知识”，并且“知识工作者”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p.7）。
德鲁克（1993）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每个组织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建立能够进行自我转型管理的系统实践。组织必须时刻准备好摒弃已经过时的知识，并学会通过以下方式创造新的事物：①持续改进每项活动；②从自己取得的成功中开发新的应用；③把持续创新变成组织的流程。德鲁克（1991）还指出，组织必须提高知识和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才能迎接挑战：
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管理者面临的最大一项挑战就是提高知识和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项挑战将是管理的主要议题，并最终决定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它将决定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品质。（p.69）
德鲁克（1993）似乎已经认识到了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技艺“无法用文字解释，无论是口头方式还是书面形式。它只能被展示出来，”因此“学习技艺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学徒和体验”（p.24）。同时，德鲁克相信用诸如科学和定量法这样的方法可以将“特别的经验转化为系统……将轶事转化为信息，将技能转化为可以教授和学习的东西”（p.42）。他没有提及在知识转化过程中需要人际互动，或者在一群人中间需要共享知识。因此，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更接近“科学”阵营，而不是“人本”阵营。
　
组织学习
　
德鲁克强调的组织需要不断变革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组织学习理论家们最关心的问题。46就像个体一样，组织必须经常面对它们所在环境新的变化（Cohen and Sproull，1991）。在当今经济动荡和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这种需求正在增长。人们普遍认为，学习分为两种。第一种学习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在既有的前提下获得技术诀窍（know-how）。第二种学习是超越既有的基础，建立新型前提（即方式、图式、心智模式或观点）。这两种学习被称为“第Ⅰ类学习”和“第Ⅱ类学习”（Bateson，1973），或“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Argyris and schön，1978）。我们认为，知识的创造涉及这两种学习之间的互动，从而形成了一种动态的螺旋。
圣吉（1990年）发现许多组织都饱受“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之苦。为了救治这种痛苦和加强组织的学习能力，他提出了“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作为实践模型。他认为学习型组织同时兼具创造性学习（即主动的）和适应性学习（即被动的）的能力，作为其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来源。按照圣吉的说法，管理者必须进行如下修炼才能建设学习型组织：①采用“系统思考”；②鼓励“自我超越”，掌握自己的命运；③让通行的“心智模式”浮出表面并挑战它们；④建立“共同愿景”；⑤促进“团队学习”。
在这五项“修炼”中，圣吉（1990）强调了“系统思考”的重要性，说它是“将所有修炼整合的修炼，将它们融合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整体”（p.12）。他还指出系统思考是哲学上对于西方文化中“盛行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寻求复杂问题的简单答案——的替代方式”（p.185）。他认为：
学习型组织的核心是心智转变——从视自身与世界隔离，到与世界密切连接；从把问题归咎为由“外界”他人他事引起，到意识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导致了我们遭遇的问题。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人们不断发现他们如何创造现实的地方，以及他们如何改变现实的地方。（p.12-13）
圣吉可能没有打算在科学和人本主义管理方式之间建立新的综合，但他似乎在试图克服笛卡儿的二元论。他说“系统思考可能掌握了整合理性和直觉的钥匙”（p.168），系统思考将5项修炼融合成“一个连贯的理论和实践体系”（p.12）。从其著作的整个论证判断，更具体地从诸如“心智模式”“共享愿景”“团队学习”到上面引用的术语，他的“学习型组织”的实践模型与第三章介绍的知识创造理论有一定的联系。然而，他很少使用“知识”这个词，并且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如何才能创造知识的想法。
尽管学习型组织与我们的思考比较接近，但在关于“组织学习”的文献中经常会发现一些明显的局限性。第一，正如我们在圣吉（1990）的著作中看到的，组织学习理论基本上缺乏“知识发展构成学习的观点”（Weick，1991，p.122）。他们大都陷入行为主义“刺激—反应”概念的陷阱之中。第二，大多数研究仍然使用个体学习的比喻（Weick，1991；Dodgson，1993）。在积累了20多年的研究成果后，他们尚未就什么构成“组织”学习提出一个全面的看法。第三，人们普遍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适应性变革的过程，受过去经验的影响，聚焦在开发或修改日常例行惯例上，并受组织记忆的支持。47作为结果，这些理论未能构建出知识创造的理念。48第四个局限性与“双环学习”或“反学习”（unlearning）的概念有关（Hedberg，1981），这一点对于组织发展具有强烈的导向性，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遵循阿吉利斯和熊恩（1978）组织学习理论的发展，人们隐晦地或明确地认为，双环学习——对既有的观点、解释框架或决策前提进行质疑和重构，如果由组织自己实施可能会非常困难。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组织学习理论家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某种人工干预，如使用组织发展计划。这种论点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组织内部或外部有人能“客观”地知道将双环学习付诸实践的正确时间和方法。这种假设背后隐藏着笛卡儿式的组织观。从组织知识创造的有利角度来看，双环学习不是一项特殊而艰巨的任务，而是组织的日常活动。组织通过每天重构既有的观点、框架或前提不断地创造新知识。换句话说，双环学习的能力是在创造知识的组织里建立起来的，并不存在关于某个“正确”答案的不切实际的假设。
　
基于资源的新战略方式
　
为了帮助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变化的全球化环境中更有效地参与竞争，一种新的我们称之为“基于资源的方式”（resource-based approach）的企业战略方式出现了。与我们在战略科学中讨论的结构化方式不同，这种新方式把素质、能力、技能或战略资产看作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近年来，关于基于资源的竞争战略方式的文献一直在增加，49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rahalad and Hamel，1990）的文章《核心竞争力》以及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Stalk，Evans，and Shulman，1992）的文章《基于能力的竞争》就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从概念上讲，这种新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彭罗斯（Penrose，1959）关于公司的理论。
基于资源的方式的支持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竞争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以波特的竞争力框架为代表的结构化方式已经过时了。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1992）的观察如下：
当经济相对稳定时，战略可以保持不变。在一个以耐用品、稳定的消费需求、明确定义的国家和区域市场，以及可以明确识别出竞争者为特征的世界中，竞争就是一场“定位战”，企业占据的竞争空间就如同棋盘上的格子一样……
而今日之竞争已然变成了一场“运动战”，其中成功取决于对市场趋势的预判以及对变化的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成功的竞争者在快速地推出或淘汰产品、进入或退出市场，有时甚至针对的是全部的业务——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在下棋对弈，不如说更像一场交互式电竞游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战略的本质不是公司的产品和市场的结构，而是其行为的动态变化（p.62）。
蒂斯、皮萨诺和舒恩（Teece，Pisano，and Shuen，1991）也强调了战略的动态特质，他们提出了“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的概念，或者说“一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适应、改变和更新的能力”，这“涉及搜索、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组织层面）”（p.20）。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不太强调动态的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y）的定义：“组织中集体学习，尤其是如何协调多样化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流派的能力”（p.82）。
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关于核心竞争力与动态能力的区别其实并不明显。这两个概念都强调战略的“行为”方面，即公司“如何”选择去竞争，而不是选择去“哪里”竞争。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在定义核心竞争力时，聚焦于整个企业范围内的技术和生产技能，它们是公司众多产品线的基础，而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1992）在定义能力时，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技能基础，聚焦于包含整个价值链的业务流程层面。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参考了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在获得竞争优势时，整个企业技术和生产技能的重要性：
在NEC公司，数字技术，特别是VLSI和系统集成技能，是最重要的基础。在支撑它们的核心竞争力中，分散的业务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正是本田公司在发动机和动力传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给它带来在小汽车、摩托车、割草机和发电机业务领域的独特优势。佳能公司在光学、成像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能够进入，甚至主导诸如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照相机和图像扫描仪等看起来多样化的市场。（p.83）
然而，按照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1992）的说法，正是广泛的技能可以把公司的关键业务过程转变为战略能力，从而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以本田公司为例，他们指出其产品的创新设计或制造方式并不是支撑本田成功的唯一因素。斯托克等人认为，本田公司培训和支持其经销商网络提升在进货、销售、平面规划和服务管理等操作程序和政策规范的能力（即其在“经销商管理”过程中的专业知识）同样重要。这些专业知识最初是为摩托车业务开发的，之后被复制到割草机、船用马达和汽车等业务中。
尽管存在这种差别，但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与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之间还是有许多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派的专家都大量地使用日本企业作为典型的案例研究，如上所述。其次，他们都注意到今天的大公司正在遭受战略业务单元（the strategic business unit，SBU）的“暴政”，需要通过开发整个企业范围或组织的技能去克服它，该技能可以把竞争力或能力从一个业务单元转移复制到另一个业务单元。再次，他们都相信识别和建立竞争力或能力的过程涉及自上而下式的流程，CEO和高层管理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最后，他们都主张应该在公司“内部”的资源和技能中寻找竞争优势，而不是像结构化方式提倡的公司需要去“外部”市场环境中寻找。
乍看起来，这些特征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我们的组织知识创造理论与基于资源的战略观有些类似。的确，两者都关心：①创新如何发生；②日本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③组织技能而不是个人技能；④高管作为关键参与者的角色；⑤公司内部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的理论和基于资源的战略方法之间存在几个根本性的区别。
首先，我们明确地关注知识，但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只是隐晦地考虑了知识的作用。虽然他们最近将知识的概念纳入基于资源的方式之中，50但因为缺乏一致和明确的术语定义，重点仍然不清楚。按蒂斯、皮萨诺和舒恩（1991）的说法：“围绕资源、能力、技能这些术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模糊不清……因为对识别的现象有太多相互不同的解释，导致概念框架有些超载。”（p.17-18）
其次，虽然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与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大量使用了日本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并没有过多地强调企业如何实际着手构建核心竞争力或能力。相反地，我们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日本企业如何着手有组织地创造知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知识创造的过程，然后在后面的各章中确定最有助于该过程进行的管理过程和组织结构。我们对选定的日本企业进行了深入的现场研究，因此对日本企业究竟如何着手知识创造的过程能提出具有洞察力的独特看法。
再次，关于中层管理者，斯托克、埃文斯和舒尔曼（1992）认为：“因为能力是跨职能的，与建设能力有关的变革过程不可能通过中层管理者来实现，它需要CEO的亲自指导和高层管理者的积极参与”（p.65）。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还给高管分配了识别、开发和管理核心竞争力或能力的关键角色，他们的理论中没有明确说明中层管理者和一线工人的职责。相反地，在我们的理论里，中层管理者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在公司内部担任“知识工程师”。他们的作用是知识创造的促进者，在管理过程中把高层和一线员工都卷入其中，我们称之为“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第五章将详述该主题）。
最后，基于资源的方式尚未达到能够建立一个全面理论框架的阶段。我们在本书中，打算像波特在战略领域中所做的一样，建立一套新的理论。我们将步步为营，识别知识创造的要素，建立交互式模型，并最终提出一个整合认识论、存在论和时间3个不同维度的动态模型。在基于资源的方式中，所欠缺的就是一个全面的框架，来表示组织内各个部分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作用，并创造出崭新和独特的事物的。



第十一节 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的必要性
在本章中，我们批判性地回顾了经济、管理和组织的主流理论。我们发现了一个矛盾：这些理论很少提及知识本身，但在西方认识论传统的强烈影响下，它们理应追求科学的、客观的知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已经指出知识在即将来临的时代对社会和组织的重要性，但关于如何在企业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创造知识的研究很少。这些理论关注的核心是获得、积累和利用既有的知识；它们缺乏“创造新知识”的视角。这可能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即它们没有遵循现代和当代关于怎样才能超越主体与客体或身与心之间笛卡儿二元论的哲学讨论。知识的主观、身体和隐性层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视了的。近期学者对产品开发的研究（Davis，1986；von Hipple，1994）已经开始关注知识的内隐性，但是他们主要的研究兴趣仍然停留在信息共享时（特别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隐性知识的转移或表达。结果，从隐性知识创造显性知识仍然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围。
组织在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时，不仅仅是被动适应，还应该主动互动。组织是能够改造自己的。但是，许多既有的组织观是被动的和静态的。希望动态响应环境变化的组织，需要成为创造信息和知识的组织，而不仅仅是有效地处理它们。此外，组织的成员一定不要被动，而必须是积极的创新代理人。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我们的组织观是通过推翻既有的知识体系，然后创造新的思维和做事方式，使组织重新创造自己。
西蒙（1986）曾经批判巴纳德过于沉溺于战略因素，因此未能提出“设计过程的通用处理”理论。他继续写道：
今天，在组织内进行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了解组织如何获取新产品、新的制造和营销方法以及新的组织形式。这是巴纳德留给我们的未竟事业。（p.16）
理解组织如何创造新产品、新方法和新的组织形式十分重要。但更基本的需求是了解组织如何创造新知识，并使这样的创造成为可能。这就是西蒙留给我们的未竟事业。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开始完成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1].1603-1868年，又称德川时代。庆长八年（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开创幕府，江户时代开始，至明治元年（1868年）德川庆喜献出江户城，历时265年。



第三章 组织知识创造的理论
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西方哲学关于知识的独特方法，对组织理论学者对待知识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儿将主体与客体、认知者与被认知者截然分开，由此产生了将组织视为“信息处理”机制的观念。按照这种观点，一个组织处理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是为了适应新情况。虽然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在解释组织如何运作时是有效的，但是它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我们认为，它没有真正地解释创新。当组织创新时，组织不仅仅是处理来自外部的信息，以解决既有的问题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它实际上由内而外地创造新的知识和信息，以重新定义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组织所处的环境。
要解释创新，我们就需要一个组织知识创造的新理论。和任何关于知识的方法一样，新理论将具有自己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即the theory of knowledge，知识论），尽管它与传统的西方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识论的基石是区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的，知识创造的关键在于对隐性知识的调动和转化。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与个人知识创造相对的组织知识创造，我们的理论还将有自己独特的“本体论”（ontology），它会考虑各个层次知识创造的实体（个体、团体、组织和组织间）。在本章中，我们将展示知识创造的理论，敬请铭记知识创造的两个维度——认识论维度和本体论维度。图3-1展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维度，而知识创造的“螺旋”（spiral）就发生在其中。当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发生相互作用，从本体论较低的层面动态提升到更高的层面时，一个螺旋就出现了。
我们理论的核心在于描述这样一个螺旋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提出了知识转化（knowledge conversion）的4种模式，它们是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作用时产生的。这4种模式分别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和内隐化（internalization），它们构成了整个知识创造过程的“引擎”。这些模式正是每个个体所经历的。它们也是个体知识得到表述和“扩大”到整个组织的机制。在阐述并用实例说明这4种模式之后，我们将描述激活或促进组织知识创造螺旋模型的5个条件。我们还将介绍组织内随时间推移创造知识的5个阶段。


图3-1 知识创造的两个维度



第一节 知识和信息
在深入研究我们的理论之前，我们先来描述知识与信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在这部分中，有3个明显的观察结果。第一，和信息不同，知识是与信念和承诺相关的。知识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立场、观点或意图。第二，和信息不同，知识与行动相关。它总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的。第三，知识和信息一样，都是关于意义的。知识是场景化的，也是合理的。
在我们的组织知识创造理论中，我们采用知识的传统定义，即“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虽然传统的西方认识论聚焦于“真实性”并将其作为知识的基本属性，但我们则强调知识的实质是“经过验证的信念”。这种焦点上的差异，是传统西方认识论的知识观与我们所持的知识创造理论的知识观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认识论强调知识是绝对的、静态的和非人性的，通常是以命题和形式逻辑来进行表达的，而我们把知识视为一个动态的人际化过程，面向“真理”而验证个人信念。
虽然“信息”和“知识”两个词语经常可以互换使用，但信息和知识之间还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正如贝特森（Bateson，1979）所说的那样，“信息含有产生区别的差异”（p.5）。信息可以给事件或对象的解读提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使得先前看不清的意义变得明晰），或者揭示出之前无法预料的内在关联。因此，信息是引出和构建知识的必要媒介或材料。它通过添加内容或重构内容来对知识产生影响（Machlup，1983）。同样，德雷茨克（Dretske，1981）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信息是能够产生知识的商品，信号所携带的信息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东西……知识可以被视为产生（或维持）信息的信念”（p.44，86）。
对于信息，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审视：信息的“句法”（syntactic）（或数量）和信息的“语义”（semantic）（或意义）。信息的句法方面可在香农和韦弗（Shannon and Weaver，1949）的研究中看到端倪，他们的分析不考虑固有的含义，而是进行信息流动的测量，尽管香农也承认自己看信息的方式是有问题的。1 信息的语义方面对知识创造更为重要，因为它关注传达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只将考虑的范畴限制在句法方面，他就无法捕捉到信息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真正的重要性。任何对于信息正式定义的迷恋，将导致过分强调信息处理的作用，这会让从混沌、模糊的信息海洋中创造新的意义变得不那么敏感。
因此，信息是一个消息流，知识则是从这个信息流中产生的，并固化为拥有者的信念和承诺。这样的理解强调了知识本质上与人的行为相关。2塞尔（Searle，1969）在谈及“言语行为”（speech act）时也指出，从讲话者的“意图”和“承诺”而言，语言与人的行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作为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的根本基础，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知识的主动性、主观性属性上，诸如“承诺”和“信念”这些术语所代表的，它们深深地植根于个体的价值观体系。
最后，信息和知识都与特定场景有关，因为它们依赖于情境，并且是在人际社交互动中动态产生的。伯格和拉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1966）认为，人们在某个特定历史和社会场景下进行互动，从作为现实所构建的社会知识中共享信息，反过来信息又影响他们的判断、行为和态度。同样，领导者在模糊的战略中所展示的企业愿景，通过企业成员与环境的互动最终构建成为组织的知识，反过来这些知识又会影响企业的商业行为。



第二节 知识创造的两个维度
虽然关于知识在管理中的重要性论述有很多，但人们很少关注知识是如何创造的，以及如何管理知识创造的过程。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开发一个框架，将传统和非传统的知识观整合到组织知识创造的理论之中。前文曾提及，我们的基本框架包含两个维度：认识论维度和本体论维度（见图3-1）。
我们先从本体论维度开始。从严格意义上讲，唯有个体才能创造知识。没有个体，一个组织是无法创造知识的。组织通过支持有创造力的个体，或者为他们提供场景来创造知识。因此，组织知识创造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就是“由组织”放大由个体创造的知识，并将其“结晶”（crystallize）固化为组织知识网络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发生在不断扩大的“互动社区”（community of interaction）内，跨越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层面与边界。3
至于认识论维度，我们借用迈克尔·波兰尼（Polanyi，1966）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分。隐性知识与个人相关，与特定场景相关，因此很难被形式化，也很难交流传达。然而，显性知识或“编码”知识，是指可以用形式的、系统的语言进行表达、传播的知识。波兰尼关于隐性知识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性的论点，可以与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的中心论点相对应。该论点认为感知是根据将它整合到整体模式或格式塔中的方式来确定的。然而，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所有意象在本质上就是整合的，但波兰尼认为人类通过积极主动地创造和组织自己的经验来获取知识。因此，能用词语和数字表达出来的知识，只代表整个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正如波兰尼（Polanyi，1966）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言传的多”（p.4）。4
在传统的认识论中，知识源自感知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人类作为感知的主体，通过分析外部客体获取知识。与之相反，波兰尼认为人类是通过把自己与客体联系起来，即通过自我投入（self-involvement）和承诺（commitment），或者波兰尼称之为的“内置”（indwelling），来创造知识。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就是隐性地整合具体细节来形成事物的意象或模式。为了理解模式的全部意义，人们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与具体细节融为一体。因此，“内置”的概念打破了心与身、理性与情感、主体与客体以及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的传统二分法。因此，科学客观性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我们所拥有的许多知识，都是我们自己和世界打交道时，为实现目的而努力的结果。5
虽然波兰尼在哲学场景下力推隐性知识的内容，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他的理念拓展至更实用的方向上。隐性知识包含认知要素和技术要素。认知要素集中于约翰逊·莱尔德（Johnson-Laird，1983）所谓的“心智模式”上，其中人们在内心通过构造和运用类比来创造这个世界的运作模式。心智模式，如图式、方式、观点、信仰和看法，可以帮助个体感知和定义他们的世界。隐性知识的技术要素包括具体的诀窍、工艺和技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隐性知识的认知要素是指个人对现实的写照和对未来的憧憬，即“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正如后面将要讨论的，在“调动”（mobilization）的过程中把隐性的心智模式表述出来是创造新知识的关键因素。
表3-1中列出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一些区别。与知识的隐性方面相关联的特征列在左边，而与显性知识有关的相应特点显示在右侧。例如，有关经验的知识往往是隐性的、物质的和主观的，理性的知识则往往是显性的、形而上学的和客观的。隐性知识是在特定的、实践的场景下，在“此时此地”被创造出来，并且需要具备贝特森（Bateson，1973）所提出的“模拟”（analog）特征。在个体之间通过沟通来共享隐性知识是一个模拟的过程，需要对个体共享问题的复杂性进行一种“并行处理”（simulaneous processing）。显性知识则是在“彼时彼处”关于过去的事件或对象，并且面向与场景无关的理论。6 它实际上是由贝特森称为“数字”的活动而创造的。
表3-1 两种类型的知识





第三节 知识转化：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
正如第二章中讨论的那样，西方认识论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一场持续不断的关于哪种知识更真实的论战。西方人往往强调显性知识，但日本人往往强调隐性知识。然而在我们看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实体。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转换。我们关于知识创造的动态模型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关键假设，即人类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社会化相互作用得以创造和扩展的。我们把这种相互作用称之为“知识转化”（knowledge conversion）。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转化是一个发生在个体之间，而不是局限于个体自身的“社会化”过程。7 按照理性主义者的观点，人类认知是个人的演绎过程，但当他认识事物时，个体从来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交互。因此，通过这种“社会化转化”过程，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得到了扩展（Nonaka，1990b）。
“知识转化”的想法可能与在认知心理学中提出的ACT模型（Anderson，1983；Singley and Anderson，1989）部分是一致的。这个模型假设，要培养认知技能，就必须将所有陈述性知识（delclarative knowledge，对应于我们理论中的显性知识）转化为过程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对应于我们理论中的隐性知识，如骑自行车或弹钢琴活动中用到的知识）。8但是正如辛格利（Singley）和安德森（Anderson）所承认的那样，ACT模型有一个局限性，它视该转化为一个特例，因为该模型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过程性（隐性）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上，而不是陈述性（显性）知识上。换言之，该模型的支持者视知识转化为从陈述性（显性）知识到过程性（隐性）知识的单向转换，而我们认为转化是交互式和螺旋式的。



第四节 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
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创造出来的，这一假设让我们提出了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它们是：①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我们称之为社会化；②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我们称之为外显化；③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我们称之为组合化；④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我们称之为内隐化。9 对于其中的3种知识转化——社会化、组合化和内隐化，我们已经在组织理论中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例如，社会化与团体过程和组织文化理论有关，组合化的根源在于信息处理，而内隐化与组织学习密切相关。然而，外显化有些被忽视了。10图3-2显示了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讨论每一种模式，并且用实例加以佐证。


图3-2 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
　
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社会化是共享经验从而创造隐性知识的过程，如共有心智模式和专业技能。11 一个人不用语言，也能从其他人那里直接获取隐性知识。徒弟和师傅一起工作、学手艺，不是凭借语言，而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在商业环境中，现场的职业培训（on the job-training，OJT）基本上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经验是获取隐性知识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共享经验，一个人很难将他投射到另一个人的思考过程当中。如果把信息从相关的情感和特定场景（其中嵌入了共享经验）中抽象剥离出来，只剩下单纯的信息转移，通常这么做的意义不大。以下3个实例将说明日本企业在产品开发场景中是如何采用社会化模式的。
社会化的第一个实例来自本田公司，公司里成立了“头脑风暴营”（tama dashi kai），即通过详细讨论来解决开发项目中遇到的难题的非正式会议。这类会议通常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地点进行，一般会安排在度假村里召开，与会人员在一起品尝清酒，共享美食，一边泡温泉，一边讨论各种难题。会议出席者不仅限于项目组成员，而是包括对进行中的开发项目感兴趣的所有员工。在这些讨论中，从来不做参与者的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会有一个要求：不要提缺乏建设性建议的批评。在进行讨论时，大家也会形成默契，即“批评比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容易10倍”。这种头脑风暴营不是本田公司独有的，其他日本企业也一直在用。它不仅可以用来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还可以用来开发管理体系或企业战略。这样的头脑风暴营，不仅是进行创意对话的论坛，还是参与者共享经验和增进互信的媒介。12 在共享隐性知识和产生新观点时，这种形式特别有效。它采取非强迫的方式，却能够将所有个体的心智模式重新引导到同一个方向上。事实上，头脑风暴营代表了一种机制，个人透过这种机制，可以投入身心体验并追寻达至和谐之境。
第二个实例来自松下公司，它展示了隐性的专业技能是如何进行社会化的。20世纪80年代末，这家总部位于大阪的公司在开发自动家用面包机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如何实现揉面过程的机械化，而这主要是面包师所拥有的隐性知识范畴。研究人员将面包师和机器揉的面团分别进行了X光检测和对比，但没有获得有实质意义的发现。软件开发部的负责人田中郁子（Ikuko Tanaka）意识到大阪地区最好的面包来自大阪国际酒店。为了掌握揉面技巧的隐性知识，她和几位工程师自愿去酒店做学徒，拜面包房厨师长为师。想要做出像厨师长一样美味的面包绝非易事，没人能说出其中的奥妙。但是有一天，田中注意到面包房师傅不仅拉伸面团，还“搓捻”面团，原来这才是制作美味面包的秘密。因此，她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经过社会化过程，掌握了面包房厨师长的隐性知识。
社会化同样发生在产品开发者和客户之间。事实上，在产品开发前和进入市场后，与客户的互动都是一个永无止境、共享隐性知识和创造改进点子的过程。NEC开发第一台个人电脑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来自半导体和IC销售部门的一个小组提出销售日本第一套微电脑TK-80，以促进半导体器件销售的想法时，新产品开发的过程就开始了。把TK-80卖给广大公众从根本上背离了NEC响应来自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例行订单要求的历史。出人意料的是，从高中生到专业电脑“发烧友”的各类客户都蜂拥到NEC设在东京秋叶原区的展示服务中心BIT-INN（这里因其高度集中的电子产品零售商而闻名于世）。就是在BIT-INN，NEC公司通过与这些客户共享经验和持续对话，几年之后，它们开发出了最畅销的个人电脑PC-8000。
　
外显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外显化是将隐性知识表述为显性概念的过程。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创造过程，因为隐性知识变成显性知识，以比喻、类比、概念、假设或模型的形式出现。当我们试图将一个形象概念化时，主要用语言来表达其本质——书写是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以表述的知识的一种行为（Emig，1983）。可是语言表达往往是不适当、不一致和不充分的。然而，形象和表达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差距，有助于促进“反思”（reflection）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知识转化中的外显化模式，通常体现在概念创造的过程中，并由对话或集体反思引发。13创造概念的常用方法就是把演绎和归纳结合起来。例如，马自达汽车公司在开发RX-7新概念车时，就结合了这两种推理方法，该车被描绘为“一款既刺激又舒适的纯正跑车”。这个概念是从马自达的企业口号“创造崭新价值，带来驾驶乐趣”，以及对于新车的定位“一款面向美国市场和创新形象打造的战略级车型”之中演绎而来的。同时，这个新概念也是从“概念旅行”（来自美国开发团队成员的驾驶体验）以及“概念诊所”（来自从客户和汽车专家搜索到的意见）之中归纳而来的。当我们通过演绎或归纳的分析方法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象表达时，我们就必须采用非分析的方法。因此，外显化通常由比喻或类比所驱动。使用引人遐想的比喻或类比，可以有效地促进创造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回想之前本田思迪的例子，在开发这款新车时，渡边庆尾和他的团队用了“汽车进化论”的比喻。他的团队把汽车视为一个有机体，并探究它的终极进化形式。从本质上讲，渡边在设问：“汽车最终将会进化成什么样子？”
我坚持给机械部分分配最小的空间，而给乘客提供最大的空间。这似乎就是理想的车，汽车就应该进化成这个样子……朝着这个目标，第一步就是挑战“底特律定理”，即为了外观可以牺牲舒适。我们的选择是短而高的车……是球形的，所以更轻、更便宜、更舒服，而且更坚固。14
关于车“高而短”的概念——“高个子男孩”，就是通过“人性最大化，机器最小化”的概念与球体形象（在最小的表面积容纳最大的体积）之间类比后出现的，这最终促使设计者设计出了本田思迪。
佳能公司迷你复印机案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展示了如何有效地利用类比进行产品开发的过程。当时开发团队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以低成本生产一次性墨盒，这将消除传统复印机所需的必要维护。如果没有一次性墨盒，维护人员就必须驻扎到全国各地，因为复印机是供家庭或个人使用的。如果使用频率高，维护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但个人复印机的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客户只是偶尔使用机器这一事实意味着，新产品必须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并且无须或者只需要更少的维护。一项维护研究显示：超过90%的问题来自硒鼓或其周围的零件。为了削减成本，同时保持最高的可靠性，团队开发出一次性墨盒系统的概念，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直接更换硒鼓或复印机的“心脏”即可。
接下来的问题是，能否以足够低的成本生产硒鼓，以达到低价出售复印机的目标。派来解决这个成本问题的任务攻关小组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讨论，重点就是如何以较低的成本用铝拉管的基础材料生产传统的感光鼓筒。一天，任务攻关小组的组长田中弘（Hiroshi Tanaka）差人出去买了几罐啤酒。在喝完啤酒之后，他问：“生产这个罐子要花多少钱？”于是团队就开始探索采用相同的材料，能否把制造啤酒罐的工序应用到制造硒鼓上。通过分析其中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他们发现了以低成本制造铝鼓的工艺技术，由此诞生了一次性硒鼓。
日本企业中的这些实例清楚地表明了在创造和完善概念时，使用比喻和类比的有效性（见表3-2）。正如本田公司的渡边评论的那样，“一旦产品概念被创造出来，我们就已经走过一半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者丰富的比喻性语言和想象力，是从项目成员那里引出隐性知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中，外显化是一把打开知识创造之门的钥匙，因为它从隐性知识中创造出了新的显性概念。我们怎样才能有效且高效地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呢？答案就在于可以依次使用比喻、类比和模型。正如尼斯比特（Nisbet，1969）所说：“波兰尼所称的大部分‘隐性知识’都是可以用比喻表达的——只要它是可以表达的”（p.5）。比喻是一种通过象征性地想象另一件事，来感知或直觉地理解一件事的方式。它最常用于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或非分析的方法，来创造颠覆性的概念（Bateson，1979）。它既不是分析，也不是对相关事物共同属性的综合。多那伦、格雷和布贡（Donnellon,Gray and Bougon，1986）认为，“比喻是通过让听众用别的事物来看这个事物，从而创造体验的全新诠释，”并且“创造体验现实的新途径”（p.48，52）。因此，“比喻是一种可以协调意义分歧的沟通机制”（p.48）。15
表3-2 产品开发中概念创造时所用的比喻或类比


此外，比喻是创造新概念网络的重要工具。因为比喻是“由一个词或短语支持不同事物的两种看法……其含义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Richards，1936，p.93），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在内心将相距甚远的概念联系起来，甚至将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联系起来。当我们考虑概念间的相似性，并感觉它们的关系不平衡、不一致或矛盾时，这个创造性的认知过程就会继续，因此往往导致发现新的意义，甚至形成新的方式。
通过类比可以协调比喻中固有的矛盾，通过突出两个不同事物的“共性”来减少未知。比喻和类比经常被混淆。比喻是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直觉和整体意象驱动的，其目的不是找到它们之间的差异。类比则是通过理性思考来建立联系的，并且聚焦于两件事之间结构或功能上的相似性，当然也包括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因此，类比有助于我们通过已知来了解未知，并弥补意象和逻辑模型之间的差距。16
一旦创造出显性概念，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建模了。在逻辑模型中，不应该存在矛盾，所有的概念和命题都必须用系统的语言与连贯的逻辑来表达。但在商业术语中，模型往往只是大致的描述或勾画，远远没有达到完全具体化的程度。当在商业环境中创建新概念时，模型通常是从比喻中产生的。17
　
组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组合化是将各种概念系统化为知识体系的过程。知识转化的这种模式涉及将不同的显性知识主体进行组合。个体通过文件、会议、电话交谈或计算机通信网络这样的媒介来交换和组合知识。通过对显性知识进行整理、增添、组合和分类（就像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做的一样），重新配置既有的信息，由此催生新的知识。学校里的正规教育和培训中进行的知识创造通常采用这种形式。MBA教育是这类情形中的典范。
在商业背景下，知识转化的组合化模式最常见于中层管理者分解并实施企业愿景、经营理念或产品理念时。在通过将编码的信息和知识关联组合来创造新概念的过程中，中层管理人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创造性地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和大规模数据库，无疑会促进知识转化模式的发展。18
在卡夫（Kraft）这家奶制品和加工食品制造公司里，来自零售商POS机（point of sales，销售点）系统的数据，不仅被用来发现产品销售形势的好坏，还用来创造新的“销售方式”，即新的销售系统和方法。公司开发了一个被称之为“微营销”（micro-merchandizing）的信息密集型营销系统，可以根据该系统中的数据分析，为超市提供及时、准确的最佳商品组合化建议和促销信息。利用卡夫独特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其将商店和顾客独特的六分法，系统能够准确地指出顾客的购物地点和购物方式。卡夫之所以成功地管理其通过超市渠道销售的产品，就是因为控制了“分类管理”法的4个要素——消费者及类别动态、店铺空间管理、商品管理和价格管理。19
在一个组织的最高管理层，当中程概念（mid-range）（如产品概念）与宏大（grand）概念（如企业愿景）结合并相互融入时，前者给后者赋予新的内涵，组合化模式也就实现了。例如1986年，朝日啤酒公司引入了新的企业形象，采用了“活力的朝日，给活力的人”（live Asahi for live people）的宏大概念。这个概念代表着“朝日公司将为那些寻求积极思想和积极生活的人提供自然与纯正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秉承这个宏大的概念，朝日公司深入探寻啤酒之所以有吸引力的精髓，基于“醇郁又烈爽”（richness and sharpness）的新产品概念，公司开发出了朝日“舒伯乐”（Super Dry）超爽啤酒。这个新产品概念就是一个中程概念，使得朝日公司的宏大概念更清晰地被识别，反过来又改变了公司的产品开发系统。此前啤酒的味道都是由生产部门的工程师决定的，没有销售部门的参与。“醇郁又烈爽”的概念则是两个部门在产品开发通力合作中实现的。
关于宏大概念和中程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NEC公司的“C&C”（计算机和通信）概念引发了划时代的PC-8000个人电脑的开发，它就是基于“分布式处理”（distributed processing）的中程概念。佳能公司的企业方针“超越相机业务，创建卓越企业”，伴随着“易于维护”的中程产品概念，使得迷你复印机横空出世。马自达公司的宏大愿景“创造崭新价值，提供驾驶乐趣”，也在新车RX-7“一款刺激又舒适的纯正跑车”的中程概念中得以实现。
　
内隐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内隐化是将显性知识体现到隐性知识里的过程。它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密切相关。当通过社会化、外显化和组合化获得的经验，以共享心智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被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库中时，它们就变成了有价值的资产。例如，本田思迪项目组和全体成员内化了他们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验，并且由这些经验得来的技术诀窍现在仍被应用于公司的研发项目。然而，要想使知识创造在组织层面内发生，就需要让个体层面积累的隐性知识与其他组织成员进行社会化转化，从而开启新一轮的知识创造螺旋。
如果能将知识用语言表达或图形描绘成文档、手册或口头故事，对于让显性知识转变成隐性知识就会大有裨益。写成文档能帮助个体内化他们所经历的东西，进而丰富他们的隐性知识。此外，文档或手册也能促进将显性知识传递给他人，从而帮助他们间接体验到他人的经历（即“再体验”，re-experience）。例如，GE公司将所有客户投诉和查询记录，归档记入公司设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应答中心（answer center）的数据库中，新产品开发团队的成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再体验”电话接线员所经历的过程。GE公司于1982年成立了应答中心，用来处理各种问题，响应帮助请求，并接受客户对产品的投诉，中心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工作。GE应答中心有超过200名电话接线员，每天要接听多达1.4万通电话。GE公司将150万个潜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存入计算机数据库系统，系统配备了在线诊断功能，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回答查询；电话接线员在2秒内就能检索出问题与解决方案的答复。如果系统中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12位至少有4年以上维修经验的专家会在现场坐镇，给出解决方案。还有4位全职程序员会将这些解决方案输入数据库中，新的信息通常会在次日更新到系统中。每个月这些信息还会被发送给相应的产品部门。尽管如此，产品部门还是经常会派他们的新产品开发人员前往应答中心，与电话接线员或12位专家聊天，从而“再体验”他们的经历。
有时候，不见得非要“再体验”他人的经历，内隐化才能发生。例如，阅读或倾听一个成功的故事，就能使组织的某些成员感受到现实和故事的精髓，那些发生在过去的经验可能就会变成隐性的心智模式。当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共享这样的心智模式时，隐性知识就变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在日本很流行，关于企业或企业领袖的书籍和文章比比皆是，自由撰稿人或前雇员有时会应公司的要求出版它们。在今天的大型书店里，人们可以找到20多本关于本田公司或本田宗一郎（Soichiro Honda）的书，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为本田公司灌输浓厚的企业文化。
在松下公司，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做中学”进行内隐化的案例。1993年，松下公司出台了一项全公司的政策：将每年工作时间减少到1 800小时。这项政策名叫“MIT’93”，即“迈向1993心智与管理创新”（Mind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ward 1993）。它的目标不是降低成本，而是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个人创造力，来对心智和管理进行创新。许多部门对如何实施这项显然是以显性知识传达的政策不得其解。MIT’93推广办公室建议每个部门先试行体验一下每月工作150小时的政策。通过这种亲身体验，员工开始了解每年工作1 800小时是怎样的概念。这样，一个显性概念“将每年工作时间减少到1 800小时”，通过一个月的体验就得以内隐化。
扩大亲身体验的范围对于内隐化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本田思迪项目组长渡边庆尾不断重复地说“让我们试试”，来鼓励团队成员勇于试验的精神。跨部门开发团队这一形式，使其成员能够学习并内隐化超出其职能专业化的广泛开发经验。原型设计（prototyping）也加速了开发过程中经验的积累，这也会引发内隐化过程。



第五节 知识的内容和知识螺旋
如上所述，社会化旨在共享隐性知识。然而，就其本身而言，社会化只是一种有限的知识创造模式。除非让共享的知识显性化，否则它不可能容易地为整个组织所利用。此外，如果仅仅是将分散的显性信息组合化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例如，公司的审计员从整个公司收集信息并将其汇总到财务报告中，那么并没有真正扩大组织既有的知识库。但是当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作用时，就像松下公司的例子，一项创新就涌现了。组织知识创造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不断动态地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由知识转化的不同模式之间的变化决定的，而这些转变又是由几个触发因素所导致的（见图3-3）。


图3-3 知识螺旋
首先，社会化模式通常会从构建一个互动的“场”开始。这个场能够促进成员彼此之间共享经历和心智模式。其次，外显化模式是通过有意义的“对话或集体反思”来触发的，其中运用适当的比喻或类比，有助于团队成员将那些隐藏的、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表达出来。再次，组合化模式是通过把新创造的知识与来自组织其他部门既有的知识进行“连接”来触发的，从而把它们结晶固化到新产品、新服务或管理体系之中。最后，“做中学”触发了内隐化模式。
每种知识转化模式所创造的知识内容，自然也不尽相同（见图3-4）。社会化模式产生的称为“共情知识”（sympathized knowledge），如共享心智模式和专业技能。在松下公司的案例中，揉面的隐性技巧就是共情知识。外显化模式产出的是“概念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本田公司案例中“高个子男孩”的概念是通过“汽车进化论”的比喻以及在球形与“人性最大化，机器最小化”概念之间的类比，创造出来的概念性知识。组合化模式产生的是“系统性知识”（systemic knowledge），如原型和新的组件技术。卡夫食品公司的微营销计划的例子就是系统性知识，它把零售管理方法作为其组件。内隐化模式产生的是关于项目管理、生产工艺、新产品使用和政策实施的“操作性知识”（operational knowledge）。在松下公司的案例中，亲身体验每月工作150小时就是一种政策实施方面的操作性知识。


图3-4 由4种模式创造的知识内容
在知识创造的螺旋中，这些知识内容彼此相互作用。例如，通过社会化和外显化，关于消费者需求的共情知识可以变为关于新产品概念的显性概念性知识。通过组合化，这种概念性知识又成为创造系统知识的指导方针。例如，新产品概念可以引导组合化阶段，其中组合了新开发的和既有的组件技术来建立原型。系统性知识（例如模拟新产品的生产过程）通过内隐化变成大规模生产产品的操作性知识。此外，基于经验的操作性知识经常触发知识创造的新一轮循环。例如，用户对产品的隐性操作知识经常通过社会化共享，从而开始改进现有产品或进行开发创新。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都集中在组织知识创造的认识论维度上。然而如前面提到的，组织不能自己创造知识。个体的隐性知识才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组织必须激发在个体层面创造和积累的隐性知识。被激发出的隐性知识通过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在“组织级”上得以放大，并在本体论维度更高的层面上结晶固化下来。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知识螺旋”。随着在本体论维度上升级，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在规模上得到放大。因此，组织级的知识创造是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从个体层面开始，通过扩大的互动社区，跨越团组、部门、区域和组织的边界，不断地向前推进（见图3-5）。
我们以产品开发为例来诠释知识螺旋的过程。创建一个产品的概念会涉及一个由许多不同背景和心智模式的个体组成并发生相互作用的社区（community）。来自研发部门的成员关注技术上的潜力，而那些来自生产和营销部门的成员对其他问题更感兴趣。其中只有一部分不同的经历、心智模式、动机和意图可以明确地用显性语言表达出来。因此，需要一个共享隐性知识的社会化过程。此外，社会化和外显化将个体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连接起来也是十分必要的。许多日本公司采用“头脑风暴营”作为达到该目的的工具。


图3-5 组织级知识创造的螺旋
然后，需要评审这一集体合作过程创造出的产品，以确定中程概念和宏大概念是否一致。有时即使新创造的产品品质上乘，也可能与中程概念和宏大概念所传达出的部门或组织目标相冲突。如果是这样，为保持整体统一性，企业还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启动另一个过程，这将导致在更大的背景下，产生新一轮的知识创造。



第六节 组织知识创造的促进条件
在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中，组织的角色是提供合适的环境，以利于个体层面的知识创造和积累，并促进团体活动。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在组织层面上促进知识螺旋上升所需的5个条件。
　
意图
　
知识螺旋是由组织的意图（intention）驱动的，它被定义为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渴望。20 在商业环境里，组织努力实现其意图通常是以战略的形式表现的。从组织知识创造的观点来看，战略的本质在于开发获取、创造、积累和利用知识的组织能力。企业战略最关键的要素是把愿景概念化，即组织应该开发出哪些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实施的管理体系之中。
例如，当NEC中央研究实验室在1975年制订其核心技术计划时，将技术视为一个知识体系。当时，公司主要从事三大业务：通信、计算机和半导体。因为难以协调这些不同领域的研发部门，所以有必要在更高和更抽象的层面掌握技术 ，即知识。按照前执行副总裁上野原美雪（Michiyuki Uenohara）的说法，需要通过预言未来10年的产品族来识别“基础技术”，包括提取它们共通的和必要的技术，然后将具有协同效应的相关基础技术组合成若干“核心技术”，如模式识别、图像处理和VLSI。自1975年以来，NEC公司已经使用自管理团队来扩大其核心技术项目，截至目前，它已有36个核心技术项目在运作。
此外，NEC设计了一个“战略技术领域”（strategic technology domain，STD）的概念，以便将核心技术与业务活动相匹配。一个STD会将几项核心技术联系起来，为产品开发创造概念。因此，STD不仅代表产品领域，还代表知识领域。目前，NEC共有6个STD：①功能材料/设备；②半导体；③材料/设备功能机械；④通信系统；⑤知识—信息系统；⑥软件。这些STD与核心技术项目相互作用在一个矩阵中，如图3-6所示。通过核心技术项目与STD相结合，NEC的知识库在横向上和纵向上实现拉通。通过这种努力，NEC试图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上，开发出企业知识创造的战略意图。
组织的意图为判断某一知识的真实性提供了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不是出于意图，就不可能判断所感知或创造的信息或知识的价值。在组织层面上，意图通常由组织标准或愿景来表达，这些标准或愿景可以用来评估和证明所创造的知识。知识必然是以价值为取向的。


图3-6 NEC的知识领域
资料来源：NEC.
要创造知识，组织应当通过制定组织意图并向员工传达它，来培育员工的承诺。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提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把组织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基本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性上，如“真理是什么？”“人类是什么？”或“人生是什么？”这样的活动都是组织层面而非个体层面的。组织可以通过集体承诺的方式，对个体重新进行教育和提升，而不仅仅完全依赖个体孤立的思考和行为。正如波兰尼（1958）指出的，承诺是人类知识创造活动的基础。
　
自主
　
促进知识螺旋的第二个条件是自主（autonomy）。在个体层面，只要环境许可，就应该允许组织的所有成员自主行动。只有这样，组织才会增加引入意外机会的可能性。自主也增加了个人激励自己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此外，自主性强的个体可作为全息结构（holographic structure）的一部分，在整体和每个部分中都共享相同的信息。原创的想法源于自主的个体，在团队内部传播，然后成为组织的想法。在这方面，自组织（self-organizing）个体所处的地位，看起来就像俄罗斯套娃（nested Russian doll）中的核心。从知识创造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组织在获取、解读和关联信息时更有可能保持更大的灵活性。作为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它是一个满足“最小临界规格”（minimal critical specification）原则（Morgan，1986）的系统，因此尽可能确保自主性。21
一个知识创造型的组织，如果能守护、捍卫自主性，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自体再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Maturana and Varela，1980）。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类比进行解释。有生命的有机系统是由各种器官组成的，这些器官又由许多细胞组成。系统和器官之间以及器官和细胞之间的关系，既非主宰与下属，也非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每个单元都像一个独立自主的细胞，能够控制自身内部不断发生的所有变化。不仅如此，每个单元还通过自我繁殖（self-reproduction）来确定其边界。这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性质是自体再生系统的典型特征。
与自体再生系统类似，知识创造型组织的自主个体和团队自己设定任务边界，追求以组织的更高意图表达的最终目标。在商业组织中，自组织团队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用来创造个人可以自主行动的环境。22 这样的团队应该是跨职能的，由来自不同组织活动的、广泛的跨部门成员组成。具有跨职能多样性的项目团队经常被日本公司用于每个创新阶段。如表3-3所示，大多数创新项目组由10～30位成员组成，他们的职能背景各不相同，如研发、规划、生产、质控、营销和客服等。在大多数公司中，这类团组也有4～5位核心成员，每个人都具有多种职业经历。例如，富士施乐公司负责开发FX-3500的核心成员至少换过3个职能部门，而他们当时只有30多岁（见表3-4）。
表3-3 产品开发团队成员的职业背景


资料来源：Nonaka，1990a.
表3-4 FX-3500开发团队核心成员的职业和教育背景


自主性团队可以执行许多职能，从而将个体的观点扩大并升级到更高的层面。例如，本田公司为开发思迪车型组建了一个跨职能的项目组，团队包括来自销售、开发和生产部门的人。这个系统被称为“SED系统”，代表了销售（sales）、工程（engineering）和开发（development）职能。成立该小组的最初目标是发挥“普通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只依赖于少数英雄来更系统地管理开发活动。SED系统的运行操作非常灵活。名义上，这3个职能领域虽有区别，但内部都有一个学习过程，鼓励成员“侵入”其他领域。成员共同执行如下的一些职能：
• 确保生产工厂获得人员、设施和预算。
• 分析汽车市场和竞争对手。
• 设定市场目标。
• 确定价格和产量。
实际的工作流程要求团队成员与同事协作。团队负责人渡边庆尾评论道：


图3-7 开发中的顺序式（A）对重叠式（B和C）阶段
资料来源：Takeuchi and Nonaka，1986.
我总是告诉团队成员，我们的工作不是一场接力赛，我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你的工作从那里出发。每个人都应该从起点到终点跑完全程。就像橄榄球比赛，所有人都应该一起跑，将球传向左、传向右，作为一个整体破门得分。23
图3-7中的C类展示了橄榄球比赛的方法。A类表示接力赛的方法，其中开发过程的每个阶段被明显分开，接力棒从一组传给另一组。B类在富士施乐公司被称为“生鱼片系统”，因为它看起来像切片的生鱼（sashimi）被放在盘子上，一片叠着一片（Imai,Nonaka and Takeuchi，1985，p.351）。
　
波动和创造性混沌
　
促进知识螺旋的第三个组织条件是波动（fluctuation）和创造性混沌（creative chaos），它们刺激了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24 波动不同于完全无序，其特征为“没有递归的有序”。波动也是一种有序，但在开始时组织难以预测它的模式（Gleick，1987）。如果组织对环境信号采取开放的态度，它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信号的模糊、冗余或噪声来改进自己的知识体系。
当在组织中引入波动时，其成员就面临着例行规范、原有习惯或认知框架的“瓦解”。威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Winograd and Flores，1986）强调了这种周期性瓦解在人类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瓦解（breakdown）是指我们习惯的、舒适的存在状态被打破。面对这种打破，我们有机会重新考虑我们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换句话说，我们开始质疑自己对世界的基本态度的有效性。这样的过程要求对个体的知识创造有深刻的个人承诺。瓦解要求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以对话作为社交互动的手段，从而帮助我们创造出新概念。25这种由组织成员对当下假设前提进行质疑和重新考虑的“持续”过程，促进了组织的知识创造。环境波动经常引发组织内部的震荡，从中可以创造出新的知识。有些人把这种现象叫作“从噪声中创造有序”或“从混沌中创造有序”。26
每当组织面临一场真正的危机时，例如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或竞争对手的显著增长而导致业绩快速下滑，组织自然就会产生混沌。当组织的领导者试图通过提出有挑战性的目标，让组织成员产生“危机感”时，这样也会有意识地制造混沌。佳能公司的董事长久野三郎（Ryuzaburo Kaku）经常说：“高层管理者的角色就是要让员工有一种危机感，同时也要让员工有崇高的理想”（Nonaka，1985，p.142）。这种刻意造成的混沌，被称为“创造性混沌”，它增加了组织内部的张力，并将组织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定义问题和解决危机情况上。这种方法与信息处理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只是简单地给出问题，同时通过基于预设算法组合相关信息的过程来寻找解决方案。这样的过程忽视了定义待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要想获得这样的定义，组织必须根据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下获得的知识来建构问题。
日本的公司经常会有目的性地利用模糊和“创造性混沌”。最高管理层通常采用模棱两可的愿景（或所谓的“战略模糊”），故意在组织内部制造波动。例如，日产的CEO久米丰（Yutaka Kume）创造了口号“让我们改变一下流程”，他试图通过积极研究现有流程的替代方案来促进创造力。当高层管理者的理念或愿景模糊不清时，这种模糊性会导致在执行人员层面上的“解读模糊”。
应该注意的是，只有当组织成员有能力反思他们的行动时，才能实现“创造性混沌”的好处。没有了反思，波动往往只会导致“破坏性”的混乱。熊恩（Schön，1983）抓住了这个要点：“当某人在行动中反思时，他就会成为实践背景下的研究者。他并不受已有理论和技术类别的羁绊，而是会就独特案例建构一个新理论”（p.68）。知识创造型组织需要在它的流程中把“行动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制度化，使得混沌真正具有“创造性”。
高层管理者在哲学理念或愿景方面的模糊，可能导致组织成员对企业决策所依据的价值前提以及事实前提进行反思或质疑。价值前提（value premises）本质上是主观的，有偏好性的；它们留下更广泛的选择余地。另外，事实前提（factual premises）本质上是客观的，处理的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它们提供的选择范围很具体但很有限。
混沌的产生有时与最高管理层的哲学理念无关。一个独立的组织成员也可以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以提升自己或所属团队的地位。渡边庆尾追求“理想”的汽车，挑战“底特律定理”就是一个自设高目标的例子。高目标无论是由高层管理者设定还是由员工自己设定，都会增强个人的承诺。就像前富士通会长小林大佑（Taiyu Kobayashi）指出的，高目标还可能增强个人智慧：
在一个舒适区放松，一个人很难深刻地思考。只有当一个人站在悬崖绝壁上、挣扎求生时，才会急中生智……没有这样的挣扎奋斗，我们永远也无法赶超IBM公司。（Kobayashi，1985，p.171）
总之，组织中的波动可以触发创造性混沌，从而引发和增强个体的主观承诺。在实际的日常运作中，组织成员并不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来自日产汽车的例子表明，最高管理层可能会故意引起波动，并允许组织的基层出现“解读模糊”。这种模糊可以激发个体成员改变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还有助于外显化他们的隐性知识。
　
冗余
　
冗余（redundancy）是促进知识螺旋能够在组织发生的第四个条件。对于那些沉溺于高效信息处理或降低不确定性思维的西方管理者而言（Galbraith，1973），“冗余”一词可能听起来是有害的，因为它有不必要的重复、浪费或信息超载的含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冗余意味着信息的存在超出了组织成员眼下的操作要求。在商业组织中，冗余是指让业务活动、管理职责和整体公司方面这些信息有意义的重叠。
为了进行组织知识创造，个人或团体创建的概念需要由其他个人共享，而这些人可能不是马上就需要这些概念。共享冗余信息促进了隐性知识的共享，因为个人可以感知到其他人试图表达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的冗余加速了知识创造的过程。冗余在概念开发阶段尤其重要，因为这时将源于隐性知识中的意象表达出来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中，冗余信息使个体能够“侵入”（invade）彼此的职能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建议或提供新的信息。简而言之，信息的冗余把“侵中学”（learning by intrusion）带入每个人的感知空间。
信息的冗余还是实现麦卡洛克（Mc Culloch，1965）“潜在指挥冗余原则”（principle of redundance of potential command）的先决条件，即整体系统的每一部分都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并均有成为系统指挥的可能性。即使在等级森严的组织内部，冗余信息也有助于建立不同寻常的沟通渠道。因此，信息的冗余促进了层级体制制度和非层级体制制度之间的交换。27
共享额外的信息还有助于个人了解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而反过来组织又可以掌控个体思想和行动的方向。每个个体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松散地彼此连接，并在整个组织背景中占据具有一定意义的位置。因此，信息的冗余给组织提供了一种自我控制机制，使它向着某个方向前进。
有几种方式可以在组织中建立冗余，一是采用重叠（overlapping）的方式，如同日本公司的“橄榄球”式的产品开发展示的那样，不同的职能部门以“模糊”的劳动分工一起工作（Takeuchi and Nonaka，1986）。有些公司把产品开发团队分成若干相互竞争的小组，针对同一项目制定不同的方法，然后各小组就各自提案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辩论。这种内部竞争鼓励团队从各种角度审视项目。在团队负责人的指导下，团队最终找出一种能够达成共识的“最佳”方法。
另一种在组织中建立冗余的方法是通过人员的“战略轮换”（strategic rotation），特别是在有巨大差异的技术领域或职能之间进行人员轮换，如研发和营销。这种轮换有助于组织成员从多个角度了解业务，从而使组织知识更具“流动”性和更容易付诸实践。它还使每个员工的技能和信息来源多样化。个体在不同职能部门获得的额外信息有助于组织扩大其知识创造的能力。
与西方同人相比，日本组织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冗余信息价值的认可。顶尖的日本公司已经在自己内部将冗余制度化了，以便迅速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日本企业还开发了许多其他的组织方式来增加并保持冗余，其中包括定期和不定期的频繁会议（如本田公司的头脑风暴营），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网络（如工作时间后的酒会）。这些方式促进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共享。
信息的冗余增加了要处理的信息量，可能会导致信息超载的问题。它还增加了信息创造的成本，至少从短期来看（如降低了运营效率）。因此，信息的创建和信息处理之间的平衡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冗余可能带来的缺点，处理办法之一是弄清组织的信息都存在哪里，以及知识都存在哪里。
　
必要多样性
　
有助于推进知识螺旋的第五个条件是必要多样性（requisite variety）。按照阿士比（Ashby，1956）的理论，一个组织的内部多样性必须与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匹配，只有这样，组织才能应对环境带来的挑战。倘若组织的成员拥有必要多样性，他们就能应付许多突发事件，而提高必要多样性可以通过利用不同的信息组合方式，灵活、快速地对信息进行综合以及在整个组织内部提高获取信息的平等性来实现。为了最大化多样性，应该确保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能够经过最少的步骤，以最快的速度访问最广泛多样的必要信息（Numagami,Ohta,and Nonaka，1989）。
当组织内部存在信息差异时，组织成员便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互动，这会妨碍对新信息做出不同解读的探索。日本洗涤剂等家用产品的领先制造商花王公司认为，所有员工在获取公司信息上都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为此，花王公司开发了一个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它已成为具有不同观点的各个组织单位交换意见的基础平台。
花王公司还建立了一个组织结构（见图3-8），允许各个组织单位和计算机信息网络有机和灵活地交织在一起。花王公司将这种结构命名为“生物功能型”（bio-function-type）组织。在这个结构下，每个组织单位与其他单位协同工作，应付各种环境因素和事件，就像有机生物一样。例如，人体对由刮擦身体部位引起的发痒会本能地做出反应，大脑接收从皮肤传递来的信号，然后命令手部做出动作。如有必要，淋巴结也会开始起作用。花王公司认为这种协调的连锁反应是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理想方式。花王认为这种“生物功能型”结构有助于消除层级体制，促进组织知识创造。


图3-8 花王公司的生物功能型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花王公司。
开发一个扁平且灵活的组织结构，靠信息网络把不同的单位连接起来是处理环境复杂性的一种方式。另一种快速响应不可预知的环境波动并保持内部多样性的方式，是频繁改变组织结构。例如，在过去的10年中，松下公司对其事业部体系进行过3次重组。此外，岗位经常轮换也能使员工获得多种职能知识，帮助他们应对多方面的问题和意外的环境波动。人们在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TI）也可以看到人员的快速轮换，官员每两年会进行一次轮岗调动。



第七节 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五阶段模型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推动组织知识创造的4种知识转化模式和5个促进条件。本节将介绍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一个综合的五阶段模型，它使用了在理论框架内开发的基本结构，并把时间维度纳入我们的理论当中。该模型应该被解释为一个理想的过程实例，由5个阶段组成：①共享隐性知识；②创造概念；③验证概念；④建立原型；⑤跨层转移知识（见图3-9）。


图3-9 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五阶段模型
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从共享隐性知识开始，这大致对应于社会化，因为存在于个人身上的丰富且未被利用的知识必须先在组织内部进行放大。在第二阶段中，被自组团队共享的隐性知识以新概念的形式转化为显性知识，这个过程类似于外显化。创造的概念必须在第三阶段中得到证明，其中组织确定新概念是否真正值得开发。如果得到组织的批准，新概念就在第四阶段中被转化为原型（archetype），可以是“硬”产品开发里采用原型的形式，也可以是在“软”创新里的运行机制（operating mechanism），如新的企业价值观、新的管理体系或新的组织结构。最后阶段，将一个部门创造的知识扩展到其他部门的其他人，甚至扩展到组织的外部，我们称之为知识的跨层转移（cross-leveling of knowledge）。这些外部成员包括客户、关联公司、大学和分销商。创造知识的企业不是运行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而是运行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并不断与外部环境交换知识。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描述这5个阶段。
　
第一阶段：共享隐性知识
　
正如我们反复提到的那样，组织本身无法创造知识。因为个人所拥有的隐性知识是组织创造知识的基础，所以通过关注隐性知识来开启这个过程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事，这是新知识丰富的、尚待开发的来源。但隐性知识不能轻易地传达或传递给他人，因为它主要是通过经验获得的，不容易用语言表达出来。因此，让具有不同背景、不同观点和不同动机的众多个体，共享隐性知识就成为组织知识创造的关键步骤。个体要建立相互信任，就必须共享个人的情绪、感情和心智模式。
要实现共享，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让不同个体通过面对面对话彼此互动的“场”。在这里，他们共享经验，同步身体和心理的节奏。典型的互动场就是自组织团队，来自不同职能部门的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工作。自组织团队的例子包括松下公司的家用面包机团队和本田公司的思迪团队。在松下公司，团队成员拜师大阪国际酒店的面包师，通过亲身体验掌握揉面技巧的真谛。在本田，团队成员共享他们的心智模式和专业技能，他们经常在远离办公室的酒桌边一边饮酒，一边讨论如何设计理想的汽车。这些例子表明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第一阶段对应于社会化。
自组织团队通过团队成员的必要多样性促进组织知识的创造，他们体验信息的冗余并共享自己对组织意图的解读。管理层通过设定有挑战性的目标，赋予团队成员高度的自主权，引入创造性混沌。自主团队开始设定自己的任务边界，并作为一个“跨界单元”，开始与外部环境互动，同时积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第二阶段：创造概念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最密切的相互作用发生在第二阶段中。一旦在互动的场形成了某一共享心智模式，自组织团队就以集体反思的形式，通过进一步的持续对话把它表达出来。共享的隐性心智模式被表达为单词和短语，最后结晶固化为显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阶段对应于外显化。
通过使用多种推理方法，如演绎法（deduction）、归纳法（induction）和溯因法（abduction），可促进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在这个阶段中，特别有用的是溯因法，即采用比喻性的语言，如比喻和类比。例如，在开发思迪时，本田公司开发团队就充分利用了比喻性的语言，如“汽车进化论”“人性最大化，机器最小化”和“高个子男孩”。本田公司通过运用辩证法，将创造性的思维方式灌输到组织中去，并提升团队成员间对话的质量。这是一个迭代和螺旋式的过程，组织可以利用其中的矛盾和悖论来综合产生新知识。
在这个阶段中，概念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共创出来的。自主性有助于团队成员自由地发散思维，以组织意图为工具，将思维收敛到同一个方向。为了创造概念，团队成员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既有的前提。在这点上，必要多样性对团队是有帮助的，它可以提供不同的角度或观点来审视一个问题。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波动和混沌也有助于成员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信息的冗余使团队成员能更好地理解比喻性语言，并结晶固化他们共享的心智模式。
　
第三阶段：验证概念
　
在我们的组织知识创造理论中，知识被定义为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因此，由个体或团队创造出的新概念，需要在流程中的某个节点上得到验证。验证涉及确定新创造的概念是否真正对组织和社会有价值的过程。它类似于一个筛选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个体似乎在持续地、无意识地验证或筛选信息、概念或知识。然而，组织必须以更明确的方式进行这种证明，以检查组织的意图是否仍然完整，并确定所产生的概念是否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组织进行这种筛选过程的最佳时间是在创建了概念之后。28
对于商业组织而言，正常的验证标准包括成本、利润空间和产品对公司增长的贡献程度。验证标准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例如，在本田思迪的案例中，组织不仅必须对照由最高管理层建立的愿景验证“高个子男孩”的概念——提出一个根本不同于公司以前做的任何东西的产品概念，制造出一款既不昂贵又不便宜的轿车，还必须对照由中层管理人员表达的产品线概念来验证——制造出一款“人性最大化，机器最小化”的轿车。更抽象的标准可能包括价值主张，如冒险、浪漫主义和美学。因此验证标准不必严格地具有客观性和实际性；它们也可以带有评判性和价值附加。
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中，最高管理层的职责是以组织意图（以战略或愿景表达）的形式制定验证标准，中层管理人员则以中程概念的形式制定验证标准。虽然关键的验证标准是由高层管理者设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中层管理人员确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组织的其他单位有一定的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子标准。例如，松下公司内部一个由200名年轻员工组成的委员会曾经决定，松下公司员工在21世纪应该成为“自发的个体”（voluntary individuals），以适应预期的社会变革，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公司的验证标准应该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或需求相一致，在理想情况下应该反映在组织意图之中。为了避免对公司的意图有任何误解，信息的冗余有助于促进验证过程。
　
第四阶段：建立原型
　
在第四阶段中，经过验证的概念被转化为有形或具体的东西，即原型（archetype）。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产品原型（prototype）看作原型。在服务或组织创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操作运作机制看作原型。在任意情况下，原型都是通过将新创造的显性知识与既有的显性知识组合化而建立的。例如，在建立产品原型时，需要组合化的显性知识可以采取技术或组件的形式。因为经过验证的概念是显性的，在它被转换为原型后也是显性的，这一阶段类似于组合化过程。
就像一个建筑师在开始实际施工前建造模型一样，组织成员也需要着手建立一个真实产品的原型或实际系统的模型。为了建立一个原型，组织需要把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聚在一起（如研发、生产、营销、质控），制定每个人认可的规范，然后按照新创造产品的概念制造出一个与实际尺寸1︰1的模型。为了建立一个模型，比如一个新的组织结构，来自组织内部相关部门的人，以及不同领域的专家（如人力资源管理、法律、战略规划）汇聚一堂，一起描绘新的组织结构图、工作描述、汇报体系或操作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角色类似于建筑师 ，负责描绘蓝图以及实际建构组织概念的新形式。注重细节是管理这一复杂过程的关键。
因为这个阶段比较复杂，组织内部各个部门的动态合作必不可少。必要多样性和信息的冗余都促进了这一过程。组织意图也作为有用的工具将留在组织内部的各类诀窍和技术汇集起来，同时促进人与人之间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另外，在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这个阶段中，自主和波动通常不那么相关。
　
第五阶段：跨层转移知识
　
组织知识的创造是一个永无止境、持续自我提升的过程。即便原型开发出来，它也不会就此结束。新概念经过创建、验证和建模后，在不同的本体论层面上进入知识创造的新一轮循环。对于这种互动的和螺旋式的过程，我们称为“跨层转移知识”，它既可以发生在组织内部，也可以发生在组织之间。
在组织内部，成为真实的知识或采取原型形式的知识，可以引发新的知识创造循环，沿横向和纵向扩展到整个组织。我们在松下公司内部就能看到横向交叉融合的例子，家用面包机引发了其他“轻松且丰富”产品理念的诞生，例如同一事业部的全自动咖啡机，还有来自另一个事业部的新一代大屏幕电视机。在这些案例里，它发生在一个事业部内的不同部门以及不同事业部之间。纵向交叉融合的例子也来自松下公司，家用面包机的开发给松下公司带来了启发，它以“人性化电子”（Human Electronics）作为企业层面的伞形概念（umbrella concept）。伞形概念促使公司展开了一系列的自我反省活动，大家都在思考松下公司在21世纪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公司，以及松下员工能做到多大程度的“人性化”。这些活动在制定MIT’93（迈向1993心智与管理创新）时达到了高潮，这有助于将一线员工每年的工作时间减少到1 800小时，从而解放一线人员。在这个案例中，一个事业部创造的知识导致在企业层面采用伞形概念，这反过来影响了一线员工的生活。
在组织之间，由一个组织创造的知识可以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调动企业关联公司、客户、供应商、竞争者和公司以外其他人的知识。例如，某一家公司开发出一套创新的预算控制新方法，可以改变企业关联公司的财务控制系统，从而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创新。或者客户对新产品概念的反应或反馈可能会启动新一轮的产品开发循环。例如，在苹果公司，当产品开发工程师提出新产品的想法时，他们制作一个原型机来体现这些想法，并把它直接拿给客户征求他们的意见。根据这些反应或反馈，新一轮的开发可能就开始了。
为了使这个阶段有效运行，组织的每个单元都可以自主地选择在别的地方开发知识，并在不同的层面和边界自由地应用它。内部波动（如人员的频繁轮换）将促进知识转移。信息的冗余和必要多样性也是如此。在组织内的跨层转移中，组织意图将作为知识是否应该在公司内部相互交叉融合的控制机制。



第八节 总结
回想一下，我们通过指出组织知识创造的两个维度——认识论维度和本体论维度，开始在本章提出了我们的理论框架（见图3-1）。认识论维度（在图形上以纵轴表示）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发生知识转化之处。我们讨论了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这些模式并非彼此独立，当引入时间作为第三个维度时，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就产生了知识螺旋。我们还介绍了促进知识创造的5个组织条件——意图、波动与创造性混沌、自主、冗余和必要多样性，正是它们促进（因此叫“促进条件”）了4种模式转化为知识螺旋。
本体论维度（在图形上以横轴表示）是个体创造的知识被转化为团体和组织层面的知识之处。这些层面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持续地、重复地相互作用。我们再次引入时间作为第三维度，发展出组织知识创造的5个阶段过程——共享隐性知识、创造概念、验证概念、建立原型和跨层转移知识。在本体论维度还产生了另外一个螺旋，例如，当项目组层面开发的知识转化为事业部层面的知识，最后达及组织层面或组织之间层面的知识。5个促进条件推动了整个过程，并促进知识螺旋的扩大。
这两个知识螺旋内部发生转化是理解我们理论的关键。如果有一张三维图，我们就可以展示认识论维度的知识螺旋向上旋进，而本体论维度的知识螺旋从左向右移动旋进，然后在一个周期性的运动中再回到左边。当然，我们理论的真正动态本质可以描绘为两个知识螺旋随着时间彼此相互作用。创新就伴随着这些螺旋涌现了出来。



第四章 创造知识的实践
在本章中，我们将以松下公司为例，来说明第三章中提出的组织知识创造的理论框架。前面我们已经用各种参考实例来说明理论框架的每个组成部分，本章我们将描述一家日本公司创造知识的整个过程。松下公司的案例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解释松下公司一款名为“家用面包机”的面包制作设备的开发过程，及其对整个公司产生的后续影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分析在松下公司的企业层面上知识创造这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松下公司的家用面包机是第一台家用全自动面包机，于1987年在日本上市。它能够把原料配方变成新鲜出炉的面包，从揉面、发酵直到烤出面包，无所不能，其成品质量可媲美专业的面包师的手艺。用户要做的就是将面粉、黄油、盐、水和酵母混在一起。如果人们还想更省事，还可以选用预配的面包混料包（bread-mix package），省去自己配料的麻烦。该机器的非凡之处在于，其拥有烘焙大师的技艺，即使没有制作面包知识的人也能轻松操作。它抓住了面包师技艺的精髓，并利用机电技术始终如一地复制关键的揉面过程，而在以前，这主要依赖于面包师的隐性知识。
家用面包机的开发故事，从两个方面对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出的理论进行了佐证。第一，它说明了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它特别适合展示在追求创造性创新时如何调动隐性知识。第二，它说明了知识创造的促进条件以及5个阶段——共享隐性知识、创造概念、验证概念、建立原型和跨层转移知识。我们将会发现，知识创造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作为这一点的证据，家用面包机的开发需要知识创造沿着5个阶段总共进行3个回合的循环。
该案例的后半部分说明了通过开发家用面包机创造的知识如何在松下公司内部得到细化，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知识创造螺旋。松下烹饪用具事业部的开发活动，最终引发了公司其他事业部的变化，并对企业战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该案例还凸显了以下组织能力的重要性：①识别因竞争环境不断变化所需的知识类型；②持续强化知识创造的促进条件。由于知识容易过时，况且随着竞争环境的改变，将需要不同类型的知识，所以组织不能只满足于今天的知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这种不断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成为知识社会中竞争力的源泉。



第一节 公司背景
我们先介绍一下松下公司开发家用面包机时所面对的市场环境。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家用电器市场趋于成熟，面对激烈的价格竞争，松下公司的运营赢利能力开始下降。到1977年，日本家庭家用电器的拥有率分别为：彩色电视机95.4%；吸尘器94.5%；冰箱98.4%；洗衣机98.5%；电熨斗94.3%。此外，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对手在低成本竞争方面的优势已经显现。
1983年5月，松下公司宣布了一项名为“行动61”（ACTION 61）的3年计划。ACTION是个缩写词，代表了“action”（行动迅速）、“cost reduction”（成本降低）、“topical products”（产品热门）、“initiative in marketing”（营销主动）、“organizational reactivation”（组织激活）和“new management strength”（管理创新）。数字“61”代表昭和61年，即1986年。这项计划的目的有两个：①密切关注成本和营销，提高松下公司的核心业务的竞争力；②整合必要的资源，进军过去被IBM、日立、NEC和富士通等竞争对手所主导的新市场。用一句口号可以表达这两个目的，这句口号就是后来提出的“超越家电”（Beyond Household Appliances）。若林直树（Naoki Wakabayashi）时任松下公司战略规划部的负责人，他回忆起当时的氛围时这样说：
看看市场份额吧，我们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市场占有率在下降，整个市场处于更换期，并且不再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工业市场。我们感到，如果不进入一个新世界，我们可能就无法生存……当然，家用电器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们不会放弃它们……（我们希望）超越而不是退出家用电器业务。（Yanagida，1986，p.31）
1983年，随着松下公司将战略重点从家电转移到高科技和工业产品领域，创造性混沌被引入家用电器集团。这次战略转移导致核心业务重组，3个事业部合并为烹饪家电事业部，就像我们下面即将看到的。这次合并给新组建的事业部带来了更大的混沌和必要多样性，并对家用电器集团施加了开发创新产品的压力。“提高竞争力”和“打赢生存保卫战”就是这场游戏的代名词。
　
3个“问题孩子”的合并
　
1984年5月，作为“行动61”计划的一部分，3个事业部被合并到烹饪家电事业部。这样做的意图具有双重含义：①通过减少资源的重复使用，提升组织的效率；②通过整合3个事业部的技术和诀窍重返增长轨道。这3个事业部分别是：电饭煲事业部（制造用微电脑控制的电饭煲）；加热电器事业部（制造电热板、面包机、采用感应加热器技术的咖啡机）；回旋器事业部（制造内置电动机产品，如食品加工机）。
所有这些产品的市场均进入成熟期（见图4-1）。电饭煲的市场不再增长，唯一的增长来自取代传统型电饭煲的微电脑控制的电饭煲。面包机市场也没有增长，同时对食品加工机的需求正在收缩，因为消费者感觉装配和用后清洁都比较麻烦。


图4-1 松下电器主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松下公司。
事业部合并的好处起初并不明显（见图4-2）。在合并后的前两年，由于降低了过剩的产能，新事业部的赢利能力从1984年的7.2%提高到了9.0%。然而，该事业部仍然遭遇了销售量的下滑，从1984年的627亿日元下跌到1986年的604亿日元。因此，事业部以及公司其他部门的人开始质疑业务合并的好处。战略规划部的负责人牧村一司（Ikuji Masumura）说：
很明显，事业部合并后，新事业部的销售一直在放缓。针对业务合并给销售带来的好处，我们也进行了许多讨论。我们认为仅仅把现有业务进行合并、降低固定成本和维系生存是不够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利用3个事业部的特点，开始做一些新事情。1


图4-2 烹饪家电事业部的销售额
资料来源：松下公司。
　
松下公司知识创造的促进条件
　
松下公司的战略转移和3个事业部的合并，给烹饪家电事业部带来了危机感。由此产生的创造性混沌激发了整个部门的个人意图和承诺。这些以传统核心业务为荣的员工认为，除非他们能够综合3个事业部知识之精华，基于自己独特的技术开发出一款全新的超级产品，否则他们改善竞争力的能力就会受到质疑。
这次合并也带来了必要多样性。3个事业部总共有1 400名员工，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部门文化。很显然，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而且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甚至连他们说的语言听起来好像也不同。
引入创造性混沌后，为了促进信息的冗余，必须加强沟通。3个事业部迥异的部门文化、做事的方式甚至语言，使得彼此的沟通很难流畅自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事业部派13位来自不同部门的中层管理者外出开会3天，讨论事业部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调动他们共享隐性知识的一次尝试。为了在事业部内传播显性知识，人事部门给工厂工人发行了一份名为《热线》的报纸。烹饪家电事业部的负责人秋美佐野（Keimei Sano）对沟通的重要性评论如下：
说同一种语言和进行讨论可以群策群力。建立一套共同的语言需要花费时间，但是这一点至关重要。2
最后一个促进条件开发出了组织意图，即要引导一群不同的个体朝着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努力。事业部未来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线索和建议，一个规划小组于1984年被派往美国，观察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趋势。按照增村（Masumura）的说法，他们在那里观察到有“更多的职业女性、日益简化的家庭烹饪和较差的饮食”。认识到在日本同样的趋势也很明显后，小组得出结论：烹饪家电应该使膳食做起来更简单，同时保持食物的美味和营养的丰富。结果，该事业部提出了一个整体概念——“轻松且丰富”（Easy & Rich）。规划小组相信，如果一台家电能够轻松做出美味、营养的食物，就会迎合职业女性和美食家的需要。



第二节 开发家用面包机：第一个知识创造螺旋
烹饪家电事业部规划小组返回日本后不久，星电电子株式会社提出了一个自动家用面包机的初步设计方案3。从该方案中，松下公司的团队立刻就意识到可以将“轻松且丰富”的概念与全自动面包机联系起来。全自动面包机的想法在许多方面也符合事业部的新目标。它是全新的产品概念，并且涉及多项技术，例如微电脑控制加热系统来自电饭煲，电机来自食品加工机，而加热装置来自电热板。
全自动面包机的想法对松下公司来说并不是全新的。早在1977年，它的子公司九州松下公司就已经做了一些开发工作，但是到1980年暂停了，因为遇到了技术难题，而且估计市场预期需求量不大。之前的加热电器事业部于1973年开发并销售了一款电烤箱，用来发酵和烤制面包，但开发可以揉面的电烤箱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这些经历使松下公司断然拒绝了与星电公司联合开发产品的提议。尽管如此，松下公司仍然被全自动面包机的想法所吸引，并决定自己开发这种机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现在准备更深入地了解家用面包机产品开发过程的细节。我们将观察到知识创造过程的3次循环，每个循环都是从团队成员之间的经验共享开始的。基于这些共享的经验，概念和/或原型被创造了出来。然后我们对照组织的意图，证明这些概念和/或原型的合理性。下一轮循环开始，要么是为了对成果加以改进，要么是为了克服上一轮循环的缺陷。
第一次循环始于试点团队（pilot team）成员对经验的共享。然后，他们将产品概念外显化为具体的产品规格，并组装、制作出一个原型。然而，初始的原型不能烤制出可口的面包，不足以验证“Rich”（丰富）的概念。结果，该过程进入了第二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始于软件开发人员，田中郁子（Ikuko Tanaka）与面包师共享经验，学习如何正确地揉面。为了将这个有难度的诀窍融入机器中，田中郁子创建了一个“扭曲拉伸”（twisting stretch）动作的心智意象（mental image）来解释揉面。然后，揉面的技艺固化为具体的机械运动，比如转子的揉面动作，以及特制肋骨状凸纹的设计。因为新的原型成功地生产出美味的面包，开发进入了第三次循环，新的挑战是新产品的设计要满足成本要求。
第三次循环始于商业化团队成员之间共享隐性知识。来自制造部门和营销部门的成员加入团队。团队开发出一种控制发酵的创新方法，在日文中称为“Chumen”。在揉面的过程中，加酵母的创新，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美味的面包。项目组成员对照最初开发产品概念时所定的成本和质量要求，证明其研发的家用面包机做出的面包合格。完美的家用面包机从市场中脱颖而出，最终战胜竞争品牌并一举成为拳头产品。家用面包机的成功使得企业层面的知识跨层转移。
　
家用面包机知识螺旋的第一次循环
　
1984年4月，烹饪家电事业部部长佐野启明（Keimei Sano）开始了家用面包机的开发工作。他组建了一支试点团队，把来自家用电器实验室（负责包括烹饪家电事业部在内的4个事业部的研发实验室）的人员与一位机械设计师和一位软件开发人员（他们两人都熟悉面包制作）组合在一起。这支特别专设团队为了使开发的产品概念实现“轻松且丰富”的目标，进行了几次讨论。家用电器实验室的鸟越正雄（Masao Torikoshi）担任团队的领导。为了避免任何妥协，他自己提出了如下产品规格：
（1）只需将配料放入机器，它就能自动揉面、发酵和烘烤面包。
（2）它应该不需要专门混合配料。
（3）内置定时器，允许用户在夜间准备好配料，次日早晨就能得到烤好的面包。
（4）制作面包时不能受室温的影响。
（5）面包的外观应该好看。
（6）面包的味道应该比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的要好。
（7）零售价格应该介于3万～4万日元。
由于这些规格是按照理想的状态而不是技术可行性定义的，所以还必须清除许多障碍。
1985年1月，项目得到了公司的正式批准，并由实验室和烹饪家电事业部共同组建了一个官方团队。团队中的11名成员是从几个部门抽调来的，鸟越正雄担任项目负责人。其中，1名成员来自产品规划部门，3名成员来自机械部门，2名成员来自控制系统部门，3名成员来自软件开发部门。[1]由于一年前发生了合并而组合成一个事业部，因此这些成员带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进入新项目。
因为面包机本身对松下公司而言是一件新鲜事，所以一切都必须在内部开发。几项活动都是同时进行的，例如开发口味测量系统和全自动面包机的配方，学习揉面和烘焙技巧，开发机身、机械和控制系统（见图4-3）。
第一台原型机做出的东西简直不能被称为面包，因为它的面包皮都烤煳了，但里面还是夹生的。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面团的形状。因为英式面包是方的，所以容器也必须是方的。然而，如果容器是圆的，揉起面来就会方便得多。第二个问题是电力系统的差异。日本东部和西部的电力系统不同，这会影响马达的转速，因此研发团队需要设计面包机的调节控制系统。第三个问题是温度对发酵和烘烤过程有重大的影响。理想的发酵温度是27℃~28℃，而在日本的不同地区，夏季气温的变化范围在5℃~35℃。如果温度太高，面团过度发酵，做出来的面包味道就会变酸。而如果温度太低，面团就会发酵不足，膨胀不起来。此外，不同品牌和种类的面粉与酵母进一步使控制系统变得复杂。面包机的系统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出美味可口的面包。


图4-3 家用面包机的产品开发任务
资料来源：松下公司。
在知识创造的第一次循环中，我们可以观察到5个促进条件在起作用。第一，试点团队被授予了全部的自主权。第二，存在必要多样性，因为试点团队的每个成员进入项目时都带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第三，存在信息的冗余，因为不同知识背景的成员却有基本上相同的工作描述。第四，在3个事业部合并后，引入了创造性混沌。最后，“轻松且丰富”概念是组织的意图，它的作用就是协调和指导烹饪家电事业部员工的行动。
在试点团队中，针对家用面包机究竟应该是什么进行了多次讨论。整体事业部的理念“轻松且丰富”成为讨论（共享隐性知识）的指导方针。它足够通用，能够包容每个成员的隐性知识。同时，它又非常具体，足以澄清烹饪家电事业部所有产品开发的关键要求，即易于使用和实现真正的品质。
在实现易用性时，每个团队成员的隐性知识和消费者的需求被外显化为产品特性，规定“只需将配料放入机器，它就能自动揉面、发酵和烘烤面包”及“内置定时器，允许用户在夜间准备好配料，次日早晨就能得到烤好的面包”。在共享隐性知识后，具体的产品概念就被创建出来。然后，试点团队对照组织意图验证这个产品概念的合理性。在这个案例中，研发团队对照“轻松且丰富”验证具体的产品特性并接受。一旦概念经过验证，就通过组合显性知识建立原型。换句话说，家用面包机的原型机是通过组合既有的技术建立的。然而，这台原型机烤出的面包外皮煳了，里面还是生的，试点团队对照最初的产品概念，没有验证其合理性。结果，知识创造过程又回到第二次循环的开始（见图4-4）。


图4-4 家用面包机知识螺旋的第一次循环
　
家用面包机知识螺旋的第二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始于软件开发人员，田中郁子共享主面包师的隐性知识，目的就是学习他的揉面技巧。主面包师经过多年的体验，才学会揉面的手艺，这是制作面包的一个关键步骤。然而，这种专门知识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为了捕捉这种通常需要大量的模仿和实践才能掌握的隐性知识，田中郁子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大阪国际酒店因能制作出大阪地区最美味的面包而享有盛誉，为什么我不拜师于大阪国际酒店的主面包师来研究揉面技巧呢？”田中郁子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最终学会了揉面技巧。她回忆道：
最初，一切都让人吃惊。反复失败后，我开始扪心自问：我究竟比师傅差在哪里？我认为，如果没有亲身实践，一个人就无法领会或学会这门手艺。即使我们用了同样的材料，我的面包和师傅的面包做出来后仍有相当大的差别。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人的产品如此不同，并试着反思我们两人在揉面技巧上的差距4。
即使在这个阶段，主面包师和田中郁子都不能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来表述知识。因为他们的隐性知识尚未变成显性的，松下公司内部的其他人依然迷惑不解。结果，工程师们也被带到酒店学习揉面和烘烤面包，以增进他们对这个过程的了解。佐野部长指出：“如果工匠不能解释他们的技艺，那么工程师就应该成为工匠。”5
由于田中郁子不是工程师，她不会设计具体的机械规格。然而，她能够把自己的知识转移给工程师，方法就是利用“扭曲拉伸”这样的词汇来描绘揉面的大致意象，并对揉面用的转子的力量和速度提出建议。她会简单地说：“让转子转得更有劲一些”或“转得更快一点”。然后工程师就会调整机器的规格。这种反复试验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她所要求的“扭曲拉伸”动作被工程师们解读后，促使在容器内壁上增加了特殊的肋骨状凸纹，当转子转动时，这些凸纹对面团产生阻力，从而达到拉扯面团的效果。经过一年的反复试验并与其他工程师紧密合作，团队提出了产品规格，成功地再现了主面包师的拉面技巧以及田中郁子在酒店学到的制作面包的品质。之后，团队把这个概念固化下来，将它变成一份手册，并体现在产品上。
1985年11月，该团队成功地开发出一台能制作美味面包的机器。如图4-5所示，产品有一个揉面装置，包括一台电机、一个面团容器以及一个在适当时间加入酵母粉的酵母盒。一台微电脑通过定时器和温度传感器控制加热器与酵母盒。


图4-5 家用面包机结构图
资料来源：松下公司。
此时，原型机准备好，可以试用了。项目组的成员，连同烹饪家电销售部门、技术部门以及事业部的负责人，都把原型机带回家里进行试用。他们的配偶和孩子用原型机试做面包，并提供反馈意见。他们的评论证实：在家里自制高品质面包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在第二次循环中，团队必须解决让机器正确揉面的问题（见图4-6）。为了解决揉面的问题，田中郁子来到大阪国际酒店并成为主面包师的学徒。在那里，她通过社会化过程学会了技艺，方法是观察和模仿面包师，而不是通过读备忘录或手册。然后，她把揉面技巧转化为了显性知识，通过创造概念“扭曲拉伸”外显化了知识。此外，她还通过表达揉面转子所需的动作，用像“再慢一点”或“再有力一点”这样的短语外显化了这些知识。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碰过面团的人，理解揉面技巧是如此的困难，所以工程师必须在面包师那里花几个小时体验面团的触感，从而共享经验。通过在面团容器内增加专用肋骨状凸纹，外显化了隐性知识。当“扭曲拉伸”的概念和工程师的技术知识联合起来造出家用面包机的原型机时，组合化就发生了。再对照“丰富”的概念来验证原型机时，开发工作就进入第三次循环。


图4-6 家用面包机知识螺旋的第二次循环
　
家用面包机知识螺旋的第三次循环
　
看到新原型机成功后，佐野将项目从技术开发阶段推进到商业化阶段，同时把项目从实验室移交给事业部。设计人员增多了，还添加了来自营销和生产部门的成员。项目组必须解决工业设计、质量稳定和降低成本等现阶段的主要问题。
虽然项目负责人从鸟越正雄变为事业部规划部门的负责人荒尾弓弦（Yuzuru Arao），但鸟越正雄继续出席重要的会议，这样就能够利用他的隐性知识。其他10位原成员也还留在团队中。即使原型中已经捕获到面包制作的隐性知识，但仍然需要原成员的隐性知识。在商业化阶段中，为了满足成本要求，预计设计上会有一些变化。在不影响面包质量的情况下想办法进行这些变化，原成员做面包的隐性知识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商业化阶段的最大挑战是降低总成本，使零售价不要超过4万日元。成本的主要关键点是冷却器，它的功能是防止加了酵母的面团在高温下过度发酵。总工程师柴田恒雄（Tsuneo Shibata）回忆说：“我们比预定计划落后了，还没有制作出一台能在成本要求的范围内做出美味面包的机器。每个人都非常紧张。”6 当项目团队中有人发现在制作过程中可以先加入其他配料，稍后再添加酵母时（这个过程在日语中称为“中面”），重要的转机便出现了。这是过去人们做面包的方式，因为当时没有控制温度的手段。松下公司获得了这项专利技术，后来证明这是个重要的因素，使公司能够在竞争对手蜂拥进入市场时仍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
用全自动面包机制作面包的过程如图4-7所示。整体算下来，开发过程烤了超过5 000块面包，共计使用了1.5吨面粉、66千克黄油以及100千克糖。
新的流程存在的唯一问题是它需要更改设计，例如开发一种由定时器控制的新酵母盒，以及取出冷却剂，但这会使全自动家用面包机上市时间推迟至少4个月。在1986年2月的经销商会议上，全自动家用面包机受到消费者的狂热追捧，研发团队对它于1986年11月上市销售充满了期待。还有谣传说竞争对手也正在努力开发全自动家用面包机。在质量和上市时机（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市场上，这是一个制胜的重要因素）的两难选择中，佐野对“轻松且丰富”的承诺最终占了上风，因此改变设计得以进行。


图4-7 手工和家用面包机制作面包过程的对比
资料来源：松下公司。
松下公司的家用面包机于1987年2月投放市场，售价为36 000日元，第一年就卖出了创纪录的536 000台。它荣登母亲节礼物清单的榜首。它的成功非同凡响，在成熟的烹饪家电市场上实属罕见，《财富》杂志于1987年10月26日还对这款机器进行了专题报道。在日本市场推出6个月后，松下公司开始将家用面包机出口到美国、德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后来扩大到瑞典、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价格定得比日本国内市场高很多，但家用面包机一直畅销全球，超出了生产计划的预期。据松下公司介绍，随着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在美国，全自动面包机的整个市场扩大到100万台。
验证合理性在第三次循环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见图4-8）。在商业化阶段中，团队面临的问题是必须显著降低机器的成本，同时保持最初的质量要求。团队通过提出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即舍弃昂贵的酵母冷却器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在揉面过程的稍后阶段添加酵母，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它和其他配料混合在一起。这提高了质量，同时降低了成本。这种方法被称为“中面”，是团队成员隐性知识社会化和外显化的结果。


图4-8 家用面包机知识螺旋的第三次循环
然而，设计上的变更就需要推迟新款面包机上市的时间，这是个重大的两难问题，因为在日本市场上，上市时机对于产品的成败来说至关重要。对“轻松且丰富”这个组织意图的承诺，允许佐野来验证即使推迟上市也要进行设计变更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图4-9显示了5个阶段过程的3次循环：第一次循环经过知识创造5个阶段中的4个，然后在进入跨层转移阶段（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之间，又重复了两次循环。这张图清楚地显示了创造知识是循环往复和螺旋上升式的过程，而非一次性且线性的过程。


图4-9 家用面包机知识螺旋的3次循环
　
事业部内部的知识跨层转移
　
家用面包机的成功可谓意义非凡，因为松下公司之前的形象是一个在成熟市场中产品相对标准、基于价格的竞争者。它的企业文化也变得保守和安于现状。因此，涌现的“新”产品和“新”流程，对于过去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突破。这个案例提供了一种洞察，即怎样才能激活既有的组织流程，以支持产生创造性的方法，进而培育创新。
开发家用面包机时，松下公司通过设置跨部门间的项目组，提供一个可广泛讨论的跨部门的组织活动论坛，从而打破了组织内部僵化的壁垒。家用面包机还使工程师能够近距离地倾听用户的声音，这对烹饪家电事业部来说似乎就像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因为以前打交道的都是成熟产品，这个过程给工程师们带来了一种启迪。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评论：
“太令人震惊了，我高兴得笑了起来。”
“我差点叫出来，‘难以置信’！谢谢你们开发了这样的产品。”
家用面包机的成功改变了工程师对新项目的态度，他们的经验给松下公司的员工开发另一款创新的产品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在家用面包机之前，工程师开发产品是为了应付公司内部的竞争。在推出它之后，大家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如何创造具有真正的品质、能够满足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上。此外，在开发概念时，工程师开始调查探究消费者的愿望。佐野说：“通过探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什么梦想，以及如何来实现它们，我们就能取得下一个突破。”7
受家用面包机成功研制的启发，旨在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的产品开始陆续面世。其中的一款产品是自动咖啡机，它装上了一个集成的咖啡研磨机，作为日本第一款这样的产品于1987年秋季上市。它能自动完成磨咖啡豆和煮咖啡的工序，这样，用户足不出户就能享用新鲜、浓郁的咖啡，就像在咖啡店或餐厅一样。这款集成了研磨机的咖啡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类产品至今还占据松下公司在日本咖啡机销售量的半壁江山。
紧随家用面包机脚步的是另一款产品“电磁加热（IH）电饭煲”，它煮饭的方式类似于传统的铁釜（日式蒸汽炉），但采用了自动电子系统。这款新电饭煲于1988年推出，采用电磁感应加热系统，可以实现更高的温度和更精准的控制。虽然价格高达59 000日元（约合480美元），几乎是传统电饭煲价格的两倍，但销售情况良好，现在已占到松下公司电饭煲销售额的40%以上。电磁加热IH电饭煲自1988年上市以来，松下公司的电饭煲销量总体增加了50%，其市场份额上升了7%。
在开发家用面包机时所创造的新知识，满满溢出到产品开发团队之外。它证明了可以通过合作而不是通过内部竞争来开发创新的产品,也证明了消费者会对符合“轻松且丰富”的产品做出积极的回应。此外，它还证明了探询用户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需求，创造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概念的价值。
家用烤面包机的成功故事，通过口碑和内部出版物传遍了整个松下公司。正如上面提到的，新创造的知识在开发团队以外的事业部成员之间转移，我们把这称为知识的跨层转移。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员工对家电潜力的看法，并激励组织内部的其他人开发其他类似于家用面包机的创新产品。集成了研磨机的全自动咖啡机和新一代电饭煲以家用面包机为榜样，但所有这些产品都基于“轻松且丰富”这一相同的理念（即组织意图）（见图4-10）。


图4-10 松下公司内部知识的跨层转移
　
事业部之间的知识跨层转移
　
家用面包机的开发极大地鼓舞了松下公司总裁谷井昭雄（Akio Tanii），他于1986年1月采纳“人性化电子”（Human Electronics）作为整个松下公司的伞形或整体概念。在“人性化电子”的主题下，松下公司打算利用高科技（电子）开发更“人性化”的产品。对于谷井昭雄来说，“人性化”的产品就是能通过简便的方式来解放和升华人们精神的产品。电子技术通过提供“纯正”的品质，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松下公司的总经理水野博之（Hiroyuki Mizuno）说：“家用电器正是电子技术终将大爆炸的地方”（Shiozawa，1989，p.196）。


图4-11 人性化电子和“物质与精神”对产品概念的影响
资料来源：松下公司。
家用面包机很好地契合了“人性化电子”的理念，因为：①它让人们在家每天早晨都有新鲜出炉的面包吃，通过简单易用和真正的品质解放与升华了人们的精神；②它得以实现是应用微电脑、传感器和其他电子装置的结果。家用面包机刺激了知识创造的新螺旋，对组织的程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获得的隐性知识可以表述如下：通过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和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追求真正的品质，让工程师开发产品；通过非正式途径将这种知识传达给松下公司的其他员工，以便他们用来为电视机、厨房电器、视听设备和其他电器开发具有同等质量标准的新产品（见图4-11）。
新产品能够体现“人性化电子”的一个例子是“画王”（Gaoh）（在美国市场上被称为“The One”），它是1990年10月推出的一系列大屏幕电视机。“画王”的成功要归功于对真正品质的追求和消费者对电视机的期望。就像社长兼电视部部长山原东乡（Toshihaya Yamawaki）说的：“开发画王是从方方面面对现有电视机的功能和设计重新检视后的结果”（Kohno，1992，p.79）。
松下公司于1987年开始开发“画王”，当时正值大屏幕电视市场起飞、竞争对手竞相推出新产品之时。凭借从家用面包机获得的知识，即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技术困难，追求真正品质都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松下公司的开发团队尝试克服当时大屏幕电视的所有缺点。最终，“画王”开发团队得出的结论是：生产一台具备真正品质的电视机会使消费者感到快乐、幸福。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能够拥有一台画面清晰、音质保真、设计优美（包括隐藏扬声器）、使用简单的高品质电视机，他们的精神享受就会得到提升。事实上，电视机也可以“对人类很温柔、体贴”。
开发一款新型电视机通常需要6个月的时间，并且技术层面的变动也不大。然而，松下公司的电视部却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发布“画王”，其中包含许多重大技术突破。就像一位开发组成员回忆的：
技术开发工作很艰苦，就在上市之前4~5个月还需要进行变动。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有一种危机感……觉得电视事业部或许无法生存下去了。8
画王在面世14个月内就卖出了100万台以上，这相当于日本国内所有电视机销量的10%以上。凭借平均每月160亿日元的销售额，“画王”荣登“1991年20大热门产品”季军宝座（根据三菱研究所的销量数据来衡量），仅次于本田公司的思域Ferio汽车和索尼公司的便携式摄像机。像电视这样成熟的家电能够入围前20名，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总而言之，家用面包机的成功验证了“轻松且丰富”背后的理念，即真正的品质和易用性将创造成功的产品。为了把这个知识跨层转移到事业部之外，松下公司开发了一个叫作“人性化电子”的伞形概念，它激发了像“画王”这样的产品的诞生（见图4-10）。



第三节 企业层面的第二个知识创造螺旋
在第二节中，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知识创造的第一个螺旋。它从田中郁子的学徒经历开始，进而到家用面包机的成功，最后以知识传播到原开发团队和烹饪家电事业部以外而终结，并促使了类似“画王”这样的成功产品的诞生。
在本节中，我们将分析松下公司在企业层面不断创造知识的努力。在第一个螺旋中，知识创造的成果采取了诸如家用面包机或“画王”这类产品的形式。但产品并不是知识创造的唯一成果，在此过程中还可以创造出关于经营业务、运转部门、开发新产品或管理人员等方面的新知识。在第二个螺旋中，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知识创造“软性”的一面上，而不是侧重于产品开发“刚性”的一面上。“软性”的一面涉及一些不太有形的成果，例如管理体系、运营机制或人力资源管理规划，这些与在公司内部产生创新，进而在市场上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同样重要。
第二个螺旋带领我们探索了松下公司在21世纪应该成为什么的“理想”，还讨论了在这个伞形概念下松下公司的人应该像什么。这个过程被称为企业层面的第一次知识创造循环。在决定了松下公司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公司、松下公司员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后，知识创造过程的下一个循环，会带领我们穿越如何开发适应这个“新”理想的管理和运营体系。
　
企业层面知识螺旋的第一次循环
　
松下公司于1989年开始建立其面向21世纪的企业愿景的过程。高层管理者质疑公司将走向何方以及他们希望它成为什么样的公司。当时整个日本都陶醉在泡沫经济的狂欢之中，但松下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对公司的定位心存疑虑。因此，他们决定对公司进行批判性的评估（Hirata，1993）。
当意识到今天年轻的一代将来会成为公司的领导者后，松下公司征询了200名20～30岁的员工对制定公司21世纪企业愿景的意见。最初，制定企业愿景的任务被委托给了Human 21委员会，由肩负重任的中高层管理者组成。由于这些管理人员很少能提出新奇、刺激的想法，松下公司决定组建另一个由年轻员工组成的团队，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年龄在25～32岁。这个团队叫作Human 200人委员会，其成员是从大量的申请人中选出的200位“明星”。
在松下集团的12家分公司中，每家分公司都组织了Human 200人委员会，共组建了大约20支团队。其成员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公司的领导力量，他们探讨了对下个世纪的愿景，并把讨论结果撰写成报告。然后，“Human 21委员会”会扮演监察官的角色，审查这些报告并决定公司是否应该采纳他们的建议。
每隔一个周末，“Human 200人委员会”都要在东京或大阪举行一次会议。该团队试图回答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松下公司的员工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形式的团体？”他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由自发的个体组成的团体”（a group of voluntary individuals）这个概念。年轻的员工认为，人们的价值体系在将来会发生变化。说得更具体一点，21世纪的人不仅会追求物质上的富裕，还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在这样的社会中，企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成为松下公司所称的“自发的个体”，大家都信奉自发、抱负、创造力和精神生产力这样的价值观。松下公司的每个员工都应该彻底重新思考工作和管理，努力成为一名好员工、好公民、好的家庭成员和好的个人。经过这样的努力，公司中就会形成“由自发的个体组成的团体”。这个想法是项目成员对企业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自发、雄心勃勃和富有创造性进行反思后收获的成果。
“由自发的个体组成的团体”的想法，成了Human 21委员会将“探索可能性的公司”（possibility-searching company）定为松下公司企业愿景的基础。在这样的公司中，一群拥有丰富、多样化的个人知识基础的志愿个体将共享相似的理想和价值观。简而言之，松下公司设想自己成为一家创造知识的企业（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但是因为成为创造知识的企业的想法是激进的和崭新的，公司的一些高层管理者不愿意接受这一愿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年轻一代员工的热情最终战胜了高层管理者。
1990年4月，松下公司向外界正式宣布它将成为一家“探寻可能性的公司”的企业愿景。在这个愿景下，松下公司在业务、技术、人员和全球化方面提出了如下4个目标。
（1）“人性化创新业务”：除了效率和便利之外，还基于创造力、舒适度和快乐来创造新生活方式的业务。
（2）“人件科技”：所有基于对人类研究的技术，如人工智能、模糊逻辑、神经计算机以及芯片系统和联网技术，都是“人性化创新”业务所必需的。
（3）“积极的异质团体”：基于个性和多样性的企业文化。
（4）“多本地化和全球化网络管理”：一种既能实现本地化又能实现全球协同效应的企业组织结构。
注意，前两个目标直接来自“人性化电子”伞形概念，重点强调客户和高科技。第三个目标对应于我们的促进条件之一：必要多样性。松下公司知道，没有个人经验的多样性，就不可能创造知识。第四个目标指出了超越本地化和全球化之间矛盾的重要性。
企业层面知识创造的第一次循环，始于200人在Human 200人委员会上共享他们的经验并进行对话。对话的中心是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样的，这对松下公司意味着什么。结果出现了“自发的个体”的概念，这得到了Human 21委员会的验证。虽然没有完全经历完整的五阶段模型，但知识创造过程的第一次循环带我们经历了其中3个阶段（见图4-12）。


图4-12 企业层面知识螺旋的第一次循环
在这里，我们也能观察到5个促进条件在起作用。通过Human 21委员会，最高管理层对现状持有怀疑态度，并提出了关于松下公司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企业的新理想或组织意图。这次重新定义引发了连锁反应，加剧了员工中的焦虑（波动/混沌），从而激发了年轻员工对Human 200人委员会的承诺。该委员会由来自各个事业部和集团公司的200人组成（必要多样性）。当委员会试图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时，这种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会被不确定本身（即成员资格的不确定性）所降低或吸收。200人共享他们隐性知识的事实导致了信息的冗余，为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库。Human 21委员会还赋予这个由200个年轻员工组成的委员会完全的自主权来进行创新。
此外，在知识创造过程的第一次循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知识转化4种模式中的两个。当Human 200人委员会成员共享经验时，社会化过程便发生在其间。当他们讨论松下公司将来需要什么类型的员工——被明确表达为“自发的个体”时，外显化过程又发生在其间。
　
企业层面知识螺旋的第二次循环
　
第一次循环中创建的“自发的个体”的概念，在第二次循环里投入了运转。“自发的个体”的目标是让松下公司的员工变得更自愿、有抱负、有创造力和有精神生产力，不仅要成为好的员工，也要成为好的公民、好的家庭成员以及好的个人。实现这些目标的运作手段之一是减少工作时间。通过消除或减少花在例行工作上的时间（如信息处理），员工将有时间在精神生产力、抱负和创造性方面进行提升。增加个人的时间，也会丰富他们作为公民或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
松下公司发现，工作效率低下不仅阻碍了员工的创造力，还剥夺了他们的个人时间。机关组织中的人员饱受生产力低下之苦，而一线活动的生产力也已经达到瓶颈，这导致加班工作成了常态。1990年松下公司的平均年工作时间是：机关人员2 131小时，一线人员1 903小时，公司平均为2 036小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松下公司在1991年制定了一个目标，将年工作时间减少到1 800小时，这个计划被称为“迈向1993年心智与管理创新”（Mind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ward 1993，MIT’93）。MIT’93推进办公室的总经理田中修（Osamu Tanaka）强调了该计划的目的是增强员工的创造力，而不是简单地减少工作时间或成本：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减少工作时间，就不需要MIT了。我们只要告诉员工，公司不会再为任何加班工作付钱即可。在像这样的不景气时期，裁员是另一种选择。但我们必须记住MIT的目的，它不是通过这个项目简单地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提高我们机关组织的生产力……公司希望把时间还给个人来提升创造力。如果一个人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他怎么可能有创造力？人们的价值感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你不可能每晚只看办公室的计划就能制造出原始性的产品来。9
为了提升创造力，松下公司感到创新必须在人们的思想和管理体系同时发生，该项目因此而得名。1 800小时项目被认为是松下公司关于管理和运营系统创新的象征。
MIT’93推进办公室要求松下公司的每个事业部开发新的管理和运营系统，使年工作时间能够减少到1 800小时。为了协调这项工作，公司成立了3个委员会——劳资关系、人事和会计委员会。但是，为减少工作时间的新管理和运营系统的实际开发工作留给了每个事业部内部的自组织团队。没有提供如何着手降低工作时间的具体细节，MIT’93推进办公室提供的唯一指导方针是：①分析既有的工作时间和业务流程；②找出效率低下的原因；③让员工先实际体验每月150小时的时间制度（等同于年1 800小时工作制度）。
MIT’93推进办公室对机关组织的现有工作时间和业务流程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些发现：
• 研发部门将45%的工作时间花在了非开发工作上，包括产品设计移交给生产部门后发生的额外设计变更所带来的必要后续工作。
• 原料管理部门将40%的工作时间花在因产品设计或生产计划变更所引起的后续工作上。
• 研发部门将20%的工作时间花在了内部会议、来访者接待以及与开发工作无关的访谈上。
• 销售人员花在与客户交谈上的时间不到其工作时间的20%。
这些发现揭示了可以改进当前运营系统的巨大潜在机会。研发部门和原料管理部门的团队成员发现：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日本式产品开发过程的缺陷所造成的。松下公司采用橄榄球式的方式进行产品开发，其中多个职能领域（如工程、制造、规划和营销）在一个多职能团队中一起工作，通过在会议或露营中进行的对话来交换信息和共享隐性知识。这种系统有一些优势，例如让协调更容易进行，使开发工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并确保开发出的新产品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但它也导致了原始设计和产品规格经常变更的弊端。橄榄球式的开发有过度依赖社会化模式的倾向，当参与项目的人数增多、变更的建议数量倍增时，就会导致效率低下。
例如，让员工亲身体验每月150小时工作制，有助于那些参与产品开发的人认识到橄榄球式产品开发的缺陷。他们有了亲身体会的经验，知道在较短的工作时间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亲身体验使他们相信大量的设计变更是不能被接受的，必须杜绝某些不必要的工作。这种体验形成了每年工作1 800小时所意味的隐性知识。
这种体验还导致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并行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的创新的产品开发过程，它可以在开发的早期阶段设定所有的规格，从而减少后续阶段的设计变更。每月工作150小时的体验使人们认识到：他们不能像以前开那么多的会，必须更加充分地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沟通。团队成员依靠并行工程，通过利用电子媒介，如CAD/CAM，在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就详细地记录了产品特性的规格。“有言在先”的明示信息有助于产品工程（上游）在“最初就做对”，并让工艺工程（下游）尽早接触产品设计规范，从而缩短了解决问题的前置时间。CAD/CAM能确保信息沟通更加准确，并减少沟通链条的长度。
在企业层面知识螺旋的第二次循环中，创建了一个新的运作系统，赋予员工更多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变得有创造力（见图4-13）。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松下公司在每个事业部和集团公司都建立了自组织团队。知识创造过程始于每个团队成员共享隐性知识，即为了充分利用他们的创造力，松下公司的员工应该做和不应该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团队成员还分析了既有的工作模式并找到了效率低下的原因。例如，他们认为研发人员应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际的研究和开发上，而不是额外的设计变更带来的后续工作上。创建“迈向1993年心智与管理创新”的概念是为了增强创造力和减少工作时间。培养“自发的个体”的目标验证了这个概念，允许它发展成为一个运作系统（原型），将并行工程的元素结合到既有的运作系统中。目标实现后，松下公司于1994年3月解散了MIT’93推进办公室。


图4-13 企业层面知识螺旋的第二次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我们还能观察到5个促进条件在工作。松下公司将年工作时间减少到1 800小时的目标具有挑战性，因此给组织带来了波动/混沌。危机感持续存在，促使人们致力于寻找效率低下的原因。松下公司产生“自发的个体”的组织意愿，把员工的承诺引导至同一个方向。所有事业部和集团公司都组建了团队，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并给予充分的自主以提出改进的想法。在这些团队内部，信息的冗余是很常见的，在橄榄球式产品开发过程中以共有知识的形式存在。这种冗余通过提供共同语言来帮助团队成员共享他们的隐性知识。通过让来自不同工作环境的不同事业部的员工参与，增强了必要多样性。
在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中，内隐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员工们通过试验性地被迫体验更短的工作时间（每月150小时），从而真实地感觉（内隐化）这样一个缩减的时间表有多短，以及必须消除多少工作。他们是在“做中学”。此外，团队成员交换了对每月工作时间限制在150小时的隐性理解（社会化），并提出了一个称为并行工程的新开发系统（外显化）。这种机制与既有的运作系统和其他显性知识结合，形成了新的运作系统（组合化）。



第四节 加强知识创造的促进条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松下公司内部知识创造过程的两个螺旋。第一个是围绕家用面包机这一款产品进行的，而第二个是围绕MIT’93这个运作系统进行的。在这两个螺旋中，促进条件在激发和促进知识创造的过程中，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松下公司的案例说明，要让知识创造持续进行下去，也应该不断加强或升级促进条件。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地描述公司为持续提升促进条件所做的不懈努力。
松下公司最近通过改善其通信基础设施，来加强其中的一个促进条件——信息的冗余。松下公司于1991年安装了新的基础设施——“市场导向的全面管理系统”（Market-oriented Total Management System，MTM）。该系统使松下公司将研发组织、工厂和零售店联网，能够消除过剩的库存，并避免出现热门商品缺货的情况。但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它最大的作用在于让信息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和共享。在这个系统中，销售和制造部门共享相同的显性知识（即零售店的销售信息）。这个代表信息冗余的共同知识，有助于销售和制造部门交换它们的心智模式和对未来的直觉。在这个意义上，MTM促进了两个部门之间生产计划的协调，并因此提高了公司的整体效率。
MTM允许产品开发团队获得即时反馈，了解特定产品或型号在零售店的销售情况。与仓库装运数据相比，这种详细的市场信息被开发人员内隐化，为他们的知识库带来多样性（必要多样性）。开发人员可以在预期客户反应的情况下，更精确地开发各种“假设型”（what-if）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MTM为客户与开发团队之间共同创造知识铺平了道路。副总裁佐久间庄司（Shoji Sakuma）在强调基于零售信息的重要性时这样说：
如果我告诉我的员工，“去现场一线吧，因为它们非常重要”，他们就会冲到制造部门的一线。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消费者，你很快就会知道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一线——零售商的店面，在那里你能接触到消费者。然而，松下公司曾经把自己与消费者隔离开来，只将注意力放到制造部门。10
1993年，松下公司废除了业务群组体系（business group system）。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松下公司为加强其中一个促进条件——自主而做出的另一项努力。业务群组体系是在事业部之上又建立了一个层级，用于协调跨事业部间的活动。这个业务群组体系的前身是1984年推出的业务板块体系（sector system），目的是协调诸如跨事业部联合产品开发或联合营销这样的行动。但是9年后，松下公司认识到这个额外的伞层（业务群组体系）抑制了部门的自主和对创新的承诺。去掉这个群组层使事业部能通过更灵活和特设的系统（如跨事业部的项目组），更主动地协调跨事业部之间的行动。
松下公司还通过设定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加强了意图和波动/混沌。1994年1月10日，松下公司宣布了“复兴计划”（The Revival Plan），其中规定了1996财年的赢利能力将从1993年的1.4%增加到5%的销售回报率（净利润与总销售额的比率）。为了达到这个赢利水平，松下公司确定必须将其战略领域转移到多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公司在这个领域可以利用自己在硬件设备（如视听、电视）、计算机和通信设备、软件（如娱乐）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公司决定将其机关组织的生产力提高30%。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在整个公司上下引入了创造性混沌，迫使其员工放弃现有做法，转而寻找全新的解决方案。“复兴计划”还升级了组织意图，其效果是将员工重新引导到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上来。



第五节 总结和启示
我们利用松下公司的案例来说明在公司内部创造组织知识的实际过程。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对如何成功实施组织的知识创造过程可以得出几点启示。案例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性：①撬动个体的隐性知识库，并利用社会化将它转移到整个组织；②将知识创造扩大到组织的不同层面，即跨层转移；③加强促进条件；④继续不断地创造新知识。下面将对每个启示逐一详细说明。
首先，家用面包机的开发过程强调了挖掘个体知识的重要性，在这个案例中以主面包师的揉面技艺为代表。就其本质而言，隐性知识是难以形式化和进行沟通的，但这项技艺对于使机器正确地揉面至关重要。家用面包机还显示了社会化作为个体间共享隐性知识手段的重要性。田中郁子自己拜师，通过观察和模仿学艺掌握了这门技艺。工程师们也必须体验实际的面包制作过程才能领会这项技能。
其次，家用面包机的成功引发了“人性化电子”概念的创建和一系列体现这个概念的成功产品。为了使知识的创造真正具有动态性，需要把在一个层面创造的知识扩大到组织的不同层面中。只有通过跨层转移，公司才能获得组织知识创造的真正好处。在松下公司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在开发家用面包机的过程中创造的知识如何以螺旋的形式在企业层面创造新知识。伞形概念，如“轻松且丰富”和“人性化电子”，在将一次知识创造与另一次联系起来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松下公司的知识创造过程凸显了加强组织促进条件的重要性，它们促进了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以及五阶段过程。我们看到松下公司做出了这样的努力：①通过为研发人员提供最新的销售信息，增加冗余和必要多样性；②通过组织重构将自主带回事业部；③通过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以转向多媒体领域或将生产力提高30%为代表），将组织意图和创造性混沌灌输到组织中。
最后，该案例说明了组织知识创造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需要不断创新。因为竞争环境和客户偏好不断变化，既有的知识很快就会过时。我们看到了橄榄球式的产品开发在过去曾经是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但随着西方竞争者开始利用相同的方式，以及经济衰退迫使企业再次寻找消除低效的办法，这种方法变得过时了。组织意图或价值观的不断升级很重要，因为必须对照最新的意图来验证新知识。
我们在第三章中介绍了我们理论的基本要素，并在本章中介绍了它们在公司中的实践应用。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继续讨论最有助于组织知识创造的管理风格和组织结构——“自中向上而下式”和“超文本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为了使新的方式有效，就一定不能停留在旧的设定之中，例如“自上而下式”或“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方式或传统的层级体制。一个新的设定或背景准备就绪了。

[1].还有一位团队成员未介绍，疑原文有误。——译者注



第五章 知识创造的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过程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了组织知识创造的理论模型，及其在日本企业内部的实践性应用。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把重点转到最合适的组织环境上，考虑在哪些环境里组织知识创造会繁荣发展。在本章中，我们把重点放在可以最好地促进组织知识创造的管理过程上。因为组织知识创造所要求的环境与现有的截然不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重点探讨最合适的组织结构问题。
首先，我们审视一下管理过程的两个主流模型——自上而下（top-down）式模型和自下而上（botton-up）式模型。这两个模型均缺乏培育创造组织知识所必需的动态互动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模型——“自中向上而下式”（middle-up-down）模型，并解释了为什么它对于知识创造的管理优于更传统的模型。新模型将中层管理人员置于知识管理的中心，并重新定义了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一线员工的角色。我们将以佳能公司迷你复印机的产品开发为例，描述在自中向上而下式模型中主要参与者所期望扮演的角色。



第一节 自上而下式管理和自下而上式管理
或早或晚，任何组织最后都会走向创造新知识的道路。但在大多数组织中，这个过程是随意的和偶然的，因此也是不可预测的。创造知识的企业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能够系统地管理知识创造的过程。我们一直在研究日本企业，这些企业的经验表明，最适合创造组织知识的管理过程与传统的管理模式大不相同，大多数高级主管都熟悉后者，即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
自上而下式管理基本上是经典的层级体系（hierarchical）模型。它源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弗雷德里克·泰勒，并在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理论中达到顶峰。自上而下式管理模式在信息处理视角的范围内构思知识创造。简单和经过筛选的信息沿金字塔向上传递给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制订计划和命令，最终再通过层级体系向下传达。信息通过专业分工进行处理，在此过程中，高层管理人员创造基本概念，以便下级成员可以执行它们。高层管理人员的概念成为中层管理人员的运作条件，后者将决定实现这些概念的方式。反过来，中层管理人员的决策又构成一线员工的操作条件，后者将实施这些决定。到了一线这级，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例行公事。其结果是，整个组织需要处理大量的工作和信息。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高层与中层，以及中层与一线员工之间的二元关系，自上而下式的组织形态就像一座金字塔。这种传统的组织模型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只有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并被允许创造知识。而且，高层管理人员创造的知识只能被处理或被执行，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高层管理人员产生的概念应该尽量避免有任何的含糊不清或模糊。换句话说，这些概念的前提是它们只具有单一的含义。同样地，这些概念具有严格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正是这种演绎性转换，使得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工人能够应付大量的信息。
大体上讲，自下而上式管理，是自上而下式管理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回顾管理文献时所讲的，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批评家反对自上而下式管理，把它与泰勒的科学管理传统紧密关联。这些批评家属于人本主义阵营，他们设计了一个管理过程的替代模型，即后来成为我们所熟知的自下而上式管理。自主（autonomy）管理代替了层级体系和劳动分工。知识不是在最高层被创造和控制的，而是在基层被创造，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基层控制。
自下而上式的组织具有扁平和水平的形态。由于消除了等级和分工，在最高层与一线员工之间，可能只有3～4层的管理层。高层管理人员很少发出命令和指示，他们的作用就是作为辅助者，服务好具有主人翁意识的一线员工。知识是由这些员工创造的，他们是自由而独立的演员，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完成工作，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他们和组织的其他成员几乎没有直接对话。自主而非互动是这种管理运营的关键原则。知识是由某些个体创造的，而不是由一群彼此互动的个体组成的团队创造的。
这两种传统模型可能看起来像是彼此的替代品，但二者都不足以作为管理知识创造的过程。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适合处理显性知识，但从顶层控制知识创造时，组织会忽略可能发生在组织一线的隐性知识的开发。另外，自下而上式更擅长处理隐性知识，但它过于强调自主，这就意味着隐性知识要在组织内部得到传播和共享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换一种方式来讲，这两种管理过程都不是很擅长知识转化。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只提供了部分的知识转化，集中在组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和内隐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上。同样地，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也只进行了部分的知识转化，集中在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和外显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上。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创造组织知识的核心过程集中发生在团体层面。例如，团体内部连续几轮直接的、有意义的对话引发了外显化。通过这些对话，团队成员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有时通过比喻或类比，把那些难以言表的、隐藏着的隐性知识揭示了出来。这种强烈的相互作用，很难发生在自上而下式、类似军队的层级体制中，或自下而上式、自主驱动的个体中。此外，像噪声、波动和混沌这样的概念，在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中是根本不被允许的，在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中也只体现在个体身上。
如果知识只在个体的头脑中形成，而没有通过相互作用进行放大或完善，则这一事实会产生另一个潜在的问题。在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中，存在少数几个高层管理人员的命运可能成为公司命运的危险。在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中，给予优越性和自主权使知识创造更加耗时，因为创造的速度取决于特定个体的耐心和才智。
这两个模型另一个明显且主要的局限性，是缺乏对中层管理人员的认识和关联。这好像几乎被两个模型都忽略了。在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中，知识创造者是高层管理人员。在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组织中，中层管理人员会处理许多信息，但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在层级体制中，中层管理人员经常负责给高层管理人员提交报告，分析业务问题和机会，或者从上到下传达命令，但与他们没有更多的相关性。在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中，知识创造者是组织中地位相对低一些却像企业家一样的个体。鉴于企业总部规模小，组织结构扁平化，高层管理人员趋向于担任直接的辅助者，给予个体充分的自主权，中层管理人员在典型的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中也似乎没有一席之地。



第二节 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
在对日本企业的研究中，我们找到了管理知识创造的第三种方式。它既不是自上而下式，也不是自下而上式，而是“自中向上而下式”（middle-up-down）。这个词语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奇怪，但它能最好地表达创造知识所经历的持续不断、往复迭代的意思。简单地说，知识往往是由作为团队或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中层管理者，通过将高层和一线员工（即基层）联系在一起的螺旋转化过程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将中层管理者置于知识管理的正中心，把他们定位在公司内信息横向和纵向流动的交汇点。
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强调中层管理者的动态角色，这一事实使我们的理论与传统的管理智慧明显地区别开来。在西方国家，企业正在裁减中层管理人员，所涉人数动辄数以千计，“中层管理者”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贬义词，与“落后倒退”“故步自封”和“抵制变革”同义。但我们认为：中层管理人员是持续创新的关键。
我们不赞同西方一些重要的管理思想家的某些观点。就在不久前，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1987）声称：“我像许多人一样，再三地抨击中层管理者。企业的管理层级实在太多了，管理人员数不胜数”（p.367）。罗莎贝斯·坎特（Rosabeth Kanter）在1989年断然宣称：未来成功的公司将几乎没有中层管理人员，线性职业生涯的时代已经结束（Peters，1992）。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1992）则把他们视为绊脚石：
各种问题通常不是出在组织的高层或基层，而是出在中间管理层。简·卡尔森（Jan Carlson）发现在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很容易改变高层和激励普通人，但非常难以撼动靠陈规旧习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中层官僚。很少有中层管理人员愿意改变他们辛勤习得的风格和技能。他们以前的职业晋升阶梯是可以预测的，可是现在突然就消失了。他们会纳闷，当组织变得扁平化并且没有上升空间时，一个人怎样才能向上爬？（p.337）
在最近的研究文献中，中层管理者通常被描绘为在沉闷的工作中失意沮丧、梦想破灭以及在层级体制下狭缝生存的一群人（Johnson and Frohman，1989）；他们的职业前途渺茫，其位置将日益被技术进步所取代（Dopson and Stewart，1990）。1 根据布鲁奇和比欧西尔（Borucki and Byosiere，1991）的说法，末日论者认为因为新的管理理念和概念的兴起（如全员参与、自我设计组织、社会技术系统和自主工作团队），中层管理者作为战略实施者的传统角色正在消失。这些论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层管理者即将被淘汰出局。
但少数研究者以更加乐观的态度描绘了中层管理人员的命运，认为他们其实是“富有洞察的”或“授权赋能的”。2 作为主要的支持者，我们看到了中层管理者在促进组织知识创造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充当了把高层管理者与一线管理人员进行联结的战略“纽带”。他们扮演着工作中的“桥梁”角色，将高层富有远见的理想和一线员工面对的纷乱的商业现实进行桥接。我们稍后会看到，他们才是知识创造型公司中真正的“知识工程师”。
重复我们在本书开头所说的话，一线员工往往沉浸在具体的技术、产品和市场的日常细节中。在公司业务的实现方面，没有人会比他们更专业。不过，当这些员工被高度具体的信息所淹没时，他们经常发现把这些信息变成有用的知识异常困难。首先，来自市场的信号可能是含糊不清的。其次，这些一线员工可能陷入自己狭窄的视野，以至于看不到更广阔的背景。此外，即使他们确实提出了有意义的想法和见解，他们仍有可能难以向他人传达该信息的重要性。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收新知识，而是以适应自身的情况和观点去主动解读它。因此，在某一个场合下有意义的东西，被用来与不同背景下的人交流时，可能会发生改变甚至失去意义。中层管理人员在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中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种混乱的情形引导到有目的的知识创造上来。中层管理人员的做法是：为下属提供一个概念框架，从而帮助他们理解自己体验的意义。
但是中层管理人员开发的概念框架，与高层管理者提供关于公司应该走向何方的方向感截然不同。在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中，高层管理者缔造愿景或梦想，中层管理层则开发更具体的概念，让一线员工能够理解并实施它们。中层管理者试图解决高层管理者所希望创建什么与现实世界实际存在什么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高层管理者的角色是创建宏大理论，而中层管理人试着创建中程理论，它可以在一线员工的帮助下，在公司内部进行实测验证（见图5-1）。


图5-1 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知识创造过程
在第一章本田公司思迪的案例中，高层管理者的梦想是创造“与现有概念截然不同的东西”，于是开始了思迪项目，采用的口号是“让我们赌一把。”当时年仅35岁的中层管理者渡边庆尾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概念——“汽车进化论”“人性最大化，机器最小化”和“高个子男孩”，这是一线员工可以理解和实施的。一位一线员工这样回忆说：“不管听起来多么不合逻辑，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想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差距。一个革命性的重新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个的新技术和新概念会接二连三地产生。”
表5-1对照和比较了上面所讨论的3种模式的相关特征。正如我们在本章下一节中发现的，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在由谁来参与方面是最全面的；在创造什么样的知识方面是最包罗万象的；在把知识存储在哪里方面是最广泛的；在怎样创造知识方面是最灵活的。我们将在下一节的最后更详细地讨论该表。
表5-1 关于知识创造的3种管理模式的比较


（续表）





第三节 3种管理模式的案例研究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3个案例研究，说明上面讨论的3种管理模式。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领导下的通用电气公司（GE）将作为自上而下式管理的例子，3M公司将作为自下而上式管理的例子，而佳能公司迷你复印机的开发过程将作为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的例子。在GE公司的案例中，韦尔奇提出的概念成为整个公司人员的行动准则。在3M公司中，高层管理者扮演了“具有主动性个体”的导师，他们皆痴迷于提出新的想法。佳能公司迷你复印机的案例，说明了在创建突破性概念时，中层管理人员在产品开发任务小组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上而下式管理：杰克·韦尔奇治下的通用电气
　
当杰克·韦尔奇于1981年成为GE公司的CEO时，他所接手的是一个作为官僚体制象征的公司。自此以后，他开始大刀阔斧地铲除官僚体制和层级体制。为了给企业带来必要的变革，他所采取的方式本质上是自上而下式的。其实，从他作为概念创造者和交易达成者的角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韦尔奇的自上而下式管理风格。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些角色。3
1.概念创造
1981年12月8日，韦尔奇向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提出了一个愿景，这成为他担任CEO初期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愿景就是要让GE服务的每个市场做到“数一数二”。他预言，在20世纪80年代，提供平庸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将没有立足之地。成功者将是那些在每项业务领域中坚持做到数一数二的企业。他向GE公司的经理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问题：
你能在要玩的游戏中、要发动的竞争中、要介入的冲突中成为数一数二吗？你能明确地去参加竞争或介入冲突，带好装备、“武器”、团队以及任何你想使用的比喻吗？在这个竞技场上，你能成为数一数二的选手吗？
韦尔奇没有留下问题的悬念，几乎是自问自答。他告诫说，任何不能成为数一数二的企业，无论什么原因，任何业务都将被GE公司排除在外。
如果我们未能做到数一数二，也没有或不能看到通向技术优势的路线，那么我们就必须扪心自问，回答德鲁克所提出的严酷问题：“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个行业，今天你会进入这个行业吗？”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管理层和公司……在1990年将不复存在。（Slater，1991，p.74）
韦尔奇所宣称的愿景，对于首次坐下来聆听他施政大计的证券分析师来说，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于那些相信公司已经是第一名的GE公司高级主管来说，这个愿景只是一个“大大的哈欠”，不足为奇。对一些不想让韦尔奇添乱的GE人来说，这个愿景是不受欢迎的或者是个“疯狂的想法”。但是正是韦尔奇不遗余力地追求他的愿景，使GE公司在10年后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尽管韦尔奇开始的努力经常未能传达出他内心的想法，但只要一有机会，韦尔奇就会不失时机地解释他的愿景。1982年年初，他在一个信封的背面画了3个彼此相扣的圆环，以此说明公司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这张后来被称为“三环概念”（three circles concepts）的草图，帮助GE公司清楚地看到了韦尔奇的宏大设计（见图5-2）。第一个圆环代表GE公司的核心业务，第二个圆环代表高科技业务，第三个圆环则是服务业构成的，总共15项业务。圆环内只允许那些能够做到数一数二的业务进入，圆环外没有达到数一数二标准的业务必须提出一个进入圆环的策略，否则就会被剥离掉。被放在圆环外并不意味着可以保持现状，这些业务可以选择“整顿、出售或关张”。韦尔奇所传达的信息再明确不过了。这张三环图清晰地呈现了韦尔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在组织内部更有效地传达他的愿景。
像“数一数二”“三环”或“整顿、出售或关张”这样的概念在本质上均属于战略概念。它们发出了关于GE公司战略方向的明确信息。但是，韦尔奇还依靠自己的想法，建立经营理念，这使他能够推动组织内部的根本性变革或像他所说的“革命”过程。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他提出了“速度、简单和自信”作为经营理念来推动组织内部的变革，并启动“群策群力”（Work-Out）计划，这个计划赋予团队内部一线员工针对业务问题推荐解决方案的权力。最近，他提出了“整合多样性”（integrated diversity）的概念，这个概念基于这样的信条，即GE公司的不同业务既可以保持独立运营，又能够如同一个团队一样紧密合作。最近，韦尔奇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是“无边界组织”（boundarylessness）。这个概念所发出的信号是要打破内部壁垒，如层级体制、地域和职能界限，同时努力团结公司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图5-2 GE公司的新形态
资料来源：《福布斯》，1984年3月26日。
GE公司的独特之处在于CEO自己推动了整个进程：提出概念（战略层面和运营层面），提炼它们，利用比喻和类比易于理解的方式传达它们，并且反复地再三重申它们。以“无边界组织”概念为例，这是一个许多人难以理解的原型。为了解释他的思想，韦尔奇用房子做类比说明组织内部存在的3种壁垒。它们包括：①作为水平方向壁垒的墙壁；②作为垂直方向壁垒的地板和天花板；③构成外部壁垒的外墙。他传达的信息很清楚：①打破作为墙壁的职能界限、产品部门界限及地域；②打破层级体制中的层级——地板和天花板；③与外部客户、供应商和资本合作伙伴建立密切的关系。韦尔奇相信“无边界组织”将取代官僚体制。
1981年，韦尔奇走马上任时，他就对官僚体制深恶痛绝。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清除GE公司的官僚体制。在1991年的年报中，他写道：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大力宣传消除GE公司的官僚体制和阶层——我们确实取消了“业务板块”“业务集团”和其他上层结构，但很多问题依然存在。遗憾的是，在GE公司的业务部门，仍然有可能找到看起来像是来自国家档案的文档，需要5个、10个甚至更多的签字才能采取行动。在某些业务中，你在小范围内可能仍会遇到很多的管理层：锅炉操作员向锅炉主管汇报，后者向公共设施经理汇报，公共设施经理再向工厂服务经理汇报，工厂服务经理再向工厂经理汇报，如此等等。阶层让彼此隔离，让办事速度减缓，让信息纷杂混乱。高度分层组织的领导就像人在寒冷的冬日穿上了几层毛衣，他们感觉温暖舒适，但对周围的环境现实一无所知。他们距离正在发生的事情太远了。
韦尔奇不断地重述自己的信息。他对自上而下式的结构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成为打击官僚体制的关键推手。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韦尔奇的“头脑、真诚和胆量”以及他的管理方式，GE公司的界限正在被打破。4
2.交易达成
韦尔奇还是一位达成交易的大师。在当权的前4年里，韦尔奇卖掉了125项业务。剥离出售给百得公司（Black & Decker）的家庭用品事业部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事业部生产熨斗、面包机和其他小家电，自20世纪初成立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GE公司形象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剥离是犹他国际（Utah International），这是一家在澳大利亚非常赚钱的煤矿资产型公司。出售这个业务单元（本身被视为一个业务部门）为GE公司带来了24亿美元的收入。韦尔奇把家庭用品和犹他国际这两项业务都放在了圆环之外，所以它们被出售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两笔交易着实考验了韦尔奇作为达成交易能手的创造力。第一笔交易是用63亿美元收购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非石油收购，韦尔奇对进行这笔大胆交易的理由做出如下解释：
RCA凭借其强大的美国国内业务阵容——国防、服务和NBC网络，将为通用公司提供一个强大的国内收入基础，从而为我们赢在全球市场的许多业务提供了动力……我们的国防业务应该能够形成协同效应，让国家和公司同时受益。服务和技术资产可以很好地互补……电视网络NBC是一项特别有吸引力的资产，它在让人兴奋的服务行业中排名第一。（Slater，1991，p.122-123）
这样的搭配看上去似乎非常理想，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在1933年之前，GE和RCA本身就同一家公司，后来GE和RCA迫于反托拉斯诉讼的压力才分开了。因此，52年之后它们似乎又属于一体了。但韦尔奇收购RCA与旧友联姻，并不只是为了扩大公司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这笔交易符合韦尔奇的宏大设计。
这笔交易是韦尔奇和RCA董事长桑顿·布拉德肖（Thornton Bradshaw）在布拉德肖位于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公寓达成的。韦尔奇主动打电话给布拉德肖。在这次会晤中，韦尔奇提出以61美元/股的价格收购RCA，比RCA当时47美元/股的市价还高出30%。他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这笔交易。
第二笔交易是交换，是韦尔奇与法国最大的电子公司——汤姆森公司董事长阿兰·戈麦斯（Alain Gomez）在法国一次短暂的交谈中敲定的。两家公司达成协议，用GE公司的消费电子业务交换汤姆森的医疗诊断业务外再追加8亿美元的现金。汤姆森公司收购了所有带有RCA和GE公司商标的电视、视频和音频产品，GE公司则收购了在欧洲销售的X光和其他诊断机器。正如韦尔奇回忆的那样，这就是一个自上而下式的决定：
我们不需要回到总部进行战略分析和看一大堆的报告。从概念上讲，我们花了大约30分钟就决定了这笔交易是否有意义。（Slater，1991，p.195）
这两笔交易让公众和媒体大吃一惊。事实上，RCA的交易可能是韦尔奇平生做过的最冒险的事。但是在两个案例中，韦尔奇完全掌控住了局面。正是韦尔奇作为达成交易能手的敏锐，使得他能够完成这两个“本垒打”（借用韦尔奇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
韦尔奇一次握手就达成交易的能力“验证”了他创造的愿景。事实上，他不必依靠他人来提供理由，他自己就能验证他的愿景和行动。这种力量在促进公司内部以及跨公司之间的组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时，变得特别有效。强势领导促进了跨越公司界限的组织之间的知识混合。
　
自下而上式管理：3M公司
　
在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3M），高层管理者并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连继任CEO们的姓名也不为人所知，他们的言行举止似乎与3M公司的员工没有什么关系。与之相反，个体发明家和创业者却更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很可能比CEO更出名。一位名叫迪克·德鲁（Dick Drew）的实验室技术员如何发明了遮蔽胶带和透明胶带的故事，还有一位名叫约翰·博登（John Gorden ）的销售经理如何发明了透明胶带用的内置刀片的胶带座的故事，都已经成为传奇。更近的有阿特·福莱（Art Fry）如何发明了那些无处不在的黄色小贴纸簿，也就是著名的便利贴（post-it）的故事，在公司内外已经让人耳熟能详。
在许多方面，3M公司都代表着与GE公司自上而下式管理方式截然不同的做法。在3M公司，指导原则是自主和创业精神，它们被提炼为如下的实践准则：
• 不要过度计划。
• 精简文书工作。
• 视错误为平常事。
• 定期跨界一下。
• 鼓励主动作为。
• 想法来自下面。
• 上面不要干涉。
• 高层不能扼杀想法。
• 保持一个小而扁平的组织结构。
在我们看来，3M公司是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的榜样，比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大公司都做得出色。
3M公司的管理方式，可能与它的起源有一些关系。1902年，明尼苏达州当地几个投资人购买了一座矿山，以为它蕴藏着非常贵重的硬质矿物刚玉，这种玉可以用来做高级的磨料。可是，该矿只含有低品位的矿石原料。失望的投资人得出的结论是：保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发现高价值的其他产品。1979～1986年，担任3M公司CEO的卢·莱尔（Lew Lehr）这样说：
销售员挨家挨户地敲门，却绕过采购人员的办公室，径直走到后面的工厂和伙计们交谈，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人们需要但是没人做的。5
结果，一家公司因此诞生了。在这里，无论是销售人员还是技术人员，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好手。
在发展初期，公司内部似乎就已经确立了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方式。第三任CEO威廉·麦克奈特（William Mc Knight）拥有会计专业背景，他这样描述在成长期是如何管理3M公司的：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对管理职位上的那些人授权，并鼓励员工承担责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这需要相当大的容忍度。被授予权力和责任之人，如果他们是好员工，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并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工作。在我看来，这些是我们想要的员工所具备的特质，只要他们的方式符合我们的商业政策和一般的运营模式，就应该得到鼓励。犯错误在所难免，但是如果员工本身是不错的人选，我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所犯的错误并不算严重，尤其是与独断专行的管理层教导手下员工必须如何工作所犯的错误相比。如果管理层不能容忍员工犯错误，只是一味地破坏性指责员工，我认为这会扼杀员工的主动性，而实质上，如果我们想要持续成长，就必须拥有众多具有主动性的员工。（Huck，1955，p.239）
1.有主动性的个人
多年来，3M公司一直有幸拥有很多像麦克奈特称之为“有主动性的个人”。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and Waterman，1982）称这些人为“英雄”，而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1985）称他们为“内部创业家”（intrapreneurs）。无论他们被称为什么，如果我们要了解3M公司的自下而上式管理的本质，就需要关注特定的个人。我们将在此重点突出介绍两个人——迪克·德鲁和阿特·福莱的故事。6
2.迪克·德鲁
在迪克·德鲁销售砂纸的时候，他注意到汽车行业的客户为双色汽车喷漆时所遇到的困难。一天，他答应油漆工要研制出一种可以解决他们问题的胶带。因为德鲁和3M公司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胶带，早期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接二连三的失败后，总裁麦克奈特害怕这会毁了3M公司在汽车行业客户中的声誉，他就告诉德鲁的上司将德鲁从胶带项目调走，回到砂纸的工作岗位上。
德鲁被分配的新工作，是研究砂纸用的柔性美纹纸（crepe-paper）。因为他满脑子都是要解决为双色车喷漆的问题，于是他产生了在美纹纸背涂敷黏合剂的想法。就当德鲁在实验室中试验自己的想法时，他撞见了麦克奈特，麦克奈特问他是否知道公司已经命令他停止胶带研究，重返砂纸的工作岗位。德鲁说他知道，但坚信自己的想法是可行的，它将如何给他的客户带来帮助。麦克奈特允许他继续进行胶带的研究，在经过数百次的失败之后，美纹纸背的胶带终于研制成功了。3M公司的第一个胶带产品——遮蔽胶带（masking tape）从此问世。5年之后，德鲁又发明出了透明胶带（scotch tape）。
3.阿特·福莱
当福莱在教堂合唱队唱歌的时候，他注意到插入书中标记选定圣歌的小纸片会掉出来。他决定发明一个可以黏到书页上，但撕下时又不会损坏书的标签（marker）。他利用公司中心研究实验室斯宾塞·席尔瓦（Spence Silver）4年前发明的可剥离黏合剂，自制了几种自贴纸原型。
感觉到这个市场可以不仅仅为赞美诗做标签，福莱在获得可以使用试验工厂的许可后，开始彻夜工作，开发在纸张上涂敷席尔瓦黏合剂的工艺。当他得知自己设计的机器可能要花6个月的时间制造，并且需要一笔费用时，他单枪匹马地在自己的地下室连夜做了一个粗略的版本，并在第二天早晨把它带到了工作地点。这个机器竟然可以工作。但是，市场人员对潜在客户做了一些调查，他们认为这种黏合不牢固的贴纸没有市场需求。福莱说：“即使我感到市场对这种产品会有需求，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解释它。就算是我找到词语来解释，也没人会懂……”相反地，福莱在3M公司内部分发了一些样品，请大家试用。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了，“便利贴”（post-it notes）轰动一时，这都要归功于阿特·福莱满怀激情和坚忍执着的创业精神。7
这些故事在3M公司内部无数次地被传颂。3M公司十分珍视这些故事，并让它们生生不息。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位英雄，都会呈现一段传奇。虽然每个故事的寓意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其中：“自由地追寻你的梦想”。即便你会遭受来自上司的反对或干预，也要追寻自己的梦想。无论你的初心要多久才能在市场上实现，也要追寻自己的梦想。即便你需要利用非正规的渠道，也要追寻自己的梦想。即使你会遭遇失败，也要追寻自己的梦想。
重要的是，除非公司给予每个人以自由的空间并资助他们的行动，否则个人即使富有主动性也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在3M公司，研究人员可以将多达15%的上班时间花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上。这个“15%规则”（15 percent rule）意味着，研究人员每周大约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3M公司还允许那些追求梦想的人使用公司的资源。阿特·福莱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利用放在实验室里斯宾塞·席尔瓦的黏合剂，自制了一些自黏的赞美诗标签。他还用了其他部门的设备——不同种类的杯垫和纸手柄来尝试他的想法。在3M公司，另一位具有主动性的员工——艾尔·鲍斯（Al Boese）和他的团队获得了一笔资助，用于探索无纺材料的新用途，并最终生产出超越镜头布的成功产品。
4.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导师
“老板”的想法在3M公司并不吃香，企业家喜欢相信他们能掌控自己的命运。20世纪50年代的一段往事说明了3M公司是怎样拒绝层级体制观念的：
艾姆斯·史密瑟斯（Amers Smither）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20世纪50年代末，他来电要撰写一篇关于3M公司的文章，为此采访了总裁比托（Buetow）。这位新闻记者一度提到，如果他能看到组织结构图，对3M公司的了解就会大大增加。比托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把这个话题岔开了。记者重复了几次他的请求，可仍然没有从比托那里得到直接的回应。
记者越来越恼怒，终于忍不住插话：“从您不愿意谈论或给我看组织结构图，我是否可以认为贵公司压根就没有组织结构图吧？”“哦，我们确实有一个，”比托一边回答，一边局促地把手伸进他的办公桌抽屉。“但我们不喜欢把它摆出来。这里有一些很棒的人，如果他们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可能会感到很沮丧。”（Pinchot，1985，p.208）
在这种环境中，老板很少发号施令。如果你记得的话，麦克奈特曾经干过，他担心德鲁在试验胶带时频繁的失败会损害3M公司在汽车行业客户中的声誉，所以责令德鲁的上司把德鲁从胶带项目中调走。我们都知道这道命令的结局，它被忽略了。在一家鼓励有功劳可以不服从的公司里，命令或指令的意义不大。
在3M公司里，高层管理者的作用就像导师、教练和辅助者。他们在那里慧眼识珠，发现那些热情、执着之人，并授权他们跟着直觉走。他们在那里保护下属免受过早的干预，而当时机成熟时就让下属一飞冲天。在3M公司内部，经常用以下说法来描述高级主管们的角色：“船长咬住舌头直到它流血。”这是海军的一句口头禅，说的是当船长看着下级军官第一次带着一艘大船停靠码头时所必须表现出来的耐心。卢·莱尔（Lew Lehr）解释说：
“船长咬住舌头直到它流血”的意思是，一旦辅助者押注了某人，他就不会公然反对这个人所代表的项目。辅助者需要具备的品质有信任、耐心和远见，这样才能分辨出一次性失败和致命失败之间的差别。8
作为一家将错就错成立的公司，3M公司一直把失败作为运营企业的平常事情来看待，引以为豪。莱尔承认在他的高层管理者同事中，每一位都支持过一些失败者。另外，现任CEO德西·德西蒙（Desi Desimone）承认自己曾经犯过错误，就是最开始他反对，后来结果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
实际上，在刚刚开始开发“新雪丽”（Thinsulate）时，我曾想放弃这个项目，还说：“已经够了，别干这事了。”即使这样，我还是网开一面，允许项目成员继续自主开发它。换句话说，在合适的阶段中，人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
除了咬舌头，用德西蒙的话说，3M公司的管理层还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咬紧牙关不放松”。
5.对新产品想法的痴迷
在3M公司内部，很少有事情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提出新产品的想法正是其中之一。当管理层不断鼓励员工提出新产品的想法时，每个员工都有自由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在3M公司内部甚至有一个可以作为行为准则的戒律——“第11条戒律”（eleventh commandment）。它宣称：“不要扼杀新产品的点子。”如果有人想阻止一个旨在开发新产品的项目，那么举证的重担就落在想阻止项目的人的身上，而不是提出它的人。3M公司的一位员工说：“当你将证明一个点子好的重担转换到要证明这个点子不好时，在改变崇尚创业精神的企业环境方面，你的贡献实在太大。”（Peters and Waterman，1982，p.227-228）
从形式上讲，3M的每个事业部都必须遵守公司的要求，即至少25%的销售额必须来自5年之前就不存在的产品。这个要求是3M公司独有的，并成为公司财务结构背后的积极推动力。它还促使每个事业部的管理者开发新产品，尤其是高层的薪酬还与来自新产品的销售比例挂钩。按德西蒙的说法，近年来这一百分比在全公司范围内已经超过30%。
这种要求在公司内部推动了“15%规则”和“第11条戒律”，并且鼓励了与公司外部的客户和用户之间的密切接触。为了促进新产品的开发，3M公司几乎为任何想法提供资助，并且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试点测试设施。有关支持3M公司持续创新过程的各种组织特征，请参见图5-3。
　
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佳能公司
　
20世纪70年代末，佳能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担心，面向办公市场的普通纸复印机的需求最终会趋于平稳、停止增长。佳能公司于1970年就进入了普通复印机业务，当时它推出了NP1100，售价88万日元。
1979年年初，佳能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要求35岁左右的研究人员开发一款全新的复印机。时任高级董事总经理兼成像业务机器开发中心主任、当时负责这项开发工作的田中弘（Hiroshi Tanaka）说：“我们坚持开发一款任何人都可以用，并且生产成本最低的小型多功能产品。”10
新产品将针对小型办公室、小企业主、像医生或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在家工作的推销员或作家，甚至是家庭，简而言之，就是那些购买普通纸复印机供个人使用的人士。为了吸引这个市场的消费者，新产品必须小巧、轻便、价格低廉且易于使用，但品质不能含糊。公司技术规划和运营中心主任山之内照雄（Teruo Yamanouchi）说：“高层管理者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而不是命令，就是要实现基于全新概念开发‘1 000美元复印机’的梦想。”（Yamanouchi，1991，p.344-345）。


图5-3 3M公司持续创新的组织特征
经过多次非正式讨论后，关于个人复印机的一个粗略的形象开始显现了出来，它符合高层管理者设定的广泛的指导方针。该形象可以用如下5个目标来表述。第一，复印机必须持续复印出清晰、稳定的复制文件。第二，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小和最轻的（少于20千克）。第三，它的售价应该是当时市场上最小的普通纸复印机的一半左右，或低于200 000日元或1 000美元。第四，它应该尽可能接近免维护，无须更换零部件或定期维修。第五，它应该创意十足并包含有趣的元素（例如，使用颜色或不同的纸张尺寸）。“确立这些目标时，我们既没有技术解决方案，也不知道这些目标是否切实可行。”山之内照雄（1991，p.346）补充道。
1.可行性研究小组
佳能公司成立了一个可行性研究小组，研究要实现该项目都需要些什么。该小组共14名成员，由二反田宏（Hiroshi Nitanda）领导，其中8人来自研发部门，3人来自生产部门，2人来自市场部门，1人来自产品设计部门。这个小组的平均年龄是28岁。小组从技术分析开始，对于重要问题十分清楚：普通纸复印机为什么如此昂贵？为什么它们需要大量的维修？
这个可行性研究小组成员面临着一个艰巨的挑战。他们必须解决可靠性和成本之间的矛盾。通常，为了提高可靠性，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当成本降低时，服务需求又可能增加。怎样才能同时提高可靠性和成本呢？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必须抛弃一般的常识，并创造“一台新款复印机是如何工作的”的全新概念。在内部，这个挑战被称为创造“佳能革命”（Canon Revolution）。
可行性研究小组的成员发现，他们提出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大多数普通纸复印机采用复杂且精致的成像结构，这需要定期维护。除了卡纸之外，研究人员发现97%～98%的复印机服务问题，均与硒鼓及其周边结构有关。由于这部分维修成本非常高，因此只要减少定期维护的任何举措，都意味着复印机的售价可以显著降低，甚至免维修的话，复印机的售价会变得更低。
可行性研究小组成员在几次即兴的合宿活动或营地会议上进行了直言不讳的辩论，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过夜，在远离尘嚣之处进行头脑风暴研讨。小组成员不仅在内部开展辩论，还邀请来自佳能公司其他领域的人来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正如可行性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斋藤纪（Kei Saita）指出的，管理小组内部存在的不同“节奏”（rhythms），成了头脑风暴营地会议期间获得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关键：
要解决像成本和可靠性之间“拉锯战”式的根本性问题，需要重新调整个人的心智。首先，一个人需要问：“本质是什么”然后，可以把处理它的可用方法逐一列举出来供大家讨论。我觉得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截然不同，后者是确定选用哪种技术来制造产品。当我们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混淆在一起时，所得出的结果就会大打折扣。通常。当人们的节奏彼此不一致时，就会发生冲突。当他们在发散思考时，强行把他们硬拴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从一开始节奏就是一致的，几乎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只能给出一个主要命题，然后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进行完全发散思考，彼此竞争。由于不是只有一个小组，而是同时有几个小组并行工作，自然会有一些浪费，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也知道这一点。创造发散和收敛的不同节奏是让营地会议成功的诀窍所在。11
营地会议是一个理想的论坛，它将具有不同节奏的人汇聚一堂，期间会发生冲突，最终再将步调调整一致，这样才能找到创意十足的解决方案。
2.一次性墨盒
经过大量的辩论（或“拉锯战”）后，其中出现的一个点子让每个人感到眼前一亮。如果复印机最麻烦的部分——硒鼓及其周围结构可以做成一次性的，那么用户在复印了一定数量后，只需丢弃整个模块，然后插上一个新的硒鼓取而代之，问题不就解决了？有了这个点子，复印机基本上就是免维修的。传统复印机中的硒鼓，是一个使用寿命未确定的组件，这意味着它在某个时间点肯定会出故障，然后就必须进行修理，可行性小组却提出了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考虑硒鼓。它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寿命虽有限，但可确凿预知的墨盒。复印机所有的主要部件——感光滚筒、墨粉和显影组件，都将全部安放到一个一次性的墨盒中。因此，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使用一次性的成像墨盒消除了对定期维护服务的需要。田中弘在1982年曾反思了这次突破：
迄今为止，复印机的维修和服务电话一直是复印机业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复印机的电路、显影剂以及充电单元都非常复杂，哪怕是环境最小的变化也容易受到影响。有些地区缺乏足够的合格服务工程师，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我们决定采取一种方式，将与服务有关的障碍放入受保护的墨盒中（这是复印机的心脏，在复印了一定数量后就可以进行更换），从而消除了用户打电话找服务工程师的需要。我们把墨盒的寿命设定为复印2 000份文件。12
一次性墨盒是一个概念性的突破，并触发带来了其他益处。二反田宏这样解释由此产生的涟漪效应：
把硒鼓和周边组件包装成一个墨盒的想法对我们的启示很大。首先，一旦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可以简化结构，只需要很少数量的基本部件。所以，通过在设计上的组合，高精度设计变得可能。产品变得不那么凌乱。另外，因为不再需要单元之间的解除结构，这个关键模块也变得相当紧凑。所以，低成本和高可靠性将同时实现。而且，使用了墨盒，墨粉的封条在客户收到后才打开。这意味着工厂需要开发一个没有成像检查的生产工艺。其结果是带来了更高的效率。13
为了分析后来被称为“迷你复印机”（Mini-Copier）的成本结构，可行性研究小组还组织了两次额外的营地会议，一次在东京附近的海滨度假胜地，另一次在东京的一家小型商务酒店。自然地，作为成本最高的部件，感光硒鼓变成了成本削减讨论的焦点。当许多可行性研究小组成员对成本下降一位数的提法表示怀疑时，田中弘差人出去买了一些啤酒。小组成员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讨论设计的问题，田中弘握着一个啤酒罐，大声地问道：“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啤酒罐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让小组成员陷入沉思：制造铝罐的工艺是否可以应用到铝制复印机硒鼓的生产上。通过探索硒鼓和啤酒罐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迷你复印机可行性研究小组提出了以低成本制造一次性墨盒的工艺技术。
一次性墨盒带来了概念上的突破，使整个产品的开发进程迅速向前推进。通过逆向思维，即把由长寿部件组成的整个成像结构，重新定义为由固定寿命、可一次性丢弃的部件组成，可行性研究小组成员得以将一个粗略大致的形象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图5-4描绘了佳能公司内部所称的“逆向概念”（reverse concept）。


图5-4 逆向概念：一次性墨盒的创造
资料来源：佳能公司。
3.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
在取得了概念上的突破，并且对成本分析的结果感到满意后，佳能公司决定继续推进迷你复印机的产品开发。1980年9月，田中弘领导的一个正式的特别工作组成立了。最开始，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有130名成员，后来发展到近200人，其中包括了纯研究、产品开发、生产工程以及消费者研究等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营销专家。公司总裁贺来龙三郎（Ryuzaburo Kaku）出席了启动会，并针对项目的重要性和佳能公司必须通过技术取胜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但贺来没有提及具体细节。
虽然创立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对于影印产品业务群而言是第一次，但对佳能公司来说是第二次了。当时第一个特别工作组是为开发AE-1相机而成立的，这种内置了微处理器的单反相机于1976年推出。AE-1被认为是佳能公司所开发的最成功的产品。
与迷你复印机一样，AE-1特别工作组提出了新点子，来满足高层管理者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特别工作组成员按照要求开发高品质的自动曝光相机，它必须紧凑、轻量、易用，并且价格比流行的单反相机便宜30%。为了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项目团队在相机设计和生产方面实现了多个“第一”：在照相机内安装一个由德州仪器定制的集成电路组成的电子大脑；模块化生产使得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将零部件的总数量减少30%～40%。AE-1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回忆说：“这是一场斗争，因为我们必须否定传统的思维方式。”
作为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的组长，田中弘看到了该项目与AE-1项目的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以特定的价位和产品特性开始，都设定了野心勃勃的目标，并且通过抛弃传统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因此，田中弘很自然地试图将AE-1开发项目期间积累的许多诀窍转移到迷你复印机项目上。他甚至采用“让我们制造复印机中的AE-1”作为迷你复印机项目的口号。很明显，他是要复制AE-1在市场上的成功。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想动员公司内所有力量来支持迷你复印机。特别是，田中弘从AE-1的经验中认识到，研发和生产工程部门的共同努力是开发过程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当时，生产工程组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照相机上面。田中弘提出“让我们制造复印机中的AE-1”这句口号，部分原因是将以照相机为导向的生产工程组吸引到复印机项目上来。
田中弘将特别工作组一分为二，分别任命了一位研发和生产工程部门的人员担任小组组长。如图5-5所示，研发组位于右下方，而生产工程组位于左下方。特别工作组还包括两个评估小组。第一个是产品质量评估小组，它规定复印机的目标应该达到家用电视机的维修频率水平。该小组收集了与电视机维修频率有关的详尽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为复印机制定了所有质量标准。第二个是产品成本评估小组，它分析了要实现零售价在20万日元以下所需的成本和质量标准。特别工作组还组建了两个额外的小组：第一个是市场小组，邀请来自全世界的复印机销售代表提出市场方面的想法；第二个是销售软件小组，负责检查像颜色使用之类的软件选项。
特别工作组组员知识背景的多学科性使组员们长期受益。一位组员在入职佳能公司一年半后就加入了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他当时年仅24岁），回忆道：
通过特别工作组，我认识到了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有多么重要。仅仅从“知道做什么应该去问谁”这一项中，我就受益匪浅。那时建立的个人关系网现在仍然是我的一笔宝贵财富。（Magami，1990，p.85）


图5-5 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的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佳能公司。
作为一项规则，来自研发小组和生产工程小组的代表每周碰一次面，经常针对成本和可靠性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基于两个小组的性质，它们有着不同的思考过程。对此，一位项目成员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来自研发部门的人认为1%够好了，这是可以继续进行的明确标志。但是如果来自生产部门的人认为1%不好，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这种认知上的差距会造成冲突。”但同时，每周例会有助于产生协同效应。时任研发中心副经理的斋藤纪观察到了下面的现象：
在任何公司，好的产品都是当生产工程部门和设计部门在一起通力合作时创造的。与生产工程部门一起合作，我们可以提出一致的零部件设计方案，或在装配线上达成一致，产品应该如何组装以及按照什么顺序组装，或者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以及是否可行（例如，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自动化生产）。如果只是我们（在产品设计中）在行动，就很容易准备图纸，并做我们喜欢的事情，但在整体产品实现方面考虑不周。所以，我们与生产工程人员讨论，以及我们随后按照自己的方式满足他们各种要求的努力，使得我们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都减少了。14
二反田宏被任命为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内研发小组的副组长，他把项目的成功归功于不同职能部门、不同年龄和职务的团队成员之间坦诚而开放的讨论。他和其他参加可行性研究团队的中层管理者一起，在几条战线上发挥了关键的整合作用。一项明显的整合是特别工作组内部跨小组之间的整合。田中弘引用了以下的案例来阐述这一点：
基于20万日元或1 000美元的目标零售价，我们让来自研发、生产工程和产品成本评估小组的人将目标成本分配到各个组件上。我们制定了给纸装置、光学部件、硒鼓、充电器等的目标成本。每个小组都全力投入将目标成本落到实处。我们会进行无数次的讨论。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就把规格拿出来，为实现目标进行一次彻底的价值工程分析。15
二反田宏进行的另一个整合，他把一批非常年轻的工程师分配到研发小组内部的7个小组里。每个小组都由2～10名20岁出头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在佳能公司都只有2～3年的工作经验。唯一的例外是复印过程设计小组，其成员年近30岁。这个小组在挑选组员时，经验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每位组员必须精通几个不同的技术领域。
特别工作组的年轻工程师一点也不怯于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甚至有时会挑战资深的前辈。他们的好胜和自主正是佳能公司内部所推崇的文化的一部分。公司核心的企业哲学之一始终是所谓的“三自精神”（three-self spirit），鼓励每个员工“本着自我激励、自我学习、自我管治的精神行事”。按照中心实验室主任的说法，这3个词被镌刻在正门入口的3根立柱之上：
三自精神使我们能够以自下而上式的方式运营。基本上，你在这里可以做能令自己高兴的事情。我们没有严格的规则。从过去的经历来看，即使你尝试新事物的努力失败了，也不会有人呵斥你。（Iwabuchi，1992，p.162-163）
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反思他在特别工作组的经历时评论说：“我们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产品开发当中，但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直接上级正在忙于对他们的顶头上司进行管理。”（Magami，1990，p.85）。事实上，二反田宏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第三次整合是针对高层管理者的。这些中层管理者经常与各个内部组织的头脑进行非正式的沟通，包括研发部主任御手洗肇（Hajime Mitarai）、生产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内藤一夫（Kazuo Naito），还有企业技术规划和运营中心主任山之内照雄。这些中层管理者与指导委员会的正式会议（见图5-5）每两个月会安排组织一次。二反田宏对设置这种会议的理由解释如下：
由于特别工作组人员体系十分庞大，让每个人都处于同一水平是很重要的，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由董事会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田中弘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每两个月会面一次。我们按计划检查了项目的进度，并讨论了当我们遇到问题时，需要做哪些突破。在这个委员会中，我们还讨论预算问题。（Iwabuchi，1992，p.126）
在项目结束时，二反田宏通过名为“在我的家里测试”的产品质量评估计划，邀请高层管理者参与进来（他们可是真的在自己家里测试迷你复印机）。他回忆说：
那是在1982年，我们把复印机送到总裁贺来、副总裁山路（Yamaji）和其他人的家里，请他们试用新机器。我们还把它们摆在不同的办公室里，但没有收到故障报告。结果，谁也没有把复印机退还给我们。（Iwabuchi，1992，p.124）
那时，二反田宏、斋藤纪和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的其他成员知道他们手上有了一个制胜的“法宝”。1982年年末，佳能公司推出了两个型号的迷你复印机——PC-10和PC-20。这些机器为佳能公司产生了470项专利，仅新的墨盒系统就占了340项。
迷你复印机开发项目创造的知识随后在公司内部被应用到许多重要的领域。首先，由迷你复印机产生的产品知识，特别是关于一次性墨盒的产品知识，已经在佳能公司推出的其他成功的办公自动化设备中得以应用。这些设备包括佳能公司拥有全世界80%市场份额的激光打印机、传真机和缩微胶片阅读打印两用机。其次，通过迷你复印机项目获得的制造工艺知识（例如零部件数量减少1/3，零部件加工精度提高10倍，导入自动成像检测系统）为复印机生产实现自动化铺平了道路。这种转变有助于提高复印机和商用机器的销量，它们目前占佳能公司销量的3/4以上。最后，从迷你复印机获得的组织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层管理者发挥关键作用和跨职能专业合作的重要性，也反映在今天佳能公司的管理方式上。我们还看到中层管理者的各种角色：组织知识的创造者和转换者、过程促进者和变革代理人。他们培育直接对话的氛围，并把自己置身于组织内部相互作用的中心。正如二反田宏今天回忆的那样：“在经历了迷你复印机项目之后，我确信年轻人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例如，在每天早上的晨会上，我会留出30分钟的时间，让他们畅所欲言，并把它记录成备忘录，在中午之前把要点分发出去。”（Magami,1990，p.85）。
　
3种管理模式的比较
　
上面介绍的3个案例，有助于我们识别GE公司（自上而下式）、3M公司（自下而上式）和佳能公司（自中向上而下式）3种管理方式之间的差别。用表5-1作为参考框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每个案例中，究竟谁是知识创造的代理人。很明显，在GE公司的案例中是CEO杰克·韦尔奇；在3M公司是内部的迪克·德鲁、阿特·福莱和其他具有创业家精神的个人；在佳能公司是中层管理者二反田宏和斋藤纪。韦尔奇在GE公司内部担任“指挥官”，负责创造概念并亲自验证它们，但3M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更像是赞助者和导师。与本田公司思迪例子中的川本一样，佳能公司的二反田宏更像是催化剂一样，把实际的知识创造过程留给他委派的中层管理者。因此，二反田宏和斋藤纪通过让高层和一线同时参与，负责执行这个过程的5个阶段——共享隐性知识、创造概念、验证概念、建立原型和跨层转移知识。本章下一节将进一步详细讨论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在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现在，我们转向表5-1的关于什么的部分。我们注意到，3种模式积累的知识类型是不同的。如前面提到的，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主要涉及显性知识，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涉及隐性知识，而自中向上而下式同时覆盖以上两类知识。此外，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为实现知识转化的所有4种模式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环境，而两种传统管理模式仅限于其中的两种转换模式。
第六章将更深入地处理表5-1关于哪里和如何部分，还提出了一个更有利于知识创造的新组织结构，我们能够看到3种模式在进行交流沟通方面的差异。韦尔奇创造的概念，如“数一数二”和“速度、简单和自信”，几乎被作为一道必须遵守的命令或指示下达给组织。在3M公司的案例中，具有主动性的个体产生想法，而是否沟通由相关的个体决定，他们以自组织的方式工作。相反，像佳能和本田这样的公司更多地依赖双向沟通，如对话、营地会议和喝酒会（事实上，有些公司用“nommunication”这个词，它是由日文中喝酒的词“nomu”与“communication”组合所产生的混合词，来描述这种会议），并经常使用比喻和类比。



第四节 创造知识的团队
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中，创造新知识需要一线员工、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的共同参与。企业中的每个人都是知识的创造者。事实上，任何一个人贡献的价值不是由他在组织层级体制中的位置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给整个知识创造体系所提供信息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中，角色和责任之间就没有区别。实际上，创造新知识是以下3个参与者之间动态相互作用的产物：知识实践者（knowledge practitioners）、知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s）和知识官（knowledge officers）。
截至目前，我们已将组织知识创造中的3个关键角色命名为一线员工、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但事后看来，这些头衔都是从传统的层级体制组织结构中继承下来的，其主导的管理过程是自上而下式的。在一个可以同时利用层级体制和特别工作组的组织结构中（在下一章中深入讨论的主题），我们需要命名一套更合适的头衔。我们将用“知识创造型团队”（knowledge-creating crew）这个术语来指代参与公司内部知识创造的所有个体。知识创造型团队由知识实践者、知识工程师和知识官组成，这3类参与者大致对应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3个头衔（见表5-2）。
表5-2 知识创造型团队


知识实践者负责积累和产生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隐性知识打交道的“知识操作者”（knowledge operator）和与显性知识打交道的“知识专员”（knowledge specialist）共同构成了知识实践者。知识工程师负责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反之亦然，从而促进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知识官负责在企业层面管理组织知识创造的整个过程。
这些团队成员区别于彼得·德鲁克所谓的“知识工作者”。按照德鲁克的观点（1993，p.8），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如资本、土地或劳动力），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工作者“拥有”知识，并随身带着它走遍天涯。德鲁克把知识视为一种“资源”，其主要关注的是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我们将知识视为资源和“产出”，更关注由知识创造型团队创造的知识。我们对知识团队成员的定义也与“符号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的定义不同，这是由赖克（Reich，1991，p.177）创造的一个术语，通常指动脑而不是动手的人群。我们将在下面发现，知识创造型团队中的成员是既动脑也动手的人。
　
知识实践者
　
知识实践者的基本角色就是知识的体现。他们每天积累、产生和更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几乎就像“行走的档案”一样。因为他们大都工作在业务一线，这意味着他们经常与外界直接接触，所以他们能获得关于市场、技术或竞争方面最新的信息。他们积累和产生的知识质量取决于他们在日常业务一线直接体验的质量。因此，知识官和知识工程师需要为他们分配尽可能具有挑战性和探索性的任务。
上面提到，知识实践者由两个互补的团体组成——“知识操作者”和“知识专员”。知识操作者以基于经验的具体技巧的形式，积累和产生丰富的隐性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一线员工或直线经理，最接近业务的现实。知识操作者，具体包括：在市场上与客户接触的销售组织成员，在生产线上熟练的工人和主管，熟练的工匠，直线经理和其他从事业务的操作层面的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各个场所接触现实，通过亲身经历积累隐性知识。
一般情况下，知识操作者既动脑也动手。在日产汽车，作为测试驾驶员的“矢崎小组”成员，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知识操作者。这些测试驾驶员经常在某个国家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感受当地的驾驶条件和驾驶风格，同时体会当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当设计人员和规划人员进行新产品开发项目，征求他们对正在开发的车型在该国相对于竞争对手可能表现得如何时，他们的经验和诀窍就变得非常宝贵。矢崎小组的成员根据他们对当地环境和竞争车型的深入了解，针对新车型的潜在问题提出反馈意见。有时，他们会在试驾时带上设计工程师一起进行驾驶试验，让设计师实际感受这些问题。
类似的亲身体验变成了一线销售人员中新知识的基础。例如，日本领先的服装公司，像“恩瓦德”（Onward-Kashiyama）、“望族”（Renown）或“山阳”（Sanyo）会把它们的销售人员派到大百货公司的卖场，鼓励他们与客户展开直接对话。因为大多数客户的需求是隐性的，他们无法准确和明确地说出自己真正需要或想要什么。在被问道“您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时，大部分客户往往用他们过去所获得的有限显性知识回答。通过与客户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些销售人员可以调动客户的隐性知识库。这些知识增强了服装公司辨别善变的客户在想什么，并相应地制订未来计划的能力。
知识实践者的另一个团体——知识专员，也在积累、产生和更新知识，但与知识操作者感兴趣的类型不同。知识专员可以调动以技术、科学和其他定量数据形式表达的、结构良好的显性知识，这类知识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传输和存储。这个团体包括从事研发工作的科学家、设计工程师、软件工程师、销售工程师、战略规划师，以及像在财务、人事、法律和市场研究等管理职位上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接近于赖克所谓的“符号分析师”，主要就是脑力劳动者。
关于知识专员的几个例子马上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例如，本田公司思迪开发团队的年轻成员、松下公司家用面包机开发团队成员和佳能公司迷你复印机开发团队成员，都有资格成为知识专员。卡夫食品公司的系统工程师制订了微营销计划，为超市提供及时、准确的最佳商品组合和促销建议（更多细节可参见第三章），他们也属于这一团体。夏普公司的企业研发团队研究人员也在履行知识专员的职责。他们收集关于每个业务集团研发需求的信息，与各个业务集团的研究实验室共享研究的成果，并且为业务集团开发原型。市场研究人员是知识专员的另一个例子，他们进行访谈、收发问卷，然后运用复杂的定量方法对收集到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
在理想情况下，知识实践者应具备以下条件：①他们拥有较高的智力水平；②他们具有强烈的承诺感，按照自己的观点重新创造世界；③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公司内和公司外的；④他们能熟练地与客户以及与公司内部的同事展开对话；⑤他们能够与他人公开地进行坦诚的讨论和辩论。
　
知识工程师
　
我们已经再三指出，中层管理者是创造知识的企业的知识工程师，他们充当了高层富有远见的理想与业务一线混乱市场现实之间的桥梁。他们通过创建中程业务和产品概念，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进行调解。他们重塑了现实，换言之，他们根据公司的愿景来设计新知识。
扮演知识工程师角色的中层管理者，本田汽车公司的渡边庆尾、佳能公司的二反田宏和松下公司的田中郁子立刻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本田公司，高层管理者决定尝试一些全新的东西，在渡边庆尾的产品开发团队层以“高个子男孩”概念的形式得以具体化。在佳能公司，当二反田宏和他的特别工作组创造了“易于维护”的概念，并最终催生了迷你复印机时，公司的宏愿“超越相机业务，创建卓越企业”才变成了现实。而在松下公司，公司的宏大概念“人性化电子”通过田中郁子和其他人的努力也变成了现实，他们创造了“轻松且丰富”这个中程概念，并将其体现在全自动面包机中。
在重塑现实中，知识工程师引领着知识的转换。他们虽然在将隐性的意象和设想转换为显性概念时（即外显化）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但是实际上他们促进了所有4种知识转化的模式。他们综合一线员工和高层管理者的隐性知识，使它变成显性知识，并将其纳入新的技术、产品或系统。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擅长知识转化的其他3种模式——社会化、组合化和内隐化。
除了知识转化，知识工程师还扮演着另外两个关键角色，两者都涉及知识螺旋的创造。第一个角色是他们促进知识螺旋沿着认识论的维度，跨越知识转化的不同模式。在社会化模式中创造的知识，可以触发在知识转化的其他3种模式中创造知识，并产生我们在图3-3中展示出的螺旋线。第二个角色是他们促进另一个螺旋沿着本体论的维度，跨越不同组织层面。在个体层面创造的知识可以上升到团体层面，然后上升到组织层面，有时甚至能上升到组织间的层次。我们将回到上面提到的3位知识工程师，看看他们是如何促进这两个螺旋形成的。
我们先从田中郁子说起，她调动家用面包机开发团队的其他人，不仅为团队，还为整个公司创造了知识。她用以下方式促进了知识转化和知识螺旋：①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社会化），她在大阪国际酒店学到了主面包师制作面包的隐性奥秘；②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外显化），她将这些秘密转化为显性知识，这样才能将技术诀窍传达给她的团队成员和松下公司的其他人；③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组合化）,团队将这些知识标准化，将其整合到手册或工作簿中，并在产品中体现出来；④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内隐化），田中郁子和她的团队成员通过创造创新产品的经历，丰富了自己的隐性知识库。从开发家用面包机中获得的给予产品真正品质的崭新隐性洞察，又被传递到松下公司的其他员工，用来制定厨房电器、电视机和白色家电类似的质量标准。这样，田中郁子在整个公司引发了一个知识螺旋。
同样，渡边庆尾和二反田宏分别创造了本田公司和佳能公司内部的知识螺旋。渡边的“球形”意象和他的“汽车进化论”比喻最终促使了“高个子男孩”概念的提出，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来开发思迪车型。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二反田宏提出了“易于维护”的概念，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地开发出迷你复印机用的一次性墨盒。10年后，与“高个子男孩”相关的隐性知识被用来开发两款1994本田车型（Ascot和Rafarga），它们的卖点就在车体的高度上。同样，20世纪80年代末，与“易于维护”相关的隐性知识被用来开发佳能公司的激光打印机，该打印机也采用了一次性墨盒。
中层管理者要想成为有效的知识工程师，就必须满足许多的条件：
①他们必须具备一流的项目协调和管理能力；②他们能够熟练地提出假设，才能创造新的概念；③他们有能力整合各种知识创造的方法；④他们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来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的对话；⑤他们善于利用比喻来帮助他人产生和表达想象力；⑥他们能够在团队成员之间建立信任；⑦他们有能力根据对过去的理解来设想未来的行动方案。
　
知识官
　
知识官通常是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主管，他们的基本角色是在企业层面管理整个组织的知识创造过程。知识官会根据切身实践制定和控制这个过程，有时也会采取“走动式”（wandering around）管理。有时在管理这个过程时，他们从日常运营中分离出来，决定是否成立一个项目并配备资金。知识官通过以下举措给公司的知识创造活动带来一种方向感：①阐述公司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宏大概念；②以企业愿景或政策声明的形式建立知识愿景；③制定标准以验证正在创造的知识的价值。
如果说知识实践者的工作是知道“是什么”，那么知识官的工作就是知道“应该是什么”。知识官负责阐明公司的“概念伞”，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宏大概念，它将识别看似分立的活动或业务的共同特征，并连接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NEC公司，高层管理者根据几个核心技术给公司的知识库进行分类，然后创造了“C&C”来表示计算机和通信。在花王公司，伞概念是“表面科学”，指给材料表面涂层的技术。这一概念引导公司实现了产品多元化，从洗涤剂到化妆品再到软盘，所有这些都是花王公司核心知识库的天然衍生物。
知识官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建立知识愿景，它定义了公司的价值体系。正是这个价值体系，可以评估、验证和确定公司创造的知识质量。知识官应该意识到，他们的雄心和理想决定了公司创造的知识质量。虽然高层管理者的理想很重要，但这还不够；他们需要培育知识创造型团队其他成员高度的个人责任感。要做到这一点，企业更需要一种开放和模糊的愿景，可以做出多元化的解读。一个相对模糊的愿景，给自组织团队成员留下设定自己目标的自由和自主性，使他们更加投入地去弄明白高层的理想真正意味着什么。在本田公司，像“让我们赌一把”这样含糊的口号和极其宽泛的使命宣言，使本田思迪团队可以设定自己的目标，并提出创新的新概念。
知识官还负责验证由团队不断开发的知识的价值。他们需要从战略上决定支持和发展哪些领域。我们发现像真、善、美这样的定性标准，与像效率、成本或投资回报等这样的定量标准同等重要。
在马自达继续开发旋转发动机（rotary engine）的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定性验证方面的经典例子。早在1974年，从事新发动机产品开发的团队就面临公司内部要求放弃项目的沉重压力。旋转发动机被视为“油老虎”，反对者认为它永远不会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但是时任开发团队负责人、现任公司总裁的山本健一（Kenichi Yamamoto）认为，停止项目就意味着放弃公司彻底改变内燃机的梦想。“让我们这样考虑一下”山本提议道，“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而应对这一挑战就是我们的命运。”山本援引了公司的基本愿望——他所谓的“致力于不妥协的价值”以及高层管理者曾经阐明的技术领导战略，以彰显旋转发动机项目体现出了组织对其愿景的承诺。继续该项目的决策最终使公司开发出一款成功的旋转发动机跑车——Savanna RX-7。
我们已经看到几位高层管理者化身知识官的角色。第一位是佳能公司的田中弘，在开发迷你复印机的时候，他是高级董事总经理。田中弘负责迷你复印机的整个开发过程：建立初始的可行性研究小组，组织营地会议，使用以啤酒罐作为感光硒鼓的比喻，采用“让我们制造复印机中的AE-1”作为迷你复印机特别工作组的口号，鼓励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第二位是川本信彦，他在开发思迪时任副总裁，现任本田公司总裁。川本任命渡边麻布担任思迪项目的组长，并交给他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创造与现有概念截然不同的东西”，并且数次驳回了项目团队的提议，告诉渡边一切从零开始。但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川本信彦给予年轻的项目团队相当大的自主性和权力。
在理想情况下，上级或高层管理者应具备以下特征才有资格成为知识官：①能够阐明知识愿景，给公司的知识创造活动一种方向感；②能够向团队成员传达该愿景以及它基于的企业文化；③能够验证基于组织标准创造的知识的质量；④选择合适的项目负责人的杰出才能；⑤愿意在项目团队内部创造混沌，如设定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标；⑥熟练地与团队成员互动，并获得他们的承诺；⑦能够指导和管理组织知识创造的整个过程。
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过程模式——“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它为组织知识创造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最佳环境。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综合了两种传统模式（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的优点。对于一家创造知识的企业来说，要充分利用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就必须重新考虑其主要参与者的角色。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由知识实践者、知识工程师和知识官组成的知识创造型团队，以促进知识创造过程的顺利进行。此外，创造知识的企业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结构，为这些知识团队成员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这种基于知识的新组织结构将在下一章中提出。



第六章 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
第五章提出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是最有利于组织知识创造的管理方式，但要让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有效地运转，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支持管理过程的组织结构。知识创造不仅对管理过程有影响，对组织结构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组织结构——超文本式（hypertext）组织，它能够促进组织高效且持续地创造知识，我们为此发展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随着知识和创新成为竞争成功的核心，人们对传统组织结构越来越不满意就不足为奇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组织结构一直在两种基本类型之间摇摆：官僚体制（bureaucracy）和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但是，当开始面对知识创造时，这两种组织结构都不适宜，我们需要的是两者之间的某种组合或综合。
在本章中，我们将发现这样的综合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模式。这就是美国军队，它在和平时期采用官僚体制，在战时则采用高度特别工作组。我们认为，在二战中，美国对日本的胜利，是综合型组织结构（美国军队）对纯粹官僚型组织结构（日军）的“组织”胜利。
以军事案例为序曲，我们引出了两个案例研究，日本企业正试图完成对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的综合。花王公司可以作为新的综合组织结构的“过渡”模式，而夏普公司可以作为“更成熟”的模式。在开始介绍超文本式新型组织结构之前，我们先快速浏览一下这两种传统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它们构成了新型组织结构的基础。



第一节 对传统组织结构的批判
在具体采用哪种组织架构方面，组织在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之间的摇摆不定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马克斯·韦伯断言，现代社会中最合理和最有效的组织具有官僚体制的特征（Gerth and Mills，1972，p.196～198）。1 在条件稳定时，官僚体制组织结构运作良好，因为它强调具体职能的控制和可预测性。官僚体制组织结构的特点是高度正规化、专业化、集中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作流程的标准化来实现组织协调，适合于大规模有效地开展日常工作。它在稳定和成熟的行业中被广泛应用，基本上处理的都是合理化的、重复性的工作。
然而，官僚体制控制是以牺牲个人能动性为代价的，并且在不确定和快速变化的时期可能会出现极度的功能失调。2 官僚体制还会滋生其他功能失调的不良现象，如组织内部阻抗、繁文缛节、关系紧张、责任推诿、目标主义和本位主义（Merton，1940；Selznik，1949；Gouldner，1954）。它还妨碍了组织成员的自我激励。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参与式和有机的组织结构在自我激励方面比官僚体制更有效（Mc Gregor，1960；Likert，1961；Argyris，1964）。
特别工作组是一个旨在弥补官僚体制的弱点而精确设计的组织结构。它机动灵活、适应性强、富有动态性且参与性十足。在商业组织中，特别工作组是一种制度化的团队或团体形式，在密集和灵活的基础上，它把来自多个不同单位的代表集合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处理临时性问题。3特别工作组的人在某个时间段内工作，并将精力集中在实现某个目标上。通过这种方式，特别工作组往往能在新产品开发等领域成功地实现重大飞跃。
然而，特别工作组的模式也有其局限性。由于属于临时性质，在项目完成后，特别工作组团队创造的新知识或诀窍不那么容易转移给其他组织成员。因此，特别工作组不适合在整个组织内持续和广泛地利用与传播知识。当组织由许多不同的小规模特别工作组组成时，它就变得无法在企业层面设定和实现其目标或愿景。
近年来，新的组织模式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特别工作组模式的不同版本。它们包括“攻关小组”“无限扁平组织”“蜘蛛网（网络）”“倒金字塔”“星爆（卫星）”和“内部市场”。4 这些模式的支持者认为，官僚体制组织结构在应对不确定的环境时过于迟缓。如果构思适当，这些新模式可以将注意力从注重权威上移开，从而消除高成本的管理结构，并支持战略快速执行。这些组织形式迫使我们彻底重新思考高级主管、中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新的组织概念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新的组织：①往往比科层制等级更扁平；②采用一个恒定的，动态而不是静态的组织结构；③支持赋权给员工与客户建立亲密关系；④强调能力的重要性，包括独特的技术和技巧；⑤将智力和知识视为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虽然这些新的组织模式经常被吹嘘为能包治几乎所有的管理病，但它们并不是灵丹妙药。每种模式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不然。每种模式都需要精心开发基础设施来支持它，如文化、管理方式和奖励体系。当配置得当时，这些分散的组织可以为了特定的目的有效地利用智力资源；当配置不当时，它们可能还不如老式的官僚体制有效。
事实上，这些新开发的管理模式只不过重述了一场非常陈旧，到现在都有点变味了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官僚体制与特别工作组之间的二分法。但是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可能代表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事实上，人们可能会认为它是西方特有的二分思维倾向的产物，我们应该将传统的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视为互补，而不是互斥的组织方式。
商业组织应该具备战略能力，能够在动态和螺旋式的过程中不断反复地利用、积累、共享和创造新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官僚体制有效地实现了组合化和内隐化，而特别工作组适合社会化和外显化。换句话说，前者是一种更适合利用和积累知识的组织结构，而后者对于知识的共享和创造更有效。商业组织应该同时追求官僚体制的效率和特别工作组的灵活；为了给知识创造打下坚实的基础，两者的某种组合或综合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节 一次综合尝试：军事组织案例
在描述商业组织内的这种综合之前，我们先看看二战期间美国军队的组织结构。美国军队明确地把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进行“综合”尝试。我们认为日本军队过度沉溺于过去在官僚体制下取得的成功。相反，美国军队演变成一个专注于特别工作组的、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虽然组织理论经常涉及官僚体制与特别工作组之间的二分法，但军事组织历来关注如何以动态和灵活的方式维持官僚体制。在和平时期，军事组织理所当然是典型的官僚体制结构。然而在战争时期，它们必须表现出机动性来。美国军队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为我们正在讨论的综合型结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案例。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综合尝试
　
和日本军队不同，除了官僚体制，美国军队在二战期间还建立了灵活的组织结构。在其各种组织创新中，我们来看一下它导入的特遣任务团队（task-force）组织，尤其是特别重视水陆两栖式作战组织。5 美国军队在对日战争期间，通过实际登陆18座太平洋岛屿，开发出了两栖作战方式。美国的第一场攻势是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实战使用两栖作战方式。
虽然两栖作战与通常的陆战或海战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它要求同时对通常由陆、海、空军分别进行的许多行动进行整合。在两栖作战中，士兵在战舰上长距离航行，在登陆点换乘登陆舰，在既没有重型装备也没有炮兵直接支援的情况下，强行登陆敌人的海岸。因此，为了掩护登陆的士兵，战舰炮击和空袭必须同时进行。这种作战形式促使美国军队组建了一支由来自不同官僚体制的成员组成的特遣任务小组。
美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胜利是美国军队对日本军队“组织”胜利的开始。当采用官僚体制的日本军队继续采用“刺刀冲锋”和“肉搏战”时，灵活的美国军队建立了一种新的特遣任务小组组织——“舰队陆战队”（Fleet Marine Force），登陆太平洋上的岛屿。当海军陆战队在南太平洋建立基地之后，美国军队开始由大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轮番轰炸，而这些轰炸机都是从被占领岛屿的基地上起飞的。



第三节 寻找综合型组织：超文本组织
就像美国军队除了传统的陆军和海军层级体制外，还组建了特遣任务小组一样，商业组织也需要一个无层级的自组织结构，与正式的层级组织结构一起协同工作。这一点对于组织知识创造尤为重要。随着商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它们应该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整体的效率和局部的灵活性。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一种组织设计，它为组织知识创造提供一个结构基础。我们对这种设计的核心要求是，它以一种循环往复性的过程，为创造知识的企业提供持续且重复地获取、创造、利用和积累新知识的战略能力。其目标是建立一种将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视为互补而非互斥的组织结构。对这种组织结构最恰当的比喻来自“超文本”，这个术语最初是在计算机科学中发展起来的。6
超文本由多层文本构成，而传统文本基本上只有一层，即文本本身。计算机屏幕上的文本可能是段落、句子、图表或图形。在超文本中，每个文本通常各自存储在不同的文件中。当需要某个文本时，操作者可以键入一条命令，以关联和逻辑的方式同时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所有文本。超文本使操作者可以访问多个层，此功能使任何浏览计算机屏幕的人不仅可以“浏览”文本，还可以“进入”文本以获得更多细节或背景材料。人们甚至可以“进入”诸如视频之类的不同媒体。比如，超文本版的《哈姆雷特》可以包括不同演员的视频剪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超文本的基本特性是这种“进入”和“离开”多个文本或多个层的能力。
在不同的“场景”（contexts）里，我们应该对这些层进行解读。这些层将超文本文档的知识置于不同的场景之中。我们接着说《哈姆雷特》的例子，这部戏剧本身就是一个场景。关于哈姆雷特这个角色心理的学术文献是另一个场景，它能够使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该剧。演员表演“生存还是毁灭”台词的视频剪辑则提供了又一个场景，它可以帮助读者改变对该戏剧和学术文献的理解。因此，就知识而言，每层其实都是一个不同的场景。图6-1显示了计算机屏幕上的一个超文本例子。
像实际的超文本文档一样，超文本组织由相互连接的层或场景构成：业务系统层、项目团队层和知识库层，如图6-2所示。中间的一层是“业务系统”（business system）层，正式的、例行的运营工作都在这里进行。由于官僚体制结构很适合高效地进行例行工作，因此这一层呈“层级金字塔”的形状。最上面的一层是“项目团队”（project team）层，其中有多个项目团队参与知识创造活动，如新产品开发。来自业务系统多个不同单元的团队成员集合在一起，被专门分配到一个项目团队，直到项目完成。最下面一层是“知识库”（knowledge-base）层，在这里对上面两层产生的知识进行重新分类和重新置于场景中。这层不作为实际的组织实体存在，而是嵌入企业愿景、组织文化或技术之中。企业愿景为公司开发技术或产品指明了方向，并澄清了公司想要参与角逐的“领域”。组织文化引导着每位员工的心态和行动。企业愿景和组织文化为组织利用隐性知识提供知识库，技术则利用另外两层中产生的显性知识。
超文本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3个完全不同的层或场景共存于同一组织内。与《哈姆雷特》的例子一样，知识可以存在于业务系统场景中，这可能类似于戏剧本身。项目团队提供的是另一个场景，它可以让组织成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查看传统的组织场景。因此，它可能类似于关于《哈姆雷特》的学术文献。知识库是知识可以存在其中的第三种场景。这里可以存储其他两个场景中创造的知识，并重新场景化。知识库类似于不同演员表演的台词视频剪辑。超文本组织的关键特征是其成员改变场景的能力。他们可以在3种场景之间切换，以适应组织内外情况不断变化的要求。这种能力带来的灵活性，就像操作计算机的人在超文本文档中轻松地到处移动一样。


图6-1 计算机屏幕上的超文本
资料来源：Bolter，1991.


图6-2 超文本组织
资料来源：Nonaka and Konno，1993.
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也可以抽象为知识轻松穿梭于3个层中的动态循环过程。最上面一层的项目团队成员是从业务系统层不同职能和部门选出来的，专门从事知识创造的活动。他们的努力可能受高层领导提出的企业愿景的指导。一旦团队完成其工作，成员就下移到知识库层，构建在项目团队期间创造和获取的知识货架。这个知识货架里既包括成功经验，也包括失败教训，团队成员需要记录和分析它们。将所获取的新知识重新分类并重新置于场景之后，团队成员再返回至业务系统层，参与日常例行工作，直到下一个项目再次召集他们。在不同的知识场景之间快速、灵活地切换的能力形成了知识的动态循环，最终决定了组织创造知识的能力。
超文本组织是官僚体制组织结构与特别工作组的动态综合体，因此兼具两者的优点。官僚体制组织结构通过内隐化和组合化，有效地实施、开发和积累新知识，而对特别工作组而言，通过社会化和外显化来产生新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在超文本组织中，则是将官僚体制的效率、稳定与特别工作组的有效、动态相结合。7 此外，它增加了知识库层，成了业务系统层和项目团队层产生新知识的“清算所”（clearinghouse）。
不用说，业务系统层内积累的知识与项目团队层产生的知识是不同的。套用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出的术语，官僚体制更擅长积累“操作知识”（通过内隐化）和“系统知识”（通过组合化），而项目团队更擅长产生“概念知识”（通过外显化）和“共情知识”（通过社会化）。知识库层的作用是“混合”这些不同的知识内容，重新分类或重新场景化，使它们成为对整个组织更有意义的东西。超文本组织具有一种组织能力，那就是可以连续和动态地转换由官僚体制和项目团队产生的不同知识内容。
超文本组织不应该与矩阵组织结构混为一谈，后者用来在传统的层级体制组织中完成两项或更多不同类型的任务。8 与传统的矩阵组织结构相比，超文本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1）在矩阵组织结构中，一个组织成员必须同时属于或向两个组织汇报。相反，超文本组织中的一个组织成员在某个时间点只属于或向一个组织汇报。他在项目期间被分配到项目团队，而在“正常”时期，则回到业务系统。因此，项目成员可以把注意力只放到正在进行的项目上。
（2）在超文本组织中，组织知识创造是自然流动的，因为每个组织产生和积累的新知识是不同的，而矩阵组织并不是以知识转化为导向的。
（3）在超文本组织中，知识的内容在跨越各层和时间时可以更灵活地组合。
（4）由于项目设定了最终期限，为了在项目期内实现项目目标，使用超文本组织的资源和能量会更为集中。
（5）在一个正规的层级体制中，由于项目被置于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控制下，高层、中层和基层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时间和距离可以被压缩，使各个管理层之间进行更彻底和深入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超文本组织促进了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
此外，超文本组织还具备从组织外部转换知识的能力。超文本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与组织以外的消费者和公司持续动态地进行知识互动。因此，它具备了收集客户对新产品反馈的能力、从消费者需求中发现新趋势的能力，或与其他公司共同开发新产品概念的能力。
超文本组织的关键特征是其成员场景的移动能力，即他们能在一个场景和另一个场景之间自由切换。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以两家日本企业为例说明超文本组织。第一个是花王公司，它仍处在从矩阵组织向超文本组织“过渡”之中。在花王公司中，项目成员参与具体的项目，同时向业务系统层汇报。他们不专属于一个项目团队。相反，夏普公司代表了一种“更完美”形式的超文本组织形式：一个组织成员在任何时候只待在一层，在需要时再转移到另一层。



第四节 花王公司：超文本组织的“过渡”案例
我们分析日本的家用化学制品制造商花王株式会社（以下简称“花王公司”），作为仍处于过渡期的超文本组织的一个例子。花王公司成立于1887年，其业务已经从洗漱用品扩展到化妆品和软盘。9 从理论角度来看，花王公司有资格成为超文本组织，因为它利用了3个不同的层，但被视为“过渡”案例是因为它的组织结构仍然是一个矩阵组织，其项目团队成员同时向两个组织结构汇报。
花王公司业务系统层的组织结构尽可能扁平化，鼓励员工主动进行信息共享，促进员工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它也利用项目团队的方式来开发新产品和解决部门内部的组织问题，虽然项目团队尚未被视为员工可以进出的独立单位，但它有技术（显性）知识库和哲学（隐性）知识库从而支持与促进组织知识的创造。我们现在开始描述每一层，尤其关注每层内的知识创造过程。
　
业务系统层：具有流动性的分工体系
　
花王公司的业务系统层是一个由18个事业部组成的体系，包括家用产品事业部、卫生用品事业部和化学事业部。花王公司认为在传统的分工体系中，不同事业部员工之间的直接沟通非常有限，因此要努力推动员工之间的积极互动。花王公司还相信，员工之间的直接互动会产生创意。但是，当掌握的信息量不对等时，组织成员就不能平等地互动。因此，“信息共享”被视为原则信条，正是这些原则信条定义了花王公司的组织形式。花王公司已经建立了各种机制和支持系统，确保业务系统层内的信息共享。它们包括“自由访问信息”“开放式空间”“公开会议”和“流动的人事变动”。这些机制和系统变成了隐性知识共享或转换为显性知识的基础，反之亦然。下面我们将简要地描述每个信息共享机制。
为了确保“自由访问信息”，花王公司引进了计算机系统，所有信息都被存入数据库。通过这个系统，花王公司的任何人都能接入包括销售系统、市场信息系统（MIS）、生产信息系统、分销信息系统和覆盖在日本所有办事处的整个信息网络中的数据库。这个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隶属什么部门，任何成员都有数据库的全部访问权（少量的人事信息除外）。换句话说，通过这个“自由访问信息”系统，任何人都能获取存储于业务系统内的丰富的显性知识库。
在“开放式空间”系统中，花王公司各事业部和职能部门都围绕一个大的开放空间进行布置。例如，一半的高级主管在被称为“决策室”的开放空间内办公。实际上，高级主管很少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事业部负责人在位于其中一个大的开放空间的圆桌旁开会。在实验室，研究人员没有自己的办公桌，而是共享一些大桌子。董事长常盘文克（Fumikatsu Tokiwa）之前也是研究人员，他是这样解释这种系统的：
研发部的成员很容易形成小圈子，把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如果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彼此想要进行互动，即使大声说话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尝试将实际墙壁和心理墙壁同时拆除。10
这种办公室楼层的布局，便于员工与他人共享隐性知识，或者可以在对话中引发外显化模式。
“公开会议”也能加速信息共享和员工互动。在花王公司，任何会议对所有员工都是开放的，高层管理者的会议也不例外。任何员工都可以出席会议的相关部分，并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这种做法，高层管理者可以从最熟悉手头问题的人那里获得见解，而员工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总体方针。这种亲身体验有助于调动知识转化的所有4种模式。
花王公司内部广为人知的“研发大会”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开会议”。通过这种每季度召开一次的会议，高层管理者可以直接向研究人员了解研究项目，同时研究人员也有机会向高层管理者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会议也对研发项目以外的任何人开放，通常约有1 800人（当时公司总共7 000名员工）会定期参加。
通过“流动的人事变动”系统，拥有不同经验的成员间的互动也得以加强。例如，本着“哪里需要哪里去”的原则，一个事业部的研究人员经常被调到其他事业部或其他职能部门，如销售或财务。正如一名人事主管所解释的：“不断变化是常态。任何成员在公司的前10年内，都应至少经历3个不同的岗位”。这种主动的轮岗制度，特别是在研发人员中间，增强了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共享，促进了公司内部跨学科的产品开发。例如，花王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化妆品市场，推出了一款名为“Sofina”的护肤品，它是从事表面活性科学研究的人员和生物护肤人员共同合作努力的结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花王公司的组织结构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事业部制，它为信息的主动共享和员工的直接互动配备了各种机制。虽然它是一个官僚体制，但组织结构是扁平的，所有成员都处于平等地位，并通过与各自职能部门直接相互作用来创造新知识。它的业务系统有时被描述为“日本式镇纸”，形状像一枚大的圆形硬币，中间有一个小把手。这个比喻意味着所有组织成员的地位平等，高层管理者就如中间那个把手。
　
项目团队层：横向跨事业部项目组
　
虽然花王公司的组织结构基本上属于传统的事业部制结构，日常工作由事业部具体组织进行，快速决策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是通过将每个事业部视为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来实现的，但是当谈到新产品开发、市场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时，各事业部会以横向的方式进行合作。除了垂直产品事业部，花王公司还设立了3个“横向”委员会，来处理跨事业部的战略问题。它们是事业部战略委员会、市场创新委员会和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我们称花王公司的组织结构处于“过渡期”，是因为这些委员会还没有完全脱离业务系统。换句话说，组织成员从来未完全归属于某个项目团队；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他同时属于业务系统和委员会。
事业部战略委员每年碰面两次，副总裁和事业部负责人会出席相关会议，决定哪些新产品需要由跨事业部团队来开发（见图6-3）。例如，正在进行的跨事业部项目包括：调整头发硬度的头发护理项目、新型男士化妆品项目，以及纸尿布和卫生巾等产品的超薄纸制品项目。这些团队的成员来自各个事业部以及研发和生产部门。
花王公司的项目团队活动不局限于新产品开发，就像在市场创新委员会的情况一样，它们广泛应用于整个组织。该委员会每月会碰面两三次，由产品事业部的营销人员以及事业部外的制图工程师和市场调查员出席。委员会审查各事业部共有的营销问题，包括有效的市场调查技巧、适当的广告媒体组合和有环保意识的包装等。委员会形成市场创新项目，处理这些问题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是另一个横向的、跨事业部的委员会，每月会面一次，由事业部负责人出席。该委员会审查各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总体状况，同时负责从每个部门挑选合适的成员参与新产品和营销创新项目。


图6-3 花王公司的跨部门项目团队
资料来源：花王公司。
花王公司甚至将横向跨事业部团队活动的想法应用到其公司机关人员的运营上。每个职能“中心”——公共关系、法律事务、会计财务或人力资源执行通常的机关职能，但组成跨中心项目团队是为了处理全公司的问题，如降低固定成本、进行风险管理、缩短工作时间以及简化公司员工运作。例如，在努力降低固定成本时，财会人员与人力资源、法律事务的同事一起工作。
　
花王公司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库
　
在业务系统和项目团队层内进行的知识创造活动可以在全公司的知识库中被获取，并重新置于场景中。在“5个科学领域”中获取显性知识并重新场景化，为花王公司未来应该进入哪个新市场指明了方向。此外，在这两层中产生的隐性知识根据高层管理者提出的哲学原则进行积累和重新概念化。这种重新场景化在花王公司内部培育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文化，对员工的心态起到了再调整的作用。
1.作为显性知识库的“5个科学领域”
花王公司相信，这5个科学领域对于它们当前的技术来说至关重要，它们是油脂科学、表面科学、聚合物科学、生物科学和应用物理（见图6-4）。这5个科学领域与花王公司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首先，与油脂科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那年花王公司开始生产肥皂。第二个科学领域是二战后，随着从脂肪酸中生产表面活性剂（如清洁剂）开始的。第三个科学领域是聚合物科学，它的建立是其对表面活性剂研究的成果。由于这些活性剂可应用于纤维，而纤维是由高分子聚合物组成的，所以这两种技术密切相关。生物科学和应用物理已经发展成为花王公司未来关键的科学领域。
在业务系统和项目团队层创造的知识可以根据这5个科学领域进行重新分类，使花王公司能够进入乍一看可能与其核心业务相距甚远的市场。这些市场在“产品”层面似乎不相关，但它们在“基础科学”层面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共性。这种对科学的关注使得花王公司能够在化妆品市场上立足，同时进入计算机软盘市场。正如董事长常盘文克解释的那样，将花王公司的业务沿着基础科学重新场景化，将有助于公司进入新的市场。
为了开发产品，我们过去按产品对技术核心进行分类。但我们发现，如果把技术核心视为科学知识，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广阔。例如，表面科学是研究表面张力的，表面活性剂用于洗发剂和清洁剂中，可以激活表面张力。然而，表面科学不只适用于表面活性剂。例如，从表面活性剂的角度来看，护肤霜可以被看作油脂和皮肤之间的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护肤霜就不再是化妆品了。另一个例子是软盘，它是涂有磁粉的塑料薄片。我们把它视为表面的一种类型以及表面研究的应用成果。当我们的思路从表面活性剂转变成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表面时，我们的业务领域被大大扩展了。尽管有人说花王公司进入了许多相互无关的市场，但不同的细分市场不一定意味着不同的业务。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关联性很强的业务。11


图6-4 花王公司的5个科学领域
资料来源：花王公司。
2.作为隐性知识库的哲学原则
在花王公司，很多高层管理者都是特立独行的。CEO丸田芳郎（Yoshio Maruta）被称为“哲学家执行官”，因为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并公开表达他的哲学观点。他坚持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不需要管理理论，而是需要指导组织的哲学。丸田芳郎的哲学可以归纳为以下3项原则：①为消费者做出贡献；②人类生而绝对平等；③寻求真理和智慧的统一。这些哲学原则反过来形成了花王公司的隐性知识库。它们为定义花王公司的企业文化提供了背景。花王公司强大的企业文化反过来又影响了每个员工的行为。下面我们将对丸田芳郎的哲学逐一进行介绍。
“为消费者做出贡献”意味着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得利润或增加市场份额，而是以产品为媒介给消费者带来快乐和满意度。我们从下面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丸田芳郎对通过知识更好地服务客户的承诺。
花王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将我们的知识应用到消费者的产品当中。通过竞争增加市场份额不是目的，花王公司将遵循平等法则，不断地为消费者做出贡献。在我们希望提供的知识和消费者希望拥有的知识之间，通常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通常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没有觉察到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花王公司必须永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问题。（Maruta，1988a，p.5）
丸田芳郎还相信，只要不施加限制，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能力都是相同的。但这些能力在社会上往往受到其他人的限制，这便是把人分为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原因……这个想法也适合于现代组织。每个人的创造力都是相同的。如果一个成员不能充分地发挥他的能力，一定是组织或他的上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将不同个体的创造才能组织起来。（Maruta，1988b，p.61）
丸田芳郎认为，员工之间信息的差异不应该成为权威或权力的来源。由于创意来自相互作用，信息共享就成为管理中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在公司每个楼层的计算机上，每个员工都能查到关于花王公司的信息，都有权访问数据库。
寻求“真理和智慧的统一”是丸田芳郎哲学的第三根支柱，它表明了花王公司对知识创造的态度。他说：
企业的智慧既不来自总裁，也不来自高层管理人员。它一定来自所有成员全部知识的集合。一个大型组织被分成许多部门，如果该组织不能整合每个部门知识的系统，新创造的知识就会很贫乏。每个部门的知识并不意味着部门负责人的知识。例如，即便是一名接线员，也可以提出合理化的好点子。一个企业的繁荣昌盛，取决于它能否把这些点子积累起来，并整合为一。12
从组织成员那里收集的知识被存储在花王公司的隐性知识库中，它受到丸田芳郎哲学原则的强烈影响。这个隐性知识库指导花王公司员工的行为，并成为花王公司独特企业文化的关键驱动因素。
　
与外界的互动：花王公司的ECHO系统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花王公司正处在转向超文本组织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知识在其组织内部的3个“层”间进行转化。同时，花王公司配备了许多机制，允许与组织外的客户进行知识互动。花王公司的ECHO （Echo of Consumer’s Helpful Opinion，代表“客户有益意见的回音”）系统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ECHO系统处理并分析客户关于花王公司产品的问题和投诉。花王公司遍布日本的接线员使用3个子系统接听客户的电话——ECHO/输入系统、ECHO/支持系统和ECHO/分析系统（见图6-5）。
ECHO/输入系统使接线员能够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关键词（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则是以句子的形式）输入客户的问题和投诉。花王公司的接线员每天要处理约250个电话，一年则超过50 000个电话。
ECHO/支持系统使花王公司的接线员能够快速地回答客户的问题。例如，一位母亲可能打来紧急电话，询问“孩子误食了清洁剂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花王公司的接线员可以参考ECHO/支持系统现成的图式答案，也可以参考以前发生过的类似问题的图片，如衣服褪色、浴缸污渍、厨房排风扇油渍等。
ECHO/分析系统能够将通过系统收集上来的信息，在次日清晨送达花王公司相关部门参阅。存储在系统中的客户问题和投诉已超过35万条，ECHO/分析系统使用8 000个关键词能对它们进行分析和调用，如按客户姓名、产品、事业部/部门、日期或地域等。对于解决问题有帮助的信息通常被汇编成报告，系统会定期地发送给包括研发、生产、市场和销售等相关部门。13


图6-5 花王公司的ECHO系统
资料来源：花王公司。



第五节 夏普公司：一个“完美”的超文本组织
在本节中，我们将看到夏普公司是如何构建一种“完美”形式的超文本组织结构，以便在组织层面创造新知识的。14 虽然知识创造发生在夏普公司的不同层或场景中，但组织成员要么处在业务系统层，要么处在项目团队层。它与花王公司的过渡组织结构的区别在于，项目团队层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完全独立于业务层。同时，夏普公司与花王公司的相似之处在于，作为超文本组织结构的第三层，它们既有显性知识库，又有隐性知识库。
自1912年成立以来，夏普公司在创造新产品方面享有盛誉，从早期的能进行自我调节的皮带扣和夏普活芯铅笔，到今天的液晶背投电视和电子记事本。15 这一声誉一直被记录在公司创始人“勿要模仿”的口号中。夏普公司对创造力和原创性的不断追求，促使它按照超文本组织结构规划其研发活动。我们的案例研究将重点关注，如何通过有效地利用业务系统、项目团队和知识库，在夏普公司的研发职能内创造知识。
　
业务系统层：典型的层级体制
　
夏普公司的日常研发活动是以典型的传统型层级体制方式组织进行的。实际的组织结构包括企业中央研发团队、业务集团实验室和事业部实验室（见图6-6）。这3种组织结构是以技术/产品开发时间的长短进行划分的。企业中央研发团队负责长期（未来3年及以上）的研究课题；业务集团实验室处理中期的（1.5～3年）研究主题；事业部实验室处理短期（1.5年以内）的研究项目。


图6-6 夏普公司的研发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夏普公司。
这3种组织结构是一种传统的层级体制结构，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传递研究结果。企业中央研发团队的研究成果被传递给9个业务集团的研究实验室，然后再传递给每个事业部的实验室。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企业中央研发团队事先要准备粗略的原型。业务集团和事业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收到原型后，有时会被调到企业中央研发团队几个月，以增进对其研究结果的了解。当研究结果为了产品的商业化必须被快速利用时，企业中央研发团队的研究人员有时反而会被下调到业务集团实验室或事业部实验室。在这种层级体制组织结构下，关于研发的显性知识被高效地传递和有效地组合。
夏普公司还利用各种会议或研讨来协调3级实验室的活动（见图6-7）。它们使夏普公司的研发成员不仅能在每层内共享知识，还跨层共享知识。第一个是通用技术大会，每月举行一次，出席者有总裁、副总裁、执行总经理以及9个业务集团实验室的管理者。他们讨论在未来一年内，每个实验室应该进行哪些研发活动。这些讨论涉及企业研发的宏大设计，参会者经常讨论得十分热烈，除了午餐时稍作休息，他们有时会进行长达6小时的讨论。第二个是实验室主任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出席者有业务集团和事业部实验室的管理者、企业研发规划办公室的主任和知识产权办公室的主任。实验室主任会议做出具体而详细的决策，包括何时和如何将某项技术转让给业务集团，需要与外方进行哪些合作。第三个是技术开发战略大会，每月在每个业务集团轮流举行，会议参加者不一定局限于业务集团的实验室成员，也可以包括产品规划部门和工程部门的成员，以及企业中央研发团队选定的个体。技术开发战略大会不仅是从企业中央研发团队接收技术的地方，也是积极思考每个业务集团应该开发哪种关键技术的地方。


图6-7 夏普公司内部的研发会议
资料来源：夏普公司。
　
项目团队层：紧急项目制度
　
夏普公司研发部门的运营仍然采用传统的层级结构，但当谈到新产品开发时，公司就会采用特别工作组形式，这是一种完全独立、平行的组织结构。虽然正常的产品开发活动是在每个事业部内执行的，16 但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开发项目是放在“紧急项目制度”（Urgent Project System）下进行的。17 和花王公司处于“过渡期”的超文本组织结构不同（项目成员仍然保留了在各自职能部门的职位），紧急项目制度的成员会被从原来的部门调走，专门只为项目团队工作。
在项目期间，紧急项目制度赋予其成员（可从公司内部的任何部门招募来）与公司董事一样的“金徽章”（gold-badge）权限。金徽章是一枚金色的铭牌，日文叫作“kin-badge”（“kin”的意思是“gold”），“kin”的发音与单词“urgent”的第一个音节发音相同，日文是“kin-kyu”。佩戴金徽章不仅对项目成员，而且对夏普公司的其他员工也具有特殊意义。紧急项目的成员一般在一或两年内负责开发头等重要的产品或技术。由于它隶属于总裁直接管理，所以项目预算不受限制。拥有金徽章的人及其项目在使用公司的设施或设备以及采购原料时，享有最高优先权。一位事业部经理对这个制度描述如下：
成员被授予了极大的自由，可以做任何有利于开发的事。总是会存在失败的可能性，但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研究，这就是生产的产品接近创新概念的原因。（Numagami et al.，1991，p.16）
此外，紧急项目的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从公司的任何地方被调走。某个部门最好的人可能被抽调走超过1年的时间。不用说，管理层在最初阶段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按原计划实施该项目。每个事业部都可以提出需要全公司努力进行开发和在短期内完成的项目。在上面提到的通用技术大会上，即夏普公司最高的决策会议上，这些提议要么被采纳，要么被拒绝，要么被“验证”。
到目前为止，在紧急项目制度下，许多成功的产品已经被商业化，如电子记事本、液晶背投电视、磁光盘和变频空调。稍后，我们将深入了解电子记事本是如何被开发出来的。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超文本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目前，约有20个团队参与紧急项目。18
紧急项目制度的成功给夏普公司的业务系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夏普公司最近召开了两次战略会议——新生活战略会议和NEWING产品战略会议，目的是在整个组织中广泛地传播紧急项目的想法。在每月举行一次的新生活战略会议上，事业部经理会说明新产品的开发计划，出席者有总裁、副总裁、业务集团和事业部的管理者。这次会议的结果是，选出了“超级”（super excellent，SE）产品。夏普公司对SE产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它应该：①能够引领新的市场趋势；②代表一种全新的技术；③使用全新的材料；④采用全新的制造方法。
NEWING产品战略会议也是每月举行一次，约有20人出席，包括总裁、副总裁、业务集团和事业部的管理者。“NEWING”这个词由夏普公司独创，意思是“创造新市场的努力”。每个业务集团或事业部经理都会提出候选的新产品概念，并审核它们的原创性和可销售性。按照总裁辻晴夫（Tsuji）的说法，会议的基本准则是，“对建议的新点子和新概念，我们先说‘是’，而非‘不’”。这种积极的姿态会鼓励员工提出新想法并激励为开发所做出的努力。与会者将它描述为“非常务实的会议，会后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了”。每次会议会审议两项提案，讨论有时持续超过6小时。
一旦一个产品开发计划被认定为SE产品或NEWING产品，开发工作就在事业部内部启动。授予开发团队的权限与紧急项目类似，因为开发团队的成员得到总裁的直接支持，有权在企业内部请求他们需要的任何合作。然而，它与紧急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成员基本上待在他们原来的业务系统层，并在开发过程中进行其他工作。
　
夏普公司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库
　
鉴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用比传统的大多数西方公司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知识库。在夏普公司的案例中，其显性知识库可以用“光电子学”的宏大概念来描述，它成为识别有用的、相关的新知识的标准。光电子学定义了夏普公司想要参与的研究领域和最终产品。夏普公司的隐性知识库可以用口号“勿要模仿”来表示，它再次成为一项标准。由于终日浸透于“勿要模仿”的揣摩领会中，夏普公司的研究人员学会了辨别什么才是真正的“新产品”。
1.作为显性知识库的光电子学
光电子学（optoelectronics）界定了夏普公司想要投入赌注的技术领域。夏普公司相信它应该创造自己的领域，即把“光”（或图像视觉）技术与微电子相结合。夏普公司想成为这一领域中定位独特的公司。19 换句话说，光电子就是企业的愿景（见图6-8）。
在业务系统层和项目团队层产生的所有知识，按照“光电子”的企业愿景，被重新分类和重新场景化。它代表着夏普公司希望置身的世界的意象，也是描述夏普公司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企业的关键概念。虽然整个公司都会受此影响，但它对夏普公司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例如，副总裁浅田淳（Atsushi Asada）是这样评论该愿景如何影响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
从一种特定技术中自发产生的东西肯定是有局限性的。试图在产品中使用某一种技术，会限制研究人员的视野。将概念用更宏观的方式展示，会给研究人员带来更大的自由度……突然间，他们的精神视野变得广阔了，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新提案。更广阔的视野立刻给技术开发带来了更大的自由空间。20


图6-8 光电子技术的发展
资料来源：夏普公司。
以光电子形式积累的很多知识，由通过各种知识内容的动态转化而创造的知识组成。夏普公司制定的基于光电子的战略本质上可以被描述为组件技术和产品概念的动态转化，正如我们在图6-9中所看到的。套用第三章中我们介绍的术语，组件技术可以被解释为系统知识（通过组合化产生的），而产品概念属于概念知识（通过外显化创造的）。通过组合化显性知识（即系统知识）和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即概念知识），夏普公司成功地开发出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
光电子还影响了对“勿要模仿”口号的领会理解，如同总裁辻晴夫所述：
在缩小领域之后，光电子和微电子技术成为我们的首要选择，我们开始考虑如何将源自它们的组件技术融入“光”业务中……作为一个制造商，我们虽然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但是如果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很平庸，就不能生产出杰出的产品……21
2.作为隐性知识库的“勿要模仿”
公司创始人“勿要模仿”的原则代表了夏普公司的企业文化。该原则形成了夏普公司的隐性知识库，或者对“勿要模仿”口号的领会理解。总裁辻晴夫解释道：“公司自成立以来，其使命就是始终创造独特的产品领域和概念”。
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认为作为一家制造商，我们的主要使命是开发自己的技术，并在该技术的基础上制造产品。我是第三任总裁，第一任总裁早川德次（Hayakawa）先生一直教导大家说：“我们必须制造其他人想要模仿的产品。”我认为这种想法已经扎根于我们员工的心中。我的前任佐伯（Saeki）总裁也说过：“我们不能靠制造像其他公司一样的产品来为社会做贡献。”这句话的意思与前面一句或多或少相同，但它的角度和早川先生所倡导的略有不同。我认为这种思维多年以来已经渗透到高级主管和员工的骨子里。22


图6-9 组件技术和产品概念的动态螺旋
资料来源：夏普公司。
“勿要模仿”原则还成为夏普公司人力资源开发的指导方针。总裁辻晴夫认为，20世纪90年代将是需要不同类型人才的时代，具备创造力的人将成为主角：
我一直告诉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员工的方式应该是允许员工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告诉他们一定不要从上向下强行推动自己的想法……在去年的开年讲话中，我告诉员工：“大家知道这句谚语：‘枪打出头鸟’，但是如果鸟不出头又怎样呢？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它就会飞不出去。所以即使你可能受到打击，出头也比飞不出去好。”……
在今年的开年讲话中，我又告诉大家都应该变成蜻蜓。蜻蜓有复眼，还有翅膀。我告诉他们要用复眼吸收信息并大胆试验。我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变成比目鱼，虽然有一对大眼睛，但只向上看。我们未来的任务将是艰巨的，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尽可能多的创意员工……这些富有创造力的员工将挑战新生事物，之前从未见过的新型创业家将会从他们当中产生。综上所述，我相信有创意的公司，其形象会自发地出现……
我还对我们的关键人员说了一件事，那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有时候要看看后视镜。但如果你正驾驶着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高速行驶，更重要的是向前看。”23
正如总裁辻晴夫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勿要模仿”已经成了强调需要创意的金科玉律。这个隐性知识库培育了夏普公司的企业文化，同时影响着夏普公司每个员工的行为。
　
与外界互动：夏普公司的创意生活方式焦点中心
　
我们看到，夏普公司已经有一个近乎完美的超文本组织，允许知识在公司内部的3层之间进行转化。此外，它配备了组织机制来执行与外部客户和公司的知识互动。成立于1985年4月的“创意生活方式焦点中心”（The Creative Lifestyle Focus Cent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4 该中心收集消费者的意见，解读市场数据，创建新产品概念，并将其传播到各个事业部的规划部门和研发部门。
创意生活方式焦点中心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使夏普公司能够根据消费者的意见来创建新概念。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趋势引领者系统”，它汇集了约600位“消费者意见领袖”，范围从初中生到70岁的老人。根据开发新产品所需信息的性质，相关人员被分成许多“焦点小组”，然后被请到该中心。受过训练的采访者会从他们那里探寻可能还保持隐性形式的信息。这个始于1985年的系统，使夏普公司能够预测未来10年的消费趋势。
第二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生活创造者系统”。它建立了一个实际的“生活实验”，请消费者接触和使用它们还未完成的潜在的新产品。例如，创意生活方式焦点中心将摄像机与镜头相关的零部件交给孩子以及不同行业的代表（包括玩具经销商），希望他们一起合作并提出新产品概念。这些及其他生活实验都是在“生活创造者系统”下进行的。
　
超文本组织在行动：夏普公司的电子记事本
　
电子记事本的开发故事揭示了超文本组织的内部运作方式。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该项目从业务系统层转向项目团队层，然后再回到业务系统层的过程。随着这种交叉的发生，参与开发电子记事本的组织成员也会在这两层或两个场景中“转入”和“转出”。
电子记事本的开发始于业务系统层，可以追溯到1985年1月。时任计算器事业部产品开发经理的本田敏男（Toshio Honda）迫切需要开发一种新产品：
当时我对国内和海外的计算器市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的计算器年产量达到了2 000万台，日本市场几乎达到饱和状态。在海外市场上，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公司涌现出来，对夏普公司构成了竞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夏普公司应该寻找一款能够创造新市场的产品，其中包含与计算器相关的各种技术。（Komiya，1988，p.127）
本田敏男先将产品宣传为“IC卡多用途计算器”，并把它称为“小型信息管理机”。他的想法是基于一种像Filofax一样的“系统笔记本”，它的里面有可以按需进行更换的页面，这在当时的商务人员中很流行。为了将想法付诸实践，除了计算器技术，本田敏男还需要利用来自其他事业部的技术——新型液晶显示技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他必须召集来自公司内部不同领域的许多工程师，这意味着该项目计划需要得到“通用技术大会”的批准，该机构是夏普公司内部最高的研发决策机构。
本田敏男开发了最初的产品概念，用来说服出席会议的高层管理者。他将产品定位为不仅是计算器的后继产品，还是“办公自动化和个人自动化合二为一的工具”，它可以把存储在电子记事本中的信息通过IC卡或通信线路传输给计算机。本田敏男指出，电子记事本的用户会成为夏普公司计算机和字处理器的潜在客户。
1.获得金徽章
这些努力让项目计划在通用技术大会上获得了批准。1985年6月1日，“紧急项目A1107”的8位成员获得了一枚金徽章和一份标有“紧急指令官方公告”的声明文件。这个有点夸张的声明，标志着在“紧急项目制度”下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的正式启动，它就是后来面世的世界上第一个电子记事本。开发期限设定为1年，产品的销售预计时间定于1986年10月。
项目团队由中西皓（Hiroshi Nakanishi）领导，他当时任个人机器事业部（原计算器事业部）工程部经理，团队的5名成员来自个人机器事业部，1名工程师来自IC事业部，1名工程师来自电子设备集团液晶事业部。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为32岁，相对于从事其他项目的人来说年轻一些。作为官方公告的结果，这8名成员现在正式“调出”普通的业务系统层，并“进入”紧急项目团队从事开发新产品工作。
在开发过程中，团队的跨部门混合编制派上了用场。例如，将大规模集成电路LSI整合到2毫米薄IC卡中的技术是由IC事业部的成员开发的，而清晰面板触摸式键盘的开发主要是由液晶事业部的成员完成的。为了开发液晶面板操作所需的LSI，中西皓还动用了他的金徽章权限。
一年后，紧急项目A1107如期完成，项目成员在通用技术大会上向高层管理人员提交了原型机。总裁辻晴夫在会上检查了原型机，在没有给出任何详细解释的情况下拒绝将其商业化。由此，紧急项目A1107正式宣告结束，年轻的团队成员在失望之中返回到各自原来的业务系统层。
2.开发过程继续在“业务系统”进行
然而，团队负责人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电子记事本项目。本田敏男和中西皓集思广益，分析电子记事本项目被拒绝的原因。他们发现项目被拒绝的主要原因是在产品上不能使用日本字符或汉字。本田回忆说：
市场调查的结果清晰地显示对汉字使用的需要……然而，我们认为具备这种功能的产品，其售价会变得过于昂贵。（Komiya，1988，p.133）
中西皓做了类似的评论：
困扰我们的是，如果加入了汉字处理功能，我们会遇到产品多规格和高能耗的严重问题。（Komiya，1988，p.133）
虽然必要的纠正措施众所周知，但中西皓所属的个人机器事业部没有汉字处理方面的专家。在没有至高无上金徽章特权的加持下，中西皓就无法申请其他事业部工程师的协助。于是，中西皓提出组建一支事业部内部开发团队的想法，该团队由14名事业部成员构成，其中包括一位通过公司内部招聘系统，从计算机事业部招聘来的汉字处理专家。25
即使没有金徽章的特权，事业部内部开发团队还是在两个月内成功地开发出了带汉字处理功能的电子记事本。这个被称为“PA 7000”的产品，于1987年1月上市。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91年总计销售500万台，同年占据日本国内市场超过70%的份额。26
电子记事本产品的成功开发，生动地说明了夏普公司为不断进入新产品和新市场所建立的机制。它还展示了紧急项目制度允许开发人员充分利用夏普公司体系的优势来获得关键技术。
在本章中，我们论证了超文本组织是实现组织持续知识创造的理想组织结构。一个超文本式的组织结构能够促进一个组织有效和高效地创造和积累知识，这是通过在两个组织结构层之间动态转化知识实现的：业务系统层采用传统的层级体制形式，项目团队层则采用典型的特别工作组形式。在这两个层面创造的知识在第三层知识库中被重新进行分类和场景化。我们呈现了两个案例研究——花王公司作为“过渡期”超文本组织，夏普公司作为“完美”的超文本组织，来说明我们提出的新型组织结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组织层面持续创造知识的。



第七章 全球组织的知识创造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分析了最有利于组织知识创造的管理过程和组织结构。我们在第三至六章中遇到的创造的知识日本企业（本田、佳能、松下、花王和夏普公司）已经日益全球化。于是，两个问题随之而来：第一，这些企业采用的组织知识创造过程在日本以外的地方适用吗？第二，当日本企业开始与国外同行合作时，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民族和文化的同质性促进了日本人之间共享丰富的隐性知识，但在民族和文化上具有多样化的全球经济中，这有可能变成一种竞争劣势。日本企业可能无法管理这种多样性。但本章中的两个案例表明，尽管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日本企业采用的组织知识创造过程在全球范围内也能发挥作用。日本企业足够灵活，可以通过综合西方的组织知识创造方法来调整知识创造过程。多样性为日本企业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必要多样性的“天然”来源，它们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环境提高促进条件的水平。
本章的重点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组织的知识创造。我们将展示社会化和外显化在全球知识创造过程中是何等的重要。日产公司的Primera项目和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的REGA项目展示了日本企业如何设法学习或社会化国外的隐性知识。虽然两个案例都侧重于产品开发，但研究发现，它们也完全适用于跨国界的组织知识创造。
在介绍两个案例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企业和西方企业在对待组织知识创造的方法上存在的差异。其中关键的区别有两个方面。第一，在西方企业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概念往往是通过最高领导者（例如GE公司的杰克·韦尔奇）或产品强人（例如3M公司的阿特·福莱）的外显化努力而创建的，然后在组织层面上再组合到新产品、新服务或管理系统的原型之中。在日本企业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作用却往往发生在团队层面。中层管理者领导知识创造项目组，并在组员之间共享隐性知识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种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产生交互作用，例如高层管理人员提出的宏大理念与给业务一线人员发送的信息之间的互动。这种密集的人际互动产生了中程概念以及目标产品、服务或业务系统等概念。
第二，西方企业商业实践强调通过分析技能以及通过口头和视觉表达（如文档、手册和计算机数据库）等具体形式创造的显性知识。在知识转化模式方面，西方企业的强项在于外显化和组合化，西方企业知识创造可能导致所谓的“分析依赖”综合征。另外，在创造知识时，日本的商务人员往往严重依赖隐性知识，并采用直觉、比喻（即含糊）的语言和亲身体验。他们的分析技能相对弱一些，因此通过频繁的人际互动（社会化）来弥补。日本企业知识创造的另一个强项是内隐化。一旦创建了原型，通过批量生产或实施这个原型，高质量的隐性知识就在个体和组织层面被快速地积累起来。日本企业知识创造过程中强调隐性知识，可能导致所谓的“群体思考”（group think）和“过往成功依赖”1综合征。
第三，西方企业知识创造可以接受某些促进条件，如明确的组织意图、低冗余度的信息和任务（即创造性混沌不是由次序的任务执行产生的，而是由“天然”的必要多样性产生的）、来自高层管理者的波动较少、个体层面的高度自主，以及通过个体“天然”差异获得的高度必要多样性。相反，日本企业知识创造的特征，则是相对模糊的组织意图、高度冗余的信息和任务（即创造性混沌是通过重叠的任务产生的）、来自高层管理者的波动频繁、团体层面的高度自治和通过跨职能项目组获得的高度必要多样性（Kagono et al.，1985）。图7-1总结了日本企业与西方企业在知识创造实践方面的差异。2


图7-1 日本企业与西方企业在知识创造实践方面的差异
当我们讨论这两个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知识创造的案例时，我们应该在心里记住这些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促使两款产品的成功开发：日产公司的首款全球轿车和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的REGA系列液压挖掘机。



第一节 日产公司的Primera项目
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开始考察日产公司是如何开发出Primara这款“全球车型”的，它最初面对的是对高性能格外挑剔的欧洲市场，之后又面向在外观形象、豪华内饰、广泛车型和配件选择等方面有更高要求的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为了让自己熟悉欧洲用户对汽车性能的期望，日产公司高级主管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化活动。它采取的形式是在开发项目的早期阶段，为数百名日本员工提供亲身体验欧洲汽车市场、汽车文化和道路状况的机会。
1986年4月，日产公司决定开发一款高性能的全球型轿车，并最终命名为Primera[1]。作为一款面向全球市场的车型，该车必须符合多项要求。高层管理者决定Primera必须：①在日本和英国进行制造；②有80%的零部件来自欧洲；③主要在欧洲市场销售，其次是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所有这些要求对日产公司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它们成了高层管理者提出的组织意图。
这一组织意图在日产公司内部产生相当大的反响。作为补充，日产公司设立了一个称为“产品战略部门”的组织体系，项目开发团队的负责人在该体系下能够协调跨职能部门的各种活动，如对给定车型进行规划、设计、测试、生产和营销（见图7-2）。这个体系清晰地界定了每个车型应具有的特点，同时给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团队赋予相当大的自主权。当时Primera项目的负责人是津田恭（Yasuhisa Tsuda）。


图7-2 日产公司的产品开发组织
津田恭曾在柏林技术学院留学，并在日产公司美国分公司工作过，因此他的德语和英语说得很流利。在美国，他曾经在日产公司与大众公司联合开发桑塔纳项目中担任过负责人，因此他拥有管理国际项目的丰富经验。他还经常去欧洲出差，开着租来的车到处跑，因此对当地消费者的喜好具有深刻的洞察。通过这些经历，他将国际项目管理的知识内隐化，并把自己关于欧洲汽车市场、汽车文化和道路状况的隐性知识社会化。基于这些经验，他还撰写了报告并把想法汇报给自己的上级，甚至还召开了关于欧洲市场的非正式学习研讨会。通过这些努力，津田恭提出了自己的“欧洲汽车理论”，这些都有助于Primera产品概念的形成，也识别出了在欧洲市场将面对的挑战。
　
建立开发团队并创建中程概念
　
日产公司认识到，为了全面进入欧洲市场，就必须获得关于欧洲汽车市场、文化和路况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创建一个由在当地已经有过一些体验的人组成的团队。8位日本经理被招募到津田恭的麾下。他们都在欧洲工作过，共享关于他们面临挑战的隐性知识，特别是他们认识到既有的日本模式在欧洲市场上并不适用。其中一位负责测试的经理大竹善治（Yoshiharu Ohtake）说：“很明显，日本模式对这个市场而言并不合适。当我还在欧洲工作时，为这个问题寻找技术解决方案的渴望就已扎根在我的心里。”
津田恭和同事宫岛茂树（Shigeki Miyajima）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制定营销策略。他们知道：鉴于欧洲市场的特点和日产公司在其中的地位，如果新车型只被认为是暗淡无光的皇冠上唯一的宝石，就会所得甚微。新车型除自身成功之外，还必须提升日产公司的形象，并加深其在欧洲消费者中的可信度。日产公司选择“Primara”这个名字，反映了它渴望生产一流的、一等的车型，以此来引爆整个欧洲市场的决心。
与负责出口到欧洲的其他日产公司车型的主管以及日本海外销售事业部的经理讨论后，项目团队提出了日产公司在欧洲市场形象的概念——“舒适功能性”。这个中程概念激发了其他的想法，如统一的汽车标志、前车板以及包括排挡、立体声和加热器在内的仪表盘的标准化设计，这些想法都可以被用在日产公司针对欧洲市场的不同车型上。
　
创造产品概念并分解它
　
Primera项目的管理者之一酒井茂（Shigeru Sakai），通过将车与高速公路联系起来，他将“舒适功能性”的中程概念发展成Primera的一个产品概念。在与底盘设计团队的一次对话以及随后的反思中，他想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在高速公路上一样稳当、快速、舒适”，并把它作为Primera的产品概念。
很显然，从项目一开始，Primera就不能仅仅是其他欧洲车型的复制品。除了具有超过竞争车型的高性能标准，Primera还强调“舒适性”，这是它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被进一步分解为酒井茂所称的“舒适10”（Comfort 10）或舒适的10个维度：空间、驾乘、通风/空调、质地/感觉、声音、视野、能见度、操作性、安全和安防（见表7-1和表7-2）。为了让参与项目的成员和有关人士更清楚地了解产品概念，酒井茂编辑了一份50页的目录，其中包括许多外显化Primera心智模式或形象的草图。在开始产品开发过程之前就编辑这种目录，对于日产公司而言，这还是第一次。
表7-1 开发Primera产品概念的注意事项


（续表）


资料来源：日产公司。
　
传达产品概念，建立更广泛的支持
　
Primera项目从一开始就澄清了产品概念及其具体特征的努力，这不仅对日产公司来说不常见，也是对其传统的产品开发方法的一种否定。整个过程充满了波动和创造性混沌。要和过去决裂，项目组的头等大事是在组织内部获得更广泛的支持。项目团队成员经常带着一本目录在公司里上下游说，以便说明一款要在欧洲市场上取得成功的车型的具体要求。但是，口头解释和粗略的草图都有它们的局限性。你无法向一个从来没有在高速公路上开过车的人说清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全部意义。
表7-2 Primera概念分析


1英寸≈0.0.254米。
资料来源：日产公司。
为了弥补这个弱点，日产公司决定派人去欧洲，实地考察在高速公路上的驾驶情况，使他们能够亲自体会和感受实际情况。在实施Primera项目的前三年里，日产公司把来自规划、设计、测试、生产和营销部门的近1 500人派遣到欧洲，以获取关于欧洲汽车市场、汽车文化和道路状况的隐性知识。这种经历有助于日产公司了解欧洲市场与日本市场之间的差异。
　
在欧洲收集信息
　
日产公司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技术联络处成了Primera项目的一个前哨。它为来自日本的派遣人员提供在欧洲驾驶汽车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亲自体验需要为欧洲市场研发的车型中加入什么功能，如对汽车发动机、转弯和制动的性能要求。这些来自日本的访问者很快就意识到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讲，听别人谈论某事和他们亲身体验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他们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有助于放大个人和组织的波动。例如，许多发动机专家在离开日本之前对日产公司的产品一直非常自信，但在返回日本时却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这个前哨作为“信息中心”，它起到了连接欧洲和日本的作用。发送到日本的信息包括一般的建议，如“我们需要的座椅是这样的，即使人们坐着它从比利时长途跋涉800公里到苏黎世，也不会感到疲劳”，还有具体的要求，如“紧急事故灯的按钮必须位于仪表板的中心，这样的话，即使坐在乘客座位上的人也能按到它”。前哨还安排了设计诊断评审会，下面会对比展开讨论。
　
设计Primera
　
项目一开始，设计团队就一致认为需要“超越”（outengineer）最好的欧洲车型，诸如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同时保留日本车的突出优点。在研究欧洲车型两年之后，设计团队外显化了4个开发目标：高性能、驾驶舱的舒适性、独特的设计和高品质的奢华。总目标是在上面所有4个方面实现世界领先。
在加入Primera项目前，设计团队的一些成员已经对欧洲汽车文化和道路状况了如指掌了。例如，负责外观设计的藤东干雄（Mikio Fujito）曾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留学。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在两位从日本派往欧洲的年轻设计师的协助下，他绘制出了几张设计草图。这些在欧洲绘制的草图被用来在日本制作与实物比例为1∶4的黏土模型。项目团队总共制作了8个黏土模型，其中4个最有希望被送往布鲁塞尔的联络处。
日产公司在布鲁塞尔举办了一系列的设计研讨会，对这4个黏土模型和其他由当地设计师制作的模型进行严格的筛选。这些研讨会的参会人数超过100人，他们包括来自欧洲和日本的设计师、工程师和经销商。他们评估了每个等比缩小的模型。例如，该设计是冷还是暖的感觉，模型看起来是慢还是快。设计研讨会根据评估的结果，最后选定了两个黏土模型。
下一步是设计制作实物大小的黏土模型。车的内部必须留有充足的净空间以容纳4个身高190厘米的成人，但车的外部必须兼具紧凑与低风阻的特点。这种相互矛盾的要求意味着需要在最紧凑的外壳内使驾驶空间最大化，同时尽可能保证最佳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一旦实际的原型车完成，它不仅要经受日本的普通电池测试，还要在欧洲进行远远超过常规规模的试运行。具体而言，在欧洲的试运行必须累计18万公里。
在内部设计开发期间，Primera设计团队与欧洲技术联络处进行了频繁的对话，目的是开发最好的内部设计，无论距离或速度如何，都能提供舒适和愉悦感，在能见度和操作性上也一样。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布鲁塞尔联络处的安排下，一些设计师去了欧洲，并驾驶现有车型行驶了800公里。
发动机也要经过严格的测试。在初始阶段，Primera项目的团队成员去欧洲进行测试，当他们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驾驶时，对欧洲和日本的发动机进行对比试验。这些试验有助于揭示日本发动机的某些问题。要想与欧洲车型相提并论，日本车的发动机燃烧室必须在高转速下具有与中、低转速相同的燃烧效率，即使在高速下也能保持冷却状态。在为Primera开发了一款新型发动机SR20DE之后，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汽车制造商能够负担得起为每种型号都开发新的发动机，但是Primera的战略重要性使其值得投资。除了发动机，在日本试车场上反复运行的试验提示了改进悬挂系统的必要性，这也促使日产公司开发一种新的多连杆悬架系统。
时机对于Primera项目来说再好不过了，因为日产公司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组织改革，改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因害怕失败而选择安于现状的普遍心态。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波动被引入到组织内部。当时的总裁久米丰（Yutaka Kume）下令采取措施，将权力下放给产品管理者以缩短决策过程，并通过人员在部门间的轮岗以增加多样性，这会增强自主性和必要多样性。作为这次改革的一部分，日产公司的工程师开展了一场自下而上式的运动，被称为901活动，即到1990年，将日产公司的技术水平提升至世界顶尖水平。在这次活动开始之前，在发动机部门约700位工程师中，只有大约1%的人在海外出差。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工程师被大量派往国外。海外旅行使工程师脱离日本环境，加剧了波动性和社会化，从而帮助他们提高更客观地评估汽车性能的能力。这些工程师在追求Primera项目的杰出性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立矢崎组
　
901活动的另一个成果是造就了一批“开发工程师兼试验驾驶员”，他们的任务是对自己的体验进行评估，并将其传达给设计工程师。为此，一批技能娴熟的试验驾驶员成立了一个名叫“矢崎组”的团队，由矢崎幸明（Yoshiaki Yazaki）担任领导。
一名熟练的试验驾驶员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将新车型的许多怪癖和问题检测出来。然而，要确定应该纠正什么和如何纠正就困难得多了，特别是当这些问题严重依赖于当地的驾驶环境时。进行评估的人应该深刻地了解目标市场的隐性知识（包括道路状况、驾驶方式、相关习俗等）。为了培养这样的评估人员，日产公司将选定的工程师派往海外市场，让他们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作，并对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进行社会化、外显化和内隐化。在返回日本后，他们再接受矢崎的培训，以提高知识转化技能。
在Primera的整个开发过程中，矢崎组拒绝向设计工程师妥协。为了说明问题，矢崎组的成员会带着设计工程师一起试驾，让他们亲身体验原型车不符合产品概念的问题所在。矢崎要求设计工程师不要考虑Primera的性能是否优于主要的竞争车型，而要考虑它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汽车。这样，评估人员和设计师就会对产品概念达成共识。矢崎组还与Primera团队的其他成员频繁互动。负责规划工作的酒井茂回忆说：
我和他们（矢崎组成员）有很多接触。我总是到外面的试车场去参与试车。他们是试验“飞行员”，而我们是设计师和规划师。作为规划师，我应该倾听“飞行员”说什么……我称他们为“飞行员”，是因为我想做出像零式战斗机那样的汽车来。（Nonaka，1992，p.22）
　
英国生产基地的筹备
　
在概念发展的早期阶段，日本的生产人员就参与了开发项目。设计工程师画的图纸在制造阶段出现问题并不罕见。如果没有从工厂实际工作中获得大量隐性知识的支持，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而这些知识也难以用明确的语言外显化。拥有这种隐性知识的人在概念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参与进来，有助于项目团队设计出高品质的产品，也会使后续的生产制造更容易、更高效。
当新产品的开发在日本越来越接近现实时，项目团队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负责在欧洲生产的日产公司（英国）生产基地（Nissan Motor,U.K.，NMUK）。它必须按照计划发布日期准备就绪。Primera的质量必须达到日本生产的标准，同时还要满足日本采用的成本控制条件。万一失败，日产公司在整个欧洲的战略就会毁于一旦。
虽然Primera的基本设计是在日本完成的，但NMUK也设立了特别工作组与当地的零部件供应商建立必要的联系。早先在NMUK制造另一款车型的经验表明，供应商必须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就参与进来。结果，NMUK与当地供应商快速地建立了联系，同时还开发了一种从日本向NMUK进行知识转移的有效方法。
虽然已认识到两国环境之间文化和其他差异的重要性，但日产公司仍尽可能多地尝试在英国复制日本企业的运营体系。日本企业的运营操作基本上很少需要正规的程序和手册，因为日本的工人共享了相对大量的隐性知识。一位日本经理是这样评论日本企业现状的：
在过去几十年，日产公司辛辛苦苦所积累起来的生产知识，其中很多固然可以变成文字和数字，但是其中大部分知识都被锁在个人的脑海里。（Nonaka，1992，p.28）
相反，英国工人更习惯于用明确的语言阐明他们的责任和具体的操作程序。因此，日产公司把为新车型生产准备的技术诀窍收集、整理成手册，并把它们交给NMUK。
为了加强社会化过程，NMUK派了约300名中级英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去日本，通过现场培训计划在日本工厂获得必要的生产诀窍。3这个计划给英国公司运营中的生产程序方面提供了强大的知识库支持，实践证明此举对解决制造阶段的各种问题大有帮助。为了加强这种交流，日产公司还频繁派遣日本工程师到英国。由于这些早期的准备，在日本工厂投产Primera仅仅半年之后，NMUK也开始生产Primera了。
不过，因为几家供应商未能按时交付可用的零部件，NMUK在生产启动阶段还是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为了改进这个关键流程，NMUK在一段时间里把日本工程师派到每个出问题的供应商处，这些工程师成功地帮助这些供应商实现了从最坏向最好的转变。派遣日本工程师的做法有助于NMUK与其供应商之间建立信任与长期的合作关系（参见Womack and Jones，1994，p.100-102）。
　
一款全球型轿车Primera
　
1990年，Primera一出现在欧洲的汽车市场上，就立马获得了市场的青睐，我们单从它的销售趋势就可见端倪。在该车型首次亮相后的前4个星期里，来自欧洲的订单就飙升至28 175辆。按一年的时间计算，当年在欧洲的产量是124 000辆，已大大超出了100 000辆的计划产量。此外，截至1994年年初，Primera在欧洲赢得了19项最佳轿车大奖。
在日本和北美地区，Primera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推崇。在日本，1990年月产3 000辆的生产目标很快被轻松超越，当年实际月产量平均达5 030辆，1991年更是增加至6 260辆。在北美地区，Primera被定位为一款豪华紧凑型轿车，并通过日产公司的英菲尼迪渠道进行销售。在北美地区，它的预计销售数量也被刷新，这表明日产公司开发一款全球型轿车的愿景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Primera案例对知识创造的启示
　
这个案例显示出，尽管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日本的组织知识创造方法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同样行之有效。本案例强调了在全球化的知识创造过程中，社会化过程的作用相对国内知识创造愈加重要，涉及生产制造时尤其如此。它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社会化”的范例，这是一个耗时且昂贵的过程，是完成跨国界组织知识创造所不可或缺的过程。
在Primera的案例中，发生了两轮的社会化过程。第一轮的社会化过程，采取的形式是在项目的早期阶段，日产公司派遣数百名日本工程师去欧洲获得关于当地汽车市场、汽车文化和道路状况的隐性知识。日产公司在布鲁塞尔设立了一个信息中心，以促进这个过程。第二轮的社会化过程，针对的是把制造专业知识从日本转移到英国工厂，采取的形式是派遣约300位英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去日本，获得关于制造实践的隐性知识。通过编纂手册帮助NMUK的人学习日本的制造实践，日产公司外显化了经过日积月累在日本工厂内隐化了的隐性知识。
这个案例还显示了调动员工以及培训专家的重要性，前者像津田恭和藤东干雄，他们已经在国外市场和文化中社会化了自己，后者如矢崎组的成员，他们擅长社会化隐性知识以及将它外显化为明确的语言。用我们的话说，他们是社会化和外显化方面的“知识专员”。
在Primera案例中，还有一个不太明显但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关于产品开发新方法的诞生。如前所述，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用我们所说的“橄榄球式”重叠开发阶段，以压缩它们的新产品问世交付时间，使它们每3~4年就能推出一次新车型，每两年进行一次小改动。相反，美国和欧洲汽车制造商则会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车型的全面更新。4一直以来，这种用更短的开发周期推出新产品的能力被视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由于各个职能部门的团队成员之间密集的社会化和由此导致的信息冗余，重叠法在没有什么组织冲突的情境下就可以起到作用。这种密集的交流和信息共享会将所有职能部门凝集在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标。重叠法从项目的早期阶段就开始涉及生产部门，这使设计开发能够经得起制造过程的考验。这个过程反过来可以缩短产品的交付周期，并且提高产品的质量。
然而，橄榄球方式也有其缺点。由于这种方法需要由共享相同时间和空间的跨部门人员来解决问题，因此该过程可能过于重视保持整体的统一性及一致性。换句话说，它可能会导致围绕最小公分母达成妥协或一致的风险。由于制造和营销部门的相对影响力较强，橄榄球式方法阻碍了对技术潜力的不懈追求。
此外，该方法可能不利于每个职能部门从开始时就设定清晰的绩效目标或标准，因为开发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宝马、奔驰和其他顶级欧洲汽车制造商依然按职能（即部门）组织它们的开发过程，并严格遵守按照阶段进行的体系，以便每个部门在每个阶段都做到完美。然而，这种分阶段的方法必然会延长交付周期，并且需要项目团队付出大量的努力来协调各种功能活动，还要确保在最终产品中实现全面的质量标准（有关日本和欧洲产品开发方式的比较，请参见表7-3）。
表7-3 高端汽车的日本式和欧洲式产品开发的对比


上述论点假设在性能和交付时间之间存在二选一的选择权衡。但Primera能够做到两者兼顾，就像其他日本车型一样，用不到4年的时间开发出来，但是仍然能够达到欧洲车的性能标准。更重要的是，Primera设法同时满足了英国汽车制造的本地化要求，以及日产公司为日本生产设定的质量标准。
借用体育界的比喻，我们把日本企业流行的重叠法比喻为“橄榄球”，而把西方企业常用的分阶段方法比作“接力赛”。Primera项目的案例告诉我们，还可以有兼得这两种程序之长的第三种方法。
如果仍然使用体育比赛的比喻，我们将第三种新方式命名为“美式橄榄球”。它既实现了较短的开发交付时间，又达到了较高的性能水准。
在日本橄榄球方式中，经过项目成员之间长期和持续的相互作用，逐步澄清了宏大概念（即业务战略）、中程概念（如果有）和产品概念。然而，在美式橄榄球方式中，宏大概念、中程概念和产品概念是由少数项目负责人，通过开发工作开始时深入和密集的对话而决定和明确下来的。这个过程相当于在美式橄榄球中，主教练和进攻及防守助教在每次比赛前制订比赛计划和战术一样。在这个早期阶段确定各种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在橄榄球方式中，所有项目成员之间频繁的面对面对话是可以实现的，但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时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组织建立了明确的分工，按照某些职能组建专业化团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分工类似于美式橄榄球队，有负责进攻、防守和特别机动的专门单元。
一旦确定了产品概念，所有职能部门就同时行动，像橄榄球比赛一样，一起飞奔以实现预期成本、性能水平和发布日期等目标。首先，大规模的社会化过程启动了，在此期间，项目成员奔赴国外市场以获得隐性知识。其次，各部门共享同一目标和共同的信息库，进行跨部门合作以实施整体业务战略。最后，所有项目成员参与对原型的评估或测试，判断是否已实现产品概念。
这样，新产品开发过程的美式橄榄球方式，将职能团队中分工明确的好处（像我们在接力赛中遇到的）与团队作为一个整体跑完全程的好处结合了起来（像橄榄球比赛那样）。但是美式橄榄球的关键在于赛前制订全面的计划，并由少数几个领导者经过密切协商后决定战术。
总而言之，Primare的案例展示了一家日本企业是如何让日本员工通过实地造访欧洲获得与国外市场相关的隐性知识（社会化），以及让外国人理解与生产技术诀窍相关的日本隐性知识（外显化），进而在组织层面创造知识的。这个案例涉及一家日本公司的国际运作，由此可见，在不同国度使用日本公司的知识创造做法不会构成严重的问题。接下来的一个案例将涉及一家日美合资企业。我们将看到在这样的情景中，在全球范围内综合日本企业和西方企业的组织知识创造方法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第二节 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的REGA项目
第二个案例使全球范围内进行知识创造的主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跨国公司为全球市场开发一款产品并开始在国外生产制造它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两家公司组成合资企业来开发液压挖掘机（hydraulic shovels）全球产品线的故事。该案例展示了新成立的总部设在东京的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是如何跨越重重障碍，最终为全球市场成功地开发和销售REGA系列液压挖掘机的。
　
历史背景
　
1963年，日本的三菱重工株式会社与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卡特彼勒—三菱公司），制造和销售卡特彼勒公司的产品。当时，卡特彼勒公司认为液压挖掘机产品市场潜力有限，因此决定不进入该市场。然而，到了1970年，市场的快速增长迫使卡特彼勒公司推翻了这项决定。虽然卡特彼勒公司3年后在美国发布了第一款液压挖掘机，但与三菱公司的合同协议使它无法在日本销售该产品，而日本已成为全球此类产品的最大市场。1977年，卡特彼勒公司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提议将其液压挖掘机事业部与卡特彼勒—三菱公司合并，但遭到了三菱公司的反对。三菱公司不想为卡特彼勒公司并非最前沿的技术支付许可费，并担心美国公司会利用三菱公司的优势成为液压挖掘机领域的霸主。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三菱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各自找到了充分的理由来重新考虑它们的决定。三菱公司渴望消除其液压挖掘机事业部与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牵引车事业部之间不必要的重复活动。同时，卡特彼勒公司于1983年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亏损，并在美国挖掘机市场遭遇来自日本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小松公司的激烈竞争，后者是在1982年进入美国市场的。这一次，三菱公司更容易接受卡特彼勒公司的提议。经过9轮的艰难谈判后，一家新的合资企业“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于1987年7月宣告成立。它注入了两家公司在液压挖掘机业务方面的资源。此外，卡特彼勒公司获得了日本市场的准入权以及三菱公司的技术，而三菱公司也通过卡特彼勒公司的全球销售网获得了产品全球化的通道。
　
由于产品开发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冲突
　
REGA系列的“超先进”液压挖掘机是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第一次尝试为全球市场开发的产品，预计将在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生产。但日本和美国产品开发方法的差异引发了许多冲突，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两种方法之间的第一个冲突是关于成本、质量、性能和安全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在日本，成本被认为是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经常会被问及“在给定的成本范围里，我们能实现的最佳品质是什么”就是证明。然而在美国，安全和性能被认为是更加重要的因素。美国有严格的产品责任法，公司需要对安全给予格外的关注。卡特彼勒公司拒绝对关于提升安全的重要性做出任何让步。由于在诉讼频发的美国社会做生意，卡特彼勒公司对可能引起诉讼而产生的高昂的诉讼费格外敏感。但日本这一方想消除任何可能增加成本和对销售没有直接贡献的因素，特别是在当时日本建筑设备市场上，恶意的价格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日本工程师坚持日本客户对价格和品质异常敏感。另外，美国工程师认为卡特彼勒公司的客户即使花高价也会购买高性能的产品。
第二个冲突发生在谁应该领导概念创造过程的问题上。在美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盛行，市场部门的意见对开发过程的影响很大。在卡特彼勒公司，由市场部门来设定产品的主要规格。然而在日本，以技术为导向的模式是主流，研发部门掌握着主动权。在三菱重工，是工程部门的规划科负责规格的确定工作。卡特彼勒公司的一位经理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三菱公司的设计和销售想法集中在最小化生产成本方面。如果不能使成本降到最低，就应该改变规格和降低售价。这会导致我们放弃许多潜在的利润……然而，卡特彼勒公司的利润不仅仅来自整车销售，还来自备件销售和售后服务，我们的销售组织将优秀的经销商和用户连接在一起。卡特彼勒公司50%以上的利润来自备件和服务。在营销和设计方面，卡特彼勒公司总是有许多想法。但三菱公司就不是这样的，三菱公司做决策是基于哪种设计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而没有把售后服务和其他方面考虑进去。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文化上完全不同的概念化过程。（Nonaka,Ohtsubo,and Fukushima，1993，p.12）
第三个冲突集中在开发项目应该如何开展执行方面。在美国，开发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按顺序执行的，就像接力赛一样。在卡特彼勒公司，开发过程包括4个阶段：概念创造、原型开发、试运行和批量生产。略有不同的是，日本的方法也是从概念创造开始的，但原型开发、试运行和准备批量生产几乎并行发生。试运行在原型开发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原型开发和试运行的结果被纳入批量生产系统之中。日本的橄榄球方式对缩短开发时间是非常有效的。在日本，产品开发周期通常在3~4年，而美国的周期则是5~10年。
第四个冲突是关于设计是否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标准化的问题。卡特彼勒公司坚信全球标准化必定会带来一些好处，如零部件的可互换性。此外，由于卡特彼勒公司在全世界各地都拥有工厂，它们的布局和生产设施与其在美国国内设施相同，这就消除了各个地区由于工厂生产设施的不同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因此卡特彼勒公司坚持设计和制造过程的全球标准化。但日本一方认为，其明石（Akashi）工厂不同于卡特彼勒公司，要实现标准化会非常困难。三菱公司邀请卡特彼勒公司的两位制造副总裁访问了明石工厂，他们吃惊于明石工厂与其他工厂的不同。结果，卡特彼勒公司重新考虑其标准化生产布局图的政策。
在REGA项目期间，双方尝试了解这些不同并达成妥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随着这些讨论的深入进行，双方开始意识到妨碍相互理解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障碍，还有价值观和解决问题方法的差异。最后，卡特彼勒公司把REGA项目的整体方法委托给了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条件是合资企业在性能和安全上绝不能妥协，并定期向卡特彼勒公司汇报进展。结果，REGA的开发主要采用了日本的产品开发方法。
　
组织REGA项目
　
REGA项目并没有建立任何特殊的项目团队。项目的成员依然保留了他们的正常岗位工作，只为REGA戴上了“第二顶帽子”。例如，一位设计师为REGA项目工作，同时也为非REGA项目做设计。负责开发REGA的液压挖掘机设计中心，采用了矩阵式组织结构。一个轴是规划部门，按照设计的液压挖掘机的大小，分为大、中、小三块。另一个轴是设计部门，按照设计组件划分，如结构、液压机构、电气电子系统和其他设备。在两个轴中，规划部门变成了主轴，它的领导者负责整个项目的管理工作。
在这样的体制下，美国和日本的工程师是如何一起工作的？从一开始，设计中心的联合总经理拉尔森（D.R.Larsen）和安达武二（Takeji Adachi）就有意识地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他们的办公桌彼此挨着。两个人尽可能花更多的时间相处，不仅是在工作中，也包括私人生活方面，他们促膝长谈，相互串门，一起旅行。通过这些社会化活动，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设计中心还有两位总经理和两位副总经理。这两种职位的人员配备情况都是：一位是日本人，另一位就是美国人。就像拉尔森和安达，他们有相同的头衔身份，办公桌彼此相邻。截至1992年，有21名美国工程师常驻设计中心。
对许多的美国工程师而言，这个项目是他们的第一次海外经历。事实上，在来日本之前，这些工程师中的大部分人甚至连护照都没有。拉尔森给这些工程师提出了以下建议：“总是积极思考”和“始终着眼大局”。尽管这样，当美国和日本工程师开始合作时，一个主要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美国工程师不太理解日本工程师在说什么。由于美国工程师习惯于将他们的感受表达出来，他们会刨根问底问“为什么”，直到日本同行感到被逼至绝路不得不说。安达武二有造船方面的经历背景，但对液压挖掘机完全是个门外汉，他评论说：
如果被一连串的“为什么”所逼迫，大多数日本人是不会回答的。美国工程师可能总是会回答。像我这样的外行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一直在问。（Nonaka,Ohtsubo,and Fukushima，1993，p.14）
而拉尔森的评论是这样的：
在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逻辑思维过程的差异……我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工程师合作过。他们的逻辑思维过程与我们就很类似。因此，我原来以为大家的逻辑过程是一样的……我们仍在努力确定如何克服这种差异。（同上）
“逻辑过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工程师倾向于在他们共享的隐性知识、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很少有日本工程师善于表达他们的经验。设计中心的日本工程师认识到：基于隐性知识的沟通不适合外国人。因此，实现外显化成了REGA项目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全球市场制定标准化的REGA规格
　
在全球产品开发中，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满足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需求，与在全世界通过标准化产品和生产流程来追求效率之间进行权衡。REGA不仅面向全球市场，还计划在日本的明石工厂、卡特彼勒公司设在伊利诺伊州奥罗拉（Aurora）的工厂和比利时的哥斯利（Gosselies）工厂进行生产。为了确保3家工厂之间达到某种水平的标准化，他们在设计和开发阶段采取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建立工厂间会议制度，以增强社会化。为了在3个不同的工厂制造REGA，设计图纸必须标准化。这项任务是在工厂间会议上完成的，来自每个工厂的代表当面讨论从采购、生产到营销的议题，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来自每个工厂的给定主题专家针对每个组件组成一个团队（如管线布局、动力总成结构），讨论如何生产相同的产品。他们还讨论由成本最低的一家工厂生产全部组件的可能性。
这种类型的会议对于卡特彼勒公司和三菱公司而言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卡特彼勒公司从这些会议中收获颇丰，因为在那之前，工厂间的沟通一直不顺畅。过去，奥罗拉工厂向哥斯利工厂提供图纸，但两个工厂的工程师在这些工厂间会议前，从未谋面。仅这一事实就使工厂间会议变得颇有价值。
第二步对标准化的尝试，是为前端部分（即称为“大臂”的上臂、下臂和铲斗）开发多选概念。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一台机器有一个固定尺寸的前端部分就足够了。然而在REGA的例子中，前端部分有14种组合可选。这一概念是由设计中心的两位美国工程师为响应日本REGA最佳臂长的问题而开发的。他们发现，在日本市场认为的最佳长度与日本以外常用的长度不同。他们与全世界的经销商验证了这个想法，然后决定尝试销售多选的方案。前臂和铲斗可供选择的想法是独具一格的，并最终成为REGA的主要卖点。
　
通过REGA项目进行组织学习
　
三菱公司从联合项目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开发方法的知识。我们将以设计图纸和手册的使用为例进行描述。
明石工厂根据最初造船（三菱重工过去的支柱业务）的风格制作图纸。造船的设计图纸显示的是产品的完成形态，但所有的生产设计图纸均在工厂制作。实际上，制造过程的方方面面都被委托给了工厂。因为设计团队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相当宽松，所以工厂可以在现场修改图纸或进行添加。即使在设计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工厂的工人也经常更改规格，并为不遵守提供给他们的设计图纸而得意。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从日本母公司那里继承了这种“让工厂处理它”的态度。
设计中心制作的REGA设计图纸在几个方面不同于明石工厂以前使用的。首先，它们符合卡特彼勒公司在全球确立的图纸标准。其次，它们不仅绘制出了最终的成品，还绘制出了所有的中间制造过程。这意味着制作新图纸花的时间比制作以前用的图纸约多了5倍。最后，美国工程师给装配程序文件添加了详细的书面描述。一旦完成，这些文件就覆盖了大约950个独立的程序。一个包含290个这类程序的文件厚度超过5厘米。这种外显化的倾向有助于REGA的全球化事业，因为这些必须制作的图纸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
三菱公司还从联合项目中学习到外显化的重要性。日本工程师持续努力地将自己隐性的、经验类的知识外显化为更显性的东西。安达回忆说：
在REGA项目之前，日本工程师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设计东西。一旦管理者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使用X”，就没有人会质疑他。现在，我们必须清晰明确、毫不含糊地向外国人解释其中的缘由。即使有一些摩擦，通过一起工作我们也获得了技术专长、经验和诀窍。它们成了我们的宝贵资产（Nonaka,Ohtsubo,and Fukushima，1993，p.18）
手册成了捕捉显性知识最具体的形式之一。手册的价值在新旧工程师交接工作时变得格外突出。当新的美国工程师前来接替来自卡特彼勒公司的20位原工程师中的15位时，新来的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会接管前任的职责。手册中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交接。明石工厂的董事兼总经理出口诚（Makoto Deguchi）的评论如下：
在日本，个人要把技术专长和诀窍积累转移给他人会存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换了主管后，同样的错误还会一再发生。但是，我们已经解决了这种问题，变得能够顺畅地转移知识了。（同上）
尽管日本人要在两周内完成任务交接仍然存在困难，但这个项目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文档化和呈现技巧方面的欠缺，以及对提高外显化能力方面的巨大需求。
　
板仓敬之的美国之行
　
1990年12月，安达武二让当时大型设备规划经理板仓敬之（Noriyuki Itakura）去卡特彼勒公司设在美国的奥罗拉工厂出差。事实证明，这是板仓一举变成全球“知识工程师”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将成为综合日本和西方组织知识创造方法的关键人物。
板仓的第一项工作是担当联络员，负责观察REGA样机的生产并把出现的任何技术问题向明石工厂汇报。6周后板仓暂时返回日本，并于1991年9月又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这次他来到奥罗拉工厂工作，担任“产品流程监督工程师”，管理约20名工人。他的工作涉及工程和生产两个方面，他会与现场人员一起工作，根据设计中心发来的设计图纸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工作以前在卡特彼勒公司从未有过。当然，公司让一个日本人以这种身份担当此任也是前所未有的。
板仓敬之制定了晨会的规定，每周举行一次，每次持续1小时。在晨会上，他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经验外显化，尤其是他过去曾经犯过或见过的错误。最初只有板仓敬之一个人发言，但是过了大约3个月后，其他人也开始参与进来。有一些人开始挑战他，说：“那不可能是正确的。”结果，1小时不够用了，偶尔会增加一次特别的会议。通过这种方式，板仓敬之开始在自己和员工之间建立双向的沟通渠道。
在这些晨会上，板仓敬之经常谈到设计师应有的正确心态。卡特彼勒公司的设计师很少走访工厂或实际接触他们开发的机器。各个部门之间所有的职责都划分得很清楚：操作员使用机器，实验室人员撰写报告，设计师检查报告。板仓敬之强调了设计师观察和接触自己开发的机器有多么重要，并向他的美国设计师解释了日本的“工作现场主义”（on-the-job-site-ism）或“实践经验主义”（actual-experienceism）之美德。实质上，他是在强调社会化的重要性。
起初，板仓敬之还对卡特彼勒公司的设计工程师成本意识水平之低感到惊讶。在日本，从设计阶段开始，控制成本保持在预定目标内被视为一个关键问题。在美国，当板仓敬之说“好吧，如果成本那么高，我们就不能做了”之类的话时，就会看到其他人困惑不解的表情。对美国设计师来说，“能”纯粹是个技术问题，与成本无关。为了与成本意识缺乏做斗争，板仓敬之把他的员工叫到一起，谈到他在明石工厂降低成本和在成本限度范围内工作的经验。虽然明石工厂的成本削减计划已经进行了10年，但在过去5年它才开始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前5年中，它主要是反复试错。如果犯了错误，就会检查它，识别问题后再一个一个地去解决。美国工程师听板仓敬之讲了关于明石工厂的故事后，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与奥罗拉工厂面临的问题相同。
板仓敬之还把降低成本的经验传递给他的直接老板墨菲（D.M.Murphy）。在一次一对一的会面中，他解释了在明石工厂实施成本削减计划的历史。随后，墨菲安排让板仓敬之在1992年2月与他的顶头上司格拉姆（E.D.Gramme）见面。板仓敬之仅仅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手写的备忘录，再次解释了成本削减计划。回想这次会见时，板仓敬之说他给格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还没有得到完全理解”。
然而，6个月后，几名卡特彼勒公司的工作人员将板仓敬之曾经的讲述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计算机软件。作为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卡特彼勒公司开发了一个“成本监测系统”，其中包括板仓敬之描述的成本降低和跟踪概念。该系统使卡特彼勒公司能够比较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零部件成本，并跟踪日常的成本波动。因此，在日本积累的隐性知识通过美国的计算机技术得到了有效的记录，并转化为显性知识系统。板仓敬之解释道：
好吧，这个想法是日本人的。但是，文档化或编译为手册的能力绝对是美国人的强项。在日本，你可能会发现有一种能完成艰巨任务工作的超人，这不足为奇。但是，一旦他走后，就没有人能做了。在美国，只要有手册，任何人都能做。要在许多国家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文档、软件的共享并把它们嵌入业务系统将变得很重要，同时还要考虑当地的条件和文化。在这方面，我想我学习到了美国文档化和软件共享方法的优点。（Nonaka,Ohtsubo,and Fukushima，1993，p.25）
在美国，板仓敬之还领略了管理多样性的重要性。许多西班牙裔、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在他的部门工作，他因此学会需要对特殊人群予以特别关注。奥罗拉工厂的管理者必须每3个月向上级汇报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板仓敬之观察到：
在美国，管理多样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人正在努力思考如何在不同的组织、公司和种族中管理人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是日本企业应该考虑的东西。当一家公司走向全球化时，自然需要考虑管理多样性的问题。（Nonaka,Ohtsubo,and Fukushima，1993，p.26）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是必要多样性（组织知识创造的5个促进条件之一）的“天然”来源。
　
将REGA引入市场
　
1992年2月，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REGA 300系列。REGA在包括性能和安全性在内的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的液压挖掘机。除了平稳舒适的操作性、在挖掘和行进时的强劲动力、全面的安全性，REGA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其原创性设计。液压挖掘机通常给人留下的形象是建筑工地上脏兮兮的机器，是完全与设计界无关的东西。但是，REGA的外观和驾驶舱是由曾设计三菱汽车公司获奖的Diamante车型的一家公司设计的。该设计公司借用了日本刀的寓意，它由机器两侧的黑线条表示。
人们相当喜欢这款设计，特别是从后面的角度观察它时。在日本，它还获得了“回眸美人”（mikaeri bijin，字面意思是一个美女回眸）的昵称，借用了日本一幅著名浮世绘的名字。通常，新产品公告和目录上使用的设备照片大多数是从正面拍摄的，但是REGA的照片强调了沿机器两侧的日本刀线条。安达说：
实际上，这种设计的影响力比预想的大得多。过去从没有来过我们公司的客户，现在就是为它而来。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一些潜在客户曾经对我们说：“抱歉，我们只用小松公司的设备”或“我们有日立公司的机器了”，甚至不让我们进门推销的客户，现在会说：“请给我们看看它。哇，这真的不一样。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这真是给我们加分不少。（Nonaka,Ohtsubo,and Fukushima，1993，p.22）
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在4年的时间里，向REGA系列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截至目前，市场反响积极，1992年和1993年的销售额均超过了计划。但这种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真正价值，来自公司如何有效地利用在该项目中创造出来的知识。
　
REGA案例对知识创造的意义
　
这个案例展示了当日本和美国工程师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发全球产品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项目在开始阶段的冲突比日本人主导的Primera项目多，这是因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工程（或业务）逻辑模式以及彼此通过碰撞来创造组织知识的方法。但它也展示了社会化究竟可以做些什么，能将这种可能具有破坏性的冲突变成极其宝贵的创新机会。
REGA的开发代表着日本和美国的组织知识创造方法的迷人综合。这种综合是日本和美国的组织知识创造两种方式优点的协同作用。例如，日本的组织知识创造方式的优势可以通过有效利用社会化（如工厂间会议）和自组织团队（如橄榄球方式的产品开发）来体现。另外，美国的组织知识创造方式的优势在于外显化（如反复问“为什么”，更具体的设计图纸和标准化的操作手册）和组合化（如成本监测系统）。
我们还应该强调，双方都试图克服自己在知识创造方面的弱点，并试图通过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来纠正它们。日本工程师学会了如何将隐性知识表述为显性知识，并将其内隐化。美国工程师学会了如何进行社会化，在与他人互动时获得隐性知识或在现场直接体验，并将其内隐化。发现并弥补组织层面的弱点，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组织知识创造过程成功的关键。
最后，REGA的案例表明，要使全球范围内的任何组织知识创造取得成功，就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第一，参与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应表现出对项目的坚定承诺。这种看得见的支持提供了说服项目成员把自己交给项目的第一步。第二，将有能力的中层管理者分配给项目担任“全球知识工程师”至关重要。例如，板仓敬之的被选派促进了合资企业内的知识转化。第三，项目参与者之间应建立足够的信任度。建立信任需要使用相互可以理解、明确的语言，经常进行社会化或双向、面对面的对话，这样做可以打消疑虑，并最终达成尊重对方诚意的意愿。
这两个案例研究清楚地表明，日本的组织知识创造方法可以在日本之外应用，所需的关键调整是延长社会化和外显化过程。这种调整是必要的，因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需要时间来共享隐性知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建立信任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1]. 中国市场称之为“派美”，又称“霹雳马”，本书保持原英文名称。——译者注



第八章 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我们的旅程即将结束。旅程开始时，我们曾设定一些崇高的目标：①构建一套组织知识创造的新理论；②为一些日本公司在持续创新方面取得成功提供新的解释；③建立一种能融合日本和西方管理实践的通用管理模式。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实现前两个目标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在第七章中开始着手讨论第三个目标，但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下面我们打算完成这一部分。
在本章中，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引申出两组意义。第一组以商业实践者为对象，对有兴趣在其公司内实施知识创造计划者而言，该研究成果具有实践意义。第二组在本质上更具概念性，它们源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管理模式的新洞见。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果总结
第一，在继续讨论两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对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有关组织知识创造的内容达成共识，这一点非常重要。理解组织知识是如何创造的前提是，利用深厚的认识论基础区分两类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这两类知识的相互作用被称为知识转化，产生了以下4种模式：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外显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组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和内隐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第二，我们提到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由个体而不是由组织来完成的。我们反复强调，没有个体，组织本身是不能创造知识的。但是如果不能与他人共享知识或不在团体或部门层面把它放大，那么知识就不会螺旋上升到组织层面。这种跨越不同本体论层面的螺旋过程是理解组织知识创造的关键之一。
如第三章所述，社会化模式始于组建一支成员能够彼此共享经验和心智模式的团队。外显化模式是由连续多轮有意义的对话引发的。对话过程中经常用到比喻和类比，这使团队成员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揭示那些隐藏的、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当团队形成的概念与现有数据以及团队外部的知识相结合，以创造出更多的可共享的规格时，组合化模式就发生了。当团队成员开始吸收、消化整个组织共享的新显性知识时，内隐化模式就被引发了。也就是说，团队成员用它来拓宽、扩充和重新构建自己的隐性知识。
第三，虽然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核心发生在团体层面，但组织需要提供必要的促进条件。组织可以提供组织环境或设备，从而促进团体活动以及在个体层面知识的创造和积累。我们引用了组织层面所需的5个条件来促进知识螺旋式上升——意图、自主、波动和创造性混沌、冗余和必要多样性。
第四，我们的案例研究显示，组织知识创造所发生的实际过程是非线性的和相互作用的。我们的五阶段过程模型（共享隐性知识、创造概念、验证概念、建立原型、跨层转移知识）与“横向”过程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周期性地跨层面移动。正如我们在松下公司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前四个阶段水平移动，但第五个阶段垂直移动，在不同的组织层面创建活动层。
松下公司的案例还说明，组织知识的创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迭代过程。回想一下，我们发现家用面包机的开发经历了多个循环，涉及整个企业组织。但这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并不局限于组织内部，它也发生在组织之间。公司创造的知识调动了组织外部其他人的隐性知识，并把其转化为显性知识，然后又作为环境波动反馈给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将发生在公司提供的产品、服务或系统中，以及客户、供应商、分销商和竞争者之间。
第五，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都不是特别适合促进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自上而下式的模式对组织实现社会化和外显化所提供的助力有限，而自下而上式的模式对实现组合化和内隐化也并非特别有帮助。在这里，这两种模式在使知识螺旋跨越4种模式以及跨越本体论层面方面均存在局限性。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被称为“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过程，它结合了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的优点，是最适合进行组织知识创造的模式。
第六，无论是正式的层级体制还是灵活的特别工作组，它们各自都不是适当的组织结构，能够使知识创造在其中可以蓬勃发展。层级体制结构在实现知识的组合化和内隐化时很有效，而特别工作组模式适合社会化和外显化知识。我们提出了一个超文本组织，该组织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最适合同时兼得层级/官僚体制的效率和特别工作组的灵活性。这并不意味着超文本组织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先决条件，但它的确会促进这一过程。
第七，日本和西方的组织知识创造方法都无法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在西方企业的管理方法中，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主要发生在个人层面，只有少数个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日本企业的方法中，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团体层面，它往往过分强调使用比喻性的语言和象征意义，但代价是分析方法和文档化不足。我们需要把日本和西方的组织创造知识方法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通用的组织知识创造模式。由于在今天的“知识社会”中，知识创造处于管理的核心地位，该模式将成为整个管理的通用模式。



第二节 实践意义
任何关注大众媒体的管理者都会意识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知识社会”，其中，知识不仅仅是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以外的另一种资源，它还是最关键的资源。管理者们也会察觉到，未来属于那些用脑而不是用手工作的“知识工作者”，而未来繁荣的关键在于教育和培训这些工作者。一般的思维想法是，如果公司“培训、培训、再培训这些知识工作者，他们将学习、学习、再学习”。
如果公司只关心从某个地方吸收知识，并将它传递给组织内部的个体，那么这种简化的模式就会奏效。但是，如果组织的意图是不仅在个体层面，还要在团体和组织层面创造知识，那么这种简化的思维就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在简化的情况下，知识沿一个方向横向移动，但在创造组织知识时，知识则是沿螺旋形式进行运动的。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7条指导方针，供企业实践者在公司内部实施组织知识创造计划时借鉴采用。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并不像大众媒体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保证它绝对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指导方针如下，我们将在下面逐一讨论：
（1）创造知识愿景。
（2）组建知识团队。
（3）在一线建立高密度的互动的场。
（4）搭上新产品开发过程的顺风车。
（5）采用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
（6）转换到超文本组织。
（7）与外界构筑知识网络。
　
创造知识愿景
　
高层管理者应该创造一个知识愿景，并在组织内部传达它。知识愿景应该定义“场”（field）或“领域”（domain），为企业成员提供他们所居住世界的心智地图（mental map），并就他们应该追寻和创造什么样的知识指明总体方向。它有些类似于组织意图，并应该被作为公司战略规划的基础。战略的本质在于开发一个组织获取、创造、积累和利用知识领域（knowledge domain）的能力。可是，目前大多数公司在制定战略时都只考虑产品和服务。这种执拗的态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产品和较小程度上的服务都有明确的界限。相比而言，知识的界限则模糊多了，这有助于扩大公司的竞争范围和技术领域。
例如，花王公司将其知识领域定义为“表面科学”，这一定义促使这家原本从事生产清洁剂用的表面活性剂的公司，能够进入化妆品和软盘等新市场。从表面科学的角度来看，护肤霜可以被视为油脂和皮肤之间的表面，软盘则是涂有磁粉的塑料薄片。
同样，NEC和夏普公司都根据自身的核心技术定义各自的知识领域。例如，NEC将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作为其核心技术的一部分，并尝试通过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战略技术领域”（STD）将它们与业务活动相匹配。由于STD把几项核心技术联系起来创建产品概念，因此它不仅代表产品领域，还代表知识领域。在夏普公司，其核心技术是“光电子”，它代表了夏普公司希望人们生活的影像世界，而且是描述夏普公司应该成为什么的关键概念之一。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大部分以光电子的形式积累的知识包括通过各种知识内容的动态转换而创造的知识。夏普公司基于光电子战略的本质可以被描述为组件技术和产品概念的动态转换。
由高层管理者创造的知识愿景有助于培养中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高度个人承诺。它使他们在工作中执行的日常任务具有某种意义，并使他们对应该寻求的知识类型有了一种方向感。知识愿景还有助于重组既有的知识体系，这在过渡时期可能特别有用。如果缺乏愿景，知识可能只是基于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成功的经验形成。如果高层管理者的成功经验成了唯一的标准，组织对事物的求新求异就变得很困难了。
为了培育组织成员的高度承诺，知识愿景应该刻意地留有一定模糊和开放的余地。愿景越模糊，组织成员设定自己目标的自由和自主空间就越大，他们会更投入地去探索高层管理者理想的真正内涵。
在不太遥远的未来，高层管理者不仅要接受经济绩效指标的评估，还要被评估呈现给公司内外成员知识愿景的质量。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一定会加速这种变化。高层管理者必须能够从知识的角度看世界，调动组织内部潜在的知识力量，并且验证公司所创造的知识。高层管理者应该意识到，他们个人志向的高度和他们的组织意图将决定公司创造的知识质量。
　
组建知识团队
　
创造新知识始于个体。不过，正如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1993）指出的那样，“创造新知识不仅仅是‘处理’客观信息的问题。事实上，它是一种主观和极端个人化的活动”（p.xvii）。因此，知识创造始于个体付出努力去检验或验证他的信念以及对工作和公司的承诺；个人的视角或“心智模式”也会发挥作用。高度主观的洞察、直觉和预感是知识创造与创新的根源。
为了培育丰富的洞察力和直觉，创造知识的企业需要丰富公司的内部人才库，使其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增强了组织的必要多样性，这是组织知识创造的促进条件之一。我们已经看到，为日产公司Primera项目工作的一些团队成员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其中，津田是一位知识工程师，曾留学柏林技术学院，能用德语和英语与他人流利的交流；NMUK的宫岛茂树曾留学格拉斯哥大学，并与一位英国人结为伴侣；外饰设计师藤东干雄曾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过。事实证明，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是他们与欧洲人合作Primea项目的一笔重要财富。
为了确保公司内部有足够的人才可用，并保持他们的自由和自主性，公司还应保持职业晋升体系的多样性。如果公司只有一个标准化的、层级体制的职业晋升通道，就很难吸引到具有丰富洞察力和直觉的人才。当今许多公司都有针对直线经理和职能专家各自的职业晋升通道。除了这两个阶梯，还应该为项目管理建立单独的职业晋升通道。项目负责人是一类公司内部的创业家，极具开拓精神。项目负责人会带头尝试许多新生事物，并采取主动行动。他们还善于协调和管理项目，创造新的假设或概念，整合各种知识创造的方法，以及与团队成员沟通并取得成员的信任。
我们已经看到有几个人会成为理想的候选人，他们可以填补项目负责人这个角色。在日本的场景中，我们的脑海中会马上浮现松下公司的田中郁子、本田公司的渡边庆尾、佳能公司的二反田宏等人的形象，而有资格成为全球项目负责人的会是日产公司的津田恭、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的板仓敬之。按照我们在第五章中提出的3类知识团队（知识实践者、知识工程师和知识官）的分类，他们都属于知识工程师这一类别。我们曾指出知识工程师会带头转换知识，他们会创造一个知识形态螺旋，并促进跨越不同组织层面的另一个知识螺旋。在这方面，他们是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项目负责人。企业应该为这群“内部创业家”建立独立的职业晋升通道，将向整个组织发出明确而积极的信号。此外，它对知识创造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实际性的支持。
企业还应为这些项目负责人建立一套不同的绩效评价标准。对于担负创新责任的知识工程师来说，传统的“惩罚”式评价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创造知识的企业来说，评价标准必须从消极的惩罚方式向肯定的奖励方式转变；同样的标准也应当适用于所有团队成员。企业应当根据尝试过多少次创新的努力来评价团队成员；应该允许他们做出“有意义的失败”，就像在3M公司那样，对获得尽可能多的原始经验给予奖励。在某种程度上，夏普公司颁发的“金徽章”具有类似的效果，使团队成员能够进行创新项目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他们能够招募公司中的任何人进入项目，并且在没有预算限制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在企业一线建立高密度的互动的场
　
为了在公司内部培育个体高度主观和个性化的心态，创造知识的企业应该提供一个场，员工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原始体验的丰富源泉，即我们所说的高密度场（high-density field）。高密度场指的是一个环境，在这里团队成员之间发生频繁而密集的互动。它可以表现为我们在整本书中看到的跨职能新产品开发团队的活动，包括本田公司的思迪、松下公司的家用面包机、佳能公司的迷你复印机、日产公司的Primera和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的REGA。高密度场也可以采用团体会议的形式，例如，本田公司的头脑风暴营、佳能公司的“营地会议”和夏普公司的“NEWING”。其他例子包括：由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的板仓敬之在卡特彼勒公司奥罗拉工厂每周举行一次的晨会，在会上板仓会谈及自己的思考、经验和过去的失误；Primera在高速公路上的试运行；花王公司的开放式楼层系统，其中研发实验室的围墙被拆除，目的是创造一个大的开放空间，促进实验室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
在此重申一下，我们的知识创造理论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之上，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社会化得以创造和扩展的。当隐性知识被转化为显性知识时，典型的知识创造过程就发生了。换句话说，我们的预感、感知、心智模式、信仰和经验都被转化为可以用正式和系统的语言来表达与传播的东西。高密度场是通过某种对话触发这种转化的地方。在这里，团队成员开始构建共同的语言，并同步他们的精神和身体节奏。
当团队成员之间进行对话时，他们经常会使用比喻和类比。因为隐性知识是无法表达的，所以比喻和类比就成了表述的手段。但是我们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例如本田公司思迪案例中的“汽车进化论”或佳能公司迷你复印机案例中的“啤酒罐”，往往会词不达意，有时还会前后不一致。意象和表达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差距有助于促进个体之间的互动，并且经常会引发他们之间的集体反思。
团队成员，尤其是身居一线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另外一种对话，即与市场的对话。市场提供了另一个高密度场，尽管这样的互动现在发生在团队成员与外部世界之间。因为知识根植于市场之中，一个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互动就发生在这个场中。市场越成熟，就有越多的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因此在成熟的市场上，团队成员必须更加密集和频繁地与市场互动，因为定性类信息的重要性会随着市场成熟度的增加而增加。
　
搭上新产品开发过程的顺风车
　
本书中所描述的大部分案例都集中在新产品开发项目上，这并非巧合。除了本田公司、松下公司、佳能公司、日产公司和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的项目，我们还参考了夏普公司（电子记事本）、NEC公司（PC-8000）、马自达公司（新RX-7）、朝日啤酒公司（Super Dry）、富士施乐公司（FX-3500）和其他公司的新产品开发项目。
为何会提及如此多的新产品开发例子？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新产品开发过程碰巧是创造组织新知识的核心过程。组织知识的创造就像新产品开发的“衍生物”。因此，企业管理新产品开发过程的好坏成了成功进行组织知识创造的决定性因素。
要成功地管理新产品开发过程，企业就应该牢记以下3个特征。第一，企业必须保持具有高度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新产品开发方法。它们必须认识到，产品开发很少以线性的和静态的方式进行，它涉及反复、动态和持续的试错过程。或许这个特征的最好例证来自软件行业。库苏马诺和塞尔比（Cusumano and Selby，1995）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软件开发利用迭代和螺旋的方法。软件开发者是分阶段进行的，按照项目的进展分成设计、编码和测试等阶段。此外，软件开发者在构建产品时会持续地进行测试并快速开发出原型，而不是在产品开发周期结束时才开始进行主要测试。他们还会持续地改进产品功能，在多个发布周期中推出产品。因此，在管理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能保持一种高度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企业需要确保有一个自组织的项目团队来监督新产品开发的过程。当一个项目团队被逼至“零信息”状态时，即以往的知识都不适用了，它可以考虑采用自组织的特征。在这种状态中，到处都是模糊和波动。让它顺其自然，过程会开始创造自己的动态秩序。项目开始像一家创业公司一样运作，主动作为，承担风险并制定自己的议程。某些时候，团队就会开始创造自己的概念了。因此，企业必须主动赋予项目团队自主权，同时要能容忍波动和创造性混沌。
第三，企业要鼓励非专家参与新产品的开发活动，这会给开发过程增加必要多样性。与专家不能容忍哪怕1%的误差不同，非专业人士更愿意挑战现状。因此，企业应该做好准备，允许并预计错误的出现。例如，本田公司的工程师喜欢说：“1%的成功率是由99%的错误堆积而成的。”
　
采用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
　
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往往是由组织内部的紧迫感或危机感触发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通过设定远超公司目前能力所及的挑战性组织目标，或者通过“行动中的反思”鼓励其团队成员怀疑和否定既有的认知/行为前提，从而激发内部产生创造性混沌。
管理创造性混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我们看来，就是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高层管理者阐述公司的愿景或梦想，在战壕里的一线员工则关注现实。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被中层管理者缩小了，他们通过创建中程业务和产品概念，在两者之间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综合了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隐性知识，使它变为显性知识，并将其融入新的技术、产品和项目之中。
在我们看来，中层管理者在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知识渊博，位居公司的横向和纵向信息流的交会点上，这使他们有资格担任团队领导者。我们的观点与最近西方企业高层管理者看待中层管理者的态度不太一致，中层管理者在西方被描绘成“癌症”和“正在消失的品种”。相反，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中，对他们的定位是“纽带”“桥梁”和“知识工程师”。
　
转换到超文本组织
　
一个企业要想转变成为创造知识的企业，它必须具有持续且动态地获取、积累、利用和创造新知识的组织能力，并且能从战略角度对知识重新进行分类和构建，以便使其能为组织所有员工或未来后人所用。遗憾的是，传统的组织结构不够灵活，无法执行所有这些功能。层级体制是获取、积累和利用知识最有效的组织结构，而特别工作组是创造新知识最有效的组织结构。如果对这两种组织结构或层级中产生的知识重新进行分类和构建，就需要建立我们称之为知识库的第三层。这一层不是作为真实的组织实体存在的，而是根植于企业愿景、组织文化或技术之中。企业愿景和组织文化利用的是隐性知识，技术则利用的是这两层产生的显性知识。
对于企业来说，转换为能够容纳所有三层的超文本组织绝非易事。我们借用计算机做比喻，所有三层文本都分别存储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人们根据需要可以在屏幕上将它们拖拉出来。想要说服具有“非此即彼”心态的管理者，让他们视层级体制和特别工作组为互补而不是互斥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要在两层之上再覆盖另一层（知识库）并说“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处于这三层中的任何一层”，这对于上述管理者来说，可能过于苛求。但是这种从一层切换到另一层的能力，是从根本上区分超文本组织与传统组织结构的核心特征。在超文本组织里，团队成员可以在三层结构中穿越，但在给定的时间点里只能处于某一层中。
尽管不容易，但企业转换到超文本组织是必需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使团队成员的生活简单化，因为在一个时间点，他们只能处在一层中。他们不必像在矩阵组织中那样执行双重职能，某一时间在某一层这将提高团队成员的持久力。第二，因为发生了专业化分工，组织开发的知识质量提高了。层级体制中的业务系统层在获取、积累和利用显性知识时尤为擅长，而特别工作组主要处理隐性知识并通过转化过程创造新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库层关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存储以及重新解读它们。
对于企业来说，转换到这种松散和灵活的组织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是否转换将取决于高层管理者的远见和承诺。目前抵制的那些人应该记住一家日本公司——夏普公司已经完成了这种转换，而花王公司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借用另一个计算机比喻，这些公司将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动态地在屏幕上拖曳多个文件，而其他公司仍然运行像MS-DOS那样的静态系统。
　
与外界构筑知识网络
　
创造知识不仅要处理有关客户、供应商、竞争者、渠道成员、区域社团或政府的客观信息的问题，团队成员还必须通过社交活动，调动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拥有的隐性知识。利用客户的心智地图就是这种活动的典型例子。
大多数客户的需求都是隐性的，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正确或明确地说出自己需要或想要什么。当被问到“您需要或想要什么”时，大多数客户往往从他们过去获得的产品或服务的有限显性知识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倾向明确指出传统市场调查中采用单向问卷形式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更为互动的方法涉及直接的双向沟通，它能带来更好的承诺。NEC开发个人计算机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回想一下，新产品开发过程是如何从销售日本第一个微计算机套件TK-80，以及在秋叶原建立BIT-INN服务中心开始的。从高中生到专业计算机“发烧友”的各类客户访问BIT-INN，并共享他们使用TK-80的经验。持续的对话和NEC获得的洞见终于催生了畅销的PC-8000个人计算机。另一个直接沟通的例子来自服装行业。日本领先的服装公司，如恩瓦德、望族及山阳，它们把自己的销售人员派驻到各大百货公司的卖场，让其与客户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为了使直接沟通更有效，最好手头上有实际的产品或原型。通过它们传递公司的形象比只单凭文字要强烈得多。例如，夏普、微软和苹果公司都让它们的产品开发团队成员带着原型机去市场上，开发团队成员向街上的客户征询对新产品想法或概念的直觉印象或反应。松下电气自行车事业部更进了一步，它设计了一种称为“合适尺”（fitting scale）的工具，当客户在其中一家店铺试骑原型车时，就可以用它来量化客户的感受，并把客户“最适”感受转化为工厂可以理解的规格。
但有时，人们也会偶遇极具创意型的客户，他们很擅长把自己的隐性需要表达出来。调动这一小群创意客户或“意见领袖”的知识是知识创造过程的关键。例如，夏普公司成立了两个“客户委员会”，会请这些前沿客户参与新产品的开发过程。前面也曾提到过，第一个委员会称为“趋势引领者系统”，它组织了600位领先的客户（范围从初中生到70岁的古稀老人），作为外部工作人员。夏普公司将这些客户分成小组，并收集他们的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信息，公司能预测未来1～10年的消费趋势。第二个委员会称为“生活创造者系统”，会邀请领先的客户参与各种现场实验，它的目标是创造更好的生活品质。



第三节 理论意义
我们反复强调，本书的重点放在知识创造上，而不是知识本身。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知识创造为创新提供动力，但知识本身不会。换句话说，组织内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以新产品、服务或系统的形式）成了创新活动的基础。该过程是动态的，会产生两个不同类型的知识螺旋。第一个螺旋发生在认识论维度上，跨越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正如我们在图3-3中看到的。另一个螺旋发生在本体论维度，在个体层面开发的知识被转化为团体和组织层面的知识，如图3-5所示。虽然每个维度都会产生一个动态螺旋，但我们的理论真正的动态性质可以被描绘为两个知识螺旋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作用。正是这一动态过程推动了创新。
组织的知识是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创造出来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维度上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上述两个螺旋。在认识论维度上，当引入时间作为第三个维度时，跨越4种模式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螺旋。在本体论维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跨项目团队层面、部门层面和最终的企业或组织层面的反复且持续的相互作用，也会产生一个螺旋线，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看作从左向右移动，然后再回到左侧。
我们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知识创造的动态交互过程背后的转换本质。我们在整本书中遇到了许多转换。当然，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是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反之亦然，我们把它们称为知识转化。转换的其他例子包括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转换为自中向上而下下式的管理模式，或者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的组织转换为超文本组织。
建立转换的起点是要认识到需要超越二分法。我们发现西方企业管理者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用二分法来看世界。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知识传统可以追溯到笛卡儿的二元论或二分法。A与B相对立，导致了A对B的模式。关于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科学管理与人际关系的争论，都反映出了这一知识传统。我们认为，危险在于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石。例如，在我们看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并不是二分法对立的两端，而是互补的实体。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交换，结果产生新的东西。这同样适用于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以及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似乎是二分法对立的两端相互作用，产生一个综合体。换句话说，我们的模型是同时看A和B。
“错误”（false）二分法对立的两端之间动态且同时地相互作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不同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A和B创造了C，它综合了A和B的优点。C是不同的，独立于A和B，不是A和B“之间”或“中间”的东西。它对应于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通过综合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管理的优点而产生的）和超文本组织（通过综合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而产生的）。在这两种情况中，C都是通过同时追求A和B而产生的。我们的方法一直是取两个世界之精华，透过它们之间动态相互作用来创造新生事物。换句话说，一个涉及A和B的动态、相互作用和同时转换过程产生了C，即A和B两者的综合体。
我们的方法与西方流行的非此即彼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A对B的模式中，辩证过程习惯于在二元论的两极对立中择一（即要么选择A，要么选择B），但是如何在辩证过程中进行综合还不甚清楚。在辩证过程中发生了“逻辑的拳击赛”，双方都由显性知识来代表。正像拳击比赛一样，只有一名胜利者（即要么是A，要么是B）在对抗后胜出。在我们的方法中，综合通过转换或者我们所谓的知识转化而发生，它不仅体现在显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还体现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以及体现在隐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这种转换既是通过对抗也是通过协作来实现的。
我们在整本书中遇到了许多“错误”二分法。在最后一节中，我们将聚焦下列7个二元论，大致上是按它们在书中出现的顺序列出的：
（1）隐性/显性。
（2）身体/心灵。
（3）个体/组织。
（4）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
（5）官僚体制/特别工作组。
（6）接力赛/橄榄球。
（7）东方/西方。
这些二元论形成了我们构建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的基础。对于每个二分法，我们都选取两个似乎对立的概念，动态地整合它们，并建立一种综合。我们将发现，知识创造的本质深深扎根于建立和管理综合的过程之中，这是通过一个转换过程发生的。我们将在下面讨论的7项综合，代表了本书想要提供的“新东西”。我们希望它们能为从事创新研究的人员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隐性/显性二元论
　
回想一下我们早前的观察，西方认识论的历史可以被看作对哪类知识（隐性知识或显性知识）更真实的持续争论。西方人倾向于强调显性知识的重要性，而日本人更重视隐性知识。支持我们的知识创造模式的关键前提是支持日本人的观点，即人类的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而创造和扩展的。
这个前提使我们假定存在4种不同的知识转化模式——社会化、外显化、内隐化及组合化。有关组织理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讨论了其中3种模式。例如，社会化在内容上类似于团体过程和组织文化的理论；组合化则根植于信息处理方式；内隐化则与学习型组织密切相关。但我们觉得外显化（在文献中有点被忽视了）才是知识创造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具有个人的、特定场景的，因此难以言表并传达给他人的隐性知识，被转换为可传播和可表述的知识，比如文字或数字。我们还发现了使用比喻和类比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我们通过演绎或归纳等分析法无法找到合适的表达时，比喻和类比是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知识转化的4种模式中，每一种模式都可以产生一种不同于其他的知识内容。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简要探讨的，社会化产生“共情”知识，如心智模式和技术技能。外显化产生“概念”知识，就像本田公司的“高个子男孩”概念。组合化产生“系统”知识，如原型或新组件技术。内隐化产生关于项目管理、生产过程或政策实施的“操作”知识。
这4种知识内容代表了C，它是知识转化4种模式的综合，是A和B这两种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新生事物”是由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彼此相互作用产生的。
　
身体/心灵二元论
　
嵌入西方认识论的是身心分离的传统，这一直被称为笛卡儿二分法或二元论。笛卡儿认为，终极真理只能从“思考自我”的真实存在中推断出来，这因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而闻名于世。他假定“思考自我”与身体或物质无关，因为虽然身体或物质确实有延伸，我们可以看得到摸得着，但它不会思考，而心灵没有延伸，但可以思考。因此，根据笛卡儿二元论，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心灵而不是身体来获得。
这种认识论的传统在今天仍然存在，就像我们看到人们对学习型组织创始人彼得·圣吉（Peter Senge，1990）所开发的“系统思考”的迷恋一样。学习型组织的重点明显放在用心灵学习上，而不是用身体学习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圣吉甚至说试错法学习是一种错觉，因为在组织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会产生事关全系统的后果，并延续几年甚至数十年，这个时间框架使得从亲身经历中学习是不可能的。
相反，我们的理论格外强调亲身体验的重要性。例如，我们认为最强大的学习来自亲身经历。小孩都是通过试错学会吃饭、走路和说话的，他们用身体学习，而不只是用心灵学习。然而，学习只代表知识创造框架中的一种相互作用。做中学相当于内隐化，就是将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剩下的3种知识转化模式同样重视从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中获取知识。一个人可以从亲身经历中获得主观洞察、直觉和预感。
我们认为，个人的身体体验与间接的智力抽象具有同等价值。例如，回想一下在中世纪的武士道教育中，成为一位“行动的人”（man of action）被认为比精通哲学和文学对人格的塑造具有更大的贡献。对二元论两极对立的综合，被中世纪日本禅宗创始人之一的荣西禅师称为“身心合一”。这种哲学在日本生生不息，使它比西方更容易构建两个看似对立概念——身体与心灵（A和B）的综合体（C）。
　
个体/组织二元论
　
正如我们指出的，唯有个体才能创造知识。一个组织如果没有个体，组织本身是不能创造知识的。因此，组织支持和激励个体的知识创造活动，或者给他们提供合适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知识创造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在“组织的”层面放大由个体创造的知识，并通过对话、讨论、经验共享或观察使它在团体层面结晶固化。
回想一下，本田公司新产品开发团队在提出自己的比喻“人性最大化，机器最小化”之前，它们是如何对渡边庆尾所提出的口号可能意味着什么进行争论和讨论的。这个例子还展示了自组织团队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环境，个体在里面可以开展对话，这可能会涉及重大冲突和分歧。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恰恰是这样的冲突促使个人质疑既有的前提，并以新的方式理解他们的经历。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将个体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的过程。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出，个体和组织并不是处于二分法的对立端，个体是知识的“创造者”，而组织是知识的“放大者”。大部分转换实际上发生在团体或团队层面。团体的功能使其扮演知识“综合者”的角色。团队越具有自主性、多样性和自组织性，它作为综合者就越有效。因此，个体（A）和组织（B）的动态相互作用以自组织团队（C）的形式产生了一个综合体，并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提供了一个共享环境，个体在其中彼此相互作用。团队成员通过对话和讨论创造新的观点。
　
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二元论
　
长期以来，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一直被视为管理过程系列的两极。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只有高层管理者能够并且被允许创造知识。而且，高层管理人员创建的知识等待被落实或实施。相反，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假设知识是由那些富有创业精神的一线员工创造的，而来自高层管理者的命令和指令则很少。知识是由某些个体，而不是一群彼此相互作用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原因是组织成员之间的对话相对较少。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这两种模式都不足以作为管理知识创造的过程。首先，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适合处理显性知识，但不适合处理隐性知识，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正好与之相反。因为这种局限，两种模式只能执行部分知识转化：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侧重于组合化和内隐化，而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侧重于社会化和外显化。两种模式的另一个明显的局限是，两者都忽视了中层管理者。在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中，中层管理者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很少参与创造知识。在自下而上式的管理模式中，知识创造者显然是在组织一线有创业精神的个体，中层管理者扮演的角色不太重要。
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则综合了二分法的两个极端。在这个模式中，知识是由中层管理者创造的，他们往往是团队或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正如我们在图5-1中看到的，他们在涉及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之间螺旋互动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新知识。该模式将中层管理者置于构建综合的中心。知识既不是通过A（自上而下式），也不是通过B（自下而上式），而是通过C（自中向上而下式）创造的，C综合了两个世界的优点。
　
官僚体制/特别工作组二元论
　
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是两种对立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是高度形式化、专业化和集中化的组织结构，在大规模有效地执行日常工作方面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特别工作组则充满灵活性、适应性、动态性和参与性，它在执行需要一定时间完成的明确定义的任务时特别有效。
但是，这两种组织结构都不太适合促进组织知识的创造。官僚体制由于其强烈的控制倾向，会束缚个体的主动性，并且在不确定和快速变化的时期可能会失效。它不适用于获取、创造、利用和积累隐性知识。特别工作组由于其临时性的特点，在整个组织中持续、广泛地利用和传播知识方面并不是那么有效。它也不是特别适用于开发显性知识。
超文本组织结构是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的综合，它吸取了两者之长。官僚体制组织结构通过内隐化和组合化，有效地实施、利用、积累新知识。而特别工作组在通过社会化和外显化产生新知识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在超文本组织内部，把官僚体制的高效性和稳定性与特别工作组的有效性和动态性结合了起来。在这方面，A和B被视为互补关系，而不是互斥关系。
此外，超文本组织包含第三个组织层——知识库，在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中产生的组织知识，在这里依照公司的企业愿景、组织文化或技术被重新分类和概念化。如前所述，企业愿景有助于校准公司开发其技术或产品的方向，并澄清它想竞争的领域。组织文化校准每位员工的心态和行动。技术使官僚体制和特别工作组所产生的显性知识得以发挥，而企业愿景和组织文化则充分利用其他两层中创造的隐性知识。这样，超文本组织结构（C）会通过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对A和B中产生的知识进行重新分类和综合。
　
接力赛/橄榄球二元论
　
我们把按顺序进行的“接力赛”式新产品开发方法和重叠的“橄榄球”式方法的位置安排得好像图3-7中二分法的对立端。在接力赛方法下，新产品开发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依次进行——概念开发、可行性测试、产品设计、开发过程、试生产和最终投产，其中一组职能专家将接力棒传给下一组。在接力赛方法中，职能是专业化和分解化的，劳动分工是常态。不过，这样做的主要弊端之一是开发产品的交付时间过长；然而，分阶段的做法可以使每个阶段的每组职能专家都能精益求精，做到尽善尽美，因此往往可以达到很高的性能标准。
在橄榄球式方法下，产品开发过程源于多学科团队的不断互动，其成员从头到尾一起通力工作。我们于1986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中（Takeuchi and Nonaka，1986）提出，橄榄球式方法对于寻求快速、灵活地开发新品的公司至关重要。团队成员之间的不断互动鼓励他们挑战现状，反复进行试错，并激发新的学习方式。用本书中提出的术语来说，因为来自不同职能领域的团队成员间密集的社会化过程和因此导致的信息冗余，橄榄球式方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指出的，为了保持整个团体的统一和一致，它可能要承担在性能标准上做出妥协的风险。
但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不一定非得把接力赛式和橄榄球式方法分别摆在二分法的对立端上。组织通过采用“美式橄榄球”的方法，充分利用接力赛式和橄榄球式的优势，就可以避免在采用接力赛式方法获得的性能与采用橄榄球式方法实现的速度之间进行取舍。在欧洲开发Primera时，日产公司部分使用了“美式橄榄球”的方法，可以同时兼得极高的性能标准和较短的交付周期。为了在相距数千英里的两个地方开发同一款轿车，Primera团队成员无法采用他们在橄榄球式方法中熟悉的面对面互动形式。因此，在项目开始之前，他们不得不澄清整体战略，并制定具体的中程概念和产品概念。一些参与密集对话的项目负责人在一开始就做出了决策，就像美式橄榄球比赛时，主教练以及进攻和防守助教一起制订整体比赛计划和具体战术一样。
一旦确定了产品概念，几个职能部门就在明确分工的前提下齐头并进开展各自的工作。这些部门类似于美式橄榄球的专业化团队，每个部门以橄榄球式的方式运作，以团队作为一个单元跑完全程，在他们自己中间以及与其他团队来回传球。每个团队在开始奔跑时，各个项目负责人也会相互协商，以实现跨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对项目能否取得成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这种方式，美式橄榄球不仅利用了接力赛和橄榄球式方法的优势，还标志着采用了一种明确的产品开发新方法。
　
东方/西方二元论
　
在开始这段旅程时，我们认为日本公司和西方公司在处理组织知识创造的方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列出了一长串的差异，如图7-1所示。难道这就是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说的“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远不会相遇”吗？
然而，在日产公司开发Primera以及在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开发REGA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那就是综合日本企业和西方企业创造组织知识的方法是可能的。要创造出一种综合体，双方都必须认识到两个简单的事实。首先，双方必须意识到差异确实存在。图7-1将争论的焦点总结为11个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乍一看，差距好像太大，难以形成任何类型的综合。但差异的根源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我们在第三章中确定的两个维度——认识论和本体论。从认识论上说，差异到现在应该很明显了：西方人倾向于强调显性知识，而日本人往往重视隐性知识。从本体论上说，西方人更注重个体，而日本人是团体导向的。
其次，双方必须认识到它们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应该向对方学习。在认识论维度上，西方企业应该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不太正式和系统的知识上，并开始关注通过经验或使用比喻、图画获得高度主观的洞察、直觉和预感。反过来说，日本企业需要更好地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软件功能和计算机管理系统来积累、存储并在整个组织中传播显性知识。当然，仅仅单独获得隐性知识或单独获得显性知识都不会创造新知识；在组织内部必须发生从一种类型的知识到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的转化。这种要求凸显了本体论维度的重要性。西方公司需要学习如何通过对话、讨论、经验共享和观察，在团体层面放大或结晶固化知识。另外，日本公司需要学习如何在个体层面构建更强的能力，不仅在高层管理者层面，还在整个组织层面。高层管理者对组织意图更清楚地陈述，每个一线员工更高的自主性，更多拥有多元化背景和外显化技能的知识工程师，都有助于减少日本企业流程固有的波动和冗余，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知识创造更容易。
这种相互学习其实已经发生了。在Primera项目和REGA项目中，日本工程师从他们的西方同行那里学到了文档化和编制手册的重要性。此外，REGA项目中的日本管理者学到了美国在计算机软件上的优势可以如何来增强外显化。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卡特彼勒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将日本管理者如何削减成本的口头解释变成成本监测系统，使公司能够比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零部件价格，并跟踪每日的成本变动。另外，西方管理者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社会化的重要性。例如在日产公司，300名英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派到日本，切身体会获得日本制造实践的一手经验。在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社会化采取的形式有：①拉尔森和安达两位高层管理者让他们的办公桌彼此相邻，并且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都尽可能多地待在一起；②召开跨工厂的厂际会议，以改善日本、美国和比利时各个工厂之间的沟通；③板仓敬之每周举行一次晨会，在会上共享自己的经验或敦促美国工程师实际接触他们负责设计的机器。
在组织知识创造上，这些简单的认识对于建立东西方综合的“通天大道”而言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的看法是，其实这种综合已经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发生了。我们只需要看看两家创业公司——美国微软公司和日本7-11公司就明白了。在我们看来，这两家公司都成功地综合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
微软是一家很有名的美国公司，但却像日本公司一样经营。例如，像许多其他美国公司一样，它有一个复杂的电子邮件系统，让公司的每个人都能交换显性知识。一线员工每天平均收到50封电子邮件，管理者每天平均收到大约100封电子邮件，而CEO比尔·盖茨（Bill Gates）则每天要接收多达200封电子邮件。此外，微软还利用它的电子邮件系统召开“虚拟会议”，一群人坐在个人计算机前，不仅交换数据，还有声讯、图像、照片和视频。但是，微软公司的软件开发者所尝试的过程，却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企业经常采用的重视现场的产品开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多地获取隐性知识。他们还将原型机带到市场上去，让客户试用它，感受客户对产品的好恶，并获得如何改进产品的见解。在产品最终推向市场前，这种反复试错的过程可能要重复多次。
日本7-11公司的运营方式使其看起来就像一家美国公司。这个便利连锁店广泛使用手册（即典型的显性知识）进行店铺运营、员工培训和加盟店招募，这些都是它从美国7-11公司学到的，再根据日本国情进行了调整。日本7-11公司拥有日本最好的零售信息系统。它不仅使店主和兼职雇员都可以访问详细的零售点（POS）数据，还能通过被称为“图形订单终端”的手持电脑来下订单。在下订单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经验、POS数据、来自日本7-11公司当地办事处“巡视顾问”（field counselors）的建议、关于天气预报的信息、当地活动等，来假设哪些商品会畅销、需要多少数量以及如何来销售它们。每个假设都会得到实际订单的检验和POS数据的验证。巡视顾问会收集这些成功的假设，并选择其中的一个假设在总部周例会上进行汇报，出席者包括所有的巡视顾问、高层管理者和总部职员。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所有店铺会对该假设进行实际检验。通过利用这个系统获取一线知识，日本7-11公司已成为日本最赚钱的零售商，并且现在正在把系统传授给美国7-11公司，后者已于1991年被收购。
我们相信，未来属于那些能充分利用东西方的优势，并开始建立一个通用模型在其组织内部创造新知识的公司。国籍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不再将成功公司的关键特征认定为日本的、美国的或欧洲的企业。新“知识社会”的成败将依据创造知识的能力来评判。要成为创造知识的企业，东西方的管理者们都需要产生和管理多重的转换、螺旋和综合，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打一场一维的拳击比赛。成败的关键在于跨越多个维度上的多重转型，或者我们称之为的“超级转型”（hypertransformation）。超级转型必然会涉及一个动态、相互作用和同步的过程，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结尾所看到的。归根结底，那些能够协调并快速完成超级转型的企业，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企业环境中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转换、螺旋和综合发生的速度将成为未来的关键能力。
我们希望日本企业对西方人来说变得不那么神秘。在过去的50年里，在日本企业的生存环境中，“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尽管它们在“泡沫”经济时期有所懈怠，但它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就是“唯一确定的又是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它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把自己变成创造知识的企业。它们将从目前的经济衰退中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不断创新的种子已经播下了。日本企业教给了我们只要通过不断地创造新知识，通过组织广泛传播它，并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系统中快速体现它，就能实现创新。知识创造过程不再是一个谜，这个过程也不再是日本企业所特有的，它是属于全世界的。



注释
第一章
1.这部分主要取自野中的相关著作（Nonaka，1991，p100）。
第二章
1.关于西方认识论的历史，参见Russell(1961，1989)，Moser and Nat(1987)，and Jordan(1987)；关于当代认识论的回顾，参见Ayer(1984) and Dancy(1985)。
2.在传统的认识论叙述中，知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为了让个体A具有对某事物的知识（即命题，简称P），以下是A具备知识P的必要且充分条件：①P为真（真实性条件）；②A必须相信P为真（信念条件）；③A关于P是真的信念必须得到验证（验证条件）。
根据第一个真实性条件，个人对某事物的知识，除非其命题是真的，否则并不存在。因此，像“我知道P，但P不是真的”这样的陈述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真的命题是对现实的描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真的。
信念条件要求不仅陈述必须是真的，而且我们必须相信陈述是真的。虽然真实性条件是一个客观必要条件，但信念条件是主观必要条件。因此，当我们提及P知识时，我们必须对P持有某种态度。我们对P持有某种态度，这意味着我们信任P。尽管如此，相信P不是P为真的定义性特征。我们很可能会说“我相信P，但P不为真”，但命题“我知道P为真，但我不相信P为真”是自相矛盾的。简而言之，知识包含信念，但信念不包含知识。
验证条件要求必须有证据来证明知识的真实性。信念虽然揭示了对P的一种态度，但不能验证P自身的正确性，它需要真实的证据。缺乏有效证据的信念，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碰巧是真实的，也不构成知识。
3.著名的“葛梯尔反例”（Gettier counter-example）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定一个人持有一个基于有效假设的信念，尽管该信念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它也可能产生另一个真实的信念。基于这种观察，葛梯尔注意到错误的信念即使满足上述3个条件，也不能产生知识。这是对主流知识观不完美本质的重要批评。
4.西方认识论对3个主要问题一直充满了争论：①知识的本质；②知识的起源；③知识的可靠性。
5.他的认识论部分源自以前的哲学家，特别是帕曼尼迪思（Parmenides）的信念:现实是永恒的，因此所有的变化一定是虚幻的；源自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教义:在可感知的世界里不存在永恒的东西；源自他的导师苏格拉底的“理念”或“形式”理论。
6.Plato,Phaedo,65e,in Plato I,trans.H.N.Fowler(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53),p.229.
7.Aristotle,Analytica Posteriora,II 19(100a),from The Oxford Transla-tion of Aristotle，Vol.1，trans.G.R.G.Mure,ed.W.D.Ros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8); quoted by Moser and Nat(1987)，p.59,and by Jordan(1987)，p.136.
8.应该注意的是，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属于经验主义，但他一直被认为是逻辑或理性推理的权威。莫瑟和纳特（1987）认为亚里士多德是理性主义者，强调关于“形式”及其关系的知识只能通过理性推理获得（p.17）。
9.其中，圣奥古斯丁是个理性主义者，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坚信“永恒高于可感知的世界”（Russell，1961，p.356）。因为不喜欢圣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圣托马斯·阿奎那成了亚里士多德的热心追随者，即经验主义者（同上，p.445）。圣芳济会的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走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抽象知识是由个别事情引起的、以感知或直觉知识为先决条件（同上，p.464）。
10.René Descartes,Discourses on the Methods，trans.E.S.Haldane and G.R.T.Ross,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1)，p.92.
11.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Book II: i,3- 4; quoted by Moser and Nat(1987)，p.133.
12.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Norman Kemp Smit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5)，p.41.
13.马克思受到路德维希·A.费尔巴哈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费尔巴哈是黑格尔的一位有批判精神的学生，他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了人的意识和思想，因此否认黑格尔的精神是世界的源泉和现实的观点。
14.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参见Part I of his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trans.W.R.Royce Gibson(London: Allen and Unwin,1931).
15.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2)，pp.83，99.
16.Jean-Paul Sartre,Being and Nothingness，trans.H.E.Barne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6)，p.lxvi.
17.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Colin Smith(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2),p.137。
18.Ibid.,pp.21-22.
19.Ludwig Wittgenstein,The Blue and Brown Books(Oxford: Basil Black- well,1958)，p.150.
20.在明治期间（1868—1912）领导“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的江兆民，曾经感叹道：“自从日本成立以来，日本就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哲学”（在中村引用，1967，p174）。
21.现存最早的诗歌集，编于约770年。
22.最杰出的日本小说之一，由日本女作家紫式部写于约1010年。
23.日本第一部官方诗集，按醍醐天皇的旨意编于约905年。
24.中村对日本智力传统的批评基于他对现代法国哲学的研究。
25.因此，新渡户（Nitobe，1899）感叹道：“我们缺乏深奥的哲学——虽然我们有些年轻人已经在科研领域中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在哲学领域中颗粒无收——这可追溯到武士道教育统治下的、忽视形而上学的训练”（p.176）。
26.被汤浅（Yuasa，1987）所引用，第65页。虽然西田从威廉·冯特和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哲学中，借用了“纯粹经验”的术语，但他批评了他们对“纯粹经验”的哲学表达，并将形而上学的基础从思辨转向事实，并重新对之进行概念化。在西田的《善的研究》英文版（1990）介绍中，阿部正雄把西田的批评总结如下：“他们（冯特和詹姆斯）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获得纯粹经验，从而错过了真实的现实。从外部观察它意味着将具体、动态的整个纯粹经验分解为抽象的心理元素，如感知、感觉和表现，然后重建它们。在这个解释中，生动的个体经验得到概括……真正的纯粹经验是……指向主体。但在……（冯特和詹姆斯的）心理哲学中，被观察到的意识和观察意识是二元对立的”（p.xv）。
27.瓦雷拉、汤普森和罗希（Varela,Thompson,and Rosch，1991）认为：“从笛卡儿开始，西方哲学的指导性问题一直是‘身体和精神到底是一种还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属性、描述层次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本体关系是什么……’笛卡儿关于自己是一个思考体的结论正是他所提出的问题的产物，而这个问题又是具体实践的产物——那些无实体、无意识的反思”（p.28）。
28.西田（Nishida，1990）还断言“科学真理不能被认为是完美的真理”（p26）。然而，正是西方严格的质问和怀疑取向催生了现代科学。
29.熊仓（Kumakura，1990），p64-65。帕斯卡（Pascale）和阿托斯（Athos）（1981）观察到以下现象：“在日语中，动词出现在句子的末尾，所以听众在讲话者讲完之前，并不知道他的意图。讲话者可以根据听众的表情改变动词。事实上，日本人寻求认同的欲望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完全避免动词的确定性。听众对一些关键名词的接受或迟疑为达成一致设置了条件。日本人采用开放讨论的方式和笼统的表述，为回旋和妥协留下了余地。他们有19种说不的方式，这表明如果能够尽可能避免争议，日语本身具有能够驾驭冲突的高超技巧”（p98）。
30.按照彭罗斯（Penrose，1959）的说法，“当然，经济学家经常会认识到在经济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知识所起的主导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知识的整个主题太难以把握”（p.77）。最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建立以增长理论形式出现的知识经济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默（Romer，1986,1990a,1990b）。
31.关于知识观点的经济学思想回顾性文章，可参见Fransman（1993）。我们关于经济理论中知识的论点部分借鉴了这篇论文。
32.马歇尔意识到由劳动分工过程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知识碎片，与需要整合这些知识之间的矛盾。他因此识别出许多不同形式的组织来帮助开发和使用知识。
33.应该指出的是，泰勒本人对工人获得公平薪酬和生产发展抱有人道主义兴趣。然而，在实践中，他和他的追随者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开发的技术经常被误用，对工人产生了非人道主义的影响。
34.这种现象源自对人的关注，被称为“霍桑效应”。
35.巴纳德（Bernard，1938）把心智过程分成逻辑和非逻辑过程。逻辑过程是指有意识的思考或推理过程，用词语和符号就能表达。非逻辑过程涉及无法表达的心智过程，如实际事务中的判断、决策或行动。这些过程是无意识的，而行为知识源自它们。他认为鉴于人类的理性本身是不完整的，词语和符号即使是确凿无误的，也只构成人类知识宏大体系的顶层（p303）。即使在最严格的科学工作中，这些非逻辑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p303-306）。
36.根据莱维特和马奇（Levitt and March，1990）的说法，巴纳德并没有试图准确定义这些非逻辑过程包括什么，而它们只是他心中“对于经验和知识的编码”；巴纳德描述了非逻辑过程的优势和局限，以及非逻辑的“良好判断”或“良好感觉”比理性更有优势的一些场合（p14）。
37.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纳德发现西蒙的决策过程过于数学化，并提议重视非逻辑心智过程的重要性。
38.根据对数千种产品的分析，BCG证实了总成本取决于边际成本递减的规律。
39.后来，PPM技术在资源部署中延伸到了组织和人力资源方面。同样地，“战略管理”涵盖各种各样的领域，包括商业组织的职能、目标、战略、结构和控制系统。
40.作为反驳论点，大前研一（Ohmae，1982）强调洞察经营战略的重要性。他认为洞察力包含创造力，并且常常涉及打破常规。因此，源自洞察力的计划不能进行定量上的“分析”。与此类似，特里戈等人（Tregoe et al，1989）强调了愿景在制订长期计划中的作用，这通常在关注活动即时性的理论中被忽视了。
41.明茨伯格（Mintzberg，1994）将战略规划的3种假设批评为基本的谬误：①形式化，假设在制定战略方面，系统会比人做得更好；②分离性，战略家应该与实干家以及他们的战略目标保持距离；③先决性，因为战略制定的背景是可以预测的，假设战略制定的过程和战略本身也可以被预先确定。
42.传统上，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文化视为意义之网，是由符号和其他表达方式组织而成。他们将人类视为意义的制造者，通过符号创造自己的世界。
43.按照沙因（Schein，1985）的说法，每种文化的关键部分是一系列的假设，包括什么是“真实”，一个人如何确定或发现什么是真实，“团体的成员如何采取行动，他们如何确定哪些是相关信息，以及何时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是否采取行动和做什么”（p.89）。
44.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文化对组织知识的创造很重要，我们的知识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前辈的文化那里学来的。
45.奎因（Quinn，1992）观察到：美国今日的经济从根本上被服务业重组了，高达95%的制造业的员工从事服务活动。他强调把战略重点放在核心知识和服务能力上，以及通过战略外包撬动基于知识和服务战略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产生基于知识的服务的组织战略，并说明了重构制造业与服务业接口的方式。这种新的管理方式被概括为“智能企业”，通过管理专业的、富有创新性的和进行大规模服务的精英，以实现更高的服务生产力。
46.有关详细的评论，请参见Dodgson（1993）。
47.关于组织学习的文献综述显示，“适应”和“学习”这两个术语有时可互换使用（Levitt and March，1998；Huber，1991）。
48.邓肯和外斯（Duncan and Weiss，1979）、达夫特和韦克（Daft and Weick，1984）、布朗和杜吉德（Brown and Duguid，1991）、非奥尔（Fiol，1994）在这点上是少数的例外。他们从组织诠释或集体意义建构的角度出发，研究组织学习过程，将知识的发展定义为学习的成果。
49.例如，伊丹（Itami，1987）指出基于信息的资源或“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如客户的信任、品牌形象和管理技巧等；阿克（Aaker，1989）区分了资产和技能：资产是“你的公司拥有的东西，如优于竞争对手的品牌名称或零售地点”，而技能是“你的公司比竞争者做得好的地方，如广告或高效制造”（p.91）；迪耶里克和库尔（Dierickx and Cool，1990）将技术专长和品牌忠诚度“战略性资产”称为“宝库”，这些都需要通过时间进行日积月累。
50.例如，伦纳德—巴顿（Leonard-Barton，1992）将“核心能力”定义为“区分并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集”（p.113），并提出知识集有4个维度：①员工的知识和技能；②技术体系；③管理体系；④价值观和行为标准。斯宾塞（1993）将隐性知识分为3类：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和共有的，每种隐性知识都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
第三章
1.香农后来评论道：“我认为也许‘信息’这个词造成的麻烦比它带来的价值多……只不过我们难以找到另一个更接近正确的词。我们应该牢记[信息]只是对某些信息源产生序列的传输难度的测量”（引自Roszack，1986，p.12）。博林（Boulding，1983）指出，香农的评价类似于一张电话账单，以时间和距离为基础计算，但没有给出关于信息内容的洞见，并称之为贝尔电话（BT）信息。德雷茨克（Dretske，1981）认为，真正的信息理论应该是关于我们消息内容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体现这些内容的形式的理论。
2.在人工智能领域中，人们认识到了知识与行动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例如，格鲁伯（Gruber，1989）调查了指导专家行动的“战略知识”，并尝试开发工具用来获取这样的知识。
3.布朗和杜吉德（Brown and Duguid，1991）在“进化的实践社区”方面的研究工作表明，个体的实际工作和学习方式，可能与组织所规定的相对严格、正式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实际上，非正式团体的进化是在个体之间进行的，它们寻求解决特定问题或追求其他共同目标。这些团体中的成员资格由个体交换有实用价值信息的能力所决定。奥尔（Orr，1990）认为，成员交换想法，共享叙述或“战争故事”，便会从冲突和混沌的信息中达成共识。因此知识创造不仅包括创新，还有学习，它可以塑造和开发日常工作的方法。
4.例如，我们认识邻居的脸，但无法用语言解释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此外，我们可以从他人的面部表情感知他们的情感，但用词语解释它们就更难了。换言之，虽然几乎不可能说清楚我们从邻居脸上感觉到的情感，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全部印象。有关隐性知识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波兰尼（Polanyi，1958）和格尔威克（Gelwick，1977）的相关著作。
5.我们在第2章中没有谈到波兰尼，因为他的观点和背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地位被看低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出生于匈牙利，他的兄弟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是一位经济学家，并是名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作者，更为世人所知。迈克尔·波兰尼是位著名的化学家，据说差点获得诺贝尔奖，他到50岁时才改行研究哲学。波兰尼的哲学与“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和梅洛-庞蒂的思想有一致之处，无论是含蓄的或明确的，他们都强调行动、身体和隐性知识。关于波兰尼和后来的维特根斯坦之间因隐性知识而关系密切的讨论，请参见吉尔（Gill，1974）的研究。
6.布朗（Brown，1992）认为，“未来的组织将是‘知识精炼厂（knowledge refineries）’，其中的员工将从信息的海洋中浓缩提炼出理解和解释，否则这些信息的洪流会从四面八方淹没他们”（p.3）。他继续说道：“在知识精炼厂中，工人需要与过去和现在协作。与现在协作就是共享隐性知识，而与过去协作是为了利用从以前的做事方式中获得经验。”
7.按照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说法（Maturana and Varela，1980），“作为定位行为（orienting behavior）范畴的语言学领域，至少需要两个相互作用的生命体，且这两个领域是可比较的，这样就可以在相互作用的交集部分形成一个合作系统，系统中两个生命体出现的行为与两者均相关……人类存在的核心特征就是在语言认知领域发生的。这个领域在本质上是社会化的”（pp.xxiv，41）。
8.ACT模型与赖尔的（Ryle，1949）知识分类是一致的，分为知道某事物“存在”和知道事物“如何”运作。此外，斯奎尔（Squire，1987）还列出了超过十几个标签的对立分类法，如“隐性”对“显性”，“技能记忆”对“事实记忆”等。大多数的区分可以把“过程性知识”分类下的属性与“陈述性知识”分类下的属性分开。
9.一项对105位日本中层管理者的调查验证了如下假设，即知识创造构想包括4个知识转化过程——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一阶因子和二阶因子分析中的因子负荷证实了4个转换过程的存在。详情参见Nonaka,Byosiere,Borucki,and Konno（1994）。
10.有关从信息创建的观点对外显化进行有限的分析，参见Nonaka（1987）。
11.香农-博尔斯、萨拉斯和康沃斯（Cannon-Bowers,Salas and Converse，1993）在广泛查阅共享心智模型文献及其对团队决策研究的基础上，将“共享心智模式”定义为“一个团队的成员拥有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对任务形成准确的解释和期望，进而协调他们的行动，使他们的行为适应任务和其他团队成员的要求”（p.228），这个定义基于他们大量查阅关于共享心智模式的文献和他们对团队决策的调查研究。要理解共享心智模式是如何创建的，了解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概念对此会有所帮助。这个概念是为哲学诠释学或用来解读历史文本的方法论研究而创造的。加达默尔（Gadamer，1989）认为对文本的真正理解是解读者和作者视界的“融合”。他将视界定义为“包括从特定的有利角度能看到的所有事物的视野范围”（p.302）。将这个概念应用于我们的场景，我们就可以说：社会化就是把参与者的隐性知识“融合”（fusion）到共享的心智模式里。
12.舍夫伦（Scheflen，1982）提出了“场认识论”（field epistemology）的概念。他强调在形成一个共识场时，“互动节奏”（interaction rhythms）的重要性，并认为沟通是在这种情形下同时发生的信息共享。同样，康顿（Condon，1976）认为沟通是一种同时发生的和场景有关的现象，人们在其中感觉到发生了变化，共享同样变化的感觉，并受感动而采取行动。他说：“换句话说，沟通就像波浪流过人体，在每个人与波浪同频共振时达到高潮。”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霍格和艾布拉姆斯（Hogg and Abrams，1993）观察到“团体行为可能是通过寻找意义和相一致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来激发的”。（p.189）
13.格劳曼（Graumann，1990）将对话视为多视角的认知。如前所述，正如“言语行动”（speech act）一词所暗示的，语言本质上是与行动相关的（Austin，1962；Searle，1969）。因此，对话可以被视为集体行动。此外，按照康德的说法，世界是由语言创造的，创造概念就是在创造世界。
14.于1984年1月25日接受采访。
15.这些作者强调为有组织的行动创造共同意义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组织需要开发联合经验的“等同意义”（equifinal meanings），以在组织中创造共同意义。比喻是他们通过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es）发现等同意义的4种机制之一。关于比喻和其他3种机制——逻辑论证、影响调制和语言间接的更多讨论，请参见Donnellon，Gray and Bougon（1986）。此外，比喻可被看作一种经济的认知工具。按罗施（Rosch，1973）的说法，我们了解事物不是通过它们的属性，而是通过它们更好的示例，或者她所谓的“原型”。作为鸟类的原型，知更鸟比海鸥要好一些，而海鸥又比企鹅要好。最好的原型，能以最低的认知能量提供最丰富的信息。
16.以下著名的轶事说明了这一过程。德国化学家凯库勒（F.A.Kekule）发现了苯的化学结构——由碳原子组成的六角形环，而这源于一场蛇吞吃自己尾巴的梦。在这个案例中，蛇的图案是一个比喻，而图案的可能组合可以变成其他有机化合物的类比。因此，凯库勒开发了有机化学的结构模型。
17.按照拉科夫和约翰逊（Lakoff and Johnson，1980）的说法，“比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仅在语言中，还在思想和行动中”。（p.3）
18.用于此目的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VAN（增值网络）、LAN（局域网）、E-Mail （电子邮件）、POS（销售点）系统、CSCW（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的群件以及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
19.在三合一数据库系统中，来自“市场指标超市解决方案系统”的数据（集成了来自全国超市的POS数据）会与“信息资源系统”提供的关于购物行为的定制化的数据连接，还会与来自“Equifax营销决策系统”中Microvision数据库的生活方式数据连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Micro-Merchandizing with KGF,”Food and Beverage Marking，10，no.6（1991）；“Dawn of Brand Analysis，”Food and Beverage Marking，10，no.10（1991）；and“Partnering，”Supermarket Business，46，no.5（1991）.
20.奈瑟（Neisser，1976）认为，只有在有目的活动的背景下，作为“认识”和“理解”的认知过程才会发生。此外，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韦克（Weick，1979）认为组织对环境信息的解读有自我实现预言的因素，因为组织有强烈的意愿自我实现成它想成为的样子。他称这种现象为环境的“制定”（enactment）。
21.从西蒙学派（Simonia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观点及组织目标是有效地处理信息的观点来看，组织自治只不过是“噪声”的一个来源，因此它不是组织所期望的。认知限制的概念是一个难以击败的常识。然而，如果我们从人类有无限的能力获得和创造知识的观点来看待同样的问题，那么人类似乎知道在体验和积累隐性知识方面是没有界限的。积累隐性知识之下的基础，正是目的感和自主性。人类经常会故意制造噪声，以便战胜自己。
22.建立团队时，应该考虑自组织的原则，如学会学习、必要多样性、最小临界规格和职能的冗余（Morgan，1986）。对于必要多样性，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23.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新产品开发的新游戏》一文中（Takeuchi and Nonaka，1986），我们认为在当今快节奏和激烈竞争的世界中，这种重叠的橄榄球式方法在速度和灵活性上拥有巨大的优势。
24.吉布森（Gibson，1979）假设知识存在于环境本身，这与传统的认识论观点认为知识存在于人脑中相违背。按照他的说法，当我们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我们在感受“供给性”（affordance）或者环境供给（afford）我们的东西。例如，只有当我们实际坐在椅子上时，才能感受到关于椅子的一些信息。诺曼（Norman，1988）认为知识不仅存在于大脑中，还存在于以事物、他人和情景为形式的外部世界中。
25.皮亚杰（Piaget，1974）注意到主体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时矛盾（contrad-ication）角色的重要性。他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特定感知或行为的正面和负面间的协调，而这反过来又是创造新概念必不可少的。
26.根据冯·富尔斯特（von Foerster，1984）提出的“噪声中的有序”原则，自组织系统通过有目的地给自己引入这种噪声，就能提高其生存能力。自然界的有序不仅包括静态化和结晶化有序（其中的熵为零），还有“不稳定”有序（由物质和能量作用形成的新结构）。后者是普里戈金和斯唐热（Prigogine and Stengers，1984）在他们的耗散结构理论中所称的“混沌中的有序”。此外，从进化规划的角度来看，琼奇（Jantsch，1980）认为：“和广泛持有的观念相反，以进化精神进行规划不会导致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减少，而是会导致它们增加。不确定性增加是因为选择的范围被人为地扩大了；想象力开始登场发挥作用了”（p267）。提出混沌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了混沌的创造性本质。可以参见Gleick （1987）和Waldrop（1992）。关于混沌理论应用到管理领域，可参见Nonaka （1998a）和Zimmerman（1993）。
27.赫德隆德（Hedlund，1986）使用术语“自组织”（heterarchy），意思是“非层级体制”（non-hierarchy），他解释了冗余信息的角色，基于不同于组织官方规定的程序，冗余信息可以作为问题表述和知识创造的工具。
28.创造的概念及其实现形式（即产品和/或服务）的最终验证，是由市场来判断的。
第四章
1.于1988年4月1日接受采访。
2.于1988年4月1日接受采访。
3.星电电子株式会社是一家电子零件和设备制造商，不隶属于松下公司。
4.于1988年7月19日接受采访。
5.于1988年4月1日接受采访。
6.于1988年4月1日接受采访。
7.于1988年4月1日接受采访。
8.于1993年12月2日接受采访。
9.于1993年12月2日接受采访。
10.于1991年7月2日接受采访。
第五章
1.最近关于中层管理者的角色和责任的研究文献，参见Guth and Macmillan（1986），Westley（1990），Wooldridge and Floyd（1990），Kaplan（1984），Conger and Kanungo（1988），Kraut et al.（1989），and Block（1987）.For past research on middle management,see,e.g.,Stewart（1967），Campbell et al.（1970）; and Mintzberg（1973）。
2.参见Nonaka（1988b）,Dopson and Stewart（1990），Borucki and Byo-siere （1991），and Nonaka,Amikura，Kanai,and Kawamura（1992）。
3.基于1986年3月25日在GE公司总部的采访，以及其他出版材料。
4.虽然我们将杰克·韦尔奇的管理方式描绘为自上而下式，但他本人完成了自身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最严厉的老板”或“中子杰克”演变为20世纪80年代末更为稳健的作风。诺埃尔·蒂奇（Noel Ticky）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与韦尔奇密切合作，他说：“最初，他是一个头上长有犄角的男人，而在实际管理中对无法与他同步的下属大发雷霆，后来他进化成了一名教练，一位愿意停下来……帮助别人的人”（Ticky and Stratford，1993，p.209-210）。一位GE公司的内部人士也注意到了类似的变化：“你知道，我目睹了韦尔奇的重生，或者说是韦尔奇的复兴，包括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让他重生，我甚至不在乎它们是什么，但我很高兴它发生了。他与1981年的韦尔奇简直判若两人”（p.210）。有人说这种转变恰逢“群策群力”（Work-Out）的推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式的过程，涉及一线员工，他们有权对日常的业务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采用“群策群力”并不意味着杰克·韦尔奇已经完全转向自下而上式或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如今，团队作业在GE公司内部颇为盛行，但他们仍然没有以自组织的方式运作。中层管理者虽然不再“郁闷沮丧”，但他们也不是一群人中的领导者。
5.于1985年11月14日在3M公司总部接受采访。
6.本节中的故事主要改编自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3M，1977）和哈克（Huck，1955）。
7.于1985年11月12日接受采访。
8.于1985年11月14日接受采访。
9.于1985年11月12日接受采访。
10.这里用的头衔是佳能公司员工当时有的。
11.于1984年11月28日接受采访。
12.于1984年9月4日接受采访。
13.于1984年11月28日接受采访。
14.于1984年11月28日接受采访。
15.于1984年11月28日接受采访。
第六章
1.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官僚体制具有下列特征：①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固定和官方命令；②层级体制，即分级权限等级；③基于书面文件的管理；④基于特定的/专业化工作运营。
2.伯恩斯和斯托尔克（Burns and Stalker，1961）创立了权变理论，将官僚组织结构描述为一种机械系统，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运转良好。另外，一个具有非官僚组织结构的有机管理系统更适用于不稳定的环境。参见Thompson （1967），Perrow（1967，1973），Nonaka（1972），Galbraith（1973）。
3.特别工作组的概念从军事行动演变而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采用“特遣队原则”，为了特定的目的而组建军事力量，同时保留单独的行政组织进行培训和内务管理。一个任务型组织能够以不同的组织规模发挥作用，从跨越一场战争的整个舰队战役到单舰一次性任务。
4.明茨伯格（Mintzberg，1989，第6章）提出了“灵活组织机构”（adhocracies），它包含的“项目组织结构”可以融合具有不同专长的专家的贡献，从而组成平稳运行的创意团队。
D.奎因·米尔斯（D.Quinn Mills，1991）声称：一直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正式层级体制，实际上在许多更大型的、之前是官僚的背景下正在消亡。这些机构正在向着他所谓的“集群”（cluster）组织转变。
新组织概念的另一个例子是“无限扁平化”（infinitely flat）组织，一个组织有无数的前哨，但由一个中央“基于规则的”或“计算机控制的查询”系统来指导（Quinn，1992）。
“网络”（network）组织的运行基本上没有（或者只有最少的）正式的权威或“发号施令”层级体制组织结构（Imai and Itami，1984）。这种组织模式有时被描述为“蜘蛛网”（spider’s web），因为它的互联结构轻巧而完整（Quinn，1992）。
对于一些公司，与客户有直接接触的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会仅仅以扁平或网络模式工作，而是会彻底颠覆他们的组织，使公司的所有执行人员、系统和支持人员都为一线“工作”（Quinn，1992）。
一些高度创新的公司发现一种特殊组织形式的分解非常有效。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被描述为“星爆”（starburst）或“卫星”（satellite）组织。这些公司不断“分拆”和“抛售”业务单元，就像子星从母星的核心能力中剥离一样（Sakakibara,Numagami,and Ohtaki，1989）。
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内部市场组织”（internal market orgainzation）的概念，作为层级体制的过渡，它内隐化了市场机制（Halal，Geranmayeh and Pourdehnad，1993）。
5.例如，美国海军开创了一种环形防空体系，包括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内的9艘战舰按照环形等间距地排在外围。编队的半径为1 500米，航空母舰位于中心。敌机从侧面冲向航母时，它的两翼会受到攻击，俯冲轰炸机如果试图从低空进入时，以便在距目标航母1 500米处发射鱼雷。对其攻击，也会被击落。
6.有关进一步讨论，请参见Nonaka et al.（1992）。
7.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实现这种动态组合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组织内部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的总体协调。官僚式组织协调“必要多样性”，并通过“编排”不同的节奏产生一个“自然频率”（Jacques，1979）。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的，每个特别工作组团队创造自己的“自然频率”，这是通过使来自官僚组织中不同地位的成员带到现场的不同节奏同步实现的。超文本组织是一种能够对不同的节奏或由不同产品团队和层级体制组织产生的“自然频率”进行编排的组织结构。它可以协调组织内部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的分配，从而构成组织节奏，使组织知识的创造最有效和最高效。在这个意义上，超文本组织是一个组织结构设计，使仅仅靠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不能确保的“必要多样性”成为组织的一部分。
8.矩阵式结构的概念涉及两个或更多群组之间的平衡，如职能与市场（或者就此而言，一种市场与另一种市场，例如，区域与产品）。它是通过创建双重职权结构来实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理、单位或个人共同且平等地负责做出同样的决定。
9.此外，花王公司目前正在计划进入食品和印刷市场。
10.于1991年5月21日接受采访。
11.于1991年5月21日接受采访。
12.于1991年3月27日接受采访。
13.花王公司有一套综合的战略信息系统（SIS），是日本最先进的系统之一，ECHO系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花王公司将隐性信息视为与计算机产生的信息一样重要。例如，当本地批发子公司的销售量下降时，销售事业部的负责人和他的员工将走访并观察该地区的商店，找出销售量下降的原因，并共同制定措施来改善它。
14.本案例研究基于沼上、野中和大坪的相关著作（Numagami,Nonaka,and Ohtsubo，1991）。
15.夏普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当时发明家和修补匠早川德次（Tokuji Hayakawa）在东京开了一家小型金属加工厂。早川德次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他总是鼓励自己的员工追求创造力，并说：“勿要模仿。做别人想要模仿的东西。”今天，夏普公司在日本的消费电子行业中独树一帜。
16.在事业部内部开发产品的情况下，为产品规划而召开的无数次会议，它们是确保工程、市场和生产部门间合作和联系的手段。首先，为了加强事业部中营销和产品规划之间的联系，成立了产品规划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完善规划方面的产品概念，方式是从营销的角度审查它们。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致力于提高营销的参与感。其次，已经确定召开计划和项目促进会议的目的是协调规划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工作。在这些会议上，参会者重点讨论将产品概念转化为具体产品的方式方法。
17.紧急项目制度是在“734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设立后者是为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器大战”期间开发EL-805计算器。由于这个项目，夏普公司赢得了这场“战争”，并成为行业的领导者（Sasaki，1991）。
此外，有人指出紧急项目制度是根据夏普公司原来的开发方式制作的。例如，电子记事本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发表了以下评论：
通常，我们的方法是先专攻某事，然后再让一个正规的组织来支持它，而不是先建立一个组织再来做事。当然，也有先建立组织，然后再给它一些课题的，但是当我们与少数人合作时，不可能尝试做每件事。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决定我们想要专攻的领域。规划或工程必须先行，然后产品的形象才开始成形。如果需求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就会增加人手。这就是我们的方法。紧急项目的做法只是碰巧公开昭示了上述的产品开发方法而已（Numagami,Nonaka,and Ohtsubo，1991，p16）。
18.紧急项目制度的想法最近已经扩展到被称为“并行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的产品开发系统。虽然每个紧急项目都是随产品开发的完成而完成的，但是并行工程不仅涉及产品开发团队，还有设计、生产和测试，甚至产品商业化之前的团队。该系统的目标是缩短开发时间，防止产品缺陷，以及在开发的产品已经商业化后，提高生产力。在这个系统下开发的产品例子有夏普液晶摄像机和Eco-A-Wash（夏普省水和省洗涤剂洗衣机）（《日经产业新闻》，1993年10月25日；《日经信息策略》，1993年12月）。
19.例如，带液晶显示屏的电子记事本是由夏普公司基于其最初的想法商业化的，在产品概念和组件技术方面仍然没有公司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家用电话市场上，夏普公司是业内第一个发布具有留言功能的无绳电话的厂家。CJ-A300于1989年9月上市，仅4个月就卖出了25万部。凭借这款产品，夏普公司的市场份额翻了一倍，从前一年的9.5%增加到18.7%。
20.于1990年12月18日接受采访。
21.于1991年1月29日接受采访。
22.于1991年1月23日接受采访。
23.于1991年1月23日接受采访。
24.该组织的成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场石油危机引发了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改变。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已经开始接受“新家庭”的生活方式，但石油危机使他们意识中的潜在变化转变为购买行为的具体变化。考虑到这点，1975年，时任执行董事并全面负责家用电器业务的关正树（Masaki Seki）决定将业务重新定位，开发暗示新生活方式的差异化产品，以应对消费者价值观的变化。这个想法不仅要强调产品的技术功能，还要通过增加一些情感价值来使其区别于其他产品。基于这一理念，1976年夏普公司开始将“新生活战略”付诸实践。在“新生活战略”的指导下，夏普公司创造了许多产品族群，它们的颜色、形状和功能经过全面协调，以供目标客户“新家庭”使用。
25.在公司内部招聘系统中，某些事业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可以申请他感兴趣的其他事业部实验室的职位。该研究人员可以发送申请邮件给夏普公司的人力资源开发（HRD）部门，然后接受HRD部门和所申请事业部经理的几轮面试。除了最初提供岗位通知和随后该岗位任命的研究人员公告，整个过程从来不会公开。该系统有助于夏普公司研究人员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工作，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6.《日经商业》，1991年8月19日，第10～23页。
第七章
1.如第六章所述，许多日本公司似乎都对过去成功过度适应。
2.关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知识管理的比较，参见Hedlund and Nonaka （1993）。
3.虽然关于跨组织或跨国界技术（即知识）转让的文献很多，但很少有研究与我们的相关。例如，蒂斯（Teece，1981）主张如下，引用波兰尼的话（Polanyi，1966）：
技术诀窍不能总是被编码化，因为它往往有一个重要的隐性维度。每个人可能知道的比他们能够表达的多。当知识的隐性成分高时，如果没有亲密的个人接触、展示和参与，它的转移就会极端困难。实际上，在缺乏亲密的个人接触时，技术转移有时就是不可能的。（p.86）
因此，蒂斯认识到知识的隐性维度和社会化的需要。与本文有关的是冯·希佩尔（von Hippel，1994）关于“黏性信息”（sticky information）的概念。与信息的传统经济观点（及信息转移可以无须花费成本）相反，他观察到由于信息本身（如隐性）或信息搜索者的属性（如缺乏互补性信息），信息通常成本高昂或难以获取、转移和使用。他也引用波兰尼（Polanyi，1958）的话来论证隐性“信息”和人类技能的重要性。
4.由于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与最近一次经济衰退期间有意延长了开发时间，这些交付时间的差异似乎在缩小。而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学会了并行工程，其基本想法源于英式橄榄球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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